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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伤寒论》的研究，千余年来依然十分活跃，除《黄帝内经》以外，《伤寒论》是中医界最为推崇的医著。书中所载的方剂被尊称为“经方”，即“经典之方”，至今仍为临床常用，为中医之常道、大道，是成为名医的必经之途。

由于《伤寒论》文字深奥，远古思想难以理解，而且张仲景写作风格特殊，文字精练且少言背后思想，欲理解古经含义，往往需要通过注家的帮助。可是，当学生认真地阅读了大量注家见解以后，又会发觉每一位注家有各自的风格，实际上单在“伤寒学派”之中已经是一个“伤寒各家学说”，人人解释不一、莫衷一是。尽管现代许多医家自称运用经方，可是人人使用经方的思路不同，究竟该如何使用经方？究竟张仲景的原意为何？经方理论的原貌是怎样的？此皆学医者渴求解开的谜团。

本书名为《伤寒解外方证原意》，目的正是为了解决此等难题，乃笔者多年来研究仲景学说的总结。书名为“原意”，乃是“力求仲景原意”，通过狭义的“以经解经”，让张仲景自己解释自己。本书的研究方法，是以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原文互参“内证”，以仲景的话来解释其自身的理论思维，论证不以《黄帝内经》等医经作为广义的以经解经（但可作为旁证），亦不以历代注家或现代教材为依据（但可作为对比参照）。通过此方法，重新发掘《伤寒论》中多首经方的理论原意，重构经方方证理论原貌。详细研究思路与方法，请参阅笔者另一部专著《伤寒六经原意》的“前言：智者察同的中庸之道”。

在此对书名中的几个概念进行说明。

书名中“伤寒”指《伤寒论》一书，指本书的研究范围是《伤寒论》中的方剂理论。由于《伤寒论》本是从《伤寒杂病论》中分割而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本为一书，故此在研究《伤寒论》的方剂理论时，需要与《金匮要略》互参，例如《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同载的方剂，研究时一并分析考虑。《伤寒论》的“伤寒”一词，本身指“寒邪”致病，而“六经”是指寒邪致病从表到里逐步深入的六个过程，可是《伤寒论》的内容并不单纯论述寒邪致病，亦有论述风邪、热邪，以及各种内生邪气的问题。从《伤寒论》的书名来看，伤寒指的是狭义的“伤寒”而非一般所谓广义的外感六淫（或说无广义、狭义之分），但其书中内容确实包含了多种邪气在内的疾病，更准确地说，《伤寒论》十分关注正气与邪气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单独考虑邪气致病。

因此，本书的研究立场，并非单纯立足于邪气的角度看待《伤寒论》，而是更侧重在整个人体的正气，实即人体的生理理论，认识“表里三焦营卫”与“伤寒”之间的关系，作为解释每一个方证的背景理论。对于整个《伤寒论》的关键理论问题，例如“表里”、“三焦营卫”、“六经”、“脾约”、“客气”、“中风”等理论的原意，请参阅笔者《伤寒六经原意》一书，其为本书的理论基础。

接下来说“方证”。方证一词并非仲景原文，但是现代对于经方的使用，多为“方证辨证”、“汤证辨证”。实际上，“方证”一词有多种含义，至今尚未有一清晰概念。其中较为错误者，认为“方证”类似一种“证型”，亦即方证像现在《中医内科学》上将感冒分成“风热”、“风寒”、“暑湿”等几大类型，认为“方证”就是对于疾病分型的另一种看法。这种对于“方证”的理解，是按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对于“证”一词的认识（认为证是“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病理即指疾病的“本质”、“病机”）而来的，显然是错误的。由于“方证”的概念是专门用在经方理论上的，而张仲景时代的“证”并非解释成“本质”的概念，“证”是指“临床表现”，即患者的各种不适感觉，实际上亦即等同于“症状”，是指疾病的“现象”。其实，现代大部分提倡“方证”的经方家，不是持这种思想的。

比较普遍的“方证”观点，是提倡“方”与“证”的关系，即是指“经方”与对应“证候”（症状）的关系，如何通过辨别症状，准确判断每首方可出现的一个或一系列症状，从而“辨证”使用经方。这种思想的最极端者，例如日本古方派的吉益东洞，认为“《伤寒论》唯方与证耳”，即认为《伤寒论》的方剂理论，没有病机，而只有方药以及证候的对应关系。这种否定《伤寒论》具有病机理论的思想，至今在中医界仍十分流行，甚至提倡“抓主症”，即每一首经方抓住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即可使用，抑或提倡“药症”，即见某一症状即可用某一药物。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中医的倒退，回到几千年前，中医还未形成理论医学之前的“经验医学”，只凭经验针对症状用药，而不考虑疾病原因。

事实上，《伤寒论》确实强调方与证的关系，但更重视两者中间的病机关联。虽然在《伤寒论》中较少直接论述背后的病机理论，但是相关记载仍有不少。例如，原文说心下有水气、表不解、气上冲、阴阳俱虚、胃气不和、阳气怫郁在表、血弱气尽腠理开等。仔细发掘可看到，《伤寒论》中散在不少病机理论，张仲景在建立六经理论时，显然具有背后的系统理论，只是在写作中把重点放在证候的辨别上，模拟临床实践。正如《伤寒杂病论》的原序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张仲景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训练“见病知源”的能力，在知道疾病原因之前，强调的是“见”，即是观察辨别临床现象，从而得知疾病本质。张仲景更说“思过半矣”，重视临床思维能力，以能够认识清楚疾病的原因。

本书所说的“方证”，重视经方与证候之间的病机联系，从证候到病机再到方药，三步的一线贯穿是张仲景方证理论的重要价值。单纯研究某一方的用法，还未能突显张仲景的“系统理论”，更重要的是在明确每一方的方证理论后，能够看到“证与证之间”、“病机与病机之间”、“方与方之间”、“药与药之间”，甚至是“剂量与剂量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了“证-机-方-药-量”之间一脉贯穿的理论，此即为“得道”，得医学之大道。

因此，“方证”一词，实际上是以“方”与“证”两者作为代表，训练医者的理论思维，是经方理论的重要思想。

最后说“解外”。“解外”与“解表”概念不同，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所说的表是指体表，而“表证”是专指“恶寒”一证，是专指由于寒邪在表所导致的证候（临床表现），表是相对于里，而张仲景的“里”并非“非表即里”，里是专指“下焦”。张仲景的“外”与“内”，“外”同样是指体表，而“内”则是非表即里的概念，即是非在体表皮毛血脉，包括了体内的三焦脏腑。由此理解，张仲景所说的“解表”与“解外”的概念略有不同，解表是专指解除在表的寒邪，若非寒邪在表，例如是邪热在表、水湿在表等寒邪以外的邪气，则当称为“解外”。解外的概念范围较广，包含了解表在内，而解表的范围较窄。本书以“解外”命名，即是强调讨论各种有邪气在表的病情，而不单独讨论“寒邪在表”的方证。本书对约50首与解外相关的经方作重新考证，每一首方皆提出新的观点，不少观点与主流理论大相径庭，力求恢复经方理论原貌。本书中所载的方证，包括了几大部分：①确实能够解表、解外之方，例如太阳病篇的麻黄汤、葛根汤、桂枝汤等方。②一般认为能治表之方，经考证却发现其方义并非在于“解表”，例如五苓散、桂枝人参汤、葛根芩连汤、麻黄细辛附子汤等方。③一般认为并无解表之功，但经考证却发现其方具有解外功效，如越婢汤、白虎汤、黄芩汤、麻黄升麻汤等方。由此可见，本书对于整个《伤寒论》的解外理论，进行了重新研究。

《伤寒论》奠定了中医理论中的“解表法”，解表并非独有发汗解表，还有“非发汗”的解表法，各种调和营卫、阴阳自和的解外法。《伤寒论》所讨论的病证，是邪气从表入里的过程，是邪气在表属于病情较轻、需要首先治疗的病证。但临床上，单纯邪气在表的病情只占少数，更多是邪气在表兼有其他病情。而对于“表里同病”的治则，一般认为有三方面：里证为轻，则先表后里；里证为急，则先里后表；若单治表或治里均会加重病情，则表里同治。可是，这三大法则还是过于粗略，在何种情况下选择表里分治或合治才是要具体讨论的问题。由于除了太阳病主表以外，其余五经亦可同时兼有邪气在表，故此各种邪气在表的病情千变万化，根据邪气在六经之不同、病机兼杂多少、正气虚弱程度等因素，所采取的解表方法并不一样，形成了丰富的解外证治理论。

本书全面探讨《伤寒论》解外方证的理论，作为笔者另一书《伤寒治内方证原意》的姐妹篇，内外相应，体现出张仲景在治疗外感病过程中，对于有无邪气在表的重视。读毕此书以后，对于各种经方的争议问题当能迎刃而解，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既能明白方证理论本身并不难学，又能感受到仲景学说的系统与严谨，赞叹经方理论的完美与高尚，这是在后世时方理论之中所不能找到的。

本书为笔者多年来学习研究的成果，在研究时努力丢空自己、探寻仲景原意，但因能力有限，未能高攀医圣之全心，难免挂一漏万，愿抛砖引玉，诚邀各位学者批评指正，促进学术进步，以冀恢复“仲景学派”的辉煌！

李宇铭

2013年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

桂枝汤中所用的芍药，一般认为有“酸敛”的作用，而芍药配甘草更解释成“酸甘化阴”，但以此角度解释芍药的功效，则在许多经方中出现理论矛盾。本文先从芍药功效问题作为切入点，重新解释桂枝汤的方义。


一、芍药的“双重作用”问题

例如，在太阴腹痛证用桂枝加芍药汤中，方中芍药用量较桂枝汤加倍，其作用在《伤寒学》中解释成：“重用芍药取其双重作用，一者与甘草配伍缓急止痛，再者活血和络，经络通则满痛止。”《伤寒论讲义》亦清晰表明：“重用芍药有双重作用，一者与甘草配伍，酸甘化阴，缓急止痛，再者加倍其用量，以增其活血而散结之功。”如此以“双重作用”的角度作解释，近似于现代医学的“双向调节”作用，指一种药物能够产生两种作用相反的效果。

但是，“双重作用”真的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作用，还是只是两种不同的矛盾观点？这似乎是见仁见智。“通”与“涩”本身即相反的概念。假如桂枝加芍药汤能够同时存在敛阴与活血，为何不会互相抵消？又如，在小建中汤中同样含有桂枝加芍药汤中的药物组成，可是在解释方中芍药的功效时，则大多不从“通经络、活血脉”的角度作解释，而是只取“酸甘化阴”的补益角度，如此解释经方药物的功效，则显得无准绳可循。

类似解释芍药功效的问题，普遍存在于经方之中。例如，在真武汤、附子汤中亦用芍药，则不能从酸敛的角度解释，而只能说“活血脉，利小便”，则为何真武汤中的芍药并无酸敛作用？又如，在桂枝新加汤、桂枝加大黄汤、大柴胡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当归芍药散、四逆散、枳实芍药散、桂枝茯苓丸等方之中，假若以芍药“酸敛”的角度解释，则明显不符合其方义。

为了解释这种“双重作用”的矛盾，亦有人提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在桂枝加芍药汤中芍药的通行作用是由于用量加倍所导致的，通行的作用在量大时才能产生，可是在真武汤、附子汤中用芍药亦只是与桂枝汤剂量相同（用三两），如此为何在真武汤与附子汤中能解释成活血利尿，而桂枝汤则不能以此解释？可知此说不通。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或许是由于芍药与其他药物配伍，因而使芍药发挥出不同功效。可是此一观点亦未能找到相关证据。例如，在桂枝汤中，一般解释芍药配甘草才能产生酸甘化阴的补益收敛作用，可是，既然桂枝配甘草能通行卫气，则为何芍药配甘草不能通行营气？为何必须解释成收敛营阴？这种观点似乎只是一种假想，未能找到相关例证。

因此，芍药所谓的“双重作用”值得质疑，什么情况下芍药的作用是酸敛补益、什么情况下是通行活血？这一问题从未有过合理解释，一直以来只是按照解释者对该方的理解而随文释义，并未有一理论能够通释芍药的功效。


二、芍药的本草考证

按照本草文献学的考证，一些学者认为张仲景时代芍药未分赤、白，如李雪莲
(1)

 [1]与王绪前
(2)

 [2]等均持此观点。可是，较多学者认为汉代的芍药当为今天的赤芍，例如祝之友
(3)

 [3]、姜淑珍
(4)

 [4]等，认为白芍为栽培且经过炮制之品，经过蒸煮等加工，而赤芍则是野生且未经炮制的，直接生用。

在汉代芍药均为野生，至宋代则开始有药用芍药的人工种植，而且在《伤寒论》中芍药均没有标注炮制，因此应为野生且为生品的赤芍为宜。胡世林来是与现时赤芍相当
(5)

 [5]更清楚地指出，“张仲景时期没有药用栽培的芍药和加工成白芍的相应技术存在”。因此，张仲景所用的芍药应以赤芍为是，此说理据充分。谢宗万
(6)

 [6]亦有类似观点，指出“汉代所用芍药，那时尚无赤白之分，亦未有如此加工的记载，故张仲景治伤寒用芍药以其主寒热利小便，其所用芍药，看来是与现时赤芍相当”。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仲景用芍药当为白芍，但其研究并未回答上述培植及炮制的区别问题，论据不足。


三、芍药的性味功效

芍药的“双重作用”，实际上是两种芍药功效的差异问题。现代对于赤芍的性味理解，一般认为是“苦，微寒”，这与《神农本草经》芍药“味苦，平，有小毒”的所载基本相同，两者同为味苦，只是“微寒”与“平”的细微差异，赤芍并无白芍的“酸味”。一般理解白芍与赤芍的功效差异，在于“白补而赤泻”，即白芍能补益，其味酸能收敛，而赤芍则味苦能通泄、活血，因此上文所讨论芍药的“双重作用”问题，实即赤芍与白芍功效差异的问题，由于运用了不同的芍药进行解释，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功效认识。假若以白芍理解芍药，则误认为张仲景所用的芍药能敛阴补益，反过来说，白芍通行营血作用较弱，不如赤芍之力强。

张仲景对芍药的运用在通降营血。无论是赤芍抑或白芍，其功在“营血分”是没有争议的，关键在于芍药的通行之性。在《伤寒论》280条说：“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此条是针对于279条使用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而言的，这里刻意指出若便利（参278条当为大便通利），则当减少大黄与芍药的剂量，原因是胃气弱则“易动”。这里的“动”当理解为“受伤”、“扰动”的意思。如《伤寒论》67条说“发汗则动经”，115条又说，“实以虚治，因火而动”，134条说“客气动膈”等。因此，本条即指芍药与大黄能伤胃气、通大便。由此看来，张仲景认为芍药与大黄具有近似功效，在《神农本草经》载大黄“味苦，寒，无毒”，而芍药则是“味苦，平，有小毒”，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味苦”。按照《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辛甘之味能发散上行属阳，而酸苦之味涌泄下行属阴，故此有“辛开苦降”之说，味苦能降能泄。因此，芍药的功效，能通降营血，使营血下行，符合现代对于“赤芍”的理解。


四、桂枝汤方义的重新解释

在张仲景运用芍药的方剂之中，最为常见的是桂枝汤及其类方，因此，以芍药通降营血的角度，重新解释桂枝汤的方义，将更为清晰仲景原意。

首先指出，桂枝汤证的“自汗”，并非因为“营阴外泄”而需要“敛阴”，而是因风为阳邪。在《伤寒论》12条的桂枝汤证，其病机一般解释为“营弱卫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卫气亢奋，营阴外泄”。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中风》一文中，已对桂枝汤证的机理作重新解释，指出桂枝汤证并非典型的“中风”，《伤寒论》12条的证候是在第2条的太阳中风证的基础上，再感受寒邪，以感受风邪为主，感受寒邪为次。该证见“汗出”并非以“营阴外泄”作解释，而是由于风性属热，且风性开泄而使腠理疏松、汗液外出，因此方中芍药的作用肯定不在于“敛汗”，假若是敛汗则使风邪停滞在表，与发汗解表有所矛盾。12条桂枝汤证确实有营阴虚弱的一面。条文中说“阳浮而阴弱”，即是指“寸脉浮”而“尺脉弱”，尺脉弱反映下焦营血偏虚。由此可理解，本条桂枝汤证是由于感受寒邪而伤营气，或病者素有营气偏虚而感受风寒所致。

既然桂枝汤证有营气偏虚的一面，芍药在方中的作用是否配甘草以“酸甘化阴”？非也。张仲景对于阴液偏虚之证，一般予静候“自愈”而不用治疗。如《伤寒论》49条说：“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此条的“尺中脉微”比12条“尺脉弱”更为严重，明确属于里虚，可是张仲景仍等候“津液自和”，而不进行治疗。又如59条更说：“大下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此条误治之后津液亏虚，张仲景仍以等候小便利的方法，可知在仲景学说的理论中，外感病的过程中见下焦营血津液的不足，主要是通过正气恢复而自愈。由此理解12条桂枝汤证的阴液偏虚，则并非要解决的病机。进一步理解，此时实非补阴的好时机，补益则“闭门留寇”，使在表的风寒邪气不得去，因此仍当以祛邪为要。

桂枝汤中芍药的功效，在于通降中焦营气，使营气下达下焦。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营卫理论》一文中指出，营卫二气皆生于中焦脾胃，而营气藏于下焦，营卫二气又能通过上焦宣发于脉中、脉外，从而濡养周身。过去在解释桂枝汤的功效时，侧重于解释桂枝配甘草以辛甘化阳，通行卫气以宣通上焦阳气，而其中营气降于下焦的一面则较少讨论。由于中焦腐熟水谷之后，营卫之气在胃中化生。营气一方面能通过上焦，与卫气并行在脉中、脉外宣散出表；另一方面，胃中营气与津液亦能下行藏于下焦，由此则符合张仲景的三焦营卫理论，认为下焦是藏津液、藏营血之所。

重新理解桂枝汤的方义。桂枝汤中的桂枝，目的在宣散卫气，使营气从上焦宣散出表，而方中的芍药则在于通降营气，使中焦胃中的营气得降，故此芍药的作用部位在中下二焦。桂枝与芍药的配伍是一阳一阴、一卫一营、一升一降、一上一下，确实为调和营卫的经典配伍。桂枝与芍药的作用，皆在于“通”，符合《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的思想，营卫气血通畅是使邪气得去的重要法则。桂枝汤中的生姜在于宣散中焦之气，助脾气散精，亦助桂枝宣散卫气，甘草则补胃气、大枣补脾气，全方共奏补脾胃、通营卫之功，从脾胃营卫的生化之源入手，疏通上下营卫之气。

需要注意的是，桂枝汤的发汗之力，实际上是“啜热稀粥”与“温覆”等方后注的结果。从桂枝汤的方药组成而言，桂枝主要作用在上焦、芍药作用在中下焦，单凭本方药物的力量不足以达表而发汗。本书《桂枝汤“非发汗”解表机理》一文中，解释了桂枝汤若单以其方药组成来看，是通过“非发汗”的方法，即通过调和脾胃营卫，使三焦通畅、阴阳调和而解表，若以温覆或“啜热稀粥”的方法，则属于“发汗”的方法，是两种不同机理的“汗出”途径。

本文进一步指出，“啜热稀粥”的方法，即能补益营气津液，以资汗源。营卫二气的化生，需要胃中腐熟水谷而成，而“稀粥”即水液与粳米，实际上即“水谷”，因此通过服药后继服稀粥，则能有助脾胃化生营气与津液，再通过服桂枝汤后营卫之气得通，使稀粥所成的水谷精气得以宣散出表，再加上温覆则能发汗。由此理解，稀粥亦能有助补益桂枝汤证的下焦营气偏虚。

服桂枝汤后的汗出，一方面可理解为汗出而邪去，而更重要的是“五脏元真通畅”的反映。《伤寒论》230条说：“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本条虽然是解释小柴胡汤的机理，但亦适合解释桂枝汤的作用，桂枝汤中的桂枝能宣通上焦阳气，芍药则使胃中营气津液得下，使胃气得和，营卫得通，结果能见周身汗出。小柴胡汤证见的“濈然汗出而解”，一般不解释为“汗出以驱邪”，汗出只是营卫畅通的结果，服桂枝汤后见汗出亦有此意。又如《辨脉法》说：“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本条指出了“战汗”和“不战汗”而病解的原因，是前者本虚而后者不虚，因此桂枝汤证见汗出而表解，是反映营卫之气相对不虚，通过啜热稀粥帮助补益水谷精气，汗出是内外营卫畅通的反映。


五、桂枝汤用赤芍与白芍的功效差异讨论

桂枝汤原意应用赤芍，但后世及现代普遍在运用桂枝汤时选用白芍，这可以理解为“同病异治”的一种体现。

首先要说明，白芍跟赤芍均是来源于同一品种的植物，两者功效有某种程度的相近，而赤芍是野生而生用，白芍则是栽培及经过炮制，两者在炮制上的区别类似生地与熟地的区别，即经过炮制后，白芍的补益之性增强，未经过炮制的赤芍则药性较猛。故此，后世较多医家认为，芍药是“白补而赤泻”，再看《神农本草经》说芍药有“小毒”，可知赤芍的通泄功效较强，白芍则偏重于补益，通泄功效较弱。

在桂枝汤证的病机上，本属于感受风邪而兼有轻微寒邪，方义以疏泄风邪为主，故此以桂枝配赤芍，主要考虑疏通营卫之气以祛风，而营阴虚弱的一面，则为次要考虑，张仲景多以机体自愈的方法来使阴液恢复。假若以后世方法，以桂枝配白芍，白芍则主要以“微酸”之味，配以甘草、大枣以补益营阴，通泄营阴的能力则相对较弱。故此，桂枝配白芍的桂枝汤配伍，祛风散邪之力较弱，而补益之力较强，可理解为一种“扶正祛邪”之剂，可用于虚人外感。

由于桂枝汤是在服用药物之后，仍需要啜粥与温覆来达到汗出祛邪，可知汗出也是一种“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需要通过正气的配合，从脾胃化生营卫的角度以助发汗。即使用白芍的桂枝汤，虽然通泄的力量相对用赤芍者较弱，但可以通过增加服药次数等方法，按机体正气的强弱程度，亦可使汗出而邪去。因此，用赤芍的桂枝汤与用白芍的桂枝汤，可说是同病异治的两途。


六、多首经方中芍药功效的重新认识

重新理解桂枝汤中芍药的功效之后，对于一系列桂枝汤类方的方义亦有了重新理解，包括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小青龙汤、瓜蒌桂枝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桂汤、桂枝加黄芪汤等方，当以芍药通降营血的角度作理解。以下对多首含有芍药的常用经方作一继续探讨，重新解释方中使用芍药或不用芍药的意义。


1.桂枝去芍药汤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伤寒论》21条说：“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本证去芍药的原因，过去多解释成芍药敛阴，其阴柔之性有碍宣通阳气，故去之。虽然此说于理可通，但是如前文所说，桂枝汤中的芍药是赤芍而非白芍，其性通行而不收敛，况且假若其性阴柔有碍宣通阳气，实则桂枝汤证中亦当去芍药，以防阻碍通阳祛风散寒。

本条见“脉促”的成因，是邪气有外解之势。“脉促”即脉象“急促”，如桂枝汤方后注说，“后服小促其间”，促即减少时间的意思，脉象上言即脉搏动间隔的时间缩短，即脉急促。《辨脉法》又说：“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阳盛则促。”这里明确指出了促脉的脉象，是数脉而时一止复来，是因为阳气盛而受到阻碍所致。本条见脉促，按《伤寒论》34条说：“脉促者，表未解也。”脉促可反映表证仍在，而140条又说：“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本条同样是太阳病误下见脉促，这里提示“不结胸者”为欲解，即提示太阳病误下之后可成结胸证，因此本条见脉促“胸满”而非“结胸”，可知其病不重，是欲解之象。其欲解之因，如《伤寒论》15条说：“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此也是误下以后，若气上冲可用桂枝汤，而本条的“脉促”可理解为一种气欲上冲，但见受到阻碍的脉象，因此不可仍用桂枝汤治之。

本条见“胸满”，是其辨证要点，亦是不用芍药的原因，反映上焦营血不足。过去解释胸满的成因，多从胸阳受损的角度。可是在《金匮要略》第五篇第3条则明确地说：“营缓则为亡血……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这里指胸满的成因，是由于亡血、心气不足所致。这是营卫的生理功能，中焦水谷化生营卫二气后，营气通过上焦心的宣发，伴随卫气在脉外、脉中宣散出表，因此若误下之后使营气受伤，则营气宣发受阻，结果出现胸满，是心失血养的反映。由于芍药之性在于下行，胃中营气得以通降下焦，使营血上行受阻，因此需要去除。

由此理解，本证属于误下后“营气受伤”，“胸满”的重点不在于“胸阳不振”，假若是“卫阳虚”则当加上附子，且当如《伤寒论》20条桂枝加附子汤证见汗漏等证。另外，《伤寒论》22条说：“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此条与桂枝加附子汤作比较，在于有无芍药的区别，而且桂枝加附子汤增加甘草用量一两，反映阳虚更重。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则属上焦营卫俱虚，需要去芍药而加上附子。由此可见，《伤寒论》20至22条的三条条文，是演示太阳病误治后，分别出现上焦卫气虚、营气虚，以及营卫俱虚的不同转归，是张仲景示人应仔细入微地进行病机与证候辨别。


2.桂枝新加汤


《伤寒论》62条说：“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本条桂枝新加汤证，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上芍药一两，其原因为何？

本证在太阳病发汗之后见“身疼痛”，身疼痛一证同样在38条大青龙汤证出现，但是若病仍在表则当见“脉浮紧”，是脉证相符。又如49条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本条见“脉沉迟”，而并非单纯“尺中迟”，可知营血亏虚较重，影响周身。因此，本条加重芍药用量，亦在通降胃中化生之营气，加用人参补下焦营气，增加生姜一两的目的，在于加强宣散胃中阳气，助桂枝宣通上焦营卫以达表。


3.桂枝加芍药汤与桂枝加大黄汤


《伤寒论》279条说：“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本条与前述桂枝去芍药汤证，同样是太阳病误下之后，可是本条却不见脉促胸满而出现腹满痛，可知病位已不在上焦，邪气进一步深入中焦脾胃。比较《伤寒论》66条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见“腹胀满”，假若是单纯脾气虚所引起的气滞，张仲景则主要用厚朴治之，本证不用厚朴，可知重点不单在脾虚气滞而更在于胃肠。如《伤寒论》241条说：“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腹满痛属病在中下二焦。

以方测证，桂枝加芍药汤是在桂枝汤基础上倍用芍药，可知其通降营血的功效更强，反映本证因误下之后胃气受损，营气停滞胃中，营卫不通，因而出现腹满痛。因此，重用芍药，以通降胃中营气至下焦，再配上方中其余桂枝汤药物，使营卫得通。假若腹痛更甚见“大实痛”，反映营气郁滞甚重，因而加用大黄以助芍药通降胃气，使营气得下。

值得讨论的是，本证一般解释成“脾络瘀滞”，加芍药或大黄的目的在活血止痛祛瘀，但此种解释并非仲景原意。如上文所论，本证并非脾虚气滞，而重点在胃肠，而“脾络瘀滞”一说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对“络脉”的理解。按张仲景的理论，在“络”是指在体表，病情较轻的阶段，如《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说：“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本条已经病在脏腑，又何以言络？仔细分析，络脉比经脉更浅一层，如《金匮要略》第五篇第2条又说：“浮者血虚，络脉空虚……邪在于络，肌肤不仁；邪在于经，即重不胜。”如此理解“脾络”则不明其意，脾既然属于五脏，“脾络”又不可能指脾脏在表的络脉，若是指足太阴脾经的“络脉”则为何单纯病在腹部？“脾络”一说属后世的理论，并非仲景原意。


4.小建中汤


小建中汤是在桂枝加芍药汤的基础上加上饴糖，其证是在桂枝加芍药汤证营气不通的基础上，兼有营气亏虚。

《伤寒论》100条说：“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小建中汤在此治疗“腹中痛”，本条见寸脉涩而尺脉弦，反映上焦气血亏虚而下焦寒盛。《辨脉法》说：“寒则伤营。”下焦寒盛亦即下焦营气不通，如《金匮要略》第五篇第9条说：“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由于下焦营气不通，则使上焦无气血可宣通，故见阳脉涩。因此，本条小建中汤证是由于寒邪所伤，使营气亏虚，因此出现腹痛。另外，在《金匮要略》二十二篇18条说：“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这条小建中汤证同样以腹痛为特点，与本条区别之处在于感邪来路不同。《伤寒论》的小建中汤证是由于外感寒邪伤营气所致，而《金匮要略》妇人病篇中是由于妇人“因虚、积冷、结气”所致，属于内伤杂病。

小建中汤证除了营血郁滞以外，更有营血亏虚，因此需要加上“胶饴”，目的在于补益营气。方中同样以桂枝加芍药汤为基础，加芍药的目的亦是为了通降营血，配以其他药物以宣降营卫，小建中汤的重点在于“胶饴”，胶饴即饴糖，是以大米、大麦等谷类经过发酵糖化而成，实际上可理解为“水谷之精气”。此亦如桂枝汤方后需要“啜热稀粥”之意，但稀粥中的“粳米”仍需要在胃中腐熟后才能够化生营气，可是胶饴已经经过发酵而成甘味，可知更为接近由胃中腐熟后的精气，因此能更迅速地化生“营气”，再配上芍药的通降，能直接补益下焦的营气。

除了第100条，《伤寒论》102条亦用小建中汤：“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本条虽然并无腹痛，但仍然使用小建中汤，病机有其相同之处，仍然是因下焦营气偏虚而有寒，但是因寒气不盛而不见腹痛。本条以“心中悸而烦”为特点，即是由于下焦营气不足，因而营血不足以上行，故出现心悸；心烦则属于营气偏虚而客气上逆之证，如栀子豉汤证出现“虚烦”之意。

《金匮要略》第六篇第13条说：“虚劳里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小建中汤主之。”本条与《伤寒论》中两条小建中汤证，同样见心悸、烦、里急腹痛，而独有见证如“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干口燥”，均属于虚热上扰之象。本证与《伤寒论》的小建中汤证，主要在于外感与内伤感邪途径的不同，本条是因为虚劳而使下焦营血亏虚，因而出现里虚寒而虚热上浮，而非外感寒邪所伤。值得讨论的是，本证见诸种虚热之象，虽然在小建中汤中没有清热药物，但由于小建中汤的芍药具有通降之性，亦可助虚热得下。


5.芍药甘草汤及芍药甘草附子汤


《伤寒论》29条说：“脚挛急……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芍药甘草汤治疗阴液亏虚所导致的“脚挛急”，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29条本当用小承气汤》一文中指出，本条的脚挛急是由于胃热炽盛且阴液耗伤，肌肉失养所致，因此本条所见的脚挛急，并非单纯阴液亏虚所致。本方重用芍药与甘草各四两，以补胃气与营气，使营气通降下行，以对治脚部的阴液亏虚。值得注意，本方原书药物虽然写成“白芍药”，但是由于汉代并未有白芍的应用，“白”字当为后世所增。

《伤寒论》68条说：“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本条说发汗之后，病情没有解除，更出现恶寒，是误汗之后使寒邪入里、营气受伤所致。芍药甘草附子汤即桂枝加附子汤去桂枝与生姜，再加甘草一两而成，由去桂枝与生姜可知，本方作用并非宣通上焦卫气，而集中在中下二焦，因下焦营卫偏虚所致，因此以甘草补胃气，芍药通降营血，附子温通下焦阳气而散寒。


七、结语

从上述讨论可知，若以芍药为“赤芍”的角度理解，芍药具有通降营血的功效，则能更完满地解释仲景诸方的机理。张仲景还有数十首含有芍药的方剂，若能以此角度对其他经方作深入分析，则能正本清源，有助仲景学说的理论发展与提升经方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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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汤属太阳伤寒代表方

过去一直主张，太阳伤寒的本证是以麻黄汤为代表方，葛根汤则属于太阳伤寒的兼证，可是在《伤寒论》的原文之中，一直没有直接提出过“太阳伤寒麻黄汤主之”。麻黄汤能治疗太阳伤寒表实证，可是葛根汤亦治太阳伤寒，二方证仔细比较，可发现葛根汤更适合作为太阳伤寒的代表方，以下论述其依据。


一、葛根汤与麻黄汤证候比较

葛根汤出自《伤寒论》31条：“太阳病，项背强，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麻黄汤则出自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两方证均见无汗、恶风，不同点在于，葛根汤证见“项背强”，而麻黄汤证则出现发热、周身疼痛，而且以“喘”作为重点。

《伤寒论》第3条说：“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太阳伤寒的病机特点是表气充实、卫闭营郁，是相对于太阳中风的表气偏虚、卫强营弱，因此出现诸种证候。葛根汤与麻黄汤两方证的表现，均符合太阳伤寒的病机特点，可是两者同中有异。葛根汤与麻黄汤皆属于表郁，只是表气郁滞轻重程度有别。葛根汤证单纯气郁在表，以“项背强”等太阳表气郁闭不利为特点；麻黄汤证则表郁及内，由于表气郁滞皮毛，影响上焦肺气宣降，因而出现身体疼痛与喘等证候。

由此观之，若以太阳病病机在表为其特点，则葛根汤属于太阳伤寒在表的典型类型，而麻黄汤则是由葛根汤证演化，病情从表入里的另一类型。


二、葛根汤与麻黄汤方药组成比较

两方共用药物为麻黄、桂枝与甘草，且麻桂用量相同，不同点是葛根汤重用葛根，配上芍药和姜枣，而麻黄汤则用杏仁。如此药物组成，与前述病机特点相称。

葛根汤证病情单纯在表，表郁较重，因而在麻桂的基础上，再配上葛根以疏通经络，发汗力量更强，更配上生姜之辛温以助发汗，姜枣相配以助营卫生化之源。麻黄汤中没有葛根与生姜，发汗力量相对较弱，重点在肺气郁闭；不用姜枣，不考虑脾胃营卫化生问题，在麻黄汤的方后注说“不须啜粥”亦可助证；麻黄汤用杏仁以降肺气，配上麻黄一宣一降，以治肺气郁闭。

因此，葛根汤在功效上作用更趋于表、在皮毛，而麻黄汤则在解表上较趋于里、在肺。


三、中风与伤寒比较

太阳中风的代表方为桂枝汤，桂枝汤以桂芍配以姜枣草，而在葛根汤亦以姜枣草配伍，使两方成对举局面，共同治疗太阳表证，符合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相对的意义。

且看桂枝汤证的演变，假若在太阳中风证的基础上，病情演变入里，影响肺气宣降而见喘，可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中亦用杏仁以降肺气。因此，桂枝汤相较于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则桂枝汤为太阳中风表中之表，而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则为太阳中风表中之里。

至于太阳伤寒，入里影响肺气宣降而见喘，属表中之里，则用麻黄汤治之，由此可以反推，在太阳伤寒表实用麻黄汤之前，应有一表中之表，当以葛根汤治之，以符合疾病演变过程。


四、按原文顺序分析

从《伤寒论》原文顺序来看，在太阳病篇12条引出桂枝汤证候，一直至30条均是讨论桂枝汤的运用，以及太阳中风证的演变，属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31条开始的葛根汤证，则作《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的开始，可知前文太阳中风已经讨论结束，至31条开始讨论太阳伤寒及其演变证。麻黄汤证在35条，是在葛根汤证之后，助证麻黄汤证乃属从葛根汤证演变而来。


五、各条麻黄汤证分析

确定了葛根汤为太阳伤寒代表方后，再对各麻黄汤证条文重新分析，从反面探讨葛根汤代表太阳伤寒的合理性。以下逐一讨论：


1.《伤寒论》第36条


“太阳与阳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

此条用麻黄汤原因简单，是因为见“喘而胸满”，病从表入里郁于肺，因而选用麻黄汤。比较葛根汤在32条亦用于“太阳与阳明合病”，病仍在表则用葛根汤，病逐渐入里则用麻黄汤。


2.《伤寒论》第37条


“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脉浮”是太阳病的提纲证，中风、伤寒皆可见，为何独选用麻黄汤？这需要从上下文的病情理解。此条开首说“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病在太阳时间已经较长，脉虽见浮，却是浮而细且见嗜卧，即是病后的虚象，是表证已解，假若直接理解后文，见“脉但浮”而不见“细而嗜卧”，则说明病仍在表，仍要发汗，但以何方发汗则需要视具体病情而定。再比较前文“胸满胁痛者”用小柴胡汤，当是在前面“脉浮细”的基础上再见“胸满胁痛”，属正气偏虚而转入少阳，因而以小柴胡汤。假若单见脉浮且胸满胁痛，而不是脉浮而细，说明正气不虚，病仍在表，当须发汗。发汗仍遵36条，因胸满属于肺气郁闭较甚，因而以麻黄汤治之而非葛根汤。

37条用麻黄汤，当与266条对举：“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此条已经转入少阳，见脉沉而紧，假若仍在表，麻黄汤证则见脉浮而紧，一表一里，应当鉴别。


3.《伤寒论》第46条（附：第55条）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此条中间一段“服药已微除……阳气重故也”，属插文自注句，“麻黄汤主之”应紧接“此当发其汗”之后。此条用麻黄汤，显然是因为见“身疼痛”，说明表郁更重，有入里郁肺的趋势，因而用麻黄汤。其后的自衄可以助证，仲景还自注解释，乃因“阳气重”，即是阳气郁滞较重的意思。因此在第55条说：“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若见自衄而脉仍浮紧，仍可以麻黄汤治之。


4.《伤寒论》第51条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此条虽然简要地说病在表发汗宜麻黄汤，可是在太阳病均应见脉浮，假若单见脉浮即用麻黄汤，岂有此理？本条实则从上文而来。在50条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见“身疼痛”，当属麻黄汤证，若见尺脉迟则属里虚不可发汗，脉浮才可用麻黄汤。


5.《伤寒论》第52条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此条亦与49条作对举：“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此条重点当为“脉数”，为何见脉数？《辨脉法》云：“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又说：“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淅无寒也。”可知就仲景脉法而言，数脉属虚，可是并非本虚的虚，乃是相对阳气亢盛的虚。再看《金匮要略》第十七篇第3条：“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这条亦见数脉，是因误汗伤阳气后，数脉仍在，此数脉为“客热”引起，即是因虚而致的热。《伤寒论》134条亦云：“太阳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此清晰地说明了脉数可主虚热之意。

回看《伤寒论》第5条：“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脉数急为欲传变之脉，若见脉浮而数，当属证从太阳传变阳明的过程，由于表气郁滞较重，可是正气逐渐无力抗邪，不能驱邪在外，因而逐渐入里化热。52条的“脉浮而数”，当与49、50条的“尺中脉微，此里虚”，“尺中迟者……营气不足，血少故也”相鉴别。在《辨脉法》中说：“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后在《平脉法》中又说：“诸阳浮数为乘腑，诸阴迟涩为乘脏也。”可知仲景以数脉与迟脉相对，以示表里之别。52条的浮数脉属阳，有转入阳明之势，但仍在表，仍可以发汗治之。52条承袭50条而来，仍当见“身疼痛”，故选择麻黄汤而非葛根汤。


6.《伤寒论》第232条


“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

此条在阳明病篇，亦非指单见脉浮即可用麻黄汤，参考前231条：“阳明中风，脉弦浮大……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此条先是“阳明中风”，阳明病兼有表而病重于里，初见“脉弦浮大”，及后“病过十日，脉续浮”，当以小柴胡汤治之，可是若单见浮脉而没有弦，则邪不在少阳，再加上“无余证”，可知亦不在阳明，属邪从里出表，可用发汗治之。为何选用麻黄汤？由于病情由阳明里出表而近于里，当以麻黄汤为宜，非单纯发汗适合，故不以葛根汤。此条与前述37条的病情相似，只是一者由表入里，一者由里出表，仲景以揭示传变之法。


7.《伤寒论》第235条


“阳明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这与232条相似，先是阳明病，再而见脉浮、无汗而喘，即阳明转出太阳伤寒，因肺气郁闭较甚故用麻黄汤，实则与36条相对应。值得一提的是，前第234条用桂枝汤，是因为见“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脉迟用桂枝汤，是因为“迟为在脏”属阴，即阳气偏虚，病位偏里，此时阳明出表，则不可以麻黄汤重发汗，应当以桂枝汤治之。


六、深入讨论


1.葛根汤属太阳病的代表方


太阳病的典型特征是“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中“头项强痛”、“恶寒”是其典型证候，比较太阳中风与伤寒，中风在第2条见“恶风”，伤寒在第3条则见“恶寒”，显示太阳伤寒更接近太阳病的典型表现。再看葛根汤证在31条见“项背强”，这与“头项强痛”意思基本相同，是太阳病的典型表现。由此推论，葛根汤除了为太阳伤寒的代表方外，更可以说是典型太阳病的代表方。

或问：在桂枝加葛根汤证，亦见“项背强”，为何其方不是太阳病的代表方？桂枝加葛根汤证出自《伤寒论》14条：“太阳病，项背强，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其中强调“反汗出恶风”，意思就是太阳病理当无汗恶风，可是见到汗出，更表明了太阳病的典型特征，应该是以“无汗恶风”的葛根汤证为其核心。

这与六经的提纲证是一致的。例如，在阳明病的提纲证，《伤寒论》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阳明病亦包括了阳明中寒证，可是阳明病却单以“胃家实”的胃热盛实作提纲，可见提纲证的意义，在于揭示该经病变的最典型类型。

在太阳病中，则以太阳伤寒表实证代表太阳病的最典型类型。这亦与《伤寒杂病论》中以“伤寒”作为命名的意思一致，在各种外感病中，不选择“中风”或“温病”，是由于伤寒在外感病初起中病情较重、传变迅速。既然太阳伤寒是太阳病的典型类型，则葛根汤证自然属太阳病的最典型类型。


2.桂枝加葛根汤证的缺方问题


桂枝加葛根汤出自《伤寒论》第14条，可是在条文后的方药，宋版《伤寒论》所载的则是葛根汤原方，实则在整个《伤寒论》中，并未出现桂枝加葛根汤原方，原文有被后世修改过的痕迹。再参唐本《伤寒论》，本条作：“太阳病，项背强，而反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金匮玉函经》亦与唐本《伤寒论》一致，由此推测，第14条或许本作桂枝汤而非桂枝加葛根汤，因此并无新方。

当然，以上推测尚无更多考证资料，难以定论，但以此角度尝试理解上下文的关系，可发现其合理性。在太阳病篇第12条引出桂枝汤，该条症见发热、自汗出、恶风寒、鼻鸣干呕，继而到13条，除前症状外加上了“头痛”，再到第14条，出现“项背强”，如此可以理解为太阳中风证由轻到重的过程，逐渐接近太阳病提纲的“头项强痛而恶寒”的典型特点，均可以桂枝汤治之。

这种病证逐渐加重，却用相同方药治之的条文，在《伤寒论》中多次出现。例如，五苓散证出自71条，见“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继而在72条见“脉浮数、烦渴者”，再而74条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乃是水停逐步加重的体现，可是均以五苓散原方治之。再如，栀子豉汤出自76条，见“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此条之中已经有轻重之别，继而在77条见“烦热胸中窒”，78条见“身热不去，心中结痛”，程度逐渐加重，可是仍然以栀子豉汤治疗。病情虽然逐渐加重，可是病机依然相同，则仍然使用同一首方治疗，是仲景常用的法则，以示该方适用范围。

因此，在《伤寒论》14条的原文，或许当为桂枝汤更为符合原意。当然，从病机发展的过程来理解，在太阳中风过渡到太阳伤寒表实的这一过程，由桂枝汤证初未见“项背强”而只见汗出恶风，到葛根汤证见“项背强，无汗恶风”的进程中，若见“项背强，汗出恶风”的中间类型，给予桂枝加葛根汤亦为合理。从桂枝汤到桂枝加葛根汤，再到葛根汤三方的演变关系，可以明确邪气郁滞、寒邪束表逐渐加重的过程，使用相应方药加减。


3.表郁轻证用麻黄汤的原因


表郁轻证的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等合方，若是指太阳中风与伤寒之间的轻证，为何选用桂枝汤与麻黄汤的合方，而非桂枝汤与葛根汤的合方？

实际上，假若是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之间的过渡证，应该是以桂枝加葛根汤为宜；若是太阳中风的轻证，则继续用桂枝汤即可。因此需要理解“表郁轻证”的实质含义，第23条的证候特点，在于“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面色反有热色者……身必痒”，此等证候表明病位在表，却非太阳中风与伤寒的营卫不和，而属于在表的气机郁滞，且正气偏虚，因此不可以正常发汗，只需要“小发汗”即可。

若以桂枝汤与葛根汤合方，因为葛根汤中亦包括了桂枝汤，实则等同以葛根汤治之，亦即单纯走表的正常发汗之法，并非小发汗。因此，这时改以桂枝汤合麻黄汤，由于麻黄汤属表中之里，发汗的力量相较葛根汤为弱，麻黄汤配伍杏仁而不用生姜，亦有使药入里之势，牵制发汗之力，配上桂枝汤且两方减量，发汗力量较单纯用桂枝汤减弱，共奏“小发汗”之功。


七、总结

综合以上论证，太阳伤寒代表方应属葛根汤，麻黄汤则为次。此与主流观点，认为“麻黄汤属伤寒本证、葛根汤属兼证”的看法基本相反。

葛根汤属于太阳伤寒，甚至是太阳病的代表方，专治太阳伤寒表实证；麻黄汤相较葛根汤发汗力稍弱，能发散表郁而重于解除肺气郁闭；桂枝加葛根汤则可理解为太阳伤寒与中风之间的过渡类型。以此角度，对于全面理解太阳病的传变规律，有重要意义。

[本文曾发表于《河南中医》，2011，31（6）：569-571.原题目为《论葛根汤属太阳伤寒代表方》]


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

《伤寒论》太阳病的本证，包括了伤寒、中风与温病三大类。一般认为，伤寒的代表方是麻黄汤、中风的代表方则是桂枝汤，可是太阳温病却没有代表方，以致后世一直忽视《伤寒论》中的温病内容。笔者认为，太阳温病的代表方应为越婢汤，以下详论其依据。


一、表郁轻证三方启示

《伤寒论》中用于表郁轻证的三方（见《伤寒论》第23、25、27条），其中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均是桂枝汤与麻黄汤的合方，是由于表郁轻微，只见发热恶寒如疟状，前者是“一日二三度发”，后者则是“一日再发”，是表郁程度轻重之别，属微邪在表，此时选用桂枝汤与麻黄汤均不适合，用则发汗太过，因此两方减少用量，合方治之。

桂枝汤主治太阳中风，麻黄汤主治太阳伤寒，此皆学界共识，由此再看表郁轻证第三方“桂枝二越婢一汤”，为何表郁轻证需要以桂枝汤与越婢汤合方？此处提示，太阳病本证的第三种类型“太阳温病”，其代表方或当为越婢汤。


二、越婢汤与大青龙汤治表气郁与表水郁比较

大青龙汤除了治疗伤寒表实、表气郁滞的重证外，亦治疗水气郁滞在表。在《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23条：“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第2条又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溢饮即是水饮停滞肌表，经络壅塞不通，这种病情亦可以用大青龙汤治疗，由于表气郁滞与水气郁滞在表，病机基本一致，乃是由于在表的气机壅塞不通，只是前者无水，后者有水，因而只要使在表气机通畅，则能同时解决溢饮之证。

大青龙汤能够治疗水气郁滞在表，除了记载于《金匮要略》外，实则《伤寒论》亦有讨论。《伤寒论》中大青龙汤一共有两条，分别在38条与39条，38条所载的是表气郁滞的病情，症见“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烦躁”，可是到了39条，则变成了“脉浮缓，身不疼但重”，这并非因为表气郁滞均可见脉浮紧或浮缓、疼痛或不痛，而是因病情不同所致。裴永清教授指出，39条属于“表邪郁闭致使水湿之气闭郁于表的证情……浮主表，说明病邪和病位在表，缓主湿、主水气（见《伤寒论》第187条、《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浮缓相合，则主外邪闭郁于表，水湿之邪郁阻于表……因水湿之邪闭郁故觉身沉重”。

由此再看越婢汤，其本义虽然是治疗水郁在表，可是参大青龙汤的例证，则越婢汤亦能治疗气郁在表之证。越婢汤出自《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3条：“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水气病篇第1条更说：“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可知由于水湿停滞在表，表气郁滞严重，以致一身俱浮肿、骨节疼痛，这与大青龙汤的病机基本相同，致使水气停滞有轻重之别，越婢汤的水气更重，见周身浮肿。以此角度推理，大青龙汤能治疗表气郁引起的外寒内热，又可以治疗水气郁滞在表，那么越婢汤既然能够治疗水气郁结在表重证，也应当能够治疗表气郁滞严重的表里俱热。


三、越婢汤与大青龙汤方药配伍比较

大青龙汤治疗太阳伤寒的外寒内热证，其内热的原因，是由于表气闭郁较重，卫气在上焦不通，阳郁而生热。以大青龙汤方药组成与越婢汤比较（见表1）：

表1　大青龙汤与越婢汤方药组成与用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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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较可见，越婢汤的药物组成均包含在大青龙汤之内，可证越婢汤作用亦在表。仔细比较两方药物组成，大青龙汤配上桂枝、杏仁，以取麻黄汤之意，而大青龙汤中麻黄用量相较麻黄汤更重，可知大青龙汤表郁更甚。越婢汤中重用石膏半斤（即八两），相较大青龙汤只用石膏约四两，可知越婢汤清热发表之力更强。

麻黄与石膏配伍，属“发越郁阳”之法，麻黄辛温力猛，配上石膏之辛寒，使热郁外透。大青龙汤中麻黄比石膏用量大，病机属外寒内热，功效解表清里，宣透热郁。而越婢汤中石膏比麻黄用量更大，可知病机已经不是单纯里热，而是表里俱热，以表热为重，石膏之辛寒配上麻黄之辛温，共奏达表之功，实则等同后世所谓“辛凉解表”之法。


四、太阳温病病机分析

太阳温病的病机，一般认为“它是由感受温热病邪所引起的一种外感病”，或认为是“由外感热邪引起，或由伏气化热，自内而发”。不管它是否因寒化热，太阳温病肯定是热邪引起的，由于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性是正邪交争互相作用下的结果，因此不能单看邪气一方面，要考虑正气因素的影响。

从太阳病的本证三大类型来看，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是表虚与表实的关系，这虚与实反映着素体正气强弱状况。正气相对偏虚，感受外邪，则产生太阳中风证；正气相对较强，感受外邪，则产生太阳伤寒证。从这角度出发，太阳病本证在《伤寒论》的先后次序，先是列出中风，再而伤寒，最后温病，可理解为正气由弱到强演变过程中的三种类型，可以说是轻、中、重的三种区别。假若素体正气强甚，感受外邪，则能出现太阳温病。

这一点亦在大青龙汤证中得到证实。大青龙汤是太阳伤寒表实证的演变证，是从麻黄汤演变而来的，当伤寒表实的表郁更重，则会见化热而用大青龙汤。那么，在大青龙汤证的基础上，表郁进一步加重，则见表里俱热，以越婢汤治之。


五、太阳温病证候分析

表郁严重而引起表热，因而出现“发热而渴”，这种发热是由于正邪交争在表激烈而引起的。“渴”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热伤津液而渴，进一步可理解为表郁严重，导致肺气宣降失司，使三焦水液不通而出现口渴。因邪热在表而“不恶寒”。

另外，太阳温病应见有汗还是无汗？这点可参看太阳中风与伤寒。太阳伤寒应见无汗，可是在《伤寒论》第3条中“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并未见“无汗”，这是因为在第2条中“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已经指出中风有汗，则伤寒应为无汗。由此推论，太阳温病表郁更甚，亦当为无汗。

这可在越婢汤的条文中进一步论证。《金匮要略》23条所说的“续自汗出”，一般认为指越婢汤证当见自汗，实际上这句话重点在“续”字。例如《伤寒论》48条：“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这里是本来汗出不畅，继而转成自汗，因此“续”字是“继而”的意思，可见“续自汗出”是指本来是无汗，或汗出不畅，逐渐转变为自汗出。风水自汗出的原因，是因为水气停滞在表，假若表气稍有疏松，就像大青龙汤证在《伤寒论》39条所说的“乍有轻时”意思一样，正邪交争稍有正胜邪衰的时候，表气郁滞减轻则能够自汗出。

因此，在没有水气郁滞的太阳温病上，从病机来看，一般当见“无汗”或“汗出不畅”。“无汗”的原因是表郁较重，“汗出不畅”的原因是邪热在表而火性上炎，腠理疏松，因此，在表郁稍轻的时候，也当见汗出，只是同时有表气郁滞的矛盾，因而汗出时有时无、“乍有轻时”。也许这亦是在太阳温病没有列明有汗与无汗的原因，因为这并非辨证的关键点。


六、太阳温病的传变

太阳温病，是以表热为重点，因此，用以辛寒的石膏为主的越婢汤辛凉解表。《伤寒论》中治疗温热病，贯穿着运用石膏以清热，比较多个含有石膏的方证，则可了解太阳温病的传变规律。

表2　以石膏配伍的多首经方用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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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以石膏用量由轻到重的顺序列出多首经方，从桂枝二越婢一汤到小青龙加石膏汤，再到大青龙汤、厚朴麻黄汤，石膏用量逐渐加重，可知其表气郁滞与里热逐渐加重，到了越婢汤，则是表郁的高峰，石膏配上《伤寒论》中用量最大的麻黄，以辛凉解表。

在越婢汤之后的麻杏甘石汤，虽然也应用石膏半斤，但由于配伍麻黄，用量减少为四两，因此病位主要不在表，而在里热壅盛。

到了白虎汤证用石膏一斤，这是《伤寒论》中运用石膏的最大剂量，里热最重，表里俱热而重于里，正好与越婢汤的表里相对应，因此不用麻黄，改用知母配石膏，直清里热。

至于最后的竹叶石膏汤，虽然石膏仍然用一斤，可是由于竹叶石膏汤证用于“伤寒解后，虚羸少气”的劳复，属于温热病后期阴伤，可是余热未清，于是仍需要以石膏清热，但是因为正气偏虚、阴液亦伤，不能再配以苦寒的知母，改配以竹叶、麦冬等药，以清热养阴。

顺带一提，竹叶石膏汤基本上包含了整个麦门冬汤的药物组成，只去了大枣而用量不同。麦门冬汤重用麦冬七升，且增加半夏、人参的用量，可知其属于温热病病后，火热伤阴而余热较轻，因而不用石膏，而单用麦门冬汤下气降逆，养阴润燥。


七、关于太阳温病“不恶寒”的矛盾

太阳病提纲，《伤寒论》第一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太阳病的要点为“恶寒”，可是到了太阳温病，则见“不恶寒”，假若不恶寒，则不符合“太阳病”的定义，如此矛盾如何解释？大部分医家在解释本条时认为不恶寒应为“微恶寒”才合理，此说并无原文依据。

首先，理解六经的提纲证，并非为了概括六经的所有内容。例如，阳明病的提纲，《伤寒论》第180条：“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胃家实”当指胃实热证，假若以胃家实作为阳明病的定义，则“阳明中寒”亦超出定义范围。又如《伤寒论》263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然则在96条小柴胡汤证，亦未见此等证候。276条太阴病之中用桂枝汤，亦非太阴病提纲所能概括。甚至亦可以说，第2条的太阳中风只见“恶风”，未达到太阳病提纲“恶寒”的定义要求。

实际上，提纲证条文的内容，是指该经病病机特点最典型的类型。例如，阳明病则以胃家实为特点，以胃家实的阳明腑实证作为该经病的典型类型，如《伤寒论》181条后段说：“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阳明也。”因此，太阳病的提纲证，以“恶寒”为重点，亦即以“太阳伤寒”此一类型作为太阳病的最典型类型，即正邪交争在表较为激烈，是表证的典型类型。从这一角度理解，太阳中风、太阳温病，均非太阳病中最为典型的类型，但是仍然属于太阳病的范围，用以识别太阳病的病机发展、传变途径。

太阳温病，为何出现不恶寒？从前述太阳温病的传变过程可知，越婢汤的表热继续发展，可演变为阳明病。在阳明病篇第181条前段说：“何缘得阳明病？答曰：太阳病，若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干燥，因转属阳明。”这说明了太阳病的来路。继续在182条再说：“阳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48条亦说：“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阳明病的特点是身热而不恶寒，正好也是太阳温病“发热而渴，不恶寒”的特点。在太阳温病与阳明病均见不恶寒，两者区别的重点，太阳温病应无汗，阳明病则自汗出明显。如在185条说：“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本来在太阳伤寒时见无汗，转入阳明之后见汗出，可知病已经入内。

假若以后世温病学的角度理解，温病邪热在表，当见不恶寒。如《温病条辨》上焦篇第4条中段说：“但热不恶寒而渴者，辛凉平剂银翘散主之。”不恶寒当为表热证的典型特征。至于温病初起亦可见恶寒，可从《伤寒论》的角度理解。183条曰：“病有得之一日，不发热而恶寒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这里的“病得之一日”，即是阳明病初起，邪气从太阳转入（参考条文第181条），为何可以见恶寒？这就是因为病初起，正邪交争尚未激烈，表郁滞相对较轻，因而仍可见恶寒。此即是从太阳中风或伤寒转变为太阳温病的过程，完全变成温病之后则不恶寒。因此，《温病条辨》在上焦篇第4条前段说：“太阴风温，温热、瘟疫、冬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吴鞠通这里用桂枝汤，当是指这种从太阳中风演变为太阳温病的过程。

总而言之，太阳温病的典型证候应为不恶寒，只是在转化的过程中，表气郁滞转化生热，可以先见恶风、恶寒，再而微恶风寒，再而变成不恶寒。恶寒与否，从疾病发展的来路以及正与邪两方面来理解，则更为全面。


八、越婢汤方名及其病机意义探讨

“越婢”一词，一直以来有多种解释，似乎尚未让人满意，在上篇讨论了整个太阳温病与越婢汤的方义后，继续讨论“越婢”一词的含义，有助理解方证原意。


1.关于“越”字


《说文解字》解释：“越，度也。”即是由此处过渡到别处的意思。仲景书中，除了在越婢汤诸方使用“越”字外，尚出现过4处。《伤寒论》48条说：“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此就是因为阳气郁滞，发汗不足使阳气不能超越其怫郁。218条，“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津液本应在内，而反因发汗所伤而外溢，因而称为越出。再参213条“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可知“越出”与“外出”义同。再看236条，“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因为热能够外越，而不是郁滞在内，因而不发黄。再看《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千般疢难，不越三条。”此是不超过、超出三条的意思。因此总结，越婢汤的“越”字，是指“超越”、“外出”、“度过”的意思。


2.“越”与发越郁阳


越婢汤要“超出”什么？这可以从大青龙汤得到启示。第39条说：“大青龙汤发之。”整个《伤寒论》之中，唯独大青龙汤这一条文说“发之”，而非主之、与之。“发之”的意思，提示大青龙汤用在39条的特殊意义，是发散在表的水气郁滞。“超越”必须是超越中间的一堵障碍，而大青龙汤在39条的证情就是水气郁滞在表，而且郁滞较重，因而需要以重剂大青龙汤向外发散其水气，因此称为“发之”。这也与38条大青龙汤证不同，由于38条的证情并非水气停滞，无物阻碍，不用强调“发之”，因此，后世多指麻黄与石膏的配伍为发越郁阳，在张仲景而言则专指发越由于水气停滞而引起的阳气郁滞，越婢汤的“越”亦取这一含义。


3.关于“婢”字


婢在《说文》中曰：“女中之卑也。”女之卑，即婢是指妇女中最卑微的，或者指受奴役的女子，或为妇女的谦称。当然，从这一角度理解，似乎无法解释其意，但若从中医理论思考，男女之中女为阴，而“女中之卑”则可以理解为“阴中之阴”。再联系《黄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帝曰：愿闻三阴。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太阴，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这里“太阴根起于隐白”，是指足太阴脾经，因此亦可以说，婢是比喻“脾”。


4.“婢”与脾气散精


为何跟脾有关系？这与脾的生理功能有关。《素问·经脉别论》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在水液输布的过程中，脾气是负责散精的，将水气上归于肺，假若脾气不能散精，会出现《金匮要略》十二篇第5条所说的“水在脾，少气身重”，或16条所说的“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气，小便难”。从身重、四肢苦重的特点来看，是由于脾气不能散精，因而水气泛滥，停滞在肌表，亦即可出现溢饮、风水之证。因此，在桂枝二越婢一汤的方后，林亿的校正注语里亦说：“越婢汤方，见仲景杂方中，《外台秘要》一云起脾汤。”这说明越婢汤与“脾”有密切关系，“起脾”即“助脾升散精气”。


5.越婢汤能升发脾阳


越婢汤出自《金匮要略》水气病篇，本身治属风水，与上文所论相合。越婢汤证在水气病篇的病机，虽然是水气停滞在肌表，可是从《金匮要略》主要讨论内伤杂病而非外感病的角度看，越婢汤的水气停滞肌表，其水气停滞的根本原因是脾气虚不能散精。越婢汤中亦用生姜、红枣、炙甘草的配伍，可知其方亦考虑中焦脾胃营卫化生，而且大枣特别使用十五枚，而非一般姜枣草配伍的十二枚，此一用量除了在越婢汤类方使用外，只用在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中，可知重用大枣的作用为健脾以制水。

因此，风水越婢汤证的病机，除了水气郁滞在表，其本为中焦脾气虚弱，导致水气停滞，故此用越婢汤以发越水气阻滞，同时亦升发脾阳之气，以达“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伤寒论》230条），实属疏通中上二焦、脾肺之气，以达三焦通畅。


6.越婢汤治太阳温病乃异病同治


但是，此一病机含义，是解释风水表实证的，若越婢汤用在太阳温病，表郁化热而无水停，则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发越郁阳，正如大青龙汤在第38条并非“发之”一样。

以越婢汤治疗太阳温病，与治疗风水病机不同。风水病其本在于脾气偏虚而导致水气停滞肌表，太阳温病则因表气郁滞严重，病本在上焦肺卫郁闭而生热，由于肺气宣降失常，脾气散精亦受阻。由于营卫之气生于脾胃，越婢汤治疗太阳温病，仍然配伍姜枣草，以助中焦脾气升发，助宣透表郁，以取脾肺相生之意。因此，越婢汤治疗风水与太阳温病，乃异病同治，虽然方药相同，但病机与方药功效解释各异。

顺带一提，由于越婢汤治疗太阳温病时，所用的并非发越郁阳，因此不当称为越婢汤。该处方的命名，从太阳中风、伤寒用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等来说，为以方中主药命名，则越婢汤当称为“石膏汤”更为合适。另外，越婢汤原方大枣用十五枚，但用在太阳温病时，由于脾气本身不虚，或应改用一般用量，即十二枚。


九、太阳温病与后世温病的关系

后世温病学说，是在《内经》《伤寒论》等经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一般认为温病学补充了《伤寒论》在温病治疗上的不足。可是，由于过去大部分医家未曾认识太阳温病能以越婢汤治疗，因此在辛凉解表的大法上，对《伤寒论》有所误解，认为《伤寒论》不能治疗表热证。在越婢汤能治太阳温病的基础上，比较太阳温病与后世温病，将能更明确两者的关系。


1.温病病性的同一性


现在温病的定义，一般为“感受温邪而引起的，以发热为主症，多热象偏重、易化燥伤阴等特点的一类急性外感热病”，以此角度回看太阳温病，以及到阳明病的传变，均符合上述定义。从越婢汤开始，治疗温病在表；到白虎汤则是温病学与《伤寒论》皆常用的方剂；再到竹叶石膏汤的清热养阴；再到麦门冬汤的养阴润燥，清除余热。可见，温病“热象偏重、易化燥伤阴”等一系列传变过程，在《伤寒论》中已经清楚展现，与后世温病学并无差异。

在过去不少医家强调，太阳温病是“因寒化热”而引起，与后世温病学的热邪引起具有差异。这种“热化”观点，在《伤寒论》之中并无明确记载，太阳温病是否必然是“寒邪入里化热”，抑或是直接感受“热邪”，没有清楚说明。可是，按照太阳中风、伤寒、温病这三种并列的关系来看，《伤寒论》所重视的，是表气郁滞与否，是“正邪交争”相互作用的结果，重视素体正气强弱与否的问题。故此，从中医角度看，没有独立的“邪气”存在，而只有病性可以辨别。

因此，太阳温病不管外感邪气来路为何，其病性属表热是肯定的，这一点与后世温病学完全一致。


2.温病治法的统一性


治法上，吴鞠通说，在银翘散的方论上，“温病忌汗，汗之不唯不解，反生他患”。温病忌汗，那么越婢汤中用重剂麻黄，是否属发汗解表？与后世温病学是否有所矛盾？

这一点是否定的。《伤寒论》第6条说：“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瘛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本条强调，太阳温病不可以用汗法、下法、火法、熏法，这些都会造成误治。因为温病在表，必须要采用辛凉宣透的方法，汗、下、火、熏法均会加重病情。张仲景还特别强调温病禁汗的重要性，专门给误汗的变证赋予病名“风温”，并且详细刻画其证候，“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可以想象，在张仲景时代，已经有许多太阳温病而误汗的情况，因而仲景要额外花笔墨来描述这种病况，提示后人切勿误治。

这一点还可以在方后注中得到助证，本书《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一文中，指出发汗解表的经方，在其方后注中均有列明“覆取微似汗”或类似句法，而在越婢汤方后注中，并无要求温覆，可知其功效并非发汗。

在越婢汤中，由于以重剂石膏配上麻黄，抑制了麻黄辛温宣散之性，取其辛散之味配以石膏之辛寒，共奏辛凉透表之功，以透邪外达、调和营卫为要务，重点目的在宣透。

在方药的使用上，虽然与后世温病在表的代表方——银翘散的药物组成完全不同，但是实际上两方所针对的病情、治法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越婢汤就是张仲景手上的辛凉解表代表方。


3.太阳温病与后世温病在表的差异


假若单以越婢汤与银翘散作比较，在治疗“太阳温病”与吴鞠通的“太阴温病”时，尚有细微的差异。

在证候与病机上，吴鞠通的太阴温病，在《温病条辨》上焦篇第3条说：“太阴之为病，脉不浮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从证候表现来说，虽然有部分证候，如“两寸独大”、“尺肤热”、“午后热甚”在太阳温病中没有论述，但按病机同一性，太阳温病亦可出现，而其中“自汗”这一症状，则是两证稍有不同之处。因太阳温病重点是表郁严重，当出现“无汗”或“汗出不畅”（参考上篇讨论）。若“汗出”为太阴温病必然见证，则说明太阴温病相对于太阳伤寒，表郁较轻，太阴温病或可称为“表虚表热证”，太阳温病则为“表实表热证”。


4.越婢汤与银翘散的差异


在方药上，虽然银翘散的用药总体量较轻，可是药物数量较多，且用散剂多次灵活频服，所以在用量上难以与越婢汤作比较。而在组方上，两方则同中有异。银翘散中使用清热解毒的银花、连翘、竹叶，配上辛温的荆芥、淡豆豉，辛凉的薄荷、牛蒡，再配上甘草、桔梗宣肺利咽，与越婢汤比较，银翘散的银花、连翘、竹叶配荆芥、淡豆豉，与麻黄、石膏配伍相似，均为寒凉药配伍辛温药，以起宣散作用。不同的是，银翘散中用的连翘、桔梗、牛蒡味苦，而越婢汤中则无苦味之品，专一以辛凉。银翘散选用竹叶、薄荷与牛蒡等辛凉透表药物，则为越婢汤方义所不具；越婢汤中用姜枣草配伍，以升发脾气，则为银翘散所不具。

因此，两方方义同中有异，以不同角度治疗相同病机的疾病，突显出中医异病同治之特点。


十、结论

越婢汤是太阳温病的代表方，此一发现填补了《伤寒论》理论的一大缺失，补充了太阳温病治疗方药，揭示了中风、伤寒、温病为太阳病本证之三纲鼎立，以及温病从太阳传变阳明的演变过程。

太阳温病与后世吴鞠通的太阴温病，两者病机基本相同，只是在具体用药上稍有差异，因此应打破寒温之争，正确理解《伤寒论》与后世温病学的发展关系。

[本文曾发表于《中华中医药学刊》，论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上），2011，29（12）：2756-2758；论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下），2012，30（1）：188-190.收载时内容有所修改]


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

表郁轻证的三方之中，桂枝麻黄各半汤与桂枝二麻黄一汤（下称桂麻各半与桂二麻一），主流认为是桂麻各半证的表郁较重，可是从两方的服用量作比较，却发现桂二麻一汤证的表郁应为更重，如何理解此一矛盾？再者，桂枝二越婢一汤（下称桂二越一）写明“不可发汗”，可是却属于小发汗之剂，如何解释这问题？以下详细探讨。


一、表郁轻证三方用量分析

从方药的原方用量比较，一般认为桂麻各半的用量总体相较桂二麻一要大，可是由于两方的煎服方法不一样，桂麻各半是分三次服，另外两方则分两次服，因此，以每一次具体服用量作比较，更能反映实际方药功效。

表3　表郁轻证三方方药用量比较表（按一两=15.625g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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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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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桂麻各半与桂二麻一作比较。上表所示，桂麻各半的折算用量，除了麻黄与杏仁较桂二麻一的用量大外，桂二麻一的整个桂枝汤方药组成用量，无论在折算量还是一次量，均较桂麻各半用量大，而且两方麻黄与杏仁的用量，在一次量上是一样的。由此可知，桂二麻一总体用量较桂麻各半用量大，且一次量最为接近桂枝汤的用量。

再将桂麻各半与桂二越一比较，桂二越一方中桂枝汤各药物的用量是三方中最轻的。因此，若要以表郁轻重程度进行排列，则以桂二麻一为最重、桂麻各半次之、桂二越一最次。以下对各方证逐一重新考证。


二、桂枝麻黄各半汤


1.原文分析


桂麻各半出自《伤寒论》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此条中“脉微缓者……更吐也”一段属于插文，是仲景自注句。前段“脉微缓者，为欲愈也”，既然欲愈则不一定要采取治疗。后段则说“不可更发汗”，可是最后却说“以其不能得小汗出”，因此“脉微而恶寒者”亦非桂麻各半的证候。


2.证候与病机分析


原文指出病已经“得之八九日”，按《伤寒论》第8条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太阳病一般可在七日自愈，若未能自愈，说明素体正气较弱，未能抗邪，因此得病八九日是病情较长，表示正气较弱。

23条的证候，见“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一天发作两三次的发热恶寒，而以发热为主，恶寒较少，就像疟病一样，这是由于邪气郁滞在表，邪气轻微，因而每当正气恢复，正邪抗争之时，则见发热恶寒。原文说“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意指没有传入少阳、阳明，病仍在太阳表。

“面色反有热色”、“身必痒”是本条重点。参《伤寒论》48条：“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此条的证情，是先在太阳，及后发汗不彻，因而逐渐转入阳明，且表证未罢。在此情况下，由于阳气郁滞在表，因而见“面色缘缘正赤”，实际上与“面色反有热色”当为同一表现，同样以小发汗能够解决。

再看“身痒”这一症状，在《金匮要略》第五篇第3条说：“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再看《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条：“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为泄风，久为痂癞。”此条在《平脉法》中亦有类似一条：“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痂癞。”身痒是由于“邪气中经”，经是指经络，相对脏腑而言，即病位在肌表，而不在里。后两条所指的“脉浮而洪”与“脉浮而大”意思相近，在《伤寒论》中多处以“脉洪大”并列，指脉体大而且搏动幅度大。“浮则为风”，亦即病在表，而“洪则为气”或“大为气强”，即是指正气亢盛，这里的“强”，就如《伤寒论》95条“营弱卫强”的“强”，本身不是正气足的强，而是正邪交争、卫气亢奋于外的强盛。因此，这种身痒、瘾疹，是由于邪气中经、风气相搏而引起的。

若要替23条补充脉象，则或为脉浮洪大，而洪大即重按无力之脉。因为正气偏虚而邪气在表，正邪交争则见身痒，或许本证继续发展当见瘾疹，甚至痂癞。可是，仲景并未将脉洪大列为本条证候，似乎意指脉象并非本证鉴别要点，而且在23条原文中强调“脉微缓者，为欲愈”。那么，从表郁轻证到欲愈之间，由脉洪大演变至脉微缓的过程，均可以属于此证的脉象，故此不以脉洪大作为诊断依据。另外，本证或当见“脉浮而迟”，见下面桂二越一病机分析。


3.治法与方义分析


23条属于正气偏虚而邪留在表，因此要以小发汗之法治之。可是，为何选择“小”发汗，而不再用一般发汗之法？这是因为本身正气偏虚，或如48条，因前已发汗，发汗能伤阳气，而且病情在发汗后仍不解，有所转变，因此不能再以一般发汗之法。

不发虚人之汗，在《伤寒论》当中多次强调。例如49条：“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第50条：“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86条：“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87条：“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可是，这种正气偏虚，却又微邪在表的情况，又不能不发汗，因此仲景采取了“小发汗”的方法，以轻剂发汗散邪。

看桂麻各半的方药组成，整体用量颇轻，当中桂枝汤的药物用量是桂枝汤原方的三分之一左右，再配上麻黄汤，则使全方专一走表。应留意的是，麻黄汤证是太阳伤寒表实证，由于表气壅滞，因而肺气亦闭郁，所以方中除了麻黄配桂枝外，亦配杏仁入里，以达宣降肺气之功。所以，桂麻各半用桂枝汤配上麻黄汤，亦有助引药入里。

桂麻各半是一天服用三次，可理解为对应着本证“一日二三度发”，但是由于正气偏虚，不能承受大发汗，因此每一次服用量较轻。


三、桂枝二麻黄一汤证


1.原文分析


桂二麻一出自《伤寒论》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此条是在24条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服桂枝汤后的演变。24条说：“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同样也是服用了桂枝汤后，因各种体质及病情因素而产生不同转归。24条先见烦，25条则见大汗出、脉洪大，因此采取不同治法。到了桂二麻一，也是在25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就是说桂二麻一是在已经服桂枝汤后，见大汗出、脉洪大，可是不同点是，桂二麻一见“形似疟，一日再发”，因而选用不同方药。


2.证候与病机分析


桂二麻一的证候与桂麻各半类似，当中的“形似疟，一日再发”，就是相对于23条“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因此“形似疟”当指发热恶寒，而且一天发作两次。两者的不同点是，25条没有明确指出面赤与身痒，此两证或许不为必然证。再者，因为25条前文指“大汗出，脉洪大”，桂二麻一是接续讨论，因此应当也包括此等证候，见自汗、脉洪大等。这就像《伤寒论》22条，“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这里的“若微寒”，也必然是包括了前条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的证候。

25条前段服桂枝汤后，出现脉洪大，还继续用桂枝汤，说明此处脉洪大并非传变为应服用白虎汤的阳明热证，而是邪正交争于表，阳气浮盛，这与前述23条当有的脉象一致，在表郁较轻而且表郁更趋于表的时候，脉象当见浮洪大。

在病机上，桂二麻一与桂麻各半基本相同，只在轻重上有别。桂麻各半病程较长，正气较虚、邪气较轻而留于肌表；桂二麻一则是见自汗、脉洪大，表郁较重，因此需要发汗以解除表郁。

这里要强调，桂二麻一的表郁较桂麻各半重。在证候上的反映，桂二麻一是“一日再发”，桂麻各半是“一日二三度发”，过去一般认为一日再发，反映病情较轻，实际上却刚好相反。从桂枝汤、麻黄汤证来理解，太阳病在表当整天发热恶寒，或稍有轻时，说明当正气充足足够抗邪的时候，是不会间断发作的，间断发作时间越长、次数越多，说明正气相对较弱无力抗邪，因而要等候正气恢复，或自然界阳气较盛的时候才能正邪交争、抗邪于外而发热恶寒。这一点亦在治法上得到助证，桂麻各半必须要“小发汗”，而桂二麻一则是“汗出必解”，即指正常的发汗法。

25条用了桂枝汤后见脉洪大，既然是正邪交争较盛，病仍在表，为何不继续用桂枝汤发汗？这是由于用了桂枝汤发汗后，已经出现了“大汗出”，正气受伤。如《伤寒论》88条所说，“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已经见大汗出，就不可继续以前法发汗，要改以轻剂微汗。

这一思想在《伤寒论》经常出现，如53条说，“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但在57条则说，“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可知已发汗之后，虽然同见脉浮数，却要改以轻剂桂枝汤再发汗。又如91条说：“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此条见“身疼痛”，若病在表当以麻黄汤治之，可是这里却用桂枝汤，是因为正气本虚。这与《伤寒论》第16条说的思想一致：“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误治后病情变化，即使病仍在表，也要依据具体情况而选择用方。张仲景提醒我们，不是见表证就可用桂枝汤的。

因此，25条在用了桂枝汤发汗后，汗出却表仍不解，要改用相较桂枝汤为轻的桂二麻一再发汗。


3.治法与方义分析


桂二麻一之中的桂枝汤用量比桂麻各半大，从桂二麻一的桂枝汤方药用量来看，只比桂枝汤原方稍轻，各药一次服用量轻三分之一左右，桂二麻一是比桂枝汤发汗力量稍低一层次的方药，桂麻各半则再次之。

桂二麻一之中配上麻黄与杏仁，可是全方桂枝汤药物组成的用量较大，相较桂麻各半，麻黄与杏仁用量虽然等同，可是桂麻各半中的桂枝汤药物组成用量较轻，使麻杏的配伍作用较强，亦即是杏仁入里的作用相对突显，使全方发汗功效减弱。反观桂二麻一，麻杏用量相对较小，突显了桂枝汤的发汗功效，再与单用桂枝汤比较，桂枝汤专一发汗，桂二麻一则在桂枝汤减量基础上再加麻杏，因此发汗力量稍缓。

因此，在治法上，桂二麻一介乎桂枝汤的“发汗”与桂麻各半的“小发汗”之间。既然仲景在25条已说“汗出必解”，因此属于一般汗法。

桂二麻一虽然表郁较桂麻各半重，可是实际上是病情较轻，即正气较足，正气能够抗邪。因此，服药上不用多次频服。桂二麻一的服药法为日再服，一方面是因为病情较轻，另一方面亦是“一日再发”的相应治疗。


四、桂枝二越婢一汤证


1.原文分析


桂二越一出自《伤寒论》27条：“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本条要与多条经文前后互参。

先看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27条与26条的关系，与桂二麻一之25条的前后文相似，26条是服桂枝汤后，出现大汗出，与25条情况相似，不同的则是26条见“大烦渴不解”，可知病已经入里化热，成阳明热证而津液耗伤，故此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27条亦在此基础上，是“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因而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目的是与26条作鉴别，类似于桂二麻一证中，以桂枝汤发汗后仍表证未除，欲再解表则要用他法。

再比较23条桂麻各半，其中“发热恶寒，热多寒少”的表现一样，可是这里突显的是“脉微弱”，这与23条列出的脉象并举，“脉微缓者，为欲愈”，“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而到27条则为“脉微弱”，脉象反映正虚逐步严重，表示证情加重，较桂麻各半正气更虚。

本条疑难点在于“此无阳也，不可发汗”的意思。主流一般解释“无阳”为“阳气虚”，而“不可发汗”则指在阳气虚弱的时候仍应禁用本方，或说“发汗轻剂亦不可轻易使用”。可是，在《金匮要略》第九篇第1条说，“今阳虚知在上焦”，既然仲景亦有用“阳虚”一词，为何此处突然改用“无阳”？无阳当另有用意。再者，既然不可发汗，又何以认为桂二越一是小发汗法？

参《辨脉法》：“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迟为无阳，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此条是27条的重要补充，文中说“迟为无阳”，为何叫无阳？因为，在《辨脉法》中提到：“问曰：脉有阴阳者，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因此，23条的“无阳”，即指“脉微弱”均是阴脉，并无阳脉的意思。《辨脉法》又说：“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腑，迟为在脏。假令脉迟，此为在脏也。”因此，脉微弱是指病不在表、在腑，而在里、在脏。既然病已经在里、在脏，当然不可以发汗治之。

不可发汗亦在23条得到助证：“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脉微而恶寒，脉尚未到微弱时，已经属于“阴阳俱虚”，当然不可再行汗、吐、下等攻法，到了27条的证情，肯定不可再发汗，由此可知桂二越一并非发汗之剂。


2.证候与病机分析


27条证候描述简略，只描述了“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的表现，其详细证候可以在上述《辨脉法》中得到启发。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发热者差迟。”患者见脉浮而迟，阴阳之脉俱见且面赤，这种面赤与23条桂麻各半的“面色反有热色”义同，假若见战汗，则或许能自愈，但若见发热，则病愈时间推迟。这种战汗在《伤寒论》中十分多见。如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一作微），必先振栗汗出而解。”101条：“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149条：“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诸如此类战汗的机理，在《辨脉法》中有记载：“此为本虚，故当战汗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战汗就是因为正气本虚，而在正气恢复时则能与邪气交争，若正胜邪退，则出现一阵汗出而解。

所谓“反发热者差迟”，是指若正邪交争持续，正气未能胜邪，则持续发热，而且病愈之期则推迟。这解释了23条桂麻各半汤见面赤、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身痒的机理，正邪交争在表，在表则见面赤，但正气较虚，未能战汗而愈，因而仍见发热。

回头看27条，脉见微弱，纯阴脉而无阳，且仍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则比桂麻各半证情更虚，亦是“反发热者差迟”之意，仍见发热表示正气虚，邪仍在表，因此27条亦当见面赤、身痒等症状。进一步说，“脉微弱”代表病已接近少阴，这一点在后文“表郁轻证当有汗无汗”部分再议。

27条是与26条相对举的，是大发汗后，化热用白虎加人参汤，假若在服桂枝汤与白虎加人参汤后，仍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这是表证仍在，且阳气较虚，兼有里热未尽。由此可知，桂二越一亦当见口渴或心烦，程度相较白虎加人参汤证为轻。

桂二越一与大青龙汤证的病机有相似之处，两者均有郁热在里，可是大青龙汤证的正气壮实，引起正邪交争激烈，桂二越一则正气虚甚，正气不能抗邪而微邪在表，久久未愈。


3.治法与方义分析


此证不可发汗，一方面为正气太虚，不发虚人之汗；还由于余热在里，里热不因发汗而解。若更发汗则更伤阳气，且加重热郁，视乎正气虚的程度而转入三阴，或转属阳明。由于邪仍在表，且兼见里热，仲景则采取非常轻量的桂枝汤以宣通在表气机，合上越婢汤以助达表兼清里热。

桂枝汤素有“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的美誉。桂枝汤中的姜枣草配伍，可助脾胃营卫化生，以助正气抗邪。仔细考察桂二越一的方药组成，其中以生姜用量最大，即以脾气散精、宣散中上二焦阳气为本方主要目的；麻黄、桂枝与芍药则助生姜引药出表，调和营卫；大枣、甘草助化生营卫之气；石膏则清里热。因此，全方重点在扶正祛邪，从中焦脾胃入手，使在表的郁滞得以宣通。

桂二越一虽然同桂二麻一方名都是2∶1，可是两方中的桂枝汤方药用量不一样。桂二越一更是表郁轻证三方中用量最轻的，当中桂枝汤方药组成的用量只有原方的约三分之一。

本方煎服法采取“日再服”，这与桂二麻一的日再服意义不同。桂二麻一是因为正气不甚虚，因而不需要多次服用；桂二越一则正气虚甚，不能猛攻发汗，若多服则恐发散太过而伤正。


五、深入讨论

分析了表郁轻证三方的机理后，可对主流的误解再作进一步澄清，以厘清三方之间的关系。


1.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轻微


过往在解释表郁轻证时，多从邪气的角度出发，由于邪气轻微在表，于是误以为病情轻微。假如仔细分析，若邪气轻微，理当能正气抗邪而自愈。如《伤寒论》第8条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59条说：“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可是表郁轻证虽然微邪在表，却久久未能自愈，说明本身正气较虚，无力抗邪。

若太阳病初起，以桂枝汤能治愈，当属病情较轻。假若像《伤寒论》16条所说：“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太阳病经过了各种汗、吐、下，可是表仍未解，张仲景把这种情况称为“坏病”，意指被治坏了，不容易解决。因此，表郁轻证三方，均属“坏病”范畴，病情较典型的太阳中风、伤寒难治。若从正邪两方面考虑，则更能全面理解表郁轻证的机理。表邪郁滞是正邪交争的结果，若微邪在表，邪气郁滞越轻，则代表正气越虚。

三方从表气郁的轻重上排列，当以桂二麻一为最重，桂麻各半次之，桂二越一则最次。


2.表郁轻证不等于“小发汗”


一般解释表郁轻证三方时，直接将其等同于小发汗之剂，这并不符合仲景原意。三方之中，只有桂麻各半属于小发汗。桂二麻一亦可归纳为小发汗法，亦与一般桂枝汤的汗法接近而稍弱，但从其方后注中没有“覆取微似汗”一句，以及煎服法一天只服两次，可知其与桂枝汤的发汗不可同日而语。桂二越一汤则不属于发汗或小发汗之法，但可理解为宣通之剂。


3.表郁轻证当有汗无汗


桂麻各半与桂二麻一方中，均是以桂枝汤与麻黄汤减量为合方，因此有观点认为，表郁轻证是“营卫不和而微邪郁表的证候，就非单用桂枝汤或单用麻黄汤所能为力，因此无汗不宜桂枝汤，邪微不宜麻黄汤，于是仲景合两方为一方”。这里说“无汗不宜桂枝汤”，但是在表郁轻证的三方证中，均没有写明“无汗”一证，“无汗”的推测主要从23条的“不能得小汗出”而来，可是“小汗出”当指服药后的反应，而非指病情上的汗出与否。

由于三方证均是正气不足，不可能像麻黄汤证的正邪交争激烈而表郁无汗。桂二麻一与桂二越一，均是在大汗出后表气偏虚，理当见自汗出，而桂麻各半属于两方之间的类型，则亦可见汗出。桂枝汤治疗太阳中风当见自汗，若服桂枝汤后汗出病不解，转为表郁轻证，由于病机仍是表虚而营卫不和，表仍不解，仍当可见自汗。

可是，由于表郁轻证属正气偏虚，或发汗后误伤阳气与阴液，因为化源不足，亦可见到无汗或汗少。《伤寒论》第196条说：“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阳明病当见自汗，而久虚则可见无汗。294条：“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少阴病气血阴阳已虚，因而无汗，此种无汗并非表郁而引起的，因此不可发汗。再看286条：“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27条桂二越一见“脉微弱”，“脉微”实际上已经符合少阴病提纲“脉微细”的特点，故此亦可见无汗。

表郁轻证或见的无汗，与太阳伤寒的无汗完全相反，前者为虚，后者属实。表郁轻证的“郁”，亦与太阳伤寒中“郁”的概念完全不同，前者是正虚兼微邪在表、“不荣则郁”，后者是正气实与邪气抗争、“不通则郁”，两者应予鉴别。


4.表郁轻证并非中风与伤寒之间的类型


由于表郁轻证的桂麻各半与桂二麻一，均以桂枝汤与麻黄汤合方组成，或会让人联想这是太阳中风与太阳伤寒之间的类型，即是中风表虚证发展至伤寒表实证的过渡类型。实际上，若表气郁滞的程度介乎桂枝汤和麻黄汤之间，从《伤寒论》的理论来说，当选用桂枝加葛根汤或葛根汤以治之。表郁轻证三方均以桂枝汤作为组方核心，因此，表郁轻证应理解为太阳中风以下的类型，比表虚证的虚更重，逐渐演化成里气虚的过程。

从方药组成的角度看，为何轻证不采用桂枝汤减量，而改用合方治之？这是张仲景的药法，急证则药味少而剂量重，如桂枝甘草汤、干姜附子汤、大承气汤等，缓证则药味多而剂量轻，这种现象贯穿在整部《伤寒论》中。表郁轻证三方以合方使用，乃是增加方剂中的药物数量，使药性更趋平和。


5.“桂枝越婢各半汤”与表郁轻证三方的用量制定问题


有桂麻各半、桂二麻一，可是桂枝汤与越婢汤的合方则只有桂二越一，是否可以有“桂越各半汤”？假如从病机上理解，若是正气不虚甚，脉未见微弱，微邪在表兼见里热，则出现桂越各半这一方剂是必要的。

可是要注意，组方用量的法度，并非是固定的1∶1或2∶1的比例。宋代林亿在校对表郁三方时，曾计算三方的比例：桂麻各半则是两方各取三分之一；桂二麻一则是桂枝汤用十二分之五、麻黄汤用九分之二；桂二越一则以桂枝汤的四分之一、越婢汤的八分之一。由此可知，桂二麻一与桂二越一的比例，不是相同的2∶1比例。

其实，从表郁轻证组方所得到的启示是张仲景示范灵活用药，按照病情来组方制量。表郁轻证三方的药量，不应看成是以数学方式机械推算出来的用量，而是直接按照病情来制定的药物用量，与其他经方的组方法则是一致的。


6.表郁轻证属虚人外感


从现代临床角度理解，表郁轻证该属于“虚人外感”。桂二麻一可理解为气虚外感；桂麻各半可理解为气虚外感而中气虚较重；桂二越一则是气虚外感较重，可说是“阳虚外感”，且兼有里热。因此三方均属于“扶正解表”的方剂学范畴。

临床灵活应用时，除了要注意药味多少、剂量轻重外，更要考虑配伍关系。例如，桂麻各半、桂二麻一中配伍杏仁的比例不同，又如，桂二越一中生姜用量增大，这些细微的配伍不同，将改变全方用意。

在考虑虚人外感的同时，要考虑病情的来路，是否已经经过发汗？发汗后正气有否受损？是否变成坏病？发汗后病机有无转变？谨记仲景在解表时，若已发汗但表仍未解，则会选用发汗力量较弱的方剂再行发汗，以免误汗伤正。故此，在表证阶段能否以发汗方式解除症状，必须要考虑体质及正气的因素，以及邪正关系。


六、结语

《伤寒论》表郁轻证三方，本属三个独立的病情，是由不同来路引起的。主流观点认为“桂麻各半比桂二麻一的表郁为重”、“桂二越一属小发汗法”，均非仲景原意。表郁轻证三方的重点，在于揭示太阳中风证在服桂枝汤后的病情演变，是张仲景对16条坏病“随证治之”的具体示范。

[本文曾发表于《国医论坛》，伤寒论表郁轻证三方研究（上），2012，27（3）：1-2；伤寒论表郁轻证三方研究（下），2012，27（4）：1-3]


二阳并病条文串解

在《伤寒论》中只有两条“二阳并病”的条文，但细阅原书，可发现《伤寒论》44至57条的14条条文，均应考虑二阳并病。这些条文过去较多被作为独立条文看待，随文释义，读后常有零碎之感。通过正确理解48条的含义，能够更好地联系上下文意，发现张仲景写作多条经文的背后意义。


一、《伤寒论》48条重新解释

原文：“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阳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阳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这段经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判断太阳病是否完全传变为阳明病。经文可分为三段理解：第一段指出完全传变为阳明病的证候；第二段指出太阳病仍在的判断方式与治法；第三段指发汗不彻的判断与治法。以下分别论述。


1.太阳传变阳明的原因


经文开首说“并病”，其后即自注，是指先病在太阳，然后逐渐转为阳明。传变入里的原因是在表当用汗法，汗出不彻。

但是，单纯汗出不彻未必导致疾病传变。教材在解释这一条时，认为因为汗出不彻导致传变阳明。如说：“但若汗不如法，以致发汗不透彻，则不仅太阳表证不解，而且阳气怫郁于表，外邪入里化热。”又说：“其证可由汗出不畅引起，故曰‘因转属阳明’。”此均是认为汗出不彻与传变是因果关系。细心想想，发汗不够并非病即能入里，例如12条运用桂枝汤发汗的过程，即使汗出病未愈，亦不会导致病情加重，即是说“汗出不彻”应该病情减轻，为何此条却出现传变？

先要理解，首段文字的目的，在于揭示如何判断传变阳明。句末说“因转属阳明”，是为了铺设后面一句“续自微汗出，不恶寒”，意思就是在太阳病的过程中见“微汗出，不恶寒”，即可判断已传入阳明。这一种“因某”的句法，并非必然是指与前句的因果关系，亦可指后文的内容。例如《伤寒论》30条说：“因加附子参其间，增桂令汗出。”93条说：“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214条：“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气者，更服一升。”245条：“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此均是“因某”句后的内容，才是因果关系的所在。亦即是说，本条所指“因转属阳明”，结果出现了“微汗出，不恶寒”。“汗出不彻”并非即能导致病不能从表而解，并非指发汗能导致入里。

本条为何传变入阳明？是由于“伤寒”而发汗不彻所致。本条一开首所说的“太阳初得病时”，并非指所有太阳病。参第47条：“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这条就是太阳伤寒表实证，即使在46条亦是讨论麻黄汤证，显然48条的病情是承接上文而来，是在太阳表实证的基础上，本身“无汗”，继而发汗不彻，故使表气郁滞加重，继而化热传入阳明。

太阳伤寒发汗不彻能传变阳明，这在《伤寒论》185条再一次确定。该条说：“本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也。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濈濈然者，是转属阳明也。”本条前半段内容与48条相同，在“因转属阳明”之后没有写“微汗出，不恶寒”，是因48条已述，省文之故，其后所说的“伤寒发热，无汗”表示太阳伤寒，其后变成“呕不能食”与“汗出濈濈然”，则是邪气入胃成阳明病的依据。


2.太阳表实未愈而传入阳明的诊治


第二段内容首先强调，太阳病未罢，不可用下法，是提醒不要误治，误下正气受伤，可使病情比传入阳明更严重，故说“为逆”。

为何要用“小发汗”？在太阳表实证未解，同时逐步进入阳明之时，并不可用一般汗法。在33条与35条的“太阳阳明合病”，可用葛根汤与麻黄汤发汗，这属于正常的汗法，但从该两条的证情来说，并无阳明之证。笔者《伤寒六经原意·脾约》一文指出：“由于表气郁滞较重，上焦肺气不通，因而脾气不能上升；同时胃气亦盛实……此即脾的功能受到约束。”合病并未导致阳明胃热，而只是胃气充盛不虚。48条的二阳并病，则已经出现“微汗出，不恶寒”的阳明病表现，逐渐符合182条说的阳明外证“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反映胃热渐生，若用一般汗法则使胃热加重。但又因表证未解，仍要先表后里，故此张仲景提示要用“小发汗”。

“小发汗”该用何方？在《伤寒论》中没有另一“小发汗”的条文，只有302条说“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显然此处不当用此少阴病之方。参23条桂枝麻黄各半汤证，说“以其不能得小汗出”，“小汗出”亦即是“小发汗”治法的结果，而且桂枝麻黄各半汤见“面色反有热色者”，这与本条说“面色缘缘正赤”性质基本相同，反映表气郁滞，故此当用桂枝麻黄各半汤为是。

如何判断“太阳病证不罢”？按48条开首的描述，从太阳伤寒转变为阳明而见“微汗出，不恶寒”，这与完全传入阳明所见的“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区别较少，只是“身热”与“发热”、“汗出”与“微汗出”有无“恶热”的差异，这在临床上不容易鉴别，是故本条提示通过“面色”望诊作鉴别。本条强调的是“若太阳病证不罢者”，其中的“证”在张仲景而言是指患者的不适感受，而不包括望诊的内容，张仲景用“面色缘缘正赤者”作为鉴别，提示另一种诊断方法。

“面色缘缘正赤”与23条的“面色反有热色”病机稍有不同，除了共有表气郁滞外，更强调了“胃热”之本。《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40条说：“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加大黄以利之。”“面热”是由于胃热上冲所致，但这条并非真正的“面赤”，而是指面部发热的感觉，但文中说“如醉”亦当表示喝酒后所出现的面红。假如单纯邪气轻微郁滞在表，面色应当如23条形容的“面色反有热色”，要注意23条本无热象，但却形容为“反有”热色，强调面赤可不属于热象，表阳气郁滞亦可见之。至48条，在表气郁滞的同时兼有胃热渐生，此一胃热又使表气郁滞加重，故此面赤更甚，张仲景以“面色缘缘正赤”为形容，“正赤”就是指最典型的色红，如在236条的茵陈蒿汤方后注云服药后“小便当利，尿如皂荚汁状，色正赤”，“正赤”是深红色的意思。

顺带解释《伤寒论》206条：“阳明病，面合色赤，不可攻之。必发热，色黄者，小便不利也。”本条见面赤，即如48条“面色缘缘正赤”之意，反映兼有邪气在表，故此不可妄用攻下之法。由于邪气在表且同时病在阳明，故此必见发热。假如此时见“发黄”，即是反映表气郁滞，热不得越，当同时见“无汗”，属茵陈蒿汤证，故说当见小便不利。


3.太阳表实未愈而传入阳明，且发汗不彻的诊治


条文后半段，是叙述这种病情下发汗不彻的后果。

这种发汗不彻，是因发汗力量不足，又或发汗方法不对所致。条文说“发汗不彻，不足言”，“不足言”是指患者感受不到汗出的感觉，不足以言之的意思。如《伤寒论》255条说：“腹满不减，减不足言。”亦指患者感觉不到腹满减轻。另一方面，前文说“解之熏之”，“熏之”就是以火法来发汗，这种方法虽然能发汗，但同时加重热邪。如114条说：“太阳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由于用火法发汗而无法得汗出，使热郁在内加重故见躁，这与本条说“当汗不汗，其人躁烦”的机理一致。

“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的机理为何？张仲景自注说，“以汗出不彻故也”，由于汗出不彻，但曾经发汗使表气郁滞与胃热加重，此时在表、上焦、中焦的气机郁滞甚重，视乎气郁在何处，可见疼痛在不同部位，郁结在中焦则痛在腹中、气郁在上焦则气短、气郁在表则痛在四肢。由于疼痛是气机郁滞所致，而非邪气凝结，并不如结胸是“按之痛”、“按之石硬”，而是如151条说的“按之自濡，但气痞耳”。患者只能坐而不能卧的原因，如《金匮要略》第七篇第7条说：“咳逆上气，时时吐浊，但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当上焦不通、闭郁较重之时，坐姿有助阳气宣通，同时因热郁在中上而出现躁烦，如《伤寒论》303条说，“心中烦，不得卧”。平卧则觉烦躁更重，是故但坐不卧。

总而言之，本条病情奇怪，疼痛周身游走，且短气躁烦不得卧，从证候上虽不符合一般太阳证或阳明证，实际上仍为太阳阳明并病所致。此证颇难诊断，尤其在“阳气郁滞在表”的判断上，除了前述的“面色赤”以外，若面色赤而用了发汗之法，未能取汗，究竟应当继续发汗还是攻下？这在临床上是一大难题。本条目的，在于教导如何辨证，上述证候均是表气郁滞仍未解决，而同时病入阳明之象，可是单纯依靠证候似乎仍难确诊，其痛处恍惚，难以准确把握，因此张仲景特别指出用脉诊以确定汗出不彻之因。涩脉是与滑脉相对之脉，反映气血不畅，此证本为太阳伤寒阳气郁滞在表，当见脉紧，及至发汗不彻使表气郁滞极重，表气与中上二焦之气郁滞，故此脉象见涩，反映血脉不通甚重。由于气血不虚，脉涩当是脉管充盈且有力而涩。

顺带讨论《伤寒论》220条：“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此条可理解为本条的延伸，同样是二阳并病，太阳病已除，而单纯见阳明病证，则可以用攻下治之。


二、二阳并病的其他脉证诊断——第49～52条串解

48条以后的四条条文，均是以脉象开首，过去多以独立条文理解，未能阐述条文的深意，且出现理论的矛盾。如50条见“脉浮紧”为何即能见“身疼痛”（47条见“脉浮紧”却无“身疼痛”）？又如51条见“脉浮”与52条见“脉浮数”为何即能选用麻黄汤？这种理解与前文的理论相悖。

实际上，这四条均应与48条连读，是48条证情的不同转归。48条最后用“脉涩”来判断汗出不彻，假如不见脉涩而见其他脉象，则未必是汗出不彻而要用小发汗之法，后列四条即是指出不同脉象的证治，以下分别论述。


1.表气郁滞较轻可发汗，里虚则难治——第49条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本条一开首说“脉浮数”当用发汗治之，但在《伤寒论》122条明确地说“数为热”，为何仍能发汗？此脉正反映48条的表气郁滞而兼有阳明胃热之证，但其表气郁滞相对较轻，故此未见“脉涩”，脉象见浮反映邪气侧重在表，故此仍可用发汗治之。注意此条说的“法当汗出而愈”，是相对于48条的“小发汗”而言，即使有胃热，但是由于邪气侧重在表，仍可用一般的汗法。

其后说“若下之”，用下法反映当有“可下”之证，只因表证仍在故为误下，此即表示48条本兼有阳明热证，误以为可下而忽视了先表后里的治则。误下后出现身重、心悸，张仲景即自注说，是由于“里虚”引起。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指出，“里”是专指下焦而言，而本条由于误下以后，伤及下焦气血津液，使病情更为复杂。

此条为何要留待自愈？由于邪气依然在表，同时有阳明胃热的“二阳并病”，再加上误下里虚，在这样的矛盾病情下，张仲景不发虚人之汗，邪气仍在表而正虚又不可攻下，故此无法采取合适治法，因此只能无奈地等候“表里实”，即是表气与里气恢复充实，津液自身补充，正气抗邪而“自汗出愈”。

本条的目的，强调以脉判断治法。一开始见脉浮数而可发汗，及至误下后，如何判断进一步治疗的方法，则以脉象为依据，若见“尺中脉微”，即反映下焦气血亏虚，故静候自愈。


2.表气郁滞颇重可发汗，营血虚则不可——第50条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

本条类似于49条，同样先以脉象开头，可是此脉比“脉浮数”更重一层而见“脉浮紧”，是典型太阳表实证的脉象，可是又未到48条脉涩的表气郁滞“极重”，故此可说表气郁滞“颇重”，从证候上当见身疼痛，符合38条大青龙汤证与46条麻黄汤证的病情。由于邪气仍侧重在表，尽管有胃热渐生，仍先表后里，以一般发汗之法治之，而非小发汗。

假如在脉浮紧的同时见“尺中迟”，亦即寸关浮紧而尺脉迟，反映下焦营血偏虚，故此不可发汗。在《伤寒论》333条说“脉迟为寒”，本条见“尺中迟”，是相对于前一条的“尺中微”病情较轻，尺脉迟反映下焦营血偏虚，又未及亡血的程度，以“寒伤营”为主。“尺脉微”则反映下焦阳气营血皆虚，病情较重。在此前提下，为何本条能够出现“脉浮紧”，是由于正气相对不虚，故此正邪交争较为激烈，可出现太阳伤寒表实证。

本条没有写明下一步治法，实际上由于正气偏虚，且仍有阳明胃热，不可发汗攻下，亦等同于上一条的情况，当“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3.侧重在表实可发汗——第51条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

本条若隔离前文独立理解则不明其意，为何单纯见脉浮即可用麻黄汤？果真如此，则张仲景在前文建立的中风、伤寒理论荡然无存。实际上，本条同样是继承48条而来，目的在回答49条与50条的具体选方问题。

49条与50条见“脉浮数”、“脉浮紧”，本条则进一步强调前两条条文的共性，皆见“浮脉”，反映“病在表”，强调病情虽然有进入阳明之势，但仍侧重在表，故此仍可发汗。前两条条文均指出可用一般发汗治法，却未有指明具体用方，故到本条作结，指出可用麻黄汤治之。


4.兼有阳明仍可以发汗——第52条


“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本条内容看似有所重复，实际上是张仲景对于49条可发汗的一再强调。

相较上一条，本条不单见脉浮且见脉数，这与49条的脉象相同，而49条没有指出选方，于是在本条进一步补充。可是，为何在51条已经指出可用麻黄汤，这里还要重复一次？这是由于50条见脉浮紧，用麻黄汤较为合理，可是49条见脉浮数，用麻黄汤则似乎于理不合。但实际上，49条与50条均兼有48条的阳明胃热，只是50条的表气郁滞更重而出现脉浮紧，49条表气郁滞相对较轻而见脉浮数，故此两条皆可用发汗解表，当用麻黄汤治之。

52条重复一次51条的内容，反映张仲景明白读者容易因“脉浮数”而不敢选用麻黄汤，再次肯定选用麻黄汤是正确的。


三、二阳并病而表气偏虚——第53条解释（附54条）

《伤寒论》53条说：“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

本条文过去多以“内伤杂病”的自汗作解，但如此解释感觉突然，为何张仲景到此则插入一条与上下文无关的条文？其实，这条依然是承接48条而来，同样是二阳并病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本条中说的“复发其汗”，“复”就是指“再次”发汗，可是本条没有发汗或其他误治的经过，“复发汗”显然是针对48条“发汗不彻”而言的。“发汗”与“自汗”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伤寒学》说，“所谓‘复发其汗’，即指病本有汗出，又用桂枝汤发汗之意”。这并非原意。如93条说：“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这条同样说“复发汗”，是指经过前述误治以后，再行发汗，其后导致表里俱虚，通过“汗出表和”而自愈，最后的“汗出”肯定不属于“发汗”之法，亦不会称为“复发汗”。《伤寒论》中“复发汗”的经文有不少（如59、60、61、164条等），皆是以各种误治为前提。

本条一开首说的“自汗出”，是48条“汗出不彻”的另一种结果。在48条的二阳并病中，由于表郁较重，当见“无汗”，是47条病情的延伸，及后一直至52条，均是二阳并病之中表气郁滞较重的病情，均当见“无汗”。但48条经过发汗之后，虽然汗出不彻，实际上可有另一种转归，即是表气稍为疏通之后，从表实演变为表虚，并且同时兼有阳明胃热。

本条强调“荣气和”，提示了前述数条均有营气郁滞。麻黄汤证所见的“无汗”，是由于卫闭营郁所导致的，即是由于在表阳气不通，导致营气郁滞，故此无法汗出，且周身疼痛。而此条则见“自汗”，反映营气无郁滞，亦即48条经过发汗后表气得以疏通，但表邪仍在，与在表卫气交争，故此只病在卫而不在营，仍为“二阳并病”，再行发汗即可。此时不用麻黄汤而用桂枝汤，即是表虚用桂枝汤之意。

应指出，一般认为桂枝汤证具有营气偏弱的一面，与53条病情略有不同。如在95条明确地说：“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又如12条桂枝汤证脉象见“阳浮而阴弱”，阴弱即是下焦营气偏弱的反映。虽然桂枝汤一般治疗之证可具有营气偏弱，但是桂枝汤调和营卫之功，即使在营气不虚的前提下，亦能治疗单纯卫气不和之证，可理解为“异病同治”。

本条“荣行脉中，卫行脉外”一句，目的在于强调脉象诊断的重要性。由于“荣行脉中”，脉象能直接诊候营血的多少，是故前文见“脉浮数”、“脉浮紧”，抑或“尺中微”、“尺中迟”，均是反映病在营气。此条只见“自汗出”而不以脉象作为判断，即强调营气无病而病在卫气时，脉象并非主要诊断。另外，本条强调“荣气和”，是相对于50条说的“荣气不足，血少故也”，故此本条的脉象，尺脉当与关尺等同或偏弱，而不见“尺中微、迟”，表示可用汗法治之。

顺带讨论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与53相似，本条过去多解释为“内伤杂病”的自汗证，但此说无据，“脏无他病”更加指明并非“内伤”。再者，假若与53条同样是论述卫气不和引起的自汗，为何重复一次条文？笔者在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指出，“张仲景的‘脏腑’有时是专指某脏某腑……‘脏’是专指下焦肝肾而言”，因此本条说的“病人脏无他病”，实指下焦不虚，亦即是相对于49、50条的“尺中微、迟”而言。“脏无他病”可反映在尺脉不虚上，是对53条“荣气和”的脉象补充。从本条内容而言，确实可与48条无关，目的是对53条证情的补充。由于典型桂枝汤证（第12条）一般具有营气偏弱、营气不和，其恶寒发热应当持续，而本条指出另一种患者，素体无营气不足，而见发热自汗阵作，张仲景指出这是由于单纯卫气不和所致，而不涉及营气不和。这种病情与上条相近，但53条并无“时发热”，且有“汗出不彻”的治疗史。本条列在53条之后，是一再强调桂枝汤可用于单纯卫气不和之证，并非一定伴有营气偏虚的病机。


四、二阳并病的其他注意事项——第55～57条

49～54条通过不同脉证指出二阳并病的转归与治法，其后三条则继续补充其他诊治要点。


1.《伤寒论》第55条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本条列在53、54条之后，与前文不接，实际上当在50条以后更为合理，但这与前文只差几条，对上下文意理解亦无大碍。

这条与46、47条接近，但假若文意相同，为何重复？这条当理解为48条二阳并病的补充，是50条“脉浮紧者，法当汗出而愈”的延续。假如不发汗之后出现“自衄”，这时候或能自愈，但这一条由于具有“二阳并病”的前提，因兼有阳明胃热使表气郁滞更重，在此单纯“自衄”则未必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故此仍当以51条提示的治法，以麻黄汤治之。


2.《伤寒论》第56条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衄，宜桂枝汤。”

本条开首看似以“不大便”作为用承气汤的依据，但是为何到此条条文突然提起承气汤证？显然，这同样是二阳并病的延伸讨论。由于48条“转属阳明”见“微汗出、不恶寒”以后，同时伴有“不大便六七日”，可属承气汤证，具体用哪一种承气汤还要视具体情况考虑，可是由于病情伴有“头痛”，头痛是太阳病的特点（见《伤寒论》第8条），反映邪在太阳未解，故应进行鉴别。

本条讨论二阳并病何时选用下法的辨证。从太阳伤寒逐渐转入阳明的过程，何时可以用承气汤下之？一般而言必须要所有表证已除才可下。如在208条说：“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又如271条说：“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者，过经乃可下之。”这两条强调了仍有邪气在表，尚未完全“过经”，不可用下法，到220条更明确指出，“二阳并病，太阳证罢”才可用大承气汤。但是，有时候亦可考虑汗下分治。如在240条说：“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本条先说烦热的病情可通过汗出而愈，发汗用桂枝汤，可是同时兼有阳明证可用大承气汤，看似与前述引文有所矛盾，实际上是病情不同。是否仍有“表证”主要以有无“恶寒”作为鉴别，恶寒以外的其他太阳证属“邪气在表”（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有恶寒则不可攻下，如无恶寒而只有其他邪气在表之象，若邪气侧重在里则可先里后表。因此，56条提出“头痛有热”而用承气汤，提示此时即使有头痛的邪气在表之证，由于已经不大便时间日久，当先用承气汤治之。

通过观测小便情况，以判断是否下焦“有热”。文中说的“小便清”，在仲景书中只出现一次，要特别讨论。一般解释“小便清”为小便色清透明，即指正常小便，有热应有小便黄赤，故此若小便清则反映无热，此不大便之证并非阳明胃热所致。这种解释虽然合理，但并无原书例证，张仲景没有通过小便黄赤以辨别承气汤证的其他文字，值得存疑。另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清”即指排便，例如23条说，“清便欲自可”，又如224条说，“到经不解，必清血”。这些“清”包括了大小二便，小便清即可理解为小便正常，而非小便不利。参《伤寒论》126条说：“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有热本应小便不利，若见小便通利则并非有热。另参105条说：“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硬。”有热而小便利，则当见大便硬，或者反过来，110条说，“大便硬，小便当数”。若只是不大便而小便利，无小便数、腹满痛等不适，则非因胃热引起的燥屎便硬。通过小便正常的辨别，可知并非“有热”，因此“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发汗仍用桂枝汤。

为何发汗用桂枝汤而非麻黄汤？从上述引文240条“大承气汤”与“桂枝汤”相对而言来看，张仲景在考虑二阳并病表里治法之时，不用承气汤即考虑桂枝汤，而不考虑麻黄汤等其他发汗之方，这当与病机特点有关，而不是从证候辨别的角度考虑。单纯“头痛”一证未能判断是中风抑或是伤寒，但若从邪气渐入阳明的角度看，风寒入里化热，用麻黄汤能助其热。而桂枝汤所治疗的中风当为“表虚表热证”（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中风》一文），因此较为适合此一证情。

最后一句“若头痛者，必衄”，是服用桂枝汤后的预后判断。此句属张仲景的插文自注，“宜桂枝汤”一句当紧接在“当须发汗”之后。用桂枝汤解表后，则当头痛得除，可是若服药后头痛持续或加重，反映服药后表郁加重，因此说“必衄”，此即如46条说“剧者必衄……阳气重故也”之意。当然，此证出现头痛鼻衄，除了表气郁滞甚重以外，同时反映阳明胃热未除，在此基础上才出现表郁加重而衄。


3.《伤寒论》57条


“伤寒发汗，已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

本条同样是承袭上文而来，解释二阳并病的治法。本条假若单纯以太阳伤寒解后，出现“烦”而“脉浮数”来看，难以直接考虑使用桂枝汤。在二阳并病的前提下，太阳病解可是再出现“烦”，是热郁上焦或上焦阳气不通的反映，但是单纯见“烦”则未能判断病在三阳何经。通过脉象诊断，此处“脉浮数”即是49条“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之意，是由于胃热仍在，邪气侧重在表，故此仍以发汗治之。

为何本条用桂枝汤而非麻黄汤？按49条脉浮数的具体治疗，是用52条的麻黄汤，为何到本条同样是脉浮数则改用桂枝汤？这是由于病情有“发汗已解”的前提，49条是表郁较重而无汗，本条则曾经有汗，表气郁滞较轻，不必用发汗力更强的麻黄汤。另一方面，由于本证见“烦”，上焦有热本不当发汗，可是这种上焦热郁是由于表气不通加上轻微胃热所致，故此只要表气疏通则心烦得解，以桂枝汤则可。此即类似“大青龙汤证”见心烦之意，表气得通则烦躁自除。


五、二阳并病的基本治法——第44～47条

重新理解48条及其后列条文以后，回头再看48条前的数条条文，将更明白其写作意义。


1.《伤寒论》44条


“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这一条看似讨论表证未解则不可下，可是为何强调“不可下”？应是病情见“可下之证”，故此才有可能误用下法。此即为48条作铺垫，在二阳并病的证情中，即使有阳明证，外证未解仍不可下。

另外，本条说“宜桂枝汤”，首先是由于前文42条桂枝汤证见脉浮弱，这亦与后文的53、54条用桂枝汤相呼应，提示53、54条的外证未解。


2.伤寒论45条


“太阳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

本条在前一条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发汗之后又误下，此处的误下亦是由于同时有48条“二阳并病”的考虑而误治。如何判断是否邪气在外？主要从脉象判断，脉浮即病位在外，这样与后文51条前后呼应，可是51条选择用麻黄汤，是由于其脉并非单纯为浮而是浮数或浮紧，45条则应当是脉浮弱，两条文同样列出“脉浮”，均是强调病位，运用何方还要结合其他脉象与证候诊断。


3.《伤寒论》46条


“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阳气重故也。麻黄汤主之。”

本条并非二阳并病，但却为48条的“太阳初得病时”作铺垫。本条一开首即是典型的麻黄汤证，但是持续了八九日，正常太阳伤寒应当“发于阴，六日愈”（参《伤寒六经原意·发于阴阳》一文），八九日仍未愈反映病情较重，未能自愈，故此仍应发汗解表。

服药发汗以后，病情稍减，但患者却出现烦、目瞑，甚至衄，张仲景自注说“阳气重故也”，即是指阳气郁滞较重，此即如48条的“汗出不彻”之意，不同点在于48条是二阳并病而汗出不彻，而46条则是单纯麻黄汤证而汗出不彻。因此，本条目的在于提示伤寒表实若汗出不彻，则可导致表气郁滞加重。


4.《伤寒论》47条


“太阳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衄者愈。”

本条紧接上条而来，不同点在于本条并无“服药已微除”的汗出不彻经过，此条最后出现“自衄”而愈，提示“衄”乃是一种解决表气郁滞的途径。太阳伤寒是“卫气郁闭，营阴郁滞”，而“衄”则可使营气郁滞得解，营卫得通。

本条与上一条同样强调了“衄”是表气郁滞较重的现象，属于一种“辨证”方法，提醒医者，服药后或者太阳伤寒演变出现“衄”，是疾病向愈的佳兆。


六、结语

综合上述讨论，以《伤寒论》48条作为核心贯通上下文意，更能明确理解仲景原意，揭示条文与条文之间的紧密联系。

重新解释这15条条文的意义，不但进一步解释了太阳传入阳明的过程与诊治理论，而且58条之后《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中的多条条文，其中为何有“误下”的病情，亦当考虑有二阳并病的前提。

这些“二阳并病”条文的写作目的，在于讨论太阳与阳明并病的表里治则，重点强调表未解当先解表。可是，表未解而同时兼有阳明胃热，实际上可有多种情况，除了中风、伤寒两类以外，还要视表气郁滞的轻重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法。张仲景十分强调将脉与证作为表气郁滞轻重程度的判断依据，辨证细致入微，值得读者仔细咀嚼体会。


桂枝汤“非发汗”解表机理

桂枝汤是调和营卫、发汗解表之剂，这是不争的事实。凡是《伤寒论》中发汗解表之剂，均需要“覆取微似汗”才能产生发汗的效果。这引申出一个疑问，单纯用桂枝汤而不加温覆能否发汗解表？仲景在治疗桂枝汤证上所用的是发汗解表的方法，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单用桂枝汤中的药物，能否发汗则并不肯定，临床上常见服桂枝汤后却没有汗出。后世习惯称桂枝汤的功效为“解肌”，也说明单用桂枝汤不一定能发汗。方剂的功效，应该是药物、剂量、煎服法、服后医嘱、禁忌等各项环环紧扣的成果，而非单纯的药物组成。例如，桂枝甘草汤、干姜附子汤等，如果不是重剂及顿服的话，不能够起急救作用。因此，桂枝汤中的温覆取微汗，我们应该看成是桂枝汤组成的一部分。

桂枝汤能够通过调和营卫而发汗解表的机理，是众所周知的，不用详细论述。下文尝试提出桂枝汤的另外一个非发汗的解表路径——通过脾胃三焦而解表，以及其相关机理。


一、营卫与三焦的关系

桂枝汤是调和营卫之剂，由于营卫生化于脾胃，而脾胃又能化生气血，故此桂枝汤实能调和营卫、脾胃、气血、阴阳。营卫跟三焦是有密切关系的。《平脉法》中说：“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逮。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溲。”如刘渡舟所说：“本条论述营卫与三焦之关系，从而扩展了对营卫的生理认识范围。这是《内》《难》诸书未曾论及的。”这段营卫与三焦的关系可说是仲景首提，对《内经》之说有所发挥，但究竟能否体现在临床应用上？答案是肯定的。

“营卫不能相将”，《说文解字》说：“将者帅也。”《说文解字注》则说：“帅训率导、训将帅。”就像“气为血帅”之意，即营卫有互相领导、资生、辅助的意思。“三焦无所仰”，《伤寒论译释》说：“‘仰’字一般解释为‘依靠’。”如果说是因为营卫虚弱不能相助，因而三焦无所依靠，这样较难理解。《说文解字》曰，“仰者举也”，“举者对举也”，就是举手的意思，引申有向上、升提之意，但这又可怎样理解？我们先从《内经》的论述分析。

《素问·灵兰秘典论》：“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三焦是身体水液输布的通道，与营卫有什么关系？《灵枢·营卫生会》：“黄帝曰：愿闻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并胃中，出上焦之后，此所受气者，泌糟粕，蒸精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脉，乃化而为血，以奉生身，莫贵于此，故独得行于经隧，命曰营气。”水谷入胃腐熟化成精微，这就是营气，“营出于中焦”，营气上注于肺，经过心而化赤成血，因为“卫出于上焦”，营气配合卫气因而能奉养全身。《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水液通过胃化生精气，即营气，上输至脾而运转上输于肺，再由肺通调水道的功能，亦即卫气的推动功能，将水液通过三焦而下输膀胱，由于膀胱是“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于是津液能够储藏于膀胱，并能通过膀胱的气化而输布周身。亦即《灵枢·五味》所说：“谷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营卫之道。”胃之两焦意思就是上、中二焦。

因此，“三焦无所仰”，即是不能将水液升举至脾肺的意思，是因为“营卫不能相将”，营气化生不足，卫气不足以通调水道，所以三焦水液不能正常输布，出现三焦功能失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桂枝汤的解表有两种机理，一是通过发汗的方法，二是非发汗的方法，通过脾胃三焦而解，这些都跟桂枝汤的方药和方后注有密切联系。


二、解表的发汗与非发汗机理


1.“发汗”的机理


发汗的方法也有二。

（1）从外发汗

《灵枢·营卫生会》：“黄帝曰：人有热饮食下胃，其气未定，汗则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卫气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伤于风，内开腠理，毛蒸理泄，卫气走之，故不得循其道。”这相当于桂枝汤证的病机，桂枝汤加上温覆，故属于直接取汗的方法，能直接调和在表之营卫并发汗。

（2）从内发汗

桂枝汤内可调理脾胃而化生营卫。《素问·经脉别论》：“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毛脉合精，行气于腑。”水谷可以通过这条路径：胃→心→脉→肺→百脉→皮毛，然后发汗。如桂枝汤方后啜热粥的方法，通过热力助汗，而水谷则能助营卫化生，从这一通道助外发汗。以上两点不作详述。


2.“非发汗”的机理


《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这条通道是：胃→脾→肺→三焦水道→膀胱→各脏腑。不发汗怎么能够解表？参考小柴胡汤的证治，在《伤寒论》中有不少表证未解而用小柴胡汤治之的条文。最典型的如266条：“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的解表方法，显然并非“发汗”。其机理则是如230条说的：“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换句话说，即是胃气能够化生营卫，三焦水液输布正常而病解。这里的“身濈然汗出而解”并非发汗，而是因为三焦水液输布正常而出现生理性的正常汗出，与五苓散方后注中“多饮暖水，汗出愈”的意思相同。

解表并非必须“发汗”。如在《伤寒论》第49条说：“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里虚，须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应说明，这里所说的“须表里实”，实际上意思更侧重在“里实”，因为本条重在里虚，里气不虚才能使表气不虚。本条不可发汗，但为什么能自汗出而解？本条后文已经自注说明这一问题，是里虚的情况，仲景不发虚人之汗，因此要先实里，脾胃营卫充实，三焦通畅，因此津液自和，出现生理性的汗出表示疾病已经痊愈。再看第93条：“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这里所说的情况，跟前条所述一样，因为表里俱虚的情况禁汗，因此不可发汗，而这里的汗出自愈，也是因为营卫和，三焦通畅而汗出。

一般所指的发汗解表，是以辛散的药物或针灸、蒸浴、温覆等物理方法来开发腠理，以汗出邪去为目的。这里所指通过脾胃三焦的解表法，是以调和脾胃而化生营卫，使三焦通畅，从而达到阴阳调和的目的。此法最后所见的汗出，虽然也可能因此带走表邪，但这只算是一种“副作用”，并不等于发汗驱邪。因此，桂枝汤方后的将息为“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这种汗出的情况，我们可以总结为两种原因：一是汗出邪去，是治疗性汗出；二是生理性汗出，表示三焦通畅，阴阳调和，是向愈的佳兆。


三、非发汗解表途径的说明

1.非发汗的解表方法，并非独为解表而设

《伤寒论》第58条：“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凡病”即泛指一切疾病，纵使被任何方法误治而出现亡血、亡津液，只要阴阳自和就能康复。这里的“阴阳自和”，亦可看成营卫和，营卫和即反映脾胃和，和则能够化生气血，三焦津液也能正常输布，因而自愈。这是仲景重视脾胃后天之本的思想，贯穿体现在整个《伤寒杂病论》中。《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这是仲景重视正气的具体表现。徐彬说：“桂枝汤，外证得之，解肌和营卫；内证得之，化气调阴阳。”这确是对桂枝汤功效的精炼总结。实际上，也不单是桂枝汤才能做到这种营卫和三焦通畅而病解，其他很多方剂，特别是能够治疗水饮停滞的方剂，如五苓散、小青龙汤等，均可能因为疏通了三焦水液通道而解表。


2.能否汗出不单看方药组成，还必须考虑到体质因素


如患者体质壮实，阳气充足，当感受外邪时卫气亢奋，出现卫闭营郁，则汗难出，要用发汗力强的麻黄汤来发汗。若患者素体较虚，出现卫强营弱，病时则自汗出，只要用桂枝汤发汗则可，发汗力量不用太强。若患者素体阳虚，平常容易自汗、盗汗，则只要用药轻微发汗，汗则易出，甚至有些人只要吃热粥、喝热水，甚或走动一会儿，亦能出汗。

应当理解汗出有几个不同层次的意思：感邪后营卫失和而汗出，属病理性的汗出；用药迫使汗出，是汗法，属治疗性汗出；平人阴平阳秘，运动后或吃喝热食物而汗出，或非用发汗药，因三焦水液通畅而汗出，应属生理性汗出。


3.临床治疗时的有汗与不汗


以上的讨论，解释了临床上一些常见的问题。为什么临床上有时候不用温覆也能解表？为什么有时候没有汗出也能表解？这是因为通过脾胃、三焦这非发汗的通道而解表。为什么有时用麻黄汤不用温覆也能发汗？这可能因为药物用量已经到达大青龙汤的水平（相对于患者体质而言），又或者患者本身正气旺盛能够帮助发汗，又或者这种汗出并非真正发汗解表的汗，而是生理性的正常汗出。一首方剂能否发汗，不能单看方药的组成，而是要灵活地看证情的轻重、邪正的关系、药物的组成和剂量、方后医嘱、体质等。


四、讨论


1.温覆及啜粥的作用


在能够解表的众方中，麻黄汤、桂枝加葛根汤和葛根汤三方是不用啜粥的，但还是要“覆取微似汗”，原因是什么？啜粥的重点在于脾胃营卫，不用啜粥是反映这两方的重点不在脾胃，而是直接通过温覆从外取汗。麻黄汤治疗伤寒表实证，相对于桂枝汤证表邪更重，因此应从外解。桂枝加葛根汤在桂枝汤证的基础上出现了项背强，说明寒邪阻塞太阳经气严重，因此应先解外，虽然桂枝加葛根汤也有桂枝汤的意思，但桂枝和芍药的用量已经减少，再加上葛根，说明本方的重点更偏于表，葛根汤更加用了麻黄，说明病情更重，所以急则治标，先祛表邪，不同时兼顾脾胃以达速效。另外，虽然麻黄汤作用力强，但仍要“覆取微似汗”，证明单靠药物不一定能够做到发汗解表，更说明方后医嘱的重要性。

《伤寒论》中唯一单纯服药即可发汗的方剂是大青龙汤，从大青龙汤的证情来看，可说是《伤寒论》中表郁最重的病证，而且还兼有内热，因此不用兼顾脾胃而啜粥，急则治标重用麻黄六两来大发其汗，即使不用温覆也能汗出。所以，大青龙汤方后注也特别写明：“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后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此很清楚地说明了一般情况下“一服”药便能缓解病情，说明药力峻猛，不可多服。


2.桂枝汤应属解表之剂还是治里之剂


这问题要看怎么定义桂枝汤。因为桂枝汤的药物本身并非直接补益，而主要是通过振奋阳气、调和营卫来调和脾胃，然后再助化生营卫，桂枝汤应用于脾虚不甚的情况，才能借脾胃之力量来化生营卫气血，如果脾阳虚重，应该用理中汤而非桂枝汤。如果定义桂枝汤只是那五味药物的组成，不用温覆及啜粥，这时候的桂枝汤所运用的主要是非发汗的路径，应属治里之剂。而如果桂枝汤加上《伤寒论》第12条的方后注，这时候的桂枝汤是同时运用发汗和非发汗两条路径，勉强可说是“表里同治”。不过，实际上治表还是治里的分类，应该看疾病的病机本身，从桂枝汤证的证情来看，12条所治疗的是太阳中风表证，里不甚虚。因此，桂枝汤还是治表之剂，只是其通过治表和治里两条不同路径来达到解表的目的。

[本文曾发表于《江苏中医》，2008，40（11）：21-23.原题目为《桂枝汤“非发汗”解表机理》，收载时内容有所修改]


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

在《伤寒论》太阳病篇中，属于“发汗法”的方剂有不少，但是细考《伤寒论》原文，并非每一个解表剂方后注均有“覆取微似汗”一句，究竟为何？笔者在《桂枝汤“非法汗”解表机理》一文中指出，桂枝汤除了能够通过“发汗”而解表外，还有另一种通过调和三焦营卫解表的方法，本文进一步讨论在太阳病篇中，其他运用“非发汗”解表的方剂。


一、关于“覆取微似汗”

凡有类似“覆取微似汗”的方后注，因为其直接写出能够取微汗，显然属发汗解表之法。如在小柴胡汤的方后加减法中云：“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虽然表述上有些不同，但仲景即使在这么一个加减法中，也特别提醒要温覆来取汗，一方面证明温覆取汗对于解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单靠药物的力量是不足以达到发汗功效的。由此可以反推，如果在方后注中看到有类似取汗的字句，说明该方的目的在发汗解表，若没有此句则代表该方治法不在于发汗。

另外，虽然不少麻桂类方的方后注有“将息如前法”一句，仔细比较可知，“将息”的意思是指桂枝汤的服药方法，主要是指怎样按照病的轻重来控制服药多少，并不包括温覆或啜粥之意。

在葛根汤后虽有“诸汤皆仿此”一句，但桂枝汤的将息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经方。在不少方剂的方后注中，亦有后世增补内容的痕迹。如在《伤寒论》23条方后注说：“本云：桂枝汤三合，麻黄汤三合，并为六合。顿服。将息如上法。”这句显然是后世补充，并不符合原意，其中亦有类似的“将息如上法”一句，可知“诸汤皆仿此”一句亦可为后世所加。再者，“诸汤皆仿此”一句于理不合，是否所有方药都应该配合温覆？另外，即使是服药法，在《伤寒论》中大部分的药方，也是写明“日几服”的固定服药次数，与桂枝汤的灵活服药法不同。因此，桂枝汤法并不是对所有方剂都有指导意义。


二、太阳病篇属“发汗”解表之方

在太阳病篇方后注中明确要求“覆取微似汗”的方有：桂枝加葛根汤、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麻黄汤和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桂枝汤虽然没有这句话，但很容易理解，“覆取微似汗”其实就是桂枝汤方后注“温覆令一时许，遍身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的缩写，是更详细具体的实践方法。“覆”是指“温覆”；“取微似汗”的“汗”是指“遍身微似有汗”。大青龙汤方后注没有温覆，但亦有写“取微似汗”，证明大青龙汤也是发汗之剂。

以上这七方，是《伤寒论》中无可非议的用于发汗的方剂，均是表证为重、正气不虚的情况，不用作详细讨论，这亦反证凡方后有“覆取微似汗”的就是发汗解表的方剂。在《桂枝汤“非法汗”解表机理》一文中，桂枝汤的解表是通过“发汗”与“非发汗”这两条路径，实际上上述七方均是通过相同机理，即两种路径并行而重在“发汗”。

在太阳病篇中，还有一些麻桂类的方剂，如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小青龙汤和桂枝新加汤，这五方方后注并无“覆取微似汗”。虽然这些方证在主流《伤寒论》学术界被认为是兼表证的，但既然其方在服药后并不需要取汗，可知其治法当属于“非发汗”解表，以下逐一讨论其“不可发汗”的原因（在太阳病篇还有“表郁轻证”的三首麻桂类方剂亦属此例，请参阅《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一文）。


三、太阳病篇属“非发汗”解表之方


1.桂枝加附子汤


《伤寒论》第20条：“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本条是太阳病经过发汗之后，病情发生改变，出现了漏汗。这是由于发汗过多而伤阳，阳虚不能温煦肌表，导致表气不固而漏汗恶风。也因为汗出过多，阴液也伤，因此见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本证明显是以里虚为重，有否兼表证，则要平脉辨证。“恶风”一证反映仍有风邪在表，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的“表证”是专指“恶寒”一证，故此本条并非张仲景认为的要“发汗”的表证。

桂枝加附子汤不属于“发汗”之剂。这条有否兼表并非重点，可以肯定本条所用的治法，并非发汗解表。第一，《伤寒论》中多次强调不发虚人之汗。如第88条说：“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病者素体阴液不足，发汗则更伤阴。23条：“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脉微而恶寒者是阳虚表现，阳虚不可发汗。211条：“发汗多，重发汗者，亡其阳，谵语，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发汗过多后，不可再发汗，发汗则亡阳。这些都是仲景的发汗禁例，不发虚人之汗。第二，本证中出现了“小便难”的情况，《灵枢·病本》提到，“大小便不利治其标”，《素问·标本病传论》又说，“小大不利治其标”，“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仲景重视经典，必定会遵守这些最基本的规律，在小便难的急重情况下，仲景岂有表里同治之理？就算是有表，也必遵从先里后表的道理。桂枝加附子汤证虽然仍有邪气在表，但是却因正虚而不得以“发汗”解之，当以调和脾胃营卫，使三焦通畅则能病愈。


2.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伤寒论》第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第22条：“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本条是太阳病经过误下之后，病情发生了改变，邪气内陷胸中，上焦不通因而出现胸满。从条文上看，本证前半段虽然没有“恶寒”表证，但参《伤寒论》第34条，“脉促者，表未解也”，可知误下以后正气仍意欲抗邪于外，故此出现脉促，可知仍有邪气在表，但是并非典型的“表证”。

虽然本条仍有邪气在表，但是所用之法显然不在发汗。参《伤寒论》第93条说：“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第49条又说：“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在这样曾经误下的情况下，阳气已伤，从22条阳虚较重要加用附子可以助证，因此，不可再发汗不犯仲景不发虚人之汗的禁例。由此得知，这两方所用之法亦在于“非发汗”而解表。至于本方去“芍药”的原因，请参阅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


3.小青龙汤


《伤寒论》第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第41条又说：“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是公认的治疗外寒内饮的表里同治之方，并没有怎么争论过，但既然能够解表，为什么方后注中没有“覆取微似汗”一句？

条文一开首写明，“伤寒表不解”。这条是表里同病无可否认，但不等于治疗一定是发汗解表。细查考“表不解”三字，在《伤寒论》运用“不解”一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经过误治后证情仍然存在。如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二是患病后没有治疗，经过了一段时间，正常情况下可以自愈，但证情却仍然存在。如46条：“太阳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114条：“到经不解。”这可以说明，小青龙汤证出现水饮内停，可能是误治引起的，又或者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没有自愈，两者都说明了有里虚的情况，可是因为误治伤了阳气，或是本身阳气不足，正不能胜邪，导致水饮内停。如果写“未解”，则一般是指没有经过任何治疗，素体不一定亏虚。

小青龙汤证的水饮内停是因阳虚内寒所致。《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12条说：“凡食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这里说明小青龙汤造成“心下有水气”，水饮停滞心下的原因是胃气虚弱而导致纳谷少，营卫气血化生不足，因而使脾失健运，水气内停，类似后世所说“脾为生痰之源”。从上述两首方剂的讨论可知，仲景一贯不主张发虚人之汗。《伤寒论》第89条：“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蛔。”这里的寒，可以不单指寒邪，如《伤寒论》41条，“此寒去欲解也”的“寒”字是指寒水，因寒凝则水停而生痰饮，患者素体虚弱，内有寒或饮等外邪，如果再次发汗，就会更伤阳气，使胃阳更虚。

小青龙汤的发散力强，若同时发汗则出现治疗上的矛盾。可从《金匮要略》痰饮病篇（第十二篇）第36条的病案看到：“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治其气冲。”因为病者素体虚弱，误用小青龙汤而导致气冲等一系列变证。小青龙汤证本身也是因为脾胃虚弱而生痰饮，水寒射肺而致喘，从这个角度来看，同时兼有表证而要发汗的话，则会出现治疗上的矛盾。水停心下应温阳散寒化饮，如果此时发汗，则可能汗伤阳气，水饮更甚，或汗多伤津，饮从燥化，或用升散之药太过，引动水饮上逆等，加重病情。因此，即使有表证，也不宜使用发汗解表。

那么，小青龙汤中的解表药又如何解释？裴永清教授指出：“小青龙汤证实可看做是一个里虚有寒水之气而又外感寒邪之证，故仲景不用峻汗无补的麻黄汤加减。”其指出本方不是麻黄汤加减而来的。方中用桂枝、芍药的目的是取桂枝汤之意，调和营卫和脾胃，治水气之源。麻黄并非方中的主药，这点可以从方后注的“五个加减法却有四个去麻黄”而肯定。为什么用麻黄？即使在麻黄汤中，也要用温覆才能取汗，而小青龙汤不用温覆，说明其意不在发汗。麻黄的功用，如《金匮要略》痰饮病篇的病案所说（第十二篇第39条）：“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纳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纳之。若逆而纳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这里说明麻黄的作用是“发其阳”，发其阳不等于发汗，是指麻黄通阳散寒、发越阳气的特性。麻黄的作用与杏仁相似，能够治疗“形肿”，即麻黄通过发散而利水消肿的功能，因此小青龙汤能够治疗溢饮，麻黄也能通过宣肺散寒，达到止咳平喘的目的。既然小青龙汤证不宜发汗，也不用温覆，可证麻黄的作用主要是宣肺散寒、止咳平喘，而不是发汗解表。如方后注云，“若喘，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就是里虚更重的时候，更不可以用麻黄，避其发散之性。总而言之，小青龙汤证的解表方法，并非通过发汗解表，亦是通过宣通脾胃营卫的“非发汗”解表方法，在温化寒水的同时达到解表之功。


4.桂枝新加汤


《伤寒论》第62条：“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本条是太阳病经过发汗后，病情发生改变，出现身疼痛、脉沉迟的情况。从条文上看，脉沉迟显然并不符合太阳病“脉浮”的特点，反映病位重点在里，但是“身疼痛”反映邪气仍在表。《伤寒论》91条说：“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这一条以“身疼痛”与“下利清谷”相对举，说明病位表里，显然“身疼痛”属于邪气在表之证。因此，桂枝新加汤证当属于表里同病。

本证见脉沉迟，反映营血不足，不可发汗。《伤寒论》第50条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表证出现身疼痛，应该见脉浮紧，而本证见脉沉迟，反映本有营血不足。所谓“阳加于阴谓之汗”，本证因发汗过多而导致阳气与营血两虚。《伤寒论》第85条：“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疮家是指素体营血亏虚，气阴两伤的人，如果更发汗，则更伤气血，仲景不发虚人之汗的禁例，可证桂枝新加汤的目的亦不在于发汗，而是通过“非发汗”的方法以解表。


四、结语

以上五方，均是正虚为重，虽然仍有邪气在表，但是却因正虚而不可发汗，而是通过“非发汗”的方法解表，若强行发汗则属于误治。这五方的证治，重点提示治法的不同，并非所有邪气在表之证均可以发汗，而必须见病知源，分清正邪关系，按表里缓急之法治之。《伤寒论》中能发汗解表的方剂，张仲景必然会在方后注写明“覆取微似汗”一句，明确邪气在表能否使用汗法，此对于“汗法”的准确应用有重要意义。

[本文曾收载于《湖北中医杂志》，2008，30（5）：26-27.原题目为《论伤寒论太阳病篇麻桂类方剂的兼变证分类》，收载本书时有所修改]


小青龙汤可不发汗

笔者在本书《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一文中，指出了小青龙汤的治疗目的不在“发汗”，虽然仍有表邪未解，但是由于正气偏虚且寒水内停，仲景不发虚人之汗，发汗则伤正且引动水饮。但是，在《金匮要略》中明确指出小青龙汤属发汗之剂，究竟如何解释此一矛盾？另外，对于小青龙汤加减法，由于五个加减法中有四个皆去麻黄，因此有加减法“疑非仲景意”之说。就此等问题，本文欲对各小青龙汤证条文深入剖析，并且对小青龙汤方药及五个加减法的配伍理论进行重新探讨。


一、各条证候与病机分析

小青龙汤在《伤寒论》中共有两条条文，而在《金匮要略》中亦有五条相关条文，本文逐一论述其证治异同。


1.《伤寒论》第40条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以“伤寒”为前提，即感受寒邪，然后明确地说“表不解”，即仍有表证。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表证”是专指“恶寒”一证，故此“表不解”一句，一方面提示邪气仍在表，另一方面其症状当有恶寒。

“心下有水气”一句，是张仲景少有的、直接指出病机的条文，提示这是重要病机，单就证情未必能够判断，容易忽视。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中指出，“心下”是上焦的下部，在膈上，即心与膈之间的部位。心下有水气，即是水气停滞上焦，由于上焦与中焦之间有膈的阻隔，水性下流，因此水停在上焦的膈上。张仲景十分重视水停的部位，例如在《伤寒论》157条说，“胁下有水气”，395条说，“从腰以下有水气”，又如《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4条说，“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本条小青龙汤证水气停在心下，部位明确，与相应的治法用药有密切关系。水气停在心下的原因，参后41条所说的“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服小青龙汤后病情减轻而“寒去”，即是指心下有水气的原因，是由于寒邪伤上焦阳气以后，上焦水气不化而停滞，此亦可称为“寒水”或“寒饮”。

本证的辨证要点，主要在于“咳”。本证见“干呕、发热而咳”，由于发热在各种太阳病皆可见，并非辨证要点。干呕一证，《伤寒论》12条的桂枝汤证亦可见“鼻鸣干呕”，可知干呕亦非此证的专有特点，干呕的成因，若从桂枝汤证的角度看，是由于外感风寒以后，中焦卫气宣散受阻，因此，欲通过干呕以助宣散阳气，由于中焦胃无病，因此并非“有物”的呕吐。《伤寒论》324条说：“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本条指出干呕的成因，可因为“膈上有寒饮”，此即是小青龙汤的病机，上焦心下寒饮导致卫气宣散受阻，但中焦无病，故此只见干呕，从机理上与桂枝汤证的干呕略有区别。由此可知，小青龙汤证的辨证要点，均非在“发热”或“干呕”，重点在于“咳”，是在太阳病诸方证中所不见的。

咳的成因，与“心下有水气”直接相关。在《伤寒论》中“咳”所出现的条文不多，其中有咳的方证包括：小柴胡汤加减法七，“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真武汤加减法一，“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一两，干姜一两”，四逆散加减法一，“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等三方（另还有319条猪苓汤证亦见咳嗽，但其机理不同，见《伤寒治内方证原意·猪苓汤与五苓散证比较》一文）。此三方加上小青龙汤一起比较，共同点就是有干姜与五味子两药，在水气较重时，真武汤和小青龙汤则使用细辛，小柴胡汤与小青龙汤中还用半夏。由此反映水饮停滞的几个不同程度，假如一般上焦水饮停滞的病情，最先选用干姜通阳化饮，同时用五味子补肺气，表示上焦水气停滞是由于上焦肺虚引起；假若上焦寒饮较重，则加用半夏，配伍干姜加强宣通上焦阳气之力；若水气停滞较重，则更加用细辛温肺化饮，而小青龙汤四药皆用，是心下有水气的对应用药。顺带一说，真武汤中不用半夏，是由于半夏属宣通上焦水饮之药，但真武汤水气停滞重点不在上，故此不用半夏。

小青龙汤证的咳嗽，是由于上焦肺虚以后，寒邪内入，使阳气不通，水停心下。又因水停心下，当阳气宣散时则被水气所阻，咳嗽的目的则在去除此一障碍，即与干呕之意相似，只是两者的病位不同。咳嗽病位在上焦肺，而干呕病位在中焦胃，两者皆因水停上焦心下、阳气不通所致。

后世一般在解释小青龙汤证的咳嗽时，以“水寒射肺”一词作概括，这一词虽非仲景原文，但形容生动，是指水气从下向上行的意思，由于心下在肺之下，心下的水气因阳气欲宣通而产生咳嗽，以水寒射肺一词作总结亦未尝不可。不过，由于过往多误以为心下属于“中焦的胃脘部”，水寒射肺是中焦上射至上焦，正确理解当为水气从胃上口、膈上的上焦下部，上射到上焦的上部肺。

本条的加减法证候，在后文方药分析中一并讨论。应注意，本证虽然有“表不解”，但是其方药治疗并非在发汗而解表，而是“非发汗”的解表方法，可参前一篇文章所论。


2.《伤寒论》第41条


“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龙汤主之。”

本条开首说：“伤寒，心下有水气。”此与上一条条文只差“表不解”一句，提示本条并无邪气在表，表证已除、邪气入内。小青龙汤并非必然用在有表证的证情上，例如《金匮要略》的多条小青龙汤证情，均是无表证使用的。故此，本条一方面提醒无表证可用小青龙汤，另一方面亦从侧面反映上一条条文的证情，虽然上条有表证，但其用方目的不在发汗而解表。

本条提示“微喘”仍可用小青龙汤。本条的证候以“咳而微喘”为要点，咳与上一条相似，而本条更以咳为第一个证候，提示这是小青龙汤证的辨证要点。关于“微喘”一证，参上一条的加减法，若见“喘”则去麻黄加杏仁，要在小青龙汤的基础上加减，但是本条仍用小青龙汤原方主之而不加减，提醒“微喘”仍可考虑不加减。至于“喘”的机理，后文讨论加减法时再议。

关于“发热不渴”，如上所述，发热并非此证辨证要点，而且“不渴”并非“证候”的不适感觉，各种太阳伤寒、中风的病情皆不渴，由此理解“不渴”的辨证意义在何。说“不渴”的目的，是强调后文服汤药后转变成口渴的证情，在其他一般太阳伤寒、中风的病情，如服对应的汤药而出现口渴，应当考虑转化为太阳温病，抑或转入阳明的可能，但是这条却刻意提醒服药后口渴是由于寒邪去除，寒水得化而成。这服药后的渴亦非新病，不如上一条加减法见渴需要加减药物，不渴是由于水停心下所致。例如《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28条说：“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这条明确指出心下有饮停则不渴，若见口渴则为欲解，是向愈的佳兆。《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8条又说：“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小青龙汤中的细辛、干姜性温热，是导致寒去成渴的原因。

本条目的，在于补充小青龙汤的辨证要点。首先，强调无表证可用。第二，强调主要症状是咳嗽。第三，提示“微喘”可用小青龙汤。第四，提醒服药后见口渴是病情减轻，而非病情加重。


3.《金匮要略》第七篇第14条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脉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本条当属小青龙汤类方，是在小青龙汤原方的基础上，加上石膏二两，由于证情相近，在此一并论述。

本条属于“肺胀”病，肺胀的定义，在同篇的上一条（13条）说：“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实际上即是本条的第一句话，“肺胀，咳而上气”，肺胀即是在咳的基础上见“上气”。关于“上气”，是因呼吸太过而出现咳嗽。《金匮要略》第一篇第5条说：“息引胸中上气者，咳；息张口短气者，肺痿唾沫。”呼吸之气息引胸中上气而引起咳嗽，上气当见咳嗽，但与咳嗽的区别，在于上气当见胸部因呼吸太过而扩张，这又与后文的“短气”相对应，短气者呼吸不及，胸部未能扩张。因此，肺胀实际上是指上气的表现特点，即由于呼吸太过导致胸部胀大。

本条加用石膏的原因，是见“烦躁而喘，脉浮”。本条同样明确指“心下有水”，即《伤寒论》40条的“心下有水气”的另一种表述。但其证除了从咳嗽辨别心下有水以外，如何辨别其内热呢？当然，是否烦躁是直接的辨别方法，即如大青龙汤中加用了石膏，就是因为其见烦躁，但实际上喘与脉浮皆是上焦有热之象。例如《金匮要略》第七篇第4条说：“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肺胀病情可见上气、喘、烦躁皆作，是由于上焦肺气不通甚重所致，因而导致咳喘并见，且上焦郁滞而生内热。另外，第七篇第8条说：“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本条选用的厚朴麻黄汤，用麻黄四两、石膏如鸡子大，但其辨证只是咳嗽且脉浮，为何如此？由于《金匮要略》讨论的咳嗽属于内伤杂病的咳嗽，并无外感邪气逐渐入里的来路，见脉浮，并非代表邪气在表，而是反映上焦有热、正邪交争激烈，假如热象更重，甚至可出现脉浮大，即如第七篇第13条说：“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越婢加半夏汤中麻黄更用六两、石膏半斤，剂量甚重，其证与下一条的小青龙加石膏汤同样见咳而上气、喘、肺胀、脉浮，差别就在于“目如脱状”和脉大。由此可知，小青龙加石膏汤证中所见的脉浮，是因热在上焦所致，而非邪气在表。

值得指出，本条见“喘”，理应在小青龙汤的基础上，去麻黄加杏仁，但本条并非用此一加减法，却加上了石膏，目的为何？这同样是由于外感病与内伤病的成因不同，以及两者喘的机理不同所致。由于外感病的过程中，邪气从外及内，若在此时见喘，即反映上焦肺气偏虚，才导致邪气内入，因此，从咳嗽变成见喘，反映肺气偏虚较重，不可用麻黄的宣散以防发汗太过伤正。但本条所见的喘，并非邪气从表入内的来路，而是由于上焦肺气郁闭太过所导致的，是肺胀的特点，其中内热亦为重要原因，从脉浮可知正邪交争激烈，反映上焦肺虚相对偏轻，是故不忌麻黄。

顺带讨论，从外感与内伤的差异来看，可知小青龙加石膏汤证，并不能出现在《伤寒论》的外感病过程之中。从外感病的过程来看，假如邪气能从表入内，则反映上焦偏虚而不能形成郁热，能形成郁热则当如大青龙汤证般正气不虚，表气郁滞甚重，假如表气与上焦肺气偏虚，则邪气入内而正邪交争较弱，则不可能出现上焦郁滞甚重而生内热。是故小青龙加石膏汤证，是在《金匮要略》内伤杂病之中所独有的。


4.《金匮要略》第七篇第15条


“肺痈，胸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咳逆上气，喘鸣迫塞，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本条紧接在上一条小青龙加石膏汤之后，而其方并非对此证的直接治疗，是在条文后的注文之中，未必是仲景原文，本文尝试讨论其运用小青龙汤是否合理。

本条是肺痈与肺胀同病。肺痈以“咳即胸中隐隐痛”，“咳唾脓血”，“口干，喘满，咽燥不渴，时唾浊沫，时时振寒”为证候特点，但本条所见，除了“不闻香臭酸辛”可以属“唾浊沫”、“喘鸣迫塞”等肺痈之象，其余均与肺痈无直接关系。实际上，其余证候当属肺胀的病情，文首说“胸满胀”是形容肺胀的“息引胸中上气”，“咳逆上气”即是肺胀的特征，亦可伴有气喘，而本条的特点在于见“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这实际上是类似于“溢饮”的病情。《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2条说：“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周身浮肿是由于水气泛滥所导致，再参痰饮病篇第十二篇第23条：“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因此，可用小青龙汤治此溢饮，而溢饮又可理解为肺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即类似于上一条的小青龙加石膏汤证。

但是，本条若先用小青龙汤并不正确。本条注文所说的“此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是指在服用葶苈大枣泻肺汤之前可先服用小青龙汤一剂，目的在于治疗此溢饮之证。但是，本证是肺痈与肺胀同病，由于肺痈属于风热在上焦，伤肺而成脓血，若用小青龙汤的辛温药物则加重病情，是治疗肺痈的禁忌。

本条的目的，在于示范多种肺病同见的先后缓急判断。本条在《金匮要略》第七篇的最后，是介绍了多种肺病证治以后，最后的总结。第七篇第11条说：“肺痈，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葶苈大枣泻肺汤只能治疗肺痈喘不得卧，未能治疗本条所列出的其他诸多病情，但是由于肺痈为急，参第七篇第2条的说法，“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因此，当先治疗此证，再考虑下一步治疗。本条的注文提示用小青龙汤，虽然是看到了本证之中含有可用小青龙汤的证情，但是未能体会到仲景原意中分清先后缓急之意，当非仲景原文，乃后世所加。


5.《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23条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

上述引文（《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2条），溢饮是水饮流行在身体四肢的病证，是由于“当汗出而不汗出”所引起的，故此发汗即能治愈。

本条值得讨论之处，在于为何两方皆能治同一种病，即为何能“同病异治”？这是由于两方通过不同途径发汗而治疗溢饮。大青龙汤治疗的方法，主要在于直接从表发汗，解除表气郁滞；小青龙汤并非单纯考虑在表，而更考虑上焦的水停。溢饮是水气停滞在内，继而泛滥出表，从这一角度看，大青龙汤所治的溢饮偏于治标，小青龙汤则相对治本。

为何本条小青龙汤属于“发汗”之法，而不如《伤寒论》的小青龙汤证不可发汗？这是由于《伤寒论》的小青龙汤证本身是从表入内的过程，上焦肺气偏虚，发汗则伤正，而且其证以咳嗽为主，发汗则可诱发“水寒射肺”而加重咳嗽。而本条《金匮要略》的小青龙汤证，并非上焦肺气偏虚，其病亦无咳嗽，故此无“不可发汗”的禁忌。

应指出，本条以小青龙汤治疗溢饮，病机并非“水停心下”，而是水停中上二焦及泛滥在表，能以小青龙汤治疗此证，是因小青龙汤本身即能治疗在表以及上焦之水，而不局限在心下。


6.《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5、36条


“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首先使用了小青龙汤，其后却出现了一系列变证，反映小青龙汤使用不当，属于“误治”。

为何本条不当用小青龙汤？由于本证属于“支饮”。本证以“咳逆倚息不得卧”为主要症状，从咳嗽来说，确实可以是小青龙汤主治之证，但是小青龙汤证并非见“倚息不得卧”般的严重咳嗽。《金匮要略》十二篇2条说：“咳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咳逆倚息不得卧是支饮的特点。又参本条之后十二篇38条说：“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干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假如其病咳满还未止，服用温药以后仍不见口渴，这是由于支饮所致，亦即回到本条一开始“咳逆倚息不得卧”的证情。支饮的治疗方法，在《金匮要略》十二篇中有详细记载，列出了多首方证，其中均无使用小青龙汤的治法。

本条目的，在于强调上焦肺虚不可用小青龙汤。由于支饮病有上焦肺虚的病机特点，故此其证并非单纯出现咳嗽，更见倚息、气短、不得卧，在治法上首先并不如溢饮般能“发汗”，甚至辛温太过亦能伤正，不可用小青龙汤中的麻黄。《金匮要略》第十二篇39条亦说：“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其证情本身似是该用麻黄之证，但由于“血虚”，麻黄通阳太过则伤血，使病情加重。在本条一开首的“咳逆倚息不得卧”证情本无血虚，但是误用小青龙汤以后出现一系列的变证，如“尺脉微，手足厥逆”的证候，则是伤血的反映，这是由于发汗太过，津液亏虚则伤血。本条提示假若辨证不准，只见咳嗽即用小青龙汤可导致的恶果，提醒医者小心诊断，辨证入微，以防误治。


7.《金匮要略》第二十二篇第7条


“妇人吐涎沫，医反下之，心下即痞，当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龙汤主之。涎沫止，乃治痞，泻心汤主之。”

本条一开首见“吐涎沫”的病情，本应用甘草干姜汤治之。参《金匮要略》第七篇第5条说：“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此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干姜汤以温之。”第十二篇第4条又说：“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吐涎沫的成因，是上焦肺中冷而导致水停在肺，因此出现吐涎沫。

本当用温肺化饮之法，却误用了下法，导致中焦胃气受伤，继而成痞。痞的成因，如《伤寒论》131条说：“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这里的“病发于阴”在《伤寒六经原意·发于阴阳》一文中指出，“发于阴”即发于伤寒，因伤寒误下以后则伤胃气而成痞，具体关于痞的病机，《伤寒治内方证原意·心下痞并非单纯病在中焦》一文中指出，痞的成因是胃虚而虚热上炎，符合少阳病的病机特点，且有下焦的营气偏虚。此时病情较前复杂，上焦饮停但又同时出现上焦虚热上炎、中焦胃虚而下焦营气偏虚，单看上焦病机则寒热并见，应考虑治疗的先后。

本属单纯上焦水停之证，当用甘草干姜汤治疗，但由于误下以后产生他证，心下营卫不通而成痞，本属上焦水停在肺，因心下不通更成水停心下，单用甘草干姜汤已不能治本，乃应以小青龙汤治之。实际上小青龙汤中亦包含了甘草干姜汤这两味药的组成，只是更添加了其他辛温药物，温化寒水力量更强。

为何本证要先治吐涎沫、后治痞？若先治痞而用泻心汤（指大黄黄连泻心汤）以清上焦之热，寒凉药物则加重上焦之寒饮，导致上焦心下营卫不通更重，且胃虚之本仍在，仍有产生虚热上炎的可能，痞证不除，仍不可用小青龙汤治本。若先治吐涎沫用小青龙汤，虽然有可能加重上焦之虚热上炎，但先解决了上焦的寒饮，则可再用泻心汤治上焦之热。先治吐涎沫后治痞的思想，接近于《伤寒论》164条“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的思想，即先治较为表层的疾病，其后治疗深一层的病证，以免先治痞后，引导邪气入里，加重病情。


二、方药分析

小青龙汤中含有八味药物：“麻黄（去节）、芍药、细辛、干姜、甘草（炙）、桂枝各三两（去皮），五味子半升，半夏半升（洗）。”这些药物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为麻黄、桂枝、芍药、甘草，即“麻桂芍草”配伍；第二组为干姜、细辛、半夏、五味子，简称为“姜辛夏味”配伍。

第一组药物“麻桂芍草”。先不说麻黄，其余三药，即是桂枝汤去姜枣，为何要去之不用？这是因为其见咳嗽。参小柴胡汤加减法七：“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见咳嗽时要去姜枣，这是张仲景的用药理论，其原因在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有所详论。去大枣与小柴胡汤加减法四的成因相同，是由于大枣甘缓之性，有碍寒饮温化；去生姜的目的，一方面由于已经用上干姜，则不用生姜，而另一方面，生姜相较干姜宣散力量更强，而温性较弱，因此，生姜宣散中焦卫气至上焦时，则能诱发水寒射肺，故宜除之。

然则，为何加用麻黄，先看麻黄与桂枝配伍的方剂比较：

表4　麻桂类方中麻黄与桂枝的剂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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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示，若表气郁滞较重的病情，则麻黄用量重，而桂枝剂量减轻作为助药配伍，在大青龙汤、葛根汤与麻黄汤中皆是如此。但若表气郁滞相对较轻，例如桂麻各半汤与桂二麻一汤，则桂枝剂量比麻黄重，反映当病情趋于内、趋于上焦而不在表，则桂枝用量比麻黄更重。由此反观小青龙汤，麻黄与桂枝剂量相同，则属于各方的中间情况，属于在表与上焦的过渡类型，即治疗中宣通表与上焦的阳气并重。从方药配伍上看，由于桂枝配上芍药宣降营卫、调和营卫，则麻黄配桂枝更侧重在宣通卫阳，以温化上焦寒水。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解释麻黄的功效为“止咳平喘”，小青龙汤中用麻黄目的确为针对主要症状以治咳，但若见喘严重则按加减法一去麻黄，可知小青龙汤中使用麻黄重点不在治喘而在治咳。但参《伤寒论》41条的小青龙汤证亦有微喘，可知若在喘较轻时麻黄亦能兼治，若喘较重则麻黄并不胜任。实际上，喘的成因颇多，部分喘证麻黄能够胜任，例如《金匮要略》小青龙加石膏汤、越婢加半夏汤亦能治喘，但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证的喘则并非麻黄能治，因此麻黄的“平喘”仍要仔细辨别原因使用，而非所有喘证皆可用之。

再说第二组药物“姜辛夏味”。这一配伍在上文《伤寒论》第40条的讨论中亦有所提及，在这补充说明这些药物的剂量配伍理论。

表5　多首方剂的姜辛夏味配伍剂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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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各方皆为治咳之方，以小青龙汤中四药最为齐备且剂量最重。比较小柴胡汤加减法，由于小柴胡汤证的咳嗽寒水较轻，故此不用细辛，且干姜剂量减轻。再看真武汤加减法，其证重点为水停在下，而非在上焦心下，故此不用半夏温化上焦寒水，而且干姜与细辛的剂量亦减，此亦反映在阳气偏虚之时，要减轻辛温通阳之力，以防加重寒水射肺而诱发咳嗽。由此比较真武汤与小青龙汤，可知小青龙汤虽然有阳气偏虚，但是其虚相较真武汤为轻，故此总体方药剂量较重。另外，与苓甘五味姜辛汤比较，此方中三药剂量与小青龙汤等同，但由于该方并无麻黄，且其煎服法为分六次服（小青龙汤分三次服），实际上比小青龙汤剂量要轻一倍，反映正虚较重。其后的苓甘五味姜辛夏汤，加用半夏以后，则干姜与细辛剂量减轻，这是由于其证咳满已止，却见冒与呕，故加用半夏。

从上述多方比较可知，小青龙汤的“心下有水气”病情突出而明显，由于水饮在上，且相对其他方证正气偏虚较轻，故此四药皆用且剂量较大，若水气停滞部位不同，以及正气偏虚较重，则选用较少药物，且剂量减轻。

综合全方，两组药物，第一组侧重在宣通上焦阳气、调和营卫，第二组则在于温化寒水，而麻桂之辛温又能加强温化寒水之功，全方共奏调和营卫、温化寒水之效。


三、小青龙汤加减法分析

在《伤寒论》第40条小青龙汤方后，列出了五个加减法，是《伤寒论》之中少数在方后详列加减法之方。这反映了小青龙汤具有多种病机演化的可能，要视乎病情转变而加减药物。一般认为，出现加减法证情的原因，是由于“水饮之邪变动不居，可随三焦气机升降出入，或壅于上，或积于中，或滞于下，故其症状也多有变化”（《伤寒学》）。这种解释较为含糊，水饮病情如此多变，为何张仲景在此特别强调这五种情况？五种情况与小青龙汤证本身有何联系？这才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以下对五个加减法逐一分析。


1.若渴，去半夏，加栝楼根三两


本条加减法与小柴胡汤加减法二相近，“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述，指出口渴的成因是由于阳明胃中干燥、津液亏虚所致，因此不宜再用半夏以助升散中焦之津液上行，而加用瓜蒌根（即天花粉）清热生津。小柴胡汤加减法的胃热津伤更重，因此还加重人参剂量，且天花粉的剂量比本条小青龙汤加减法更重。本条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同样是因胃热、胃中干，因此出现口渴，但程度较小柴胡汤加减法要轻，由于未有下焦津液亏虚，故此不用人参。

值得讨论的是，为何小青龙汤证可出现渴？小青龙汤证本因水停心下，当见不渴，而在未服药时见渴，一方面可能是寒水得除，如《伤寒论》第41条服药后的情况，但若是见渴则当属病情向愈的佳兆，可继续守方治疗，不用加减。由此可知，此证见渴是病情演变，乃因邪气进一步入里，从上焦进入中焦胃，正邪交争伤胃而出现渴，亦即病从太阳逐渐传入阳明、太阳阳明并病之意。


2.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荛花（如一鸡子，熬令赤色）


本条“微利”当指“微下利”，是指大便下利而不是小便利。小青龙汤证本无小便不利，“微利”指小便微通利则意义不明。如在《伤寒论》104条说：“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又如桃核承气汤方后注说，“日三服，当微利”，微利就是指服药后大便轻微通利。

本证见微利的原因是上焦水气停滞较重，类似于“脾约”。《伤寒论》32条说：“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葛根汤证为何出现下利？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脾约》一文中，指出葛根汤证下利属于典型的脾约，是由于“表气郁滞较重，上焦肺气不通，因而脾气不能上升，同时胃气亦盛实，胃中‘游溢精气’所产生的津液，由于不能通过脾而往上归肺，于是逼迫趋下而下利”。小青龙汤证见下利的原因，一方面同样是表气郁滞，但亦可无邪气在表，主要由于水停上焦心下，若水停较重则阻碍中焦脾气宣散，故此津液逼迫下行，但其不若葛根汤证般表气郁滞甚重，故此下利只是“微利”。

由于病情有下利的趋势，因此可因势利导，选用荛花以助利水。在仲景书中，荛花只出现过一次，未有其他例证可参。在《神农本草经》记载：“荛花，味苦、寒，有毒。治伤寒，温疟，下十二水，破积聚大坚，癥瘕，荡涤肠胃中留癖饮食，寒热邪气，利水道。”荛花味苦能通降，具逐水的功能，尤其通下中下二焦胃肠之水，在此证中见“微利”，反映上焦水气泛滥波及中下，故此用荛花的目的主要在于通下中下二焦之水。

去麻黄是由于麻黄之性与荛花相矛盾。参《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5条：“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这里说的“里水”，专指水气停滞在下焦，却用甘草麻黄汤即能治疗，可知麻黄能从下焦开始宣通阳气。再参《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9条：“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由于麻黄宣通阳气，能够从下焦开始宣散，而下焦是藏血之所，故此血虚者不能用之。由于麻黄能够从下焦宣通阳气，可是在此证中用荛花的目的为通降下行，尤重在中下二焦的水气，故此麻黄与荛花的药性矛盾，应去除麻黄。这同时也解释了，为何不用去除桂枝，这是由于桂枝的宣通之性，只在宣通上焦阳气，无碍荛花的通降。

值得注意，本加减法中加上荛花，并非单纯是逐水之方，由于仍有其他辛温药物配伍，其方重点仍在温化上焦寒水、宣通阳气。实际上，此加减法属于相对“治标”的方法，主要解决“微利”的进一步变证，假若用药后微利已除，则当用小青龙汤原方治疗。


3.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


“噎”是咽喉肿大堵塞的意思。“噎”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饭窒也”，即是咽喉中一种明确的堵塞感觉。“梅核气”是一种“如有物”的堵塞感觉，而噎则是“真有物”堵塞，当是咽喉肿大，导致饮食不下、呼吸不畅，属于一种严重疾病。

“噎”是阳气虚衰，寒水相搏，营卫不通的证候。《辨脉法》说：“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即。”本条所说的是“噎”的异体字，本条明确指出，噎是由于血虚有寒，水气与寒气相搏所致。在《金匮要略》十四篇21条，对于“噎”的成因有详细论述，说：“问曰：病者苦水，面目、身体、四肢皆肿，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状如炙肉，当微咳喘。审如师言，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沉紧相搏，结在关元。始时当微，年盛不觉。阳衰之后，营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喉咽塞噎，胁下急痛。”本条首先是水气停滞的病情，但由于病情日久阳气虚衰，“咽喉塞噎”则是由于阳虚而水气停滞，营卫不通，肾气上冲所致。

因此，在小青龙汤证的基础上见噎，反映阳气亏虚较重，寒邪与水气相结。加附子的原因，即是在于加强温通阳气，治疗寒水停滞，如真武汤中用附子温阳化饮。

去麻黄的目的，与“肾气上冲”有关。噎是由于阳气偏虚，此阳虚与下焦肾阳虚有关，因阳虚导致肾气上冲，若在此时运用麻黄，由于麻黄能从下焦开始宣通阳气，则可加重气上冲，使噎加重。此应与少阴病篇的麻黄细辛附子汤等方作鉴别，笔者在本书《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并非太少两感》一文中指出，麻黄细辛附子汤在于温化下焦寒水，故此方中用麻黄与附子相配即在于宣通、温通下焦阳气。但是，本条小青龙汤加减法，并非水停下焦，而是水停上焦，两者同有下焦阳气偏虚，故此不当用麻黄而只用附子。


4.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


本证反映水气停滞下焦。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指出，少腹属于下焦的对应部位，此证中少腹满与小便不利并见，显然是水气停滞下焦的反映，且其证治疗时加茯苓可证。参小柴胡汤加减法五：“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此证同样是小便不利，加用茯苓的目的即在利小便。

本证为何出现水停下焦？一方面反映水气停滞较重，但更重要的是下焦气血偏虚。《金匮要略》六篇5条说：“男子脉虚沉弦，无寒热，短气里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少腹满，此为劳使之然。”本条同样见小便不利与少腹满，是由于虚劳病下焦气血亏虚，因此水气停滞不化所致。至于本条小青龙汤证，若是单纯由于上焦水气停滞太过、中下二焦不虚，则当如加减法二的情况出现微利，但如此证出现小便不利而少腹满，反映下焦气血偏虚，阳气不通，因而水气不化而成此证。

本证去麻黄的原因，一方面是麻黄的辛温宣散之性与茯苓之利小便不合，故此宜除之。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麻黄能够从下焦通阳气，若下焦气血偏虚，则用麻黄并不适宜，如前述《金匮要略》十二篇39条说，“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用麻黄使血虚且病情加重。


5.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是肺气不降的反映。按《神农本草经》所载：“杏仁，味甘、温，有毒。治咳逆上气，肠中雷鸣，喉痹，下气。”本条中加用杏仁，即在于降肺气以治喘，即如《伤寒论》18条说：“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此证的肺气不降与肺虚有关。杏仁在《神农本草经》所载的性味是“甘温”，而非味苦通降，且本条加减法只用杏仁而不用厚朴，即是不用厚朴之“苦温”，而取较轻的通降之性，因其甘温能补肺虚，配伍方中其他辛温药物能化饮治喘。

本条的喘要与麻黄汤证作鉴别。小青龙汤证的喘，并非肺气闭郁所导致，不像麻黄汤证用麻黄桂枝宣通肺气即能治之，麻黄汤证是表气郁滞在肺之上，小青龙汤证是水停在心下，即肺之下，两者有一上一下的区别。

更进一步说，本条的喘，当有下焦气血偏虚之本。小青龙汤证本身已有肺气偏虚，若单纯水停心下较重，仍不足以解释见喘的原因，若说水停心下较重，则当如加减法二见微利，而非突然见喘。《金匮要略》第六篇4条说：“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浮者，里虚也。”第六篇11条又说：“脉沉、小、迟，名脱气。其人疾行则喘喝，手足逆寒，腹满，甚则溏泄，食不消化也。”喘是在虚劳病中常见之症状，是由于下焦气血亏虚所致，即类似于一般所说的“肾不纳气”，由于下焦气血偏虚、营卫不通所致。本条加减法，与上一条加减法同样具有下焦气血偏虚，差异就在于本条并无下焦水气停滞。

本条去麻黄，一方面因此证并非表气郁闭所导致的喘，不需要如麻黄汤般用麻黄宣通表气，而更重要的是由于本证具有下焦气血偏虚，因此不可用麻黄通阳气。


6.加减法病机小结


以上五个加减法的病机特点，总结为下表：

表6　小青龙汤加减法病机归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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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的总结，可见张仲景列出此五个加减法，是先按照小青龙汤证的病机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病机演变的可能方向。

首先，在小青龙汤证的上焦偏虚没有加重的前提下，可有两种病机发展的可能：一是在小青龙汤证的基础上，演变为阳明胃热之证，见加减法一的“渴”；二是小青龙汤证的水停心下病机加重，则当见加减法二的“微利”，继而水气泛滥中下二焦。

假如小青龙汤证的上焦偏虚进一步加重，同时兼有其他正气偏虚，则可出现三种可能：一是下焦阳气偏虚，水寒相搏而出现“噎”；二是下焦气血皆虚，且有水气停滞下焦，则出现“小便不利、少腹满”；三是下焦气血皆虚，无水气停滞下焦，则出现“喘”。

应指出，四个加减法中“去麻黄”是一种折衷的用法。由于小青龙汤中麻黄有其重要作用，用以宣通卫阳与助温化寒水，若除之则此功效减弱，只能以桂枝的辛温代之。纵观各种去麻黄的加减法，亦是病情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乃因新病较重，且用麻黄则加重病情，故此只能无奈去之，而侧重在治疗新的“标证”。加减法二的正气偏虚较轻，在使用加减法后微利当能解除，则用回小青龙汤原方，但除此以外，其他加减法的下焦正气偏虚较重，即使用此加减法减轻了新的“标证”，下焦之虚亦非因此即能恢复，故此若小青龙汤证未除，仍当去麻黄治之。


7.加减法“疑非仲景意”的问题


在《伤寒论》40条小青龙汤方后注，有一段文字说：“且荛花不治利，麻黄主喘。今此语反之，疑非仲景意。”由于小青龙汤的五个加减法中，四个皆去麻黄，再加上这段文字，导致后世对小青龙汤的加减法多存有怀疑态度，认为非仲景原意。

在这段文字后面，宋代林亿等人已经为此“平反”，说：“臣亿等谨按：小青龙汤，大要治水。又按《本草》，荛花下十二水。水若去，利则止也。又按《千金》，形肿者，应内麻黄，乃内杏仁者，以麻黄发其阳故也。以此证之，岂非仲景意也。”林亿等人在荛花治利与麻黄不治喘这两个问题上，提出相关理论依据，认为加减法应当是仲景原意。

仔细分析林亿等人的观点。这段文字中指出，加减法二中的荛花能下水而止利，是引用《神农本草经》的记载，与上文讨论相同，论证正确有据可依，但未具体提到为何要去麻黄。至于麻黄主喘的问题，引用了《千金方》的记载，实际上这段引文若直接引用《金匮要略》十二篇39条则更为可信，因其是仲景原文。其中所说的“麻黄发其阳”是不用麻黄的依据，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应当还有前面一句，“以其人血虚”，是因为血虚则不可用麻黄以治喘。不过，这里没提到用杏仁的原因，假若单纯形肿则加杏仁，未能解释加减法五中为何要加杏仁。由此可知，林亿等人在解释这两个加减法时，尝试反驳前人非仲景意的观点，但还未能够深入解释每一个加减法的合理性。

通过上文对于每一个加减法的详细解释，可发现小青龙汤的五个加减法，具有明确的机理，辨证加减用药细致严谨，且加减法之间具有整体性，是小青龙汤的病情发展而来的五种可能，与小青龙汤自身的病机有紧密联系。对于五个加减法中四个去麻黄的问题，实际上每一个去麻黄的加减法，其意亦有所不同，并非某一简单原因即全部要去麻黄。由此观之，五个加减法当属仲景原意无疑。


四、讨论

重新认识小青龙汤的证治以后，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如何辨别“心下有水气”


小青龙汤证“心下有水气”，一般认为在咳嗽的基础上见“痰白清稀”，则可以辨别为寒水导致，又如在《中医内科学》的哮病之中，“冷哮”一类中选用小青龙汤，其证则见“痰少咯吐不爽，色白而多泡沫”。这种以咳痰辨证的思想，对于现代中医临床辨证运用小青龙汤有重要影响。

但是，在整个仲景书中，皆无以判断“痰”的色质作为诊断的方法，如在《金匮要略》中的“痰饮”病，均非指咳吐痰涎，“痰”是一种病机理论而并非临床表现。或许由于《金匮要略》的小青龙汤可用于治疗“吐涎沫”，于是误以为其咳嗽当见痰清稀，但实际上“吐涎沫”与“咳痰”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咳痰是痰从肺而出，涎沫则在口中生成吐出。

小青龙汤辨别“心下有水气”的方法，只见“咳”即可，而不用咳痰作辅助。小青龙汤证的咳，即是由于寒水停滞，水寒射肺所致，若在“伤寒”的前提下，进一步见咳嗽，即能判断为水停心下而导致的咳嗽。张仲景在辨别各种咳嗽的时候，均不用咳痰的情况作为辨证依据。例如，小柴胡汤加减法所见的咳嗽，只见咳嗽即加用干姜以温肺化饮，但小柴胡汤证一般不称为“水停心下”，见咳嗽而选用干姜，反映上焦不通则可导致上焦水气轻微停滞而咳，若上焦不通加上寒邪在上焦，则饮停更甚。

当然，小青龙汤证的咳嗽，临床上可以伴有咳痰，但咳痰可以有许多不同情况，而且即使不见咳痰，亦不代表此非心下水气所导致。由于水停在“心下”，属于上焦的下部，实际上其寒水停滞的部位并不在“肺”，因此这寒水并非能够直接“咯出”，“心下有水气”并不能够直接等同于咳痰，甚至说，心下有水气的病情，实际上亦可以出现“干咳无痰”的证情，小青龙汤证不以咳痰为辨证要点。

应注意，并非每一个小青龙汤证均是“水停心下”，例如《金匮要略》治疗溢饮及妇人吐涎沫的证情，即是一般水停上焦，而不是专指在“心下”的部位。


2.小青龙汤是否为发汗之剂


一首方剂是否为“发汗剂”，不但要看药物组成，还要视乎病情、方后注医嘱等。虽然《伤寒论》40条的小青龙汤证仍有“表不解”，但不代表此即用发汗以解表，在《伤寒论》中有表证但不治表的例子有不少。在本书《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一文中讨论了小青龙汤并非发汗剂的原因，实际上小青龙汤在治疗40条与41条证情时，当属于宣通与温化之剂，重点在于宣通上焦阳气与温化上焦寒水。另外，《金匮要略》治疗妇人吐涎沫时用小青龙汤，显然没有表证，其治法亦属此例。小青龙汤不用在发汗时，则只服汤药而不用啜粥与温覆。

即使没有表证，也不代表小青龙汤并非使用“汗法”。在治疗溢饮时用小青龙汤，条文中明确指出是“当发其汗”，显然小青龙汤在此的目的在于发汗。又如小青龙加石膏汤治疗的肺胀病，参《金匮要略》七篇4条说：“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治疗肺胀可用发汗之法，小青龙加石膏汤证则属于此例。这两证发汗的目的，皆不在于解表，而是在于宣通表气以治水，抑或发汗以解除郁滞。若小青龙汤用于发汗，应当在服药后啜粥与温覆以取汗。

上述病情进一步比较，《伤寒论》之外感病过程中所见的小青龙汤证则不当用汗法，反而《金匮要略》之内伤杂病过程中见小青龙汤证可用汗法。这种情况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在外感病过程中见“心下水气”，即是反映上焦偏虚，寒邪入内，由此才能生成水气，故此不宜发汗。在内伤杂病过程中生成上焦水气，未必是上焦偏虚的反映，而可能是水气泛滥，抑或肺气郁滞所造成，因此则无不可发汗的禁忌。

由此可见，“小青龙汤证”一说的概念范围较广，包含了多种外感与内伤病证的可能，小青龙汤证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伤寒论》40条的证情。小青龙汤属于何种治法，仍要视乎病情及方药用法而定。


3.小青龙汤谁为君药


本方的君药为何？方中每一味药物剂量基本相同（五味子与半夏各半升，实测称重接近于三两），未有某一味药明显突出其作用。单以“主病之谓君”的角度讨论，则要视乎小青龙汤的“主病”是什么？从《伤寒论》41条的角度，是以“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为主病，并且无表证，因此应当以温化寒水的药物作为君药，其中以干姜、细辛为最直接对应的药物，麻黄则为助药配伍。反观40条同样是“心下有水气”，但还兼有“伤寒表不解”，可是此证的治则并非“发汗解表”，亦非“先表后里”，不是先治表、后治水，是两者同时治疗，因此在40条应当是“解表”与“治水”两方面药物共为君药，麻黄、桂枝与干姜、细辛皆为君。

至于《金匮要略》使用小青龙汤的数证：小青龙加石膏汤证所治疗的肺胀，虽然其病同有“心下有水气”，但肺胀和水气停滞的成因为上焦肺气郁闭，故此仍以麻黄为君药；治疗溢饮使用小青龙汤，明确属“汗法”，以汗法治疗水饮停滞，其次才是温化寒水，因此亦以麻黄为君药；治疗妇人吐涎沫中用小青龙汤，证情本身在误治之前当用甘草干姜汤治疗，误治后则要用小青龙汤，反映单用甘草、干姜温化寒水不足以治疗疾病，但由于主病“吐涎沫”是因上焦寒水所致，此证非上焦郁滞，亦无表证，故此仍以温化寒水的药物为主，宣通上焦阳气的药物为次。

由此可知，小青龙汤中何者为君药的问题，并非能单看药物组成来回答，而是要通过病情综合分析，视乎“主病”为何，才能够判断何谓君药、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单纯说“小青龙汤证”为何，并非专指《伤寒论》第40条的病情，而有多种情况要鉴别。


4.小青龙汤是否由麻黄汤化裁


按《伤寒论》原文中对小青龙汤的药物排列，以麻黄为首，似乎当以麻黄为君药，由此或会推论小青龙汤属麻黄汤的化裁。但是，由于小青龙汤的五个加减法中，四个是去麻黄的，麻黄是否为君药值得质疑。

这里先回答小青龙汤四个加减法去麻黄的问题。先要理解，小青龙汤加减法是专为第40条的证情而设，并非所有证情均要考虑加减法。例如，真武汤在《伤寒论》中出现两条条文，包括第82条与第316条，假若两条真武汤证皆要加减法，则其加减法当列在前面第82条，但张仲景却把加减法列在第316条后，可知真武汤加减法是专为第316条证情而设。由此理解，为何小青龙汤在第40条的证情需要时常考虑去麻黄？一方面，第40条的证情本身，麻黄与干姜、细辛共为君药，但是若出现了加减法的证情，则病情演变。例如，要专一治水，抑或正虚则不当宣散太过，病情转变后，主病演变了，使全方更侧重在治疗“心下水气”，因此麻黄亦可去除不用。从这角度来看，若该小青龙汤的证情不以麻黄为君药，则无必要说小青龙汤是麻黄汤的化裁。

再者，从方药组成来看，虽然麻黄汤与小青龙汤共有三药组成相同，但在葛根汤、大青龙汤中更有四药与小青龙汤相同，为何不将之称为此两方的化裁？而且麻黄汤证重点在于治喘，而小青龙汤证不当见喘，或见喘则反而不用麻黄，反映两者之喘的病机并不相同，以麻黄汤的角度解释小青龙汤并不恰当。实际上小青龙汤的药物组成，其中“麻桂芍草”的组合与葛根汤更为相近，麻黄汤中没有芍药，小青龙汤中没有杏仁，从药物组成上与葛根汤更为接近。本书《葛根汤属太阳伤寒代表方》一文中的讨论指出，葛根汤比麻黄汤更适合成为太阳伤寒的代表方，从葛根汤演变成小青龙汤的角度理解，能更容易明白小青龙汤的组方意义。

由于小青龙汤中的“姜辛夏味”配伍亦十分重要，而此一配伍在太阳病其他诸方中没有出现，由此理解小青龙汤为一首独立新方更为适宜。若要深入理解小青龙汤，需要与多首麻桂类方剂作比较，如在上文表4“麻桂类方中麻黄与桂枝的剂量比较表”中已有所论，看到“方与方”之间的演变联系，各首方剂的异同，这才能更深刻地明白仲景组方原意。


5.大、小青龙汤的关系


《伤寒论》中有大、小青龙汤，方以“青龙”名之，是受到道家“四神”思想影响，认为青龙属于东方，具有“升发”之意，或说认为“青龙”能翻江倒海、行云降雨，意味青龙汤能“发汗”。至于大、小青龙汤的区别，一般认为在于“水火”之别，大青龙汤治疗热郁属于“火”，小青龙汤治疗心下有水气属于“水”。从本文的研究角度来看，仲景原意是否将这两方作为水火相对？

关于两方属“水火”的问题，存在不少矛盾。虽然两方确实有上焦热郁及水停的病机，但是并非所有大青龙汤证均有上焦热郁。例如，溢饮用大青龙汤的证情，甚至如《伤寒论》第39条使用“大青龙汤发之”的证情，亦不见明显热郁的证候。还有，假如小青龙汤以“东方的水”作为解释，则小青龙加石膏汤的病情甚为尴尬，难道解释为水火并见？若水火并见则是否当称为“大小青龙汤”更为合适？实际上，若是考虑东方且属火，当考虑太阳温病，越婢汤更为合适（参本书《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一文），若考虑东方且属水，则治疗水气停滞在表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更为合适。

那么，该如何理解大、小青龙汤的相对意义？先说大青龙汤，大青龙汤是在仲景书中发汗力量最强的方剂，从其麻黄剂量及方后医嘱可证。因此，大青龙汤之所以大，是言其发汗力量峻猛，是诸方中最强，的确符合了“东方升发”之意。相对而言，小青龙汤发汗力量较弱，甚至说小青龙汤并不一定在于发汗，其小可理解为发汗力量偏弱。关于“大小”方的区别，在仲景书中有不少“大小”相对的方剂，例如大、小承气汤，大、小建中汤等。笔者在本书《大柴胡汤证无邪在阳明》一文的开首，曾对多首“大小”经方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大小”经方的关系，在于有无考虑正虚、是否“泻而无补”。从这角度出发，大青龙汤专一发汗，并无正虚，由于正气最为充实，正邪交争激烈，才导致邪气郁滞在表甚重；小青龙汤则由于同时存在正气偏虚，继而产生水气停滞，因此发汗力量相对较弱，甚至只是宣通之剂而非发汗。

张仲景对于大、小青龙汤的理解，实际上并未完全按道家思想，或者说，两者确实以“升散”作为主要治法，但是并非必然发汗，这或许反映“青龙”的思想主要指东方阳气生发之意，而不取青龙形象比喻的降雨“发汗”之意，两方的关系更非以水火相对作理解。再者，太阳病篇许多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亦有升散表气的作用，为何不命名为“青龙汤”？当然，大青龙汤由于发汗力量最强，名为大青龙是十分合理的，而小青龙汤相较于其他太阳病发汗的方剂来说，上焦偏虚最重，同时仍兼有发汗力量，由此理解则能明白小青龙汤方名的特殊意义，实际上并非强调其方能发汗，而是在于强调其心下有水气的成因是由于正气偏虚。


五、结语

小青龙汤不单是《伤寒论》太阳病篇的一首重要方剂，更是在《金匮要略》中多次出现。过往对于小青龙汤证的理解，多局限在“外寒内饮”的说法，实际上未能概括全部小青龙汤证的病情。本文对小青龙汤证及其方药进行深入讨论，明确了其辨证及应用思路，对于理解仲景学说理论及临床使用皆有重要意义。


五苓散并非表里同治

从五苓散的药物组成来看，方中有桂枝，会让人联想到发汗解表，但是从原方的药物重量计算，全方药物共重96铢，桂枝重12铢，每服方寸匕（约6克），即12/96×6=0.75g，不到1克桂枝，怎能做到辛温发汗？而且，纵观整个《伤寒论》，似未见用单味桂枝来发汗解表的例证，假如单味桂枝能解表，为何要设立桂枝汤、麻黄汤？

既然五苓散未能发汗解表，为何学术界普遍认为五苓散能治蓄水兼表证？这要先从原文分析。


一、五苓散在《伤寒论》原文是否有兼表证

五苓散条文见《伤寒论》第71至74条，以及386条。一般认为第71至74条是表里同病，而386条的霍乱是否有表证还没有定论，因此，后世把五苓散的应用概括为“有表证可用，无表证亦可用”。本文讨论五苓散能否治疗表证的问题，将集中讨论第71至74条内容（以下简称四条条文）。

不少注家认为四条条文所指的是蓄水兼表证，如成无己说，“五苓散和表里、散停饮”；刘渡舟说，“证为膀胱蓄水兼表邪，故予五苓散表里双解”；陈亦人说，“病机仍是（指74条）蓄水兼表，所以治疗同样使用温阳化气利水和表的五苓散”。各版教材亦持同样观点。对于四条条文是否兼有表证，历来虽无大异议，但深入研究《伤寒论》发现，这几条原文似乎并不一定兼有表证。

蓄水兼表的相关条文包括71条，“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72条，“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第73条，“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第74条，“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四条条文中，可以反映表证的证候包括脉浮、微热、汗出三个症状，但这三个症状所反映的也不一定是表证。参看猪苓汤的条文，第223条：“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其中的证候表现，跟第71条所说的十分接近，只是微热与发热、消渴与渴欲饮水的不同，临床上难以鉴别。两条文文字相似，却没有人说猪苓汤能够治表证，因此，单看这些证候，是不能说明第71条是兼表证的。

五苓散有表证的论据是什么？以下逐一讨论：


1.以方测证


五苓散中有桂枝，因而猜想能够解表，但这点实在费解，桂枝在方中用量极少，是没可能起发汗作用的。桂枝亦非一定是解表药，正如冉雪峰说：“各家见有桂枝，即扯向太阳，见有大黄，即扯向阳明，经论旨意毫未领略。”桂枝在五苓散中是起温阳化气作用的，而非发汗解表。


2.条文开首的“伤寒”、“中风”等词


第73条五苓散证一开首说：“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因此，或以为这即是“太阳伤寒”。但实际上，在《伤寒论》中的“伤寒”、“中风”等词，多是指病情一开首的来路，而非直接等于该条的病名。例如《伤寒论》第38条的大青龙汤证一开首说“太阳中风”，但显然大青龙汤证并不属于“中风”。其后第39条即说“伤寒，脉浮缓”，假若是典型“伤寒”应当见“浮紧脉”，显然此证亦非典型“伤寒”。又如第99条一开首即说“伤寒四五日”，没有经过误治而选用了小柴胡汤，可知“伤寒”是就病情来路而言，并非指太阳伤寒。因此，不能拘泥于病名，而应从脉证判断条文病机。


3.小便不利


一般认为，五苓散证中出现小便不利是因为邪从太阳经入腑，因此可有太阳表证存在。但小便不利明显不是表证必然的表现，而且在《灵枢·病本》提到，“大小便不利，治其标”，《素问·标本病传论》又说，“大小不利治其标”，“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仲景重视经典，定当遵守这些基本戒律，在小便不利的急重情况下，仲景岂有表里同治之理？即使有表证，也必遵从先里后表的原则。


4.从上下文推断


例如，猪苓汤证在阳明病篇，第223条和第221条、222条的五个“若”字，正是讨论阳明热证的五种不同类型，所以猪苓汤证除了本身证候外应还有“身热，自汗出，不恶寒反恶热”的表现。五苓散在太阳病篇，因此可兼有太阳表证。但是这样的推论没有必然性，仔细研究五苓散在太阳病篇的上下文会发现，按照条文顺序，自麻黄汤证治讨论结束后，从61到70条分别讨论了十个方证，都是误治变证的治疗，然后讨论五苓散的四条条文，之后再从75到82条继续讨论变证的治疗，提出了四个方证，这样看来，似乎五苓散也是属于变证而不兼表的可能性较大，这样比较符合文章的结构。

事实上，《伤寒论》在第58条前已经把整个表证的证治完整地进行了讨论，剩下的太阳病篇条文，大部分都没有兼表证（58条后除五苓散外，还有可能是表里同治的方剂是桂枝人参汤和桂枝新加汤，但据笔者考证，此两方亦非表里同治，详见本书《桂枝人参汤并非表里同治》及《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等文）。纵使有表里同病的条文，仲景会严格按照先后缓急的原则进行先表后里，或先里后表的方法治疗，却没有表里同治的方法，为什么唯独五苓散不按照先后缓急的原则治疗？这并非仲景惯用的方法，五苓散属于单纯治里之剂更为合理。


5.关于“有表里证”


第74条写明“有表里证”一句，是五苓散有表证较直接的论据，但并不代表五苓散的治法在于解表。74条前段所说的“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表证”是指前段太阳中风“不解”的概括，但是，由于本条所说的证情属于“急证”，本条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而在后文76条又说，“发汗后，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显然，这种病情不可再用发汗解表，由于“水药不得入口”则难以治疗，因此，急当先治其里，是分清表里先后的治法。类似表里同病而先不治表的情况，例如91条见“下利清谷不止，身体疼痛”，当先里后表，124条的抵当汤证亦属一例，因此不能因条文中说表证不解，即说其方目的在于解表。


6.从方后注


五苓散方后注云：“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饮暖水，汗出愈。”一般认为，这是类似桂枝汤的啜粥发汗方法，其实并非如此。首先，这里的“白饮”，有认为是米汤，也有认为是白开水，这是还有争议的。但不管怎样，“白饮”肯定是与“热稀粥”不一样，否则何不用同一个术语来表达？可知一般解释“白饮的功能与桂枝汤啜热稀粥的意思类似”是不完全的。

桂枝汤证的啜热稀粥方法最少包含着两层次的意思：一是热，通过粥的热力以助发汗；二是粥，通过吃稀粥而养胃气，补营卫化生之源的脾胃而助发汗。理中汤方后注云，“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就是这个意思。但白饮没有要求是热的，也没有米粥来养脾胃，因此不能同日而语。因为五苓散是散剂，而原文特别写“以白饮和服”，看来白饮的主要功能只是送服药散而已。

另外，据裴永清教授所指：“此处的‘汗出愈’，与麻桂等方解表时的‘汗出愈’，其含意是迥然不同的。它并非指表邪从汗而解，而是通过‘多饮暖水’后见到出汗，来判断病人的水饮已由三焦膀胱气化复司而解。换言之，汗出是三焦和膀胱气化复司的外在征兆。”此可论证五苓散的方后注并非指解表而言。

综合以上六点，五苓散证四条条文之中，71～73条兼有表证的论据并不充分，而即使74条是兼有表证，仍不代表五苓散的治法目的在于解表。


二、五苓散证的病机

如果五苓散证的脉浮、微热、汗出不是表证，其病机应该是什么？这可以从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得到启示。《伤寒论》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本条虽有去桂和去芍的争议，但现代对此条文渐有共识，认为本条应属太阳病的类似证，如第七版《伤寒论》教材即持这观点，把条文收进类似证内。《伤寒论临床学习参考》认为本条的病机应属水停阳郁，而《伤寒论讲义》则称为“水气内停兼太阳经气不利”，因而出现类似于太阳病的表现，但实际上病已经不属表证。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药物组成跟五苓散类似，皆有茯苓和白术，而水气内停也可以出现类似太阳表证的证候，其中的“翕翕发热”，更与五苓散证的“微热”相近。也因为水气内停，郁遏阳气，阳气鼓动抗邪而出现脉浮。唯一不同的是，本方证无汗，《伤寒论》第74条五苓散证有汗出，二者有何不同？汗出一证，寒热虚实皆可见，并非表证所独有，单看汗出实难辨其属性。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的无汗是因为水停阳郁在表，郁滞较重引起的，因全方专攻利水而不用桂枝。五苓散之有汗，不一定是表证汗出，也可以是水停于里，阳气郁滞，正气抗邪，阳气蒸腾而汗出，就如五苓散方后注云“汗出愈”的道理，也如《伤寒论》152条的十枣汤证，表已解，水邪外攻，可出现汗出。

因此，五苓散证所见的脉浮、微热、汗出，是因为水停阳郁所致，并非兼有表邪，这正与苓桂剂的一般病机符合。另外，苓桂剂类的方中，均用桂枝，而且剂量也较五苓散要大，却没有一方被认为能够表里同治，再次助证用五苓散的目的不在解表。


三、有表证能否用五苓散的讨论

虽然五苓散不能从发汗而解表，但历代众医家均认为五苓散能够表里双解，而且在查阅医案的时候，的确偶尔会看到五苓散治疗表里同病的报导，究竟是什么原因？实际上，五苓散治疗非表证的病案甚多，但治疗表里同病的病案却极少，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临床上兼表的情况较少，还是它们治疗表证的功效较差？

从《伤寒论》的原文来看，五苓散在霍乱病篇中的用法，确实是用于表里同病的证情，只不过其用药目的肯定不在于解表，要吐利止后再用桂枝汤。但是，是否有可能在服用五苓散后表证亦能同时解决？我们可以从小柴胡汤得到启示。


1.小柴胡汤的解表机理


《伤寒论》第99条：“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这条是三阳合病的证治，身热恶风、项强是太阳的表现；颈强、胁下满是少阳的表现；手足温而渴一般认为是阳明里热但还没到肠腑燥实的表现，但也有认为“手足温”是太阴病的“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不管怎样，本条肯定是表里同病而治在少阳，用小柴胡汤。

小柴胡汤为什么能够治疗三阳同病、表里同治？《伤寒论》第230条说：“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这条也是治疗少阳与阳明同病，用小柴胡汤治疗，而后段文字说明了小柴胡汤的作用机理，是因为小柴胡汤能够疏利上下二焦，因而三焦气机通畅，津液输布正常而表里得解。这里的“身濈然汗出而解”，并非发汗解表的发汗，一般说“濈然”是“突然而且持续的流水貌”，这跟发汗解表中的“全身微似有汗”的微汗虽类似但不完全相同。同时，这又不等于208条阳明腑实证因为热逼于外的“手足濈然汗出”，也不同于191条阳明中寒证因为虚不敛津的“手足濈然汗出”，因为这两者均是病理性的汗出，汗出也局限于四肢。第230条所指的汗出，是生理性的，表示病情向愈，并非治疗方法。

仔细分析230条“身濈然汗出”的机理，其是由于“胃气因和”引起的，这条条文本身是有次序性的。首先，因为小柴胡汤疏解了上焦与下焦，因而枢转了中焦气机，故胃气和。胃气和为什么能使汗出？如192条说：“阳明病……濈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因胃气和，能够运化水谷，化生营卫，通过上焦输布水液而汗出，是正胜邪去之象。

有三点要特别说明：第一，这种汗出并非直接因“上焦得通”而发汗，而是三焦通畅之后，自身正气能够抗邪的表现。第二，这不是治疗意义上的“发汗解表”，这里的汗出并不是直接用辛温之药宣散表邪的方法，而是三焦得通，水液输布正常的表现，属生理性汗出。正如192条是阳明病水气停滞，没有经过任何治疗而自愈，“与汗共并”，是指谷气与津液一同外出，亦正是《素问·阴阳别论》中“阳加于阴谓之汗”的意思。其实很容易理解，如果水气停留在表较轻，汗出的同时也能被动宣散水气，而如果水湿较重，则要用真正意义上的发汗来解表。第三，发汗可以解表，但解表一定不等于发汗。解表还有许多不同方法，如《伤寒论》第58条说的“阴阳自和者，必自愈”，还如《辨脉法》中说的“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抑或如后世温病学上的辛凉透表、滋阴解表等。


2.五苓散的解表机理


小柴胡汤的“身濈然汗出而解”，与五苓散方后注“多饮暖水，汗出愈”的机理基本相同，其不同点在于，五苓散是先解除胃中的水停热郁，再使津液得以上下，而小柴胡汤则是先疏通上下二焦，继而使“胃气因和”，但两者最后的结果均体现了“身濈然汗出而解”，可谓殊途同归。

五苓散虽然本身不能发汗，但因为三焦通畅，表里之邪因而同解。再三强调，这种表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汗解表，而是通过自身正气抗邪而表解。就像229条小柴胡汤能够治疗三阳同病，是“三阳同病，治在少阳”，而非“三阳同治”，小柴胡汤虽然能够解表，但我们不会说小柴胡汤是解表剂或者是清里剂，因为小柴胡汤是通过疏通三焦气机而扶助正气抗表里之邪。正是同一道理，我们也不会认为五苓散是解表剂，又或者是表里双解之剂，五苓散还是属于治里之剂。因此，为什么五苓散中的桂枝量极少，临床上却又能解表？因为其解表功能是通过全方药物的配伍，调整全身三焦气机所实现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五苓散证的原文是兼有表证，只能说五苓散在临床应用时或许能够同时解表。

五苓散的解表功效，必须符合两方面条件：第一，符合五苓散证病机。五苓散通过疏解水停阳郁，做到疏通三焦气机，所以如果没有水停阳郁而兼表证，五苓散是没有办法疏通三焦而解表的。第二，表邪较轻。这种解表方式其实是用机体正气去抗邪，能否解表仍要看正邪的关系。因此，五苓散的解表功效并不直接，也说明了为什么临床上五苓散表里同治的病案极少，是因为其解表功能只能够用在表邪轻的情况下，亦说明了《伤寒论》386条使用了五苓散或理中丸治霍乱后，仍要用桂枝汤解表的原因。


四、“扶正解表”的普遍意义

通过各种治疗手段，亦能够使三焦营卫得通。如在《伤寒论》第216条说：“阳明病，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濈然汗出则愈。”这种热入血室的疾病，虽然不是表证，但用针刺期门的方法，也能达到汗出而愈的效果。这里的汗出，不是因为刺期门能够发汗，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针灸应用原则》一文指出，216条是由于针刺后泄热以助下血，因而使营卫得通而津液得复，类似于上述小柴胡汤的解表机理。由此可推论，凡能够疏通三焦气机，通利水气，鼓动阳气，调和营卫等的方剂，都可以通过治里而解表。

这种治疗方法可称为“扶正解表”，是另一种常用的解表方法。这种“扶正”并非“补虚”的概念，是指广义的扶助人体正气，包括了疏通气机、以通为补的治法，五苓散与小柴胡汤的解表即属此例。例如，笔者在本书《桂枝人参汤并非表里同治》一文中，指出其方不能发汗解表，但桂枝人参汤可以通过温补中焦阳气，宣通上焦，使三焦通畅，正气抗邪，解除轻微在表之邪。再如，笔者在本书《葛根黄芩黄连汤并非表里同治》一文中指出其方不能发汗解表，可是葛根芩连汤能通过升津止利，上焦得通，使三焦水液通畅，亦可助正气抗邪而表解。

因此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临床上也有少量运用桂枝人参汤、葛根芩连汤能够表里同治的病例，甚至所有方剂、针灸，均可能达到这种解表目的。因为，即使不用治疗，如果表邪轻的话，可以通过身体本身正气抗邪的自愈能力而解。正如《伤寒论》第10条：“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并不是所有疾病都一定要治疗才能康复，这也正给医者一个提醒，医生的工作只是辅助病者抗病，如果患者的正气不能抗争，治疗则难以获效。《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说：“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各种治疗的最终目的，是要让五脏元真之气通畅，达致阴平阳秘，病能自愈。


桂枝人参汤并非表里同治

桂枝人参汤是公认的表里同治之剂，基本上没有争论过，可是桂枝人参汤的主要解表药是桂枝，那么单味桂枝能否解表？在《伤寒论》中，单以桂枝解表的只此一处，况且，假如单味桂枝能解表，则为何设立桂枝汤、麻黄汤？假如桂枝的作用不是辛温解表，为何学术界普遍认为桂枝人参汤能治里虚兼表的痞利证？这要先从原文分析。


一、桂枝人参汤的原意是否在于解表


1.原文分析


桂枝人参汤在《伤寒论》第163条：“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条文中首先说明“外证未除，而数下之”，数下之后表证是否仍在，则要从脉证判断，不能拘泥病名。“协热而利”，众注家均明确指出，这里的热是指外证发热的表现，而不是指热邪在表，但因为六经也有发热，这里的“热”也不一定是指表证的发热。但是从后文“表里不解者”一句，可知确实有“表证”仍在，但是并不代表用桂枝人参汤的目的在于解表，本书《五苓散并非表里同治》一文中指出，《伤寒论》74条五苓散证中虽然有“有表里证”一句，但并非等同于用五苓散的目的在于解表，而是为了分清治法上的表里先后缓急。这一点在后文继续探讨。


2.单味桂枝能否解表


（1）非助阳解表

有人认为人参汤（即理中汤）的功效像麻黄细辛附子汤那样是温阳解表，但按照方中的药物组成来看，其中的人参、白术、干姜都是属于温中守而不走的药物，这不及附子、细辛等的辛散走而不守，因此理中汤的组成只能温中而非助阳解表。

（2）桂枝配甘草的目的

虽然本方还有一药甘草看似能够帮助桂枝解表，但治疗心阳虚重证的桂枝甘草汤却没有人说是为了解表。还有，桂枝人参汤中的甘草，从原方理中汤的三两增加至四两，比较两条文便知道其目的是为了治疗下利，如甘草泻心汤中的甘草，从本来半夏泻心汤的三两增加至四两一样，其原因是158条所说的“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此证类似于桂枝人参汤中的“利下不止”，增加甘草用量目的是补胃气而缓急止利。

（3）方剂配伍目的

如果说桂枝人参汤是表里双解，只用桂枝一味药去解表，并不符合临床实践。中药的性能功效，应该是在整个方剂配伍中体现的，即使是桂枝汤，方中也不是靠桂枝一味药来解表，而是通过五味药环环紧扣的互相配伍才能发挥功效，其解表功效绝对不等于个别五味药物的功效相加。而且严格来说，单纯桂枝汤也不能做到发汗解表的功能，如果要汗出而表解，必须按照方后注的医嘱，如服药次数、药后避风、温覆盖被、啜热稀粥等，否则单靠桂枝汤本身的药力并不足以发汗。如果是表轻的时候，可否单用桂枝以解表？在《伤寒论》中，就算是表郁轻证，也会用桂枝麻黄各半汤一类方剂，并没有见过用一味桂枝就可以解表的方法，所以通过单味桂枝以发汗解表的说法是说不通的。


3.小柴胡汤方后注


《伤寒论》第96条方后注云：“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先说明一点，这里加桂枝以解表，并非单味桂枝即能发汗，而是通过桂枝与小柴胡汤中的生姜、大枣、甘草等药物配伍，并且加上温覆的效果。这里清楚地说明了仲景在治疗表证时习惯去人参，目的是防止人参的壅补、助邪、留邪。桂枝人参汤中没有去人参，还将人参写入方名中，特别强调了人参的重要性，可证本方目的不在解表而在温里。亦有人认为，因为“桂枝后下，故此可以不避人参而分走表里”，这说法虽看似有道理，但上文讨论了单味桂枝不能解表，如果看过理中丸的方后注加减法，便会更清楚加桂枝的目的，这点稍后讨论。


4.表里治则


（1）先表后痞

桂枝人参汤证的后一条条文，第164条：“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这里明确指出治疗痞证的原则，是必须先解表，然后才可攻里。假若桂枝人参汤属于表痞同治，则为什么在前一条条文即强调表证与痞证分治，这显然自相矛盾。按照仲景的治法，治疗痞证必先解表，后攻痞，在太阳病篇12个治疗痞证的方证中，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而没有表痞同治的。

（2）急则治标

《素问·标本病传论》说：“大小不利治其标”，“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伤寒论》第363条说：“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仲景深明这些道理，急则治标，在桂枝人参汤证下利不止的急重情况下，仲景岂有表里同治之理？164条表里先后的治则正好放在163条桂枝人参汤后，好像仲景知道人们很容易看到桂枝就想到解表，而给后世再三提醒。


5.桂枝剂量


桂枝人参汤中的桂枝用量是四两，但按仲景的用药习惯，用四两桂枝之方中，没有一方属解表剂，如桂枝甘草汤、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甘草附子汤、桂枝附子汤等，而一般解表剂的桂枝用量是三两，如桂枝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等。可见仲景的用药习惯，四两以上桂枝多用于温通心阳、平冲降逆、通阳散寒除湿等，解表用桂枝，多在三两或以下。


6.温覆微似汗


一般麻桂类发汗解表的方剂，其方后注均有“温覆微似汗”或“啜粥”等子句，桂枝人参汤却完全没有这样的说明，侧面证明本方目的不在解表。另外，从理中汤的方后注中也可以反证，注中提到要啜粥盖被才能温中，可见啜粥盖被对于理中汤的温中功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桂枝人参汤方后没有类似盖被取汗的嘱咐，更能说明本方目的不在解表。


7.桂枝后下


桂枝人参汤方后注云：“上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去滓。”其特点在于，这是整个《伤寒论》中唯一“桂枝后下”的方，桂枝后下的目的是什么？《伤寒论临床学习参考》解释说：“后下桂枝，使其先越出表邪，而不受人参﹑干姜的羁绊。”让桂枝不与温中药同伍，与理中汤分走表里，能表里同治，这说法本身存在不少问题。是否这样单味桂枝就能解表？为什么桂枝新加汤的桂枝不用后下？桂枝后下，真的就能够跟理中汤分开走表里吗？显然不是。桂枝要后下，还有一种说法，因为“桂枝辛香，久煎则气散，故应后下”，这样的话，是否桂枝汤的桂枝也应后下，甚至说所有用桂枝的方剂桂枝都应后下。此实难自圆其说。现代临床也没有桂枝后下的习惯，而且《伤寒论》中的桂枝汤，更是微火煮、久煎才能汤成（以水七升煮取三升约需一个小时左右），这跟现代方剂学中所说的解表剂宜急煎是不同的。

综合以上七点讨论，可知桂枝人参汤证条文本身虽然兼有表证，但其方目的不在解表。


二、桂枝人参汤证的病机

桂枝人参汤如果没有兼表，桂枝的作用是什么？这点可以明确地从理中汤方后注中找到答案。“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下多者，还用术”，可知加桂的原因是肾气动而导致的脐上筑，即类似于奔豚的气上逆表现。本来还应去掉白术的壅补，但若因为脾失健运，水气不升而下流出现下利，仍要用白术。这样气上冲的解释，补充了163条的不足，而其中“下多者，还用术”，正符合了桂枝人参汤证的下利不止，因此可以更加肯定桂枝人参汤是理中汤加减而来。再参考《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的第五条人参汤证条文：“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其中除了出现痞证外，最突出的证候是“胁下逆抢心”，亦即是一种类似奔豚的气上冲表现，此更证实了理中汤方后注所说的，治疗应该按照加减法，去术加桂治疗。因此更加确定，桂枝人参汤证，应该有气上冲的表现，原因是“外证未除，而数下之”，损伤脾肾之阳，引动气上冲逆。

另外，桂枝是在《伤寒论》中除甘草外最常用的药物，但唯独在本方所用的桂枝，其药后注是“别切”，其他的都是“去皮”，这是什么原因？“别切”的意思，与十枣汤中“各别捣为散”类似，就是与其他药物分开切的意思，而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别切”而非“切”，是因为在理中丸方后注的作汤法中，有“四物依两数切”，就是理中丸的四种药物不用分开切，而“别切”的目的，是提醒分开准备以方便后下。虽然“别切”好像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这提示了一个线索，就是桂枝人参汤中的（别切）桂枝，跟《伤寒论》中其他的（去皮）桂枝，可能是不同的药物。张仲景时代的桂枝跟肉桂还没有严格区分开来，当时只是统称“桂”，因此《伤寒论》中的桂枝，可能是指桂枝，也可能是指肉桂，又或是界于两者中间的东西。笔者认为，桂枝后下较好的解释是：桂枝人参汤所用的就是肉桂。现代使用肉桂，因为肉桂芳香，一般也是后下，这样肉桂配伍理中汤便起协同作用，专一温里攻痞止利。

加桂的目的是为了治疗气上冲，更符合桂就是肉桂的说法，因为肉桂直接温补脾肾之阳，平冲降逆。如邹澍在《本经疏证》中所说：“仲景书用桂而不云桂枝者二处，一桂枝加桂汤，一理中丸去术加桂，一主脐下悸，一主脐下筑，皆在下之病……桂肉下行而补肾。”这进一步支持桂枝人参汤应该是用肉桂。因为气上逆跟下利不止同是急证，故要同时处理，治疗用桂枝人参汤。

顺带一提，为什么本方叫“桂枝人参汤”而非“理中加桂枝汤”？这可能是仲景强调病机不同，而桂和人参两药同用，提示非作解表（如后第163条也是仲景再三提醒我们，治疗要先表后痞），不要见桂枝就扯向太阳。对于理中丸证的深入讨论，可参《伤寒治内方证原意·理中丸能治中上二焦虚寒》一文。

[本文曾发表于《福建中医药》，2008，39（1）：54-55.原题目为《桂枝人参汤并非表里同治》，收载于本书时有所修改]


葛根黄芩黄连汤并非表里同治

葛根黄芩黄连汤（下简称“葛根芩连汤”），一般认为是表里同治之剂，没有怎么争论过。但是，葛根芩连汤中的解表药只有葛根一味，值得提出一个疑问，单味葛根能否解表？假如葛根的作用不是发汗解表，为何学术界普遍认为葛根芩连汤能治里热夹表邪下利？这要先从原文分析。


一、葛根芩连汤在《伤寒论》原文是否有兼表证


1.原文句读


葛根芩连汤在《伤寒论》第34条：“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这条条文的句读，稍作修改则更加明确：“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在患者出现桂枝汤证的时候，反而使用了攻下的方法，导致下利不止，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出现脉促，这是表还未解的表现。二是如果出现喘而汗出的情况，说明邪热炽盛，下利病势严重，急当止利，用葛根芩连汤。后面“喘而汗出者”一句，是可以不包括前段“脉促者”一句的。


2.脉促的含义


如此这种“某者；某者”的句法，并非连读，而是反映不同证情。例如《伤寒论》第4条说：“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前后文两个“者”是指两种不同情况。又如23条说：“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这三段不同的“者”，显然是三种不同的情况，故此34条的“脉促者……喘而汗出者”，是指两种不同的病情转归。

提出“脉促”属于表未解，目的是与《伤寒论》21条的桂枝去芍药汤证相鉴别，其证亦是太阳病被误下，假如误下而见脉促，反映正气意欲抗邪于外。又如140条说：“太阳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这条同样是误下以后见脉促，却没有成结胸之证，反映病有欲解的趋势。相反，假若不见“脉促”而见“喘而汗出”，反映邪气内陷上焦胸中，故此未能欲解，要用葛根芩连汤治之。


3.急则治标


不应坚持认为表还没解而见喘而汗出。仲景重视经典，应会遵循《内经》“大小不利治其标”，“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的法则。《伤寒论》364条说：“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遇到这样“下利不止”的重证，必定会先急则治标而不表里同治。


4.单味葛根能否解表


方剂的解表功效，要通过方药间的互相配伍，以及方后调摄配合才能达到，仲景似未曾有使用单味药来解表的例子，如果单味葛根能够代替桂枝汤来解表，那仲景为何设立桂枝汤。再者，在葛根芩连汤的方后注中没有“温覆微似汗”等句子，非仲景在一般解表剂中的表述。因此可以证明，葛根芩连汤只是治里之方，而非表里双解之剂。

另外，如果葛根芩连汤真的能够解表，为什么不用其他解表药如桂枝、麻黄而选取葛根？一般解释是因为这里的表证是表热，所以不用辛温解表，但《神农本草经》中说，葛根的性味是甘平，似乎也不是表热时最好的选择。

从上述分析可知，葛根芩连汤证条文兼有表证的论据并不充分，而即使其证情仍兼有表证，其方义目的亦不在于解表。


二、葛根芩连汤证的病机与方药分析


1.病本在中上焦肺胃


既然葛根芩连汤不能解表，其病机是什么？葛根芩连汤证是因为误下，表邪内陷化热，出现肺胃热盛，津液外逼则汗出，肺热壅盛则喘，逼津下行则下利。在《伤寒论》中，能够治疗下利的方子众多，为什么这方子特别用葛根？而且这样的热利，为什么不用白头翁汤的苦寒燥湿，或大承气汤的通因通用？这是因为白头翁汤的热利，病本是在下焦大肠，因此宜苦寒燥湿，用黄柏走下焦厚肠止利；葛根芩连汤的热利，病本在肺胃，因肺与大肠相表里，故病标在大肠，因其病位较高，故不用黄柏而用芩连。


2.葛根能升津止利


本方与葛根汤比较，葛根在解表时是用四两，而在葛根芩连汤中的葛根用八两，可能提示两方的葛根用途不同。在这里用葛根不是为了解表，而是因为葛根独有的治利功能，患者下利情势急逼，在高位的肺胃热盛逼津下行，因而在这独特的情况下，必须使用葛根来升津止利。重用葛根以升举津液，属于逆流挽舟的方法，亦即《神农本草经》云葛根能“起阴气”的意思。


3.葛根配芩连治胃热呕吐


如果仔细分析葛根芩连汤的方药，黄芩与黄连的配伍见于两方。一是《伤寒论》359条干姜芩连人参汤：“伤寒本自寒下，医反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主之。”二是半夏泻心汤，在《金匮要略·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两条文相比较，即发现其共同证候表现是“呕吐”，而且是“食入口即吐”，“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便知道这种呕吐属于胃热呕吐，因此可以推断，葛根芩连汤证除了下利、汗出而喘，还应当包括呕吐。据《神农本草经》载，“葛根甘平，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葛根芩连汤证重用葛根，除了因为下利，还因其可以治疗呕吐，这补充了葛根芩连汤的一个重要证候。

顺带指出，葛根芩连汤证应与《伤寒论》第33条葛根加半夏汤的呕吐作鉴别，两者一寒一热，性质不同，又因为热性呕吐不能用半夏，因此重用葛根生津并止呕，用于胃中燥热而引起胃气上逆的呕吐。因此可见，葛根加半夏汤所治疗的呕吐并非单纯是半夏之功，而是全方药物配伍和重用葛根的结果。《神农本草经》中葛根甘平，虽然两方寒热不同，但皆可配伍用之。


三、结语

据以上的讨论，按照原文顺序细察可看出原文的紧密关系：31条先讨论表证用葛根汤，是承接太阳病篇（上）主要讨论表证而来；32条指太阳与阳明合病则可出现下利，但仍可用葛根汤治之；33条是在第32条的基础上讨论利止而呕的治疗方法；34条再次讨论表里先后的治则，并且病情出现下利和呕的情况，病机却与32、33条的不尽相同，应该用葛根芩连汤治疗，目的是与32条的下利和33条的呕进行鉴别诊断。这是仲景示范辨证论治的细致入微，同病异治。


本文曾发表于光明中医2008233374-375.原题目为《论葛根芩连汤并非表里同治》，收载于本书时有所修改]



厚朴七物汤并非表里同治

载于《金匮要略》的厚朴七物汤，一般认为是治疗里实兼表虚证，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争论。可是这存在一个矛盾。在《伤寒论》中多次言明先表后里的原则。例如《伤寒论》第44条：“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48条：“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106条：“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其外。”189条：“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腹满，小便难也。”208条：“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可见，纵然有阳明腑实已成，但如果表证未解，还是要先解表、后攻里。先表后里的原则贯穿在整个《伤寒杂病论》中，是清晰可见的，可是若厚朴七物汤是解表与攻里、汗下同用的治法，则与仲景的用药习惯有所违背。

究竟厚朴七物汤是仲景表里同治的一个特例，还是本方本身并非表里同治？要先从原文分析。


一、厚朴七物汤在原文中是否兼表证


1.方药分析


一般认为厚朴七物汤是由厚朴三物汤和桂枝汤组合而成，但是比较两方：

表7　厚朴七物汤与桂枝汤方药剂量比较表

[image: img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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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七物汤中没有芍药，其他药物的用量亦与桂枝汤不同，可见方中的药物组成不可算有桂枝汤。仲景非常注重药物的用量比例，改变了药物剂量即成另一首新方（最典型的例子是厚朴三物汤与小承气汤），因此，方中的“甘草三两、大枣十枚、桂枝二两、生姜五两”等四味药能否解表值得存疑。另外，厚朴七物汤的大黄用量为三两，而厚朴三物汤的大黄则用四两，两者仍有区别。

再者，本书《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一文中指出，仲景方中如属于发汗解表的方剂，均会在方后注中写明“覆取微似汗”或类似字句，可是在厚朴七物汤的方后注中并未说明，因此，厚朴七物汤的用意是否为表里同治，未有明确的原文依据。


2.原文分析


厚朴七物汤在《金匮要略》第十篇第9条：“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一般认为，条文中的“腹满”是里实积滞、气滞胀满所引起的，而“发热十日，脉浮而数”则是表证邪已化热。

但是，脉浮数并不一定主“表证”，亦可是瘀血的反映。例如在《金匮要略》十八篇第1条说：“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这里的“诸”字，提示不单表证的浮脉可见发热，而在《伤寒论》第257条更说，“病人无表里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合热则消谷喜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为什么患者无表证，但是却出现脉浮数？《伤寒论临床学习参考》说：“阳脉阳证而主热，为里热亢盛，充斥内外，气血流行偏旺之象，可用下法泻其热。”可是为何在下之后，数脉仍在？成无己说，“浮为热客于气，数为热客于血”，则表示下后气分热盛已除，但血分之热仍未解，热与瘀血相结，因而不大便，“消谷喜饥”则提示胃热能助消谷，且肠腑中无燥屎阻滞所致的“不能食”。从257条所述，明示脉浮而数、发热可以由瘀血引起，而非太阳表证。

“饮食如故”强调病不在肠。再参看厚朴七物汤的原文，“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本条另一个重点是“饮食如故”四字。如果属大承气汤证，则应像《伤寒论》215条所说：“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硬耳，宜大承气汤下之。”若肠腑中有燥屎阻滞，应不能食，现在却“饮食如故”，则提示病不在肠腑。又见《伤寒论》第129条：“何谓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这里同样出现“饮食如故”，《伤寒学》指出，“因为饮食如何与六腑关系更为直接，因此说明病位在脏而不在腑”。比较257条抵当汤证见“消谷喜饥”，厚朴七物汤证的“饮食如故”则表示瘀热相对较轻。

综合以上论证，厚朴七物汤证原意并非在表里同治，而是热在气血，热与血结成血瘀。至于厚朴七物汤的方义，由于条文简略，要以方测证。


二、厚朴七物汤组方分析

欲了解厚朴七物汤的方义，要与其他经方进行比较。厚朴七物汤证最突出的证候是“腹满”，《伤寒论》66条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亦以“腹胀满”为特点，比较两方的药物组成：

表8　厚朴七物汤与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方药剂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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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厚朴同量，厚朴七物汤的生姜用量较少，但按方后加减法的用量则相同，再加上方后注上的半夏五合（五合等于半升），则两方共有三药用量相同，表示厚朴七物汤可属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的化裁。厚朴七物汤使用厚朴和生姜配伍的用意，在于行气温胃散寒，用于脾虚气滞腹满，而胃寒相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证为轻（若用半斤生姜则相同）。若见呕吐则加上半夏半升，以配生姜温胃降逆止呕。厚朴七物汤中没有用人参，反映脾虚较轻。顺带一提，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没有用大黄，表示该方证或兼有下利。

厚朴七物汤其他药物的功效为何？可再比较以下数方：

表9　厚朴七物汤、厚朴三物汤、甘草小麦大枣汤、桃核承气汤和抵当汤方药剂量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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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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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七物汤的厚朴配大黄、枳实，其意与厚朴三物汤相似，用以行气除满，可是为何厚朴七物汤中大黄用量较少？上文提到《伤寒论》第257条说，“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抵当汤中大黄亦用三两，可知大黄在此用于活血祛瘀。

再参抵当汤的类方桃核承气汤，桂枝用量与厚朴七物汤相同，亦为二两。现比较两方的煎服法：

表10　厚朴七物汤与桃核承气汤方后注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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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殊的服药法，在《伤寒杂病论》中甚少出现，其意未明。依理推测，或许是因瘀热互结难以速除，要以多次缓攻的方法以除瘀，又或许把方药多次分服，能缓减药性，尤其在这种有瘀血而瘀不重（未达到抵当汤的程度）的情况下，以相对和缓的剂量祛瘀，以防伤正。这与使用大承气汤之前，《伤寒论》209条说的“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的试探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总而言之，厚朴七物汤用桂枝二两之意，在于温通阳气，通利血脉，助大黄以活血祛瘀。

或问：厚朴七物汤中大黄用三两，为何不像桃核承气汤中用四两？这可从抵当汤中得到启示。抵当汤治疗瘀血较重的情况，大黄和桃仁的用量却比桃核承气汤轻，这是仲景的用药习惯，若有加上其他功效更强的药物，作为助药的则用量稍减。例如，在解表时桂枝一般用三两，可是表郁较重时仲景反而减少桂枝用量至二两，例如在麻黄汤、大青龙汤、葛根汤等方中，配上麻黄、葛根等辛散力更强的药物，桂枝用量因而减少。厚朴七物汤中，大黄用量与抵当汤同，则代表其他药物（厚朴、枳实、生姜）的行气力量能助大黄活血，活血之力甚强。

最后剩下甘草和大枣的配伍，厚朴七物汤中大枣用十枚，仲景常用大枣十二枚，用十枚并不多见，可是刚好在《金匮要略》厚朴七物汤的下一条条文，附子粳米汤中亦用大枣十枚，可能提示在这种腹部疾病中，大枣用量稍减，以防壅滞。另外，在甘麦大枣汤中，大枣亦用十枚，甘草用三两，正是厚朴七物汤的用量，可证甘草和大枣的配伍，目的在于补脾气，因脾虚气滞血瘀而见“发热十日”，病程较长，尤其要考虑正气强弱。脾虚证却不像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中用人参，是因为人参补气力强，壅滞之性有碍活血祛瘀。


三、厚朴七物汤的方义

综合上述分析，厚朴七物汤中以厚朴配枳实、生姜、大黄，以行气消满除胀，以甘草配大枣补脾气，则腹满自消。另桂枝二两配上大黄三两以清热活血祛瘀，再加上厚朴、枳实等行气药，行气以活血，则发热、脉浮数可解。综观全方，厚朴七物汤治属气滞脾虚兼瘀热互结，其中以气滞为主，功效属行气补脾消满并泄热逐瘀。

若脾虚下利则不用大黄，因大黄能祛邪伤正，而且像《伤寒论》258条所说，“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便脓血也”，下利若兼见便脓血，血瘀亦能自除而不需大黄。若胃寒重则加重生姜用量，见呕吐则加半夏以温胃降逆。

[本文曾发表于《河南中医》，2011，31（12）：1337-1339原题目为《论厚朴七物汤并非表里同治》，收载时有所修改]


附：温经汤属逆流挽舟法

温经汤出自《金匮要略》第二十二篇第9条：“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

无论从原文或方药来看，证情相对繁杂，究竟温经汤方义为何？下文试从“以经解经”的方法，通过与多首经方比较，准确分析温经汤证候、病机、方药与功效的关系。


一、温经汤证中的“下利”

在温经汤证中，出现“病下利数十日不止”，不少注家主张“下利”应改为“下血”。如《医宗金鉴·订正金匮要略论注》所按，“所病下利之‘利’字，当是‘血’字，文义相属，必是传写之讹”，而各版教材亦认为此属下血，属“冲任虚寒兼瘀血所致的崩漏”，属崩漏病。但此说属“理校”，并无考证依据。

看温经汤的方药配伍，其中桂枝用量为二两，按照仲景用药习惯，二两桂枝多用在助温通经脉，其中葛根加半夏汤的配伍组合为桂枝二两、芍药二两、生姜二两与甘草二两，这一组四味药的相同用量比例配伍，亦在温经汤中出现。《伤寒论》第32条曰：“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葛根汤能治下利，因为葛根、麻黄配上“桂芍姜草”等药物以升津液，属俗称“逆流挽舟”的治法。在温经汤中则以主药吴茱萸的辛温发散，配上“桂芍姜草”，亦属升津液逆流挽舟的治法，能治下利，因此，温经汤证中出现“病下利数十日不止”，于理恰当。这与主流观点认为桂枝在温经汤中用以“温经散寒、通利血脉”并不完全相同，桂枝于此仍属葛根汤之意，温通上焦阳气，助吴茱萸温通肝血而引诸药上行。

再看《金匮要略》二十一篇第11条：“产后下利虚极，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主之。”白头翁汤本是治疗“热利下重”（《金匮要略》第十七篇43条），加了甘草和阿胶，则能治疗“产后下利虚极”，说明甘草二两配上阿胶二两，目的在于补虚，由于产后气血亏虚，甘草配阿胶则能气血双补。温经汤亦有这一配伍，由此可证，仲景配制温经汤的方义，重点在治下利，其中一方面升津液逆流挽舟以治标，另一方面补气血以治本。


二、温经汤证中的“暮即发热”、“手掌烦热”

温经汤证中出现“暮即发热”、“手掌烦热”，这是由于热在阴血引起的。例如，女劳疸属肾阴虚内热，亦可见“手足中热，薄暮即发”（《金匮要略》第十五篇第2条），而小建中汤证亦见“手足烦热，咽干口燥”（《金匮要略》第六篇第13条），可知手足发热也可以因为气血亏虚而引起。温经汤证的“暮即发热”、“手掌烦热”，应属气血亏虚、阴血虚则生内热。


三、温经汤证中的“少腹里急，腹满”

再分析温经汤中其他药物配伍，方中有当归、芍药、川芎，属仲景用以养血、行血的基本组合，在当归芍药散、当归散、胶艾汤等方均有出现。这三方的条文分别是：“妇人怀妊，腹中痛，当归芍药散主之”（《金匮要略》二十篇15条）；“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金匮要略》二十二篇17条）；“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金匮要略》二十篇9条）；“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金匮要略》二十篇4条）。以上三方共见腹部的疾病，可知当归、芍药、川芎的配伍，仲景习惯用于腹部疾病，而温经汤证中亦见“少腹里急，腹满”，属血行瘀滞引起。

再配上牡丹皮，牡丹皮仲景多用于瘀血，例如在桂枝茯苓丸中，牡丹皮配桂枝、芍药，则能活血祛瘀以消癥；“归芎芍”配伍再加上牡丹皮，则能治腹中瘀血，亦兼治温经汤证中的“唇口干燥”。


四、温经汤证中的“唇口干燥”

最后，以温经汤比较竹叶石膏汤，两方中均有配麦门冬一升、人参二两、半夏半升和甘草二两。竹叶石膏汤治疗“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伤寒论》第397条），方中的竹叶、石膏用于清气分余热，粳米补营助气，而剩下的麦门冬、人参、半夏、甘草配伍，则用于治疗“虚羸少气”，即津气两伤、阴液亏损。温经汤证由于血行不畅以致水液停滞，津不上承，因而出现“唇口干燥”，以“麦参夏草”的配伍以补气液，滋阴润燥。


五、方义总结

综观温经汤证，乃属气血亏虚，出现“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手掌烦热”，因而以吴茱萸配桂枝、芍药、生姜、甘草，急则治标以逆流挽舟，以甘草配阿胶补益气血，治利之本。因血行不畅、瘀血停滞而出现“少腹里急，腹满”，因此以当归、芍药、川芎、牡丹皮、桂枝活血祛瘀，通利血脉。由于瘀血阻滞，津不上承而出现“唇口干燥”，因而以麦冬、人参、半夏和甘草配伍，以滋阴润燥，补益气液。

[本文曾发表于《江西中医药》，2011，42（6）：3-4.原题目为《温经汤证本义》]


去桂加白术汤证非小便自利


一、原文考证

宋版《伤寒论》174条说：“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硬（一云脐下心下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这一条在《金匮要略》二篇23条亦有类似文字，但《金匮要略》的条文略有不同，“大便硬”作“大便坚”，无“一云脐下心下硬”一句。《金匮要略》中去桂加白术汤的方名在条文下改为白术附子汤，而且其药量和煎药用水均为《伤寒论》的一半。正如陆渊雷说，“《金匮》盖后人所改”，其药量和煎药用水应从《伤寒论》。《伤寒论》的去桂加白术汤方后注中云，“附子三枚恐多也，虚弱家及产妇，宜减之”，这与正文自相矛盾，应为后人所加。由此可见，在去桂加白术汤原文中，具有明显被后世修改过的痕迹。

“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术汤主之”一句，其中的“大便硬”，一般解释为“指大便正常或成形而非坚硬之意”，可是综观整个《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大便硬”或“大便坚”的证候出现次数相当多（约二十次），均是出现在阳明腑实的里实热证，或是热盛津伤的证情中，这种把“大便硬”解释为正常大便，则仅此一处，缺乏例证。

另外，“小便自利”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指有三：病非在水而在血；小便自利则津液内竭；邪去正复欲愈。若为前二者，则不为去桂加白术汤所宜，若为邪去正复则不用治疗，可自愈（参《伤寒论》第59、109、339条，《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12条）。然则，为何“大便硬，小便自利”要去桂加白术，实不明其意。

考宋版《伤寒论》原文，在“大便硬”后小字注，“一云脐下心下硬”，这类“一作”或“一云”的小字，据考证应为宋代林亿等与多个别本校勘后所作的校文。另外，在康平古本《伤寒论》中，“大便硬”旁亦有“脐下心下硬”的旁注，而且康平本《伤寒论》中“小便自利”作“小便不利”，因此，本条条文，或本作“若其人脐下心下硬，小便不利，去桂加白术汤主之”，则更为接近原意。


二、加白术的用意

在仲景方中白术用四两的共有四方，包括麻黄加术汤、越婢加术汤、附子汤和去桂加白术汤。比较四方条文：

表11　白术用四两的方剂条文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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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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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桂加白术汤的条文，承袭上文桂枝附子汤而来，其证应与桂枝附子汤同。在上列原文中可见，去桂加白术汤、附子汤和麻黄加术汤皆见身体疼烦，身体痛，骨节痛，身烦疼等证候，均是由于风湿闭阻经脉引起的。可是各方证情稍有不同：附子汤属阳气虚，寒湿凝滞表里周身经脉；麻黄加术汤则是湿郁在表，经脉不通。由此可知，白术四两能治湿在表里所致的身体烦疼。

另外，比较越婢加术汤和越婢汤，越婢汤用于风水、脉浮，可是只加了一味白术后，全方作用转为治里水、脉沉、小便不利，可知白术的作用偏于里。再者，越婢加术汤加白术的目的显然在治疗小便不利，足证去桂加白术汤中，加白术的目的亦当为了治小便不利，原文中的“小便自利”亦应改为“小便不利”更为合理。

去桂加白术汤中白术配伍附子，与附子汤中的配伍相似，但附子汤中附子用二枚，去桂加白术汤中则用三枚，说明其阳虚更重，导致寒湿充斥表里周身，出现身体疼烦，小便不利，因而加上白术四两，以配附子温阳祛湿。在去桂加白术汤方后注中，更写明：“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此以附子、术，并走皮内，逐水气未得除，故使之耳。”这说明了附子配白术，作用是驱逐皮中的寒湿水气。


三、去桂枝用意

去桂枝的原因，一般解释为“风去湿存，阳气已通，则不宜桂枝通阳化气”，但仲景书中大量方剂以白术、桂枝配伍，均是用在单见水湿停滞之证而无风邪。再者，从本条原文“大便硬，小便自利”，而“身体疼烦”仍在，何以得知风气已去？可知此说不通。

关于去桂枝的问题，可在理中丸中得到启示。理中丸方后注云：“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中医药学高级丛书——伤寒论》指出：“脐上筑即脐上自觉跳动感觉，是由于病已由脾及肾，肾虚水气动欲上冲。”因此，加桂四两是为了温通阳气，平冲降逆，而去术则以防白术壅滞。但假若倒过来，什么时候应“去桂加术”？当然，理中丸本身无桂枝有白术，但若是“脐上不筑者，肾气不动”的时候，亦即肾阳虚水停，水气停滞而不欲上冲，则不用桂而用术。

这一点可以从其他仲景方中得到助证。仲景常用白术以治水湿内停，但在真武汤、附子汤和甘草干姜茯苓白术汤（或称肾着汤）中，均没有用桂枝，这是仲景的用药规律，在肾阳虚水饮内停时不用桂枝。以方药的作用来理解，是因为肾阳虚水停应通利小便，而桂枝性辛温而上行，能温通上焦阳气，与方义相反而应去除。

在肾阳虚水停时，会出现什么证候？比较以下条文：

表12　脾肾阳虚水停相关条文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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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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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汤证出现心下悸、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等证候，与脾水和肾水相似，可知其证应属脾肾阳虚水泛。从《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17条可见，“脐肿”是肾水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在去桂加白术汤证出现“脐下硬”，这与“脐肿”意义相似，临床上可理解为程度轻重的问题，又与“脐上不筑，肾气不动”的意思接近，由此推论仲景认为“脐部属肾”。另在《灵枢·五色》亦有“当肾者，脐也”一说。

“脐下硬”应属脾肾阳虚，水停腹中脐部；去桂加白术汤亦出现“心下硬”，这与十枣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旋覆代赭汤、桂枝人参汤等方出现“心下痞硬”相似，属脾阳虚水停心下所致。因此，在去桂加白术汤中见的“脐下心下硬”，可知脾肾阳虚，水停严重，充斥腹中与表里，甚至心下与脐部亦见痞硬。这与去桂加白术汤中重用附子三枚、白术四两，意思正合。


四、结语

去桂加白术汤方义与真武汤接近，属脾肾阳虚，水饮内停，水饮充斥内外表里，因而重用白术与附子以温通阳气，祛风胜湿。因肾阳虚小便不利则去桂枝，配上生姜、大枣、甘草，以助辛甘发散、生化营卫。全方共奏温阳化湿之功，治表里寒湿痹痛。相较前方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水饮则更侧重于里。条文中“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应作“若其人脐下心下硬，小便不利”，更合仲景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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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附子汤与甘草附子汤的关系

桂枝附子汤与甘草附子汤均见于《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过往大部分《伤寒论》教材只收入备考原文而无论，多在《金匮要略》的痉湿暍病篇阐述。各版《金匮要略》教材观点一致，认为桂枝附子汤证属风湿兼表阳虚，甘草附子汤则是风湿表里阳虚。

可是七版教材《伤寒论讲义》中则没有取此观点，而以病位的角度解释，指桂枝附子汤属风湿之邪在肌肉，而甘草附子汤则主要侵犯关节。若以此种观点理解，仲景书中出现的关节疼痛，如《伤寒论》35条麻黄汤证见“骨节疼痛”，《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1条和第3条见“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太阳病脉浮而紧，法当骨节疼痛”等，均是反映表郁更甚。如此则造成一种矛盾：两方中究竟哪个病位更偏于表？如何理解两方之间的关系？以下对两方方义进行分析。


一、桂枝附子汤

桂枝附子汤出自《伤寒论》174条（或《金匮要略》第二篇第23条）的前半段：“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主之。”其证见“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是因为水湿充斥表里，闭阻经络，因而出现身疼痛，重坠难以动身。“不呕不渴”则代表病不在少阳、阳明（参见干姜附子汤条文）。

桂枝附子汤的方药组成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相同，而药量不一，桂枝附子汤重用桂枝配附子，温通阳气，祛风胜湿。桂枝附子汤中使用生姜三两、甘草二两、大枣十二枚的配伍，这一组合可见于约二十首经方之中，除了桂枝附子汤外，还如各种桂枝汤类方、小建中汤、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等，使用生姜目的在宣散中焦阳气，甘草补胃气，大枣补脾气，生姜配甘草则能辛甘化阳，从中焦宣散阳气以助桂枝宣通上焦阳气，大枣配甘草则能味甘以补脾，姜草枣相配，能助中焦脾胃化生营卫，配伍桂枝、附子则通行在表的营卫之气，使风湿得除。


二、甘草附子汤

甘草附子汤出自《伤寒论》175条（或《金匮要略》第二篇第24条）：“风湿相搏，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主之。”该方不考虑中焦脾胃营卫的化生，使全方主要作用部位在体表，附子用量减少，说明其里阳虚湿胜较桂枝附子汤轻。

甘草附子汤证中见“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参看《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1条，“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腑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可见甘草附子汤证与“风水”类似，出现骨节疼痛、恶风，尚未至皮水浮肿的程度，因此“或身微肿”。

风水病位在表，在表气闭郁的情况下，仲景习惯不加姜枣，不兼顾中焦脾胃，以集中发散表郁。就像麻黄汤相较于桂枝汤表郁较重，这时不会加上姜枣。由于甘草附子汤风湿困阻在表，里湿相对较轻，因此附子、白术的用量均较桂枝附子汤和去桂加白术汤轻。


三、桂枝附子汤与甘草附子汤的关系

比较桂枝附子汤与甘草附子汤两方，实如桂枝汤与麻黄汤之间的关系。即如太阳中风相对太阳伤寒，前者为“表中之里”，考虑脾胃营卫化生用桂枝汤；后者为“表中之表”，不考虑脾胃营卫而用麻黄汤，专职治表。这一点亦反映在条文上，桂枝附子汤中见“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即全身性疼痛，表里湿胜，身重疼痛以致转身不能；甘草附子汤则见“骨节疼烦，掣痛不得屈伸”，即疼痛在关节，不能屈伸，病位相对局限于表。

从证候的特点上，甘草附子汤证见“骨节疼烦”，与麻黄汤证的“身疼”、“腰痛”、“骨节疼痛”相似，但此处的“烦”表示疼痛严重，可知甘草附子汤证见关节疼痛剧烈所反映的是体表阳气郁滞比麻黄汤证更重。

为何甘草附子汤中不用麻黄？这是因为阳气虚导致的阳气郁滞，不能单用辛温通阳。甘草附子汤证见“汗出”、“或身微肿”，《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9条曰：“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由此可知，在身体浮肿的证情上，由于麻黄辛温通阳之性峻烈，假如在素体阴阳气血偏虚的情况下，用之则发散太过而使阳气更伤。

甘草附子汤相较桂枝附子汤，为何附子用量减少一枚？这使全方趋于专一治表。如桂枝汤用桂枝三两，在太阳伤寒表郁更重的时候，麻黄汤中的桂枝却比桂枝汤用量要减少，这是仲景的配伍规律，在两药相须配伍时，功效较强的药物配上功效较弱的药物，作为助药者用量则要减少，以免喧宾夺主。如在葛根汤中生姜用量为三两，但在葛根加半夏汤中，因为加上了半夏，生姜的用量即减少为二两。

在桂枝附子汤中，桂枝与附子用量皆重，则将附子与桂枝二药相须为用，使桂枝能通达表里。在甘草附子汤中，桂枝用量明显大于附子，则变成桂枝为君而附子为臣，附子助桂枝辛温之性而专一走表，即如麻黄汤中桂枝配麻黄之意，亦如桂枝加附子汤的桂附配伍。


四、风湿三方与《金匮要略》的历节病

仲景的风湿三方：桂枝附子汤、去桂加白术汤和甘草附子汤，均是用于治疗风湿痹痛，各证候分析见下表：

表13　风湿三方相关条文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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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桂加白术汤条文虽然没有直接说明风湿相搏，但本方是承接桂枝附子汤而来的，必然包括了前述的证候内容。

甘草附子汤证中见“骨节疼烦”，此证亦见于白虎加桂枝汤证，可知这种“骨节疼烦”是由于经脉闭郁不通所致，寒热皆可见。甘草附子汤中用桂枝的目的是以其辛温达表，温通阳气，祛风胜湿，与桂枝附子汤的桂枝作用相同。

甘草附子汤中出现“掣痛不得屈伸”，而《金匮要略》五篇第6条亦见“疼痛如掣”，是由于风血相搏所造成。而《金匮要略》十四篇第19条曰，“血不利则为水”。因此，这里指的“风血相搏”，亦可理解为“风湿相搏”，与甘草附子汤中“风湿相搏”的机理接近，是风湿交结，困阻经络的意思。

《金匮要略》五篇第7条见“脉涩小”，是因为风湿闭阻经络，导致脉涩不通，在桂枝附子汤的条文中亦有“脉浮虚而涩”的脉象。这时候出现“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与甘草附子汤中“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基本一致。可见《金匮要略》第五篇的第6、7条所描述的也正是甘草附子汤的证候。

从以上论述，可知风湿三方与《金匮要略》历节病病机相关。顺带一提，桂枝芍药知母汤包括了整个甘草附子汤在内，具体见下表。

表14　甘草附子汤与桂枝芍药知母汤的药物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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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桂枝芍药知母汤中所出现的“诸肢节疼痛”与甘草附子汤同属于风湿困阻在表，可是因表郁更重，于是配上麻黄、生姜、防风，以加强发散水湿。桂枝芍药知母汤条文出自《金匮要略》第五篇第8条，因此第6、7条条文所指的应为“诸肢节疼痛”的详细补充，与甘草附子汤证互为对照。


五、总结

桂枝附子汤治风湿在表而属“表中之里”，考虑在里的脾胃营卫化生；甘草附子汤则治风湿在表而属“表中之表”，单纯治表而不考虑脾胃营卫。这与主流认为桂枝附子汤证属“表阳虚”，甘草附子汤则属“表里阳虚”的观点基本相反。仲景风湿三方与历节病有关，在学习此方时应与《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进行比较。

[本文曾发表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3）：210-212.原题目为《桂枝附子汤与甘草附子汤释义》]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去桂之意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下简称“去桂汤”）的争议，多在去桂、去芍，但此等观点均缺乏原文考据支持，下文尝试论述去桂的合理依据，以及本方方证原意。


一、去桂枝的争论

去桂汤出自《伤寒论》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加茯苓白术之意较为明确，因为水气停滞，小便不利，因而加苓术以利水，是张仲景常用的配伍。另外，在去桂汤的方后注中，特别注明“小便利则愈”，则更肯定加茯苓、白术目的为利小便。

为何方中要去桂枝？一般认为去桂枝原因有二，“一是表邪已解，二是汗下后津液受损”。前者以“表已解”来解释或为合理，但在《伤寒论》中运用桂枝亦不一定要见表证；后者以“伤津液”来解释，则未能从原文见证反映出来。若见水气停滞，为何又说津液受伤？若解释因水气停滞而使津液输布失常，则更该用桂枝，以配苓术化气利水，因此此说不通，未能解释去桂之意。故此，不少学者认为，从临床实际出发，以桂枝汤加茯苓白术更为妥当，不去桂枝。


二、加减法对去桂枝的启示

去桂的原因可在以下方后注中得到启发。《伤寒论》第96条小柴胡汤加减法中说：“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在小柴胡汤证中若出现小便不利，是因为三焦水液输布失常，水液停滞所致，在治疗时不但要加上茯苓以渗淡利水，并要减少苦寒以碍津液气化的黄芩。由此可知，仲景在利小便的同时，会去除有碍利水的药物。

再看《伤寒论》40条的小青龙汤加减法：“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小便不利、少腹满是因膀胱气化不利，水饮停滞膀胱所致，这时候仲景会去除辛散的麻黄，再加上茯苓。为什么要去麻黄？一般注家多认为麻黄是小青龙汤主药，不应该去除。可是参看《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9条：“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由此可知，因麻黄能够“发其阳”，用于体虚之人则发散之力太过，假若小便不利时仍用麻黄，则其辛散之性有碍茯苓之渗利。


三、苓术芍配伍与利小便

由此观之，在去桂汤中因为加上茯苓、白术以专一治水，则应去桂枝以去其辛温发散之性，专一助利小便。在仲景书中，茯苓、白术、芍药同用的“苓术芍”配伍，共同出现的有四方，包括真武汤、附子汤、当归芍药散和去桂汤。在这些方中均没有配伍桂枝，足证仲景在专一利小便，使药下行的情况下不用桂枝。

此与刘渡舟提出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应叫苓芍术甘汤的观点一致。刘氏指出，“苓桂术甘汤旨在通阳而治胸满心悸，苓芍术甘汤旨在和阴利水而治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苓术必须得芍药才能发挥去水气、利小便之作用”。

在《神农本草经》中茯苓和芍药均记载能“利小便”，而《本经疏证》中指出，芍药能“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大小肠”，《神农本草经》载芍药性味苦平，由于味苦能降则通利二便。这在《伤寒论》316条真武汤方后注中能体现，“若下利者，去芍药，加干姜二两”，假若肾阳虚水泛时出现下利，则表示中下二焦阳虚，芍药味苦通降，若下利时宜去之以防更伤胃气。因此，苓术芍配伍时，属专职利小便之剂，其利小便之功甚强。再加上姜草枣的配伍，随药达表里，化生营卫，去桂汤能治表里水气停滞，阳气闭郁。


四、去桂汤证候与病机分析

分析《伤寒论》第28条原文的证候，出现“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类似于麻黄汤与桂枝汤证，但又有所不同。“头项强痛”是太阳病提纲证，属风寒侵表的表现，各种太阳病皆可见。“翕翕发热”是第12条桂枝汤证的发热特点，但是“无汗”却是麻黄汤证表气郁滞较重的特点，桂枝汤证表虚应当有汗，此证见无汗则要另行考虑。条文中见“小便不利”一证，属于水停下焦、气化不利所致，这在《伤寒论》中有不少例证，不再赘述。

本条的特点见证是“心下满微痛”，是水停上焦心下所致。此证可分为两种病情看待，分别是“心下满”与“心下微痛”。在《伤寒论》中一般“心下满”之证当伴有“痞满”，而这条只见满而不见痞，反映成因不同，并非虚热上炎、热在上焦所致（参笔者《伤寒治内方证原意·心下痞并非单纯病在中焦》一文）。《伤寒论》355条说，“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心下满是由于邪气停结在胸中所致，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中指出，“心下”属于上焦的下部，而本条证见“心下满微痛”，是水停在上焦的表现，与苓桂术甘汤证见“心下逆满”机理相近。至于“心下痛”则属于结胸病的特点见证，135条大陷胸汤证见心下痛，反映上焦的邪气更重，是水停心下较重的反映。

由此理解，本证是在桂枝汤证的基础上，出现了水气停滞在表、在上焦，由于表气偏虚，即使水气轻度停滞在表，亦足以造成表气郁滞而见“无汗”。这种水气停滞在表的程度较轻，又与《金匮要略》中的风水、皮水病情不同，并未至出现骨节疼痛、皮肤浮肿的程度。同时，水气停滞在上焦心下，故此出现心下满、微痛。至于水停在下焦而小便不利的成因，则与表气与上焦阳气不通有关，水停在上则下焦的水气上升受阻，故此水停在下。如《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15条说：“肺水者，其身肿，小便难，时时鸭溏。”因为水气停滞在肺，下焦水气不能上升而出现小便难。故此，本条的下焦水停并非由于下焦的阳气偏虚，而是病在表与上焦所致。

因此，本条证情属于“水停表里而重于表”，这种上焦阳气偏虚，水饮充斥表里，却又非因阳虚水泛所引起的病证，并非温阳利水所宜，使用桂枝汤又不足以解除这种类似于麻黄汤证的无汗表气郁滞，表气偏虚又不当用麻黄汤发汗。在这种矛盾的病情下，治疗方式以利小便为主，正如叶天士在《温热论》所说，“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以利小便的方法足以宣通阳气，使三焦水液输布正常，疏散表里水气停滞。

本方中不用桂枝，并非因表已解或津液伤，而是因为从方药配伍的角度考虑，使全方专利小便、通阳气、畅三焦、达表里。


五、去桂汤与多个相近经方比较

去桂汤的水气停滞在表、在上焦，继而影响三焦，这与几种水气病的方证接近，要仔细鉴别，以下分别讨论。


1.与苓桂剂比较


去桂汤与苓桂剂的作用类似，皆用于水饮停滞之证，均能利小便。然则，为何水湿停滞去桂汤却不用桂枝以化气利水？这与水停的部位有关。

例如，五苓散证，主要症状见小便不利，乃因水饮停滞在下，因而在茯苓、白术的基础上配上猪苓、泽泻，专攻下焦水停，又因水停在下，要以桂枝宣通上焦阳气，使水气得以宣散至上焦。又如，苓桂术甘汤证，《金匮要略》十二篇17条说，“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可知其方的主要目的亦在利小便。可是其证水气停滞部位在下焦，而非在上焦与表，故此仍可用桂枝以宣通上焦之气（参笔者《伤寒治内方证原意·苓桂术甘汤证并非脾阳虚》一文）。在各种苓桂剂当中，如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茯苓甘草汤、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等，皆非水气郁滞在表，故此并无用桂枝的禁忌。由于去桂汤证水气停滞在表、在上，又不得用宣表之法，故此改为利小便，而不用桂枝的辛温升提。


2.与小青龙汤加减法比较


若在去桂汤证中，继续使用桂枝以发汗或化气利水，有什么效果？这一点可在小青龙汤加减法中得到提示。

《伤寒论》40条小青龙汤方后注云，“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小青龙汤证属饮停于肺，然则为何会兼见小便不利？此与去桂方的病机相似，先由于上焦肺气被水气郁遏，因而水气不能往下输布，以致水气停滞在下。这种病情下，仲景去麻黄，意即去除升提药物，加茯苓以专一利水渗下。可是，为何仲景不去除小青龙汤的桂枝？这能够在《金匮要略》的痰饮咳嗽病篇找到答案。

在《金匮要略》十二篇35条，见“咳逆倚息不得卧”，先用上小青龙汤，可是，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变证。《金匮要略》十二篇36条说：“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沉，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少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翕热如醉状，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此是因为引动了寒水，出现水气内停，水气上冲，因此使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先“治其气冲”。及后，37条说：“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满。”气冲缓解以后，则可以继续治疗病本，可是这个时候在治疗咳喘胸满时，不可以再以小青龙汤，要改用苓甘五味姜辛汤。

苓甘五味姜辛汤是小青龙汤的加减法而来，是小青龙汤去麻黄、桂枝、芍药、半夏，加茯苓四两。去麻黄、桂枝、半夏是去其辛散之性，以防引动水气上冲；去芍药则是因为没有表证，不须用桂枝配芍药以调和营卫。从病机来说，是因为水停于肺，加上阳气受损，不能承受发散，因此以重剂茯苓利水向下，顺应肺之生理，再以姜、辛、甘、味温肺化阴。

由此可知，从小青龙汤到苓甘五味姜辛汤，二方是阳虚轻重之别。假若阳虚不甚，可以用小青龙汤原方；若阳气较虚，则要去麻黄；若阳气虚甚，则连桂枝亦应去除。

去桂汤证亦见水气停滞在上，由于《伤寒论》28条本身已经有“服桂枝汤，或下之”的前提，以桂枝汤发汗使水气出表，或以下法伤阳气，若再配以桂枝，则引动水饮再往上行，轻则引起水寒射肺而致咳嗽，重则引起水气上冲，实在不可再以桂枝汤法。

顺带一提，既然是苓芍配伍而不是苓桂剂，为何仲景要写“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而不写成“苓芍术甘汤”？一是因为仲景强调这时不可用桂枝，特别说明去桂枝的重要性。二是因为本证先是桂枝汤证，及后演变成水停在表，因而强调证情的传变。


3.与麻黄加术汤比较


或问，水气郁闭在表，为何不用麻黄加术汤？因为在郁闭轻重上有区别。

麻黄加术汤可理解为麻黄汤证发展而来，麻黄汤用在太阳伤寒表实证上，出现“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伤寒论》35条），若在伤寒表实的基础上，兼有水湿停滞于表，即演变为湿病。《金匮要略》第二篇第20条说：“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这里的身疼烦，“烦”即“甚”的意思，指身体痛甚，这是因为伤寒表实证本身的气机郁滞较重，再加上水湿停滞，闭郁更甚，因此以麻黄汤加白术来宣散水湿。

以此角度理解，桂枝汤的太阳中风证，若发展成水气在表，因为桂枝汤是表虚证，相较麻黄汤证本身阳气偏虚，故此虽然水气停滞在表，相较麻黄加术汤的表郁为轻，因此不能以麻黄加术汤来宣散表湿，以防过汗伤正。


六、“桂枝加术汤”的过渡类型

若按上述思路推理，本属桂枝汤证，但演变为水湿停滞于表，这时候应该在桂枝汤的基础上加白术，即“桂枝加术汤”。

加白术的用意，可参考越婢汤。《金匮要略》十四篇23条说：“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而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十四篇第5条说：“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越婢加术汤主之。”这两方的区别，只在于加白术与否，而在证情上，越婢汤为水气停滞在表，见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自汗，病名为“风水”。越婢加术汤水湿停滞充斥表里，而重于里，因此见一身面目黄肿，脉沉，小便不利，病名更改为“里水”。由此可知，加上白术四两，可以将全方趋势引为入里，以治疗水湿停滞在里而引起的小便不利。

去桂汤中去桂枝而加茯苓、白术，若按小青龙汤加减法“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的思路，如果反过来见小便利，小腹不满者，理应可以“加桂枝，去茯苓”。以此推理，在桂枝汤证发展至去桂汤证的过程中，应该尚有一种太阳中风的水气停滞轻证，应以“桂枝加术汤”治之，而重证则以去桂汤治之。

“桂枝加术汤”证候亦应见头项强痛、翕翕发热。辨证重点当为微汗出且小便不畅。相较去桂汤的表郁无汗为轻，相较桂枝汤的有汗则应为汗出不畅，小便不利则较去桂汤为轻。因水湿停滞相对较轻，或未见“心下满微痛”，或可有“心下微满”的感觉。

进一步讨论，关于桂枝加术汤中白术的用量。参考麻黄加术汤、越婢加术汤，白术用量应为四两。然则为何去桂汤中白术用三两，用量较轻？这是仲景药法，如桂枝在桂枝汤中用三两，而在表郁更重的麻黄汤中，则减少用量为二两，这是因为配伍了三两麻黄后，可以减少桂枝用量。由于去桂汤中配伍了茯苓，增强了利水的作用，因而可减少白术用量。如在真武汤中，茯苓用三两，白术则可用二两，又如苓桂术甘汤中，茯苓用四两，则白术用二两，甘姜苓术汤中茯苓用四两，白术用二两，均为君臣的配伍。


七、结语

去桂汤中去桂枝的目的是其方证病机属水停在表、在上焦肺卫，因此不用桂枝的辛温，以除有碍利水的药物，只需要利小便以通调水道，则能解除表郁。若此病情误用桂枝则使表郁加重，或引动水饮而产生变证。

若按张仲景的组方原则，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兼见水湿停滞用麻黄加术汤，则在太阳中风用桂枝汤，而在兼有水湿停滞的轻证，应该用桂枝加术汤。桂枝加术汤的发现，补充了《伤寒论》理论中的一环。

[本文前部分曾载于《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7）：1578-1580.原题目为《论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去桂之意》，收载时有所修改]


白虎加人参汤证属表里三焦热盛

一般认为，白虎汤是阳明“热证”或“经证”的主方，但是两种说法均有其局限性，并未能清晰表述白虎汤证的病机特点。例如，“热证”一说则未能与承气汤等阳明热证有所区别，至于“经证”一说，陈亦人则指出，“阳明病为胃肠病变，均属于腑，而不是经证”。经络与脏腑又如何截然分开？“经证”与“表证”又如何区别？张仲景没有提出“经证”的说法，重新考证白虎汤证的病机实有必要。本文对白虎汤及其类方，包括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桂枝汤、竹叶石膏汤等方证逐一分析。


一、白虎加人参汤证

虽然白虎加人参汤证是从白虎汤加人参而来，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的应用，在太阳病篇与阳明病篇，均是先列出白虎加人参汤，后论白虎汤证，而且论述白虎加人参汤的条文比白虎汤的要多，故此是白虎加人参汤为主方，而白虎汤则是从白虎加人参汤减味而成，是其变方。

1.病机分析

白虎加人参汤证以“表里俱热”为特点。在《伤寒论》168条说：“热结在里，表里俱热……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本条明确指出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病位，是同时在表与里。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的“里”并非“非表即里”，而是专指下焦。白虎加人参汤证是“热结在里”，如《伤寒论》中“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这里的“里”是指承气汤证的热结在下，又如124条抵当汤证的“瘀热在里”，亦是指热在下焦而言。另外，虽然白虎加人参汤证见“表”亦有热，但不代表仍有表证，张仲景的“表证”是专指“恶寒”一证，是感受寒邪的反映，而白虎加人参汤证的表有热，则可称为“病在表”，是邪热在表的另一种病证。《伤寒论》第6条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邪热在表不可发汗治之。

津伤而热盛三焦，是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病机。从白虎加人参汤证的各种证候可知，由于各种误治（误汗、误吐、误下）之后，使邪气化热，津液耗伤，下焦是藏津液之所，热盛在里则津液耗竭。白虎加人参汤证所见的“大渴”、“口燥”，一方面反映下焦津液亏虚，同时亦是胃中干燥所致，是中下二焦的津液亏虚。“心烦”除了是热在上焦之外，亦可是胃虚所出现的客气上逆。如《伤寒论》71条说：“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误汗耗伤津液则可见胃中干燥，故口渴心烦，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栀子豉汤证属少阳病》与《伤寒六经原意·客气》等文中指出，“虚烦”是由于胃虚客气上逆所致，是虚热干扰上焦胸膈的证候。

总括而言，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病机牵涉表里三焦，由于表热而兼有三焦热盛，热盛而津伤，或可伴有胃虚而客气上逆，白虎加人参汤证实属周身表里上下俱热的病情。另外，白虎加人参汤证一般亦兼有风邪在表，留待后文继续讨论。

以上论述是各条白虎加人参汤证的共同病机，因疾病来路不同，或加上其他兼夹病机，则可出现各种不同表现，以下按各条条文逐一论述。


2.各条证候分析


白虎加人参汤证在《伤寒论》中一共出现五条条文，在《金匮要略》中则有两条条文（其中一条与《伤寒论》重复），以下分别论述：

（1）《伤寒论》第26条

“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当与前一条作比较，25条说，“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两条同因服桂枝汤后见大汗出，汗出伤津，且同样见脉洪大，却有两种转归。若没有见“大烦渴不解”，反映津伤不重，邪气仍在表而里热不盛，其脉洪大是反映风寒邪气在表交争激烈，故仍可用桂枝汤治之。若见脉洪大而“大烦渴不解”，参《伤寒论》第6条，口渴是化热的重要特征，反映里热津伤，表里三焦热盛，是由于服桂枝汤后过汗伤津，风寒化热，因此出现表里俱热的病情。

（2）《伤寒论》第168条

“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属伤寒，误用吐下之后，邪气入内化热而伤津，以口渴甚、舌干燥、心烦为特点，是典型的白虎加人参汤证。要注意，本条说的“七八日不解”，“不解”是指在表的邪气仍然不解，故此在后文说“热结在里，表里俱热”，其“不解”是指后文的“表”而言。再参本条见“时时恶风”，参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中风》一文述，“恶风”是感受风邪的专有表现，因此本条当仍有风邪在表，只是已非风寒，寒邪已经化热，可理解为“风热在表”。因此，本条除了白虎加人参汤证的津伤而热盛三焦表里，仍兼有风邪在表。由此可理解，上述26条从桂枝汤证转化为白虎加人参汤证，亦当有风邪在表。

（3）《伤寒论》第169条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紧接上条而来，目的在于鉴别，当属白虎加人参汤的另一种非典型病证。本条同样是“伤寒”的来路，但是一开首即说“无大热”，是强调其热象不重，是并非邪热在表的意思（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无大热》一文的论述）。同样见口燥渴与心烦，而本证独特的地方在于见“背微恶寒”，这是要讨论的地方。恶寒一般是“表证”的反映，是由于感受风寒邪气所致，但是白虎加人参汤证不可能有风寒在表，其“恶寒”并非风寒所致。再参《伤寒论》304条：“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本条以“背恶寒”为主要证候，背恶寒是下焦阳气偏虚而程度较轻的反映（参笔者在《关节疼痛证治》一文的论述），而本条白虎加人参汤证的背恶寒更轻，见“微恶寒”。由此可知，本条的病机特点，是邪热已从表逐渐入里，兼有下焦轻微阳气偏虚，是由于里热炽盛、耗伤津液所导致，较第168条病情更重，但由于其表里之热仍重，阳虚较轻，因此仍可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

（4）《伤寒论》第170条

“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明确指出，“渴欲饮水”是白虎加人参汤证的重要见证，但单凭此一证无法直接诊断，还要“无表证”，从而与本条前半段白虎汤证的证候作鉴别。关于本条的“无表证”问题，将留在后文白虎汤证中论述。

（5）《伤寒论》第222条

“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金匮要略》十三篇12条亦有同样文字：“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本条是在第221条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第221说，“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及后出现了五个“若”的证情，白虎加人参汤证是其中一个。从221条分析，阳明病见“脉浮而紧”，脉浮紧本是太阳伤寒表实的脉象，若见此脉则应如16条说，“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即当见发热而无汗，可是本条见汗出，可知已非风寒束表。第189条说：“阳明中风，口苦咽干，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阳明病感受风邪亦可见此脉，而189条与221条比较，两者差别在于前者见“恶寒”，后者“不恶寒反恶热”，且见“汗出”、“身重”，可知已无寒邪在表，是寒邪化热。《金匮要略》五篇2条说，“邪在于经，即重不胜”，邪热在表之经络则见身重。因此，《伤寒论》第221条是在阳明病胃热炽盛的前提下，感受风邪，兼有风热在表，在此时则出现各种治疗矛盾，故此在221条指出不可发汗、不可温针、不可攻下。第222条强调，假若见有渴欲饮水、口干舌燥，则反映津液耗伤较重，且表里三焦热盛，可用白虎加人参汤治之。本条目的，是提示人们在多种病机兼夹的情况下，如何分清先后缓急治疗。

（6）《金匮要略》第二篇第26条

“太阳中热者，暍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以白虎加人参汤治疗“暍”病。在前一条（第25条）说：“太阳中暍，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芤迟。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其恶寒甚；加温针，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这与上述《伤寒论》第221条同样指出，不可发汗、温针、攻下，是由于其病机的独特性，即表里俱热所致，其证虽然见发热恶寒，但脉象并不见浮，而是弦细芤迟，属于病在里、精血亏虚，是虚寒之脉象，因此，其恶寒并非风寒在表，而是里虚的反映。《金匮要略》第25条说，“小便已，洒洒然毛耸，手足逆冷”，是因下焦亏虚，若小便后津液更虚，则恶寒、手足冷加重。“身热”是暍的特征，《金匮要略》第25条说，“小有劳，身即热”，明确指出身热与虚劳有关。《伤寒论》第78与80条栀子豉汤证与栀子干姜汤证均见身热，均是由于胃虚而客气上逆所致，符合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病机。本条一开首明确地说“太阳中热”，其邪气来路是外感热邪、风热在表，由于素有下焦亏虚，因此感受热邪后即出现热盛而津伤，又因邪热为重，仍以白虎加人参汤先治其热。《金匮要略》这种以正虚而感受热邪的观点，与《素问·生气通天论》的思想一致，“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煎厥”是先因烦劳使正气偏虚，阳气上浮而又于夏季感受邪热而成病，与太阳中暍的病机思想十分接近。

将上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白虎加人参汤证作一要比较，《伤寒论》中的白虎加人参汤证是因外感风寒化热而现，或可随着病情深入而伴有下焦虚寒，而《金匮要略》的白加人参汤证则是由于下焦偏虚而感受邪热，两者的异同反映了感与内伤的致病特点有正气虚实之别。


3.白虎加人参汤方药分析


方中五药，以石膏用量甚重，用一斤，是张仲景运用石膏的最大量。《神农本草经》中说石膏：“味辛，微寒，无毒。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其后更有小字注说：“除时热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膈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咽热。”白虎加人参汤中的石膏用法并无争议，是用其味辛微寒以清宣表里三焦之热。值得一提的是，其味辛能祛风，能治疗在表的风邪，即后世所谓辛凉解表，以除风热，符合前述《伤寒论》第26、168与221条风热在表的病机。

方中知母用六两，亦是张仲景运用知母的最大量，只用于白虎汤类方之中。《神农本草经》中说知母：“味苦，寒，无毒。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笔者在《关节疼痛证治》一文中指出，桂枝芍药知母汤中所用的知母，是针对阴虚而内热且血虚则水停的病机。知母能养阴而清热，如在《金匮要略》第六篇第17条以酸枣仁汤治疗的“虚劳虚烦不得眠”，其中“虚烦”即如栀子豉汤证的“虚烦”，是指“因虚致烦”，是肝血虚而客气上逆扰心所致，方中所用知母即对应此病机，养阴清热尤治客气上逆，在白虎加人参汤中治疗热盛在中下二焦、阴津耗伤而导致的客热上逆。知母又能益气生津，如在治疗百合病时。《金匮要略》第三篇第2条说：“百合病，发汗后者，百合知母汤主之。”百合病的主方是百合地黄汤，以地黄清热养阴，假若经过误汗之后则伤津更重，不用地黄而改用知母，可知知母具有清热而益气生津的功能，在白虎加人参汤中助以生津。

方中用人参三两，在于补益下焦营气津液。如《伤寒论》62条治疗“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用“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由于误汗之后耗伤津液营气，脉沉反映病位在里，脉迟为寒，反映营气被寒所伤，方中特别加用人参三两，目的在于补益下焦津液营气。在白虎加人参汤证中，由于热结在里，耗伤下焦营血津液而见大渴、口干舌燥等，以人参主治之。应注意，《神农本草经》所载人参性味是“味甘，微寒”，而非后世认为的甘温，或许当时的人参与现在的人参为不同之物，而以味甘微寒的角度理解白虎加人参汤则更为合理，能清热而益气生津又不助热。

方中甘草用二两，甘草“炙”用而非生用，可知甘草目的在补胃气，治疗客气上逆的胃虚之本，而且味甘的炙甘草配上味辛之石膏，则如桂枝汤中桂枝与甘草的配伍，甘草能助石膏以除在表之风热。

最后说“粳米六合”。一般认为，其目的在于和胃气，但若以此解释则与甘草重复，似乎不应另外用药。亦认为，用粳米目的在于防金石类药物寒凉伤胃，虽然此说合理，但是张仲景运用粳米的主方当中，非皆如此。例如，附子粳米汤与麦门冬汤中用粳米但无金石类药物，方中亦无寒凉伤胃之品，可知粳米当另有功效。粳米之用，当在于补益营气，如桃花汤中亦用粳米，而且用量更大，用一升（即十合）。桃花汤在《伤寒论》306条治疗“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针对由于下焦营气虚，营虚内热而成脓血之病。又如《金匮要略》第十篇第10条说：“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本条特意用“粳米”名方，可知粳米在方中为“主药”，是由于“腹中寒气”所致，但假如是一般中下二焦阳虚寒盛（如少阴病阳虚寒盛之证），则不当见此腹痛重证，此条当有下焦营气偏虚而受寒邪所伤，因此，粳米作用在于补益营气。粳米之用，实质上接近桂枝汤方后注“啜热稀粥”之意，其中的“热”是强调助药物辛热之性以发汗，“稀”是强调“水液”，“粥”则是指“粳米”，能助补益脾胃，以化生营气，以资汗源。由此理解白虎加人参汤中运用粳米的方义，是由于下焦热盛而营气津液亏虚，粳米则补益中焦脾胃，从而化生营气，以补益下焦营气之本。将粳米放于方中同煎，而不采用桂枝汤方后的“啜热稀粥”之法，是以其证并非风寒在表，不能发汗，但白虎加人参汤证兼有风邪在表而营气不足，因此将粳米与药物同煎，取其补营气而不助发汗。

综合全方，白虎加人参汤中主要以石膏清表里三焦之热，兼以祛风；配以知母能养阴清热生津，助石膏清热；再配人参则助补益下焦营气，兼能助知母生津，其微寒之性亦有助石膏清热；方中用甘草则在补胃气，以及助石膏之辛味祛风；粳米则在于补营气之本，配人参补益下焦营气。全方共奏清热养阴生津、补营气、和胃气之功，针对白虎加人参汤证热盛三焦表里的病机进行治疗。


二、白虎汤证

上文详细讨论了白虎加人参汤证，白虎汤证则容易理解。


1.方药分析


白虎汤是在白虎加人参汤的基础上，去除人参而成，其余药物剂量相同。白虎加人参汤中的人参，主要用于补益下焦营气与津液，主要治疗由于热盛在里所导致的营气津液亏虚，因此白虎汤中不用人参，反映其证的下焦营气津液亏虚较轻，而侧重于三焦表里热盛。由于病情来路不同，白虎汤证可兼夹有不同的病机。


2.病机与证候分析


白虎汤在《伤寒论》中一共出现四条条文，而其中176条中关于白虎汤证“里有寒”的问题，将留于下文讨论，以下分别讨论三条白虎汤证条文：

（1）《伤寒论》第219条

“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本条白虎汤用治三焦热盛而津液不虚之证。见腹满、谵语是阳明腑实之象；身重、难以转侧则属邪热在经；口不仁则是火热上炎，但又未到达白虎加人参汤证的口干舌燥，抑或少阳病的口苦程度；面垢在仲景书中未有其他例证，参《金匮要略》十二篇40条说，“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熏其面”，《说文解字》说，“垢，浊也”，面垢即是面上污浊，当是热盛而客气上逆的反映。至于遗尿，在仲景书中尚见一处。《金匮要略》七篇5条说：“肺痿吐涎沫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遗尿，小便数，所以然者，以上虚不能制下故也。”遗尿是上焦偏虚所致，反映三阳合病之证，由于上焦偏虚则邪气因入。本条的三阳合病，其证复杂，由于表里三焦热盛，不可以发汗或攻下治之，与前文提出白虎加人参汤证在《伤寒论》第221条的证情相近。本条强调，“若自汗出”则可用白虎汤，可知自汗出是使用白虎汤证的辨证要点，反映津液不虚，故此能以白虎汤清表里之热。

（2）《伤寒论》第170条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本条强调白虎汤“无表证”才可用，但并非无“邪气在表”。本条强调了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禁忌证，是“无表证”才可用，但假若如此，则会出现一种理论上的矛盾。白虎加人参汤证在《伤寒论》第168条中强调“表里俱热”，因此不少学者在此则解释“表里俱热”的表并非指表证，而是指在表发热之象。实际上更符合原意的解释，正如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所言之“表证”是专指感受寒邪所引起的“恶寒”一证，因此本条见“脉浮、发热、无汗”，单就此三证来说，在伤寒表实证抑或白虎汤证亦可见，于是这里强调“其表不解”、“无表证者”，即是指“恶寒”一证在此时用于鉴别的重要性，无恶寒才反映无寒邪在表，表示邪气已经化热，可用白虎汤治之。白虎汤证实际上亦有邪热在表，只是张仲景不将邪热在表称为“表证”而已。

（3）《伤寒论》第350条

“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本条出自《伤寒论》厥阴病篇，其病机特点有所不同。本条以白虎汤治“厥”，其病因为下焦有热。本条的诊断，主要是以“厥”与“脉滑”为依据，脉滑是往来流利的脉象，反映里热炽盛而营气不虚。如在《伤寒论》214条说：“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明日又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本条清晰地以滑脉与涩脉相对，以决定可否使用承气汤，涩脉反映营血亏虚，滑脉则是营血不虚，因此可用承气汤治之。又如《金匮要略》第五篇第5条说，“趺阳脉浮而滑，滑则谷气实”，滑脉反映谷气充实，故脉道充盈滑利。由此理解本条见“滑而厥”，反映下焦营血不虚，可是因热盛在里使营气不通。《金匮要略》第五篇第9条说：“营气不通，卫不独行，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此为三焦不能宣通营卫之气。《伤寒论》337条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故出现“厥”。本证并非下焦营气津液偏虚，因此不用白虎加人参汤而使用白虎汤治疗。

本证邪热虽然局限在下焦，但是仍用白虎汤治之，是由于本证因热郁在下而导致厥逆。如《伤寒论》330条说，“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病位虽然在下但不可用攻下之法，而当以宣通营卫气血，选用宣通之剂。白虎汤中所用石膏，其味辛之性能使郁结在下的邪热宣散出表，里热得宣而厥得解时，则热从下焦向上宣散，邪热充斥三焦，因此以白虎汤治疗，亦考虑到热郁在里得解后的下一步病机演变。


3.白虎汤治疗“里有寒”的问题


《伤寒论》176条说：“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对于此条的解释，自古以来均认为“里有寒”属于错简，是“里有热”之误，现尝试为“里有寒”的正确性提出合理解释。

该条方后注云：“臣亿等谨按前篇云：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白虎汤主之，又云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又阳明一证云：脉浮迟，表热里寒，四逆汤主之。又少阴一证云：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主之。以此表里自差明矣。《千金翼》云：白通汤。非也。”林亿以其他条文中的“表里”论述推论，此条的“里有寒”当属于“里有热”，其观点一直以来受到后世支持，争议较少。《伤寒学》中亦说：“据此理校，‘表有热，里有寒’句，当作表里俱热解为是。”但以“理校”的方式修改原文，而无更多的原文依据，是最容易出错的一种校勘方式。如裴永清教授指出：“从表面看来，这样一改，似乎使白虎汤证的原文符合临床实践，对此我是极不赞同的。因为面对于中医古籍，尤其是对于《伤寒论》这样一部中医经典巨著，决不能采取草率的态度……没有充分论证，万不可臆断地进行妄改妄动。”可是，裴氏所提出的以“寒”作“邪”解，则似乎未能通释《伤寒论》中其他“寒”字的内容。

对于本条“里有寒”一句的解释，有两方面要理解。

首先是“里”的概念。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的“里”是专指下焦，而不包括中上二焦，并非“非表即里”，因此在理解本句“里有寒”的时候，当理解为“下焦有寒”。

第二方面，本条当与多条《伤寒论》条文作鉴别。见下表：

表15　四条“里寒外热”条文比较表

[image: img20]


从上表条文比较，四条均见表热里寒，却用不同方治，其辨证要点各有不同。176条见滑脉，滑脉如前第350条的白虎汤证所说，是反映营血津液不虚，而且176条未见下利清谷，又反映下焦阳虚不重，即使“里有寒”，仍然可以用白虎汤先治其表热。225条出自阳明病篇，因见脉浮而迟且下利清谷。《金匮要略》十七篇33条说，“下利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虽然有表热，但是仍不可先治其表，而急治其里。到317条，见外热而身体反不恶寒，其表热如阳明病见“不恶寒”，但由于其证见“手足厥逆”与脉象见“脉微欲绝”，因此急用通脉四逆汤治之，而不治其表热。再到370条，不管脉象如何，亦不管其仍有表热，由于除下利清谷与厥以外，更见汗出，反映津液亏虚甚重，是阳虚欲脱之象，因此重用通脉四逆汤治之。

由此理解176条的“里有寒”，确实指下焦有寒，张仲景列出此条的目的，是示范表里缓急的治法，在矛盾病机共存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治疗的先后，尤其与225条相对比。此亦如前文论述，《伤寒论》169条白虎加人参汤证见“背微恶寒”，实际上亦反映下焦阳气偏虚，只是由于里寒不重，因此可先治表热。

因此，176条中“里有寒”的“寒”字并非误文，理当是条文排列上出错。176条放在太阳病篇之末，但实际上与太阳病无直接关系，而该条前后多条条文比较，又未能看出该条与上下文有所联系，实际上176条应当列在225条之前，或许因错简而误入太阳病篇之末。

176条与225条的关系，实与91条的理论相近：“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176条与本条不同之处，并非风寒在表，故不用桂枝汤，故而指出了表热证当用白虎汤治之。

本条进一步讨论，为何单纯见“脉浮滑”即可判断为“表热里寒”？假若单纯见此脉象，是不能判断此证的，可是本条一开首说“伤寒”而脉浮滑，假若是伤寒当见脉浮紧，可是在伤寒之后却见浮滑，脉浮表示邪气仍在表，但寒邪已经化热，滑脉则反映邪气亦在里，而正气不虚。《平脉法》说：“问曰：翕奄沉，名曰滑，何谓也？沉为纯阴，翕为正阳，阴阳和合，故令脉滑。”其指出，“滑脉”即是“纯阴”与“正阳”和合的结果，从白虎汤证的机理来理解，即是营阴不虚，与阳热邪气相合则出现滑脉，由此理解滑脉即代表邪热已入里，故此亦非单纯表热，而是表里三焦俱热。但是若属热在下焦，则当见白虎加人参汤证的大渴，本证只见表热，因此可知本证的热在下焦不重，而侧重于表和中上二焦。

再进一步探讨，如何判断此条有“里寒”？《伤寒论》第350条说：“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本条同样见脉滑用白虎汤，但与176条比较，一者里热、一者里寒，区别在于176条见“脉浮”，而350条见“厥”，由此推论，假若是下焦热盛而脉滑，则当见“厥”，可是在176条不见厥，可知下焦热不重，且见浮脉，此时的浮脉除了是邪气在表的脉象，更是反映了阳虚而虚阳上浮。《金匮要略》第五篇第2条说：“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虚……浮者血虚。”又如《辨不可下脉证并治》说：“浮为阳虚。”因此，此时的浮脉反映下焦有寒，而阳气不甚虚。如此理解，张仲景对于脉象的辨别丝丝入扣，从脉象与证候互参作判断，准确判断病位所在。


4.白虎汤证“表热”与“外热”的进一步讨论


从上文所论，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证“表热”的来路，当有两方面的理解。

第一方面是由于外感的“表热”。其由风寒化热、风热在表所导致，白虎汤证又非单纯表热之证，而是热重在中上二焦，白虎加人参汤证则热在三焦，邪热在下焦使津液营阴耗伤。

第二方面是内生的“外热”。现在一般认为是由于“阴盛格阳”所致，按张仲景的理论，是由于阳虚而客气上逆而出现的“客热”。《辨不可下脉证并治》说：“表里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怅怏不得眠……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又如前述《金匮要略》暍病中白虎加人参汤证见“身热”，此是由于胃虚而客气上逆所致。由此可知，中焦胃虚或下焦阳气亏虚，均可出现“客热”，即阳气浮越，邪热在表。

从以上两种“表热”的不同来路，可知邪热性质截然不同，一者从外来，一者从内生，因此，张仲景在术语上也有细微的区分。从外来之热则称为“表热”，如《伤寒论》176条的白虎汤证与225条的四逆汤证。假若是从内生之客热，张仲景则称为“外热”，如《伤寒论》317与370条的通脉四逆汤证。但两种“热”可同时兼有，如《伤寒论》169条见“无大热”而“心烦”，既包含了外有风热，而又始见内生客气。张仲景在诸条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证之中，则是通过多条原文鉴别，以示人正邪之间的演变关系。


5.白虎汤与越婢汤证比较


本书《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一文中指出，越婢汤属于治疗太阳温病的代表方，越婢汤所治疗的太阳温病，与白虎汤有何区别？越婢汤在治疗太阳温病时，由于其热单纯在表，而无中下二焦的热证，只宣散在表的邪热即可，故用麻黄与石膏的配伍以宣散表郁、辛凉解表，再加上姜枣草从中焦宣散营卫，且运用姜枣亦反映邪热未及中焦。由于越婢汤证无下焦津液营气亏虚，因此不用知母、粳米或人参以补营气、津液与清热。

在《越婢汤属太阳温病代表方》一文中亦指出，由于越婢汤证表郁较重，因此其证当见无汗或汗出不畅，而白虎汤证则以“自汗出”为特点，表气郁滞较轻，甚至因风热在表而腠理疏松，因此，不需要通过麻黄、石膏的配伍以除表郁。但白虎汤证仍有邪热在表，因此与越婢汤相似，以石膏配炙甘草解除表热。白虎汤证邪热亦在三焦而侧重在中上二焦，其热更重，因此较越婢汤更重用石膏（越婢汤用半斤，白虎汤用一斤）。白虎汤证更有阴虚而津伤，因此加上知母以清热养阴生津，粳米补营气。


三、白虎加桂枝汤证

白虎加桂枝汤出自《金匮要略》第四篇第4条：“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疼烦，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关于白虎加桂枝汤的证治，笔者在《关节疼痛证治》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重复，以下补充说明一些相关问题。

该文中指出，白虎加桂枝汤证正值温疟的发病而稍有消退之期，邪在表而寒邪从里而出，且素有暑热内盛，下焦营血亏虚，因而邪气深伏。其中的暑热内盛，若从前述的白虎汤证而言，当属于热盛表里三焦而侧重在中上二焦。

方中用桂枝的目的，在于宣通上焦阳气以宣散风寒，除此以外，白虎汤中所运用的石膏与甘草配伍，亦能宣散在表之风邪。另外，本证中见“身热”，按上文白虎加人参汤证见“身热”的理解，当是由于下焦亏虚而客热上逆所致。

其证虽然亦有下焦营血亏虚，为何不用白虎加人参汤？一方面由于未见口渴，津伤不重，另一方面，张仲景在邪气在表之时多用去人参之法，小柴胡汤方后注可证。此外，方中用粳米两合而非白虎汤中的六合，即减轻补益营气之力，与方中不用人参之意相近，是以邪去则正安，先以祛邪为要，以防补益留邪。

白虎加桂枝汤证与治疗暍病的白虎加人参汤证均出自《金匮要略》，两者发病机理有类似之处，均是以素有下焦亏虚而感受热邪引起的。白虎加桂枝汤证则同时有寒邪深伏，故成疟病，而其治疗时机则在寒邪出表、风寒在表，由于兼有风寒故用桂枝而不用人参。至于白虎加人参汤证则是素有下焦亏虚而感受邪热，并无寒邪深伏，因此不用桂枝而用人参。


四、竹叶石膏汤证

竹叶石膏汤证出自《伤寒论》第397条：“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其方中亦用石膏一斤，且用甘草、人参、粳米，当属于白虎加人参汤的类方。


1.病机与证候分析


本条说“伤寒解后”，指大病已除，但仍出现“虚羸少气”。《说文解字》中说，“羸，瘦也”，即如《金匮要略》五篇8条说，“营卫俱微，三焦无所御，四属断绝，身体羸瘦”，又如六篇18条说，“五劳虚极羸瘦”，即是指因为大病之后，下焦营血亏虚，因而出现身体瘦弱。至于“少气”，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栀子豉汤证属少阳病》一文中指出，“少气”一证亦见于栀子甘草豉汤证中，少气是指呼吸之气不足，可理解“少气”比“气短”重，而比“胸中窒”略轻，与气虚有关，其本在脾胃，又与上焦心肺有关。

至于本证说的“气逆欲吐”，是其病机与辨证的关键。关于“气逆”一词，在仲景书中只出现一次。但《伤寒论》158条说：“心下痞硬而满，干呕，心烦不得安……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气逆”当是“客气上逆”的简称，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客气》一文中指出，客气是由于胃虚而虚阳上逆所生的阳热之邪，再看前论白虎加人参汤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客气上逆”表现。由于大病瘥后，正气未复，如398条说，“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本条所说的“微烦”，即是由于脾胃气弱而生的客气上逆，故邪热不能消谷。综观《伤寒论》，客气有不同的表现，而本条则强调是“欲吐”，如上述白虎加桂枝汤证中亦见“时呕”，亦与此虚热上逆的病机有关。

本条的辨证诊断，首先是其病史是大病瘥后，见身体羸瘦而少气，反映脾胃气虚。同时，又见欲吐，反映客气上逆，实即中下二焦偏虚，而内生邪热在中上二焦，因此，以竹叶石膏汤治之，病情较白虎加人参汤复杂。

本证当与396条作鉴别。396条说：“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本条同样是大病瘥后，而只见“喜唾”，而非“欲吐”，亦未见“虚羸少气”，因此并非中下二焦虚弱，且无热象。本证见“喜唾”即如肺痿病“唾涎沫”之意，是由于上焦虚寒所导致，治之则以理中丸温补中焦阳气，以补上焦之虚。


2.方药分析


竹叶石膏汤中包含了白虎加人参汤的药物组成而不用知母，反映方中同样有热在三焦，但其热较轻，故不用知母以增强石膏的清热力量，且津亏亦较轻。

本方用竹叶名之，可知竹叶为方中主药。竹叶在《神农本草经》记载：“味苦，平，无毒。治咳逆上气，溢筋急，恶疡，杀小虫。”其味苦平，能治“咳逆上气”，可知其功在于治疗本证的“气逆欲吐”，治客气上逆的内生邪热。在仲景书中运用竹叶的尚有一方，即《金匮要略》产后病篇的竹叶汤，第二十一篇第9条说：“产后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本条是由于产后血虚而生客热，继而感受风邪，比较竹叶石膏汤证，并无感受风邪，只是客气上逆所致的欲吐，可知两方中使用竹叶，均是治疗营血亏虚所致的客气上逆，则竹叶当有“凉血”而清热之功。竹叶汤中竹叶用“一把”，竹叶石膏汤中则用“两把”，可知其客气上逆更重。

方中用“麦门冬一升、人参二两、半夏半升和甘草二两”，此一剂量配伍同样出现在温经汤中。本书《附：温经汤属逆流挽舟法》一文中指出，温经汤证由于血行不畅以致水液停滞，津不上承，因而出现“唇口干燥”，以“麦参夏草”的配伍补气液，滋阴润燥。在竹叶石膏汤证中，由于下焦营血亏虚，则用麦冬、人参以补气养阴而治“虚羸”，并且以甘草补胃、半夏助脾气散精以治“少气”与“欲吐”。

综合全方，竹叶以清热养阴，配石膏以清中上二焦之热，人参、麦冬、粳米以补下焦营气养阴，甘草补胃而半夏运脾，则全方共奏清热补虚之功，治疗大病瘥后的客气上逆。


五、讨论

在完整讨论白虎加人参汤类方的证治后，再对白虎汤应用的一些相关问题进一步讨论。


1.白虎汤属阳明“经证”的理解


过去不少注家认为白虎汤证称为“经证”，本文一开首引用陈亦人指出的阳明病均是“腑证”，可是为何过去仍有不少医家支持“经证”这一观点？

从张仲景的理论而言，经络与脏腑是一表一里的关系。例如《金匮要略》第一篇篇名即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以经络与脏腑相对。该篇第2条又说，“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适中经络，未流传腑脏”，均是强调了经络脏腑的表里关系。可是，实际上经络与脏腑不能截然分开，如白虎汤证则是经络受邪同时入脏腑，可理解为表里三焦同病。

以本文的角度理解则更为明了。白虎汤证虽然有三焦的热盛，但亦多包含了“表有热”，是风热在表，承气汤证并无风热在表，而是单纯胃热炽盛，则两者相对而言属“一表一里”的关系，以此角度理解“经证”与“腑证”则更为合理。而且“经证”的概念实际上比“热证”的说法更能突显白虎汤证的特点，只是在使用“经证”一词时必须联系白虎汤本身的病机作理解，不能以辞害意，误以为“经证”即病在经络，应注意名与实的关系。

另外，“经证”与“表证”概念不同，“邪气在经络”可理解为“邪气在表”，但是张仲景的“表证”概念并非单纯邪气在表，而必须是因寒邪袭表所出现的“恶寒”一证。因此，将白虎汤证说成“经证”亦为合理，能与张仲景的“表证”作一区别。

要强调的是，白虎汤证的“经证”是必须相对于承气汤的“腑证”而言的，假若脱离了承气汤证，则“经证”的“相对性”无所对比。


2.白虎汤的“四大”问题


一般认为，白虎汤的应用要见“四大证”，包括“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此四大证是后世从《伤寒论》中白虎汤的证候总结而来，但是从张仲景的理论可见，白虎汤的辨证应用，并非“四大皆见”。

先说“大热”。白虎汤证未曾明确说必须见大热，白虎汤证甚至可不见“发热”，如《伤寒论》219条的三阳合病，则只字未提发热，更甚如《伤寒论》350条见“厥”冷。至于白虎加人参汤证亦非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甚至说“无大热”。按张仲景的理论，“大热”是专指热邪在表的发热（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无大热》一文），若见大热当属于白虎汤或白虎加人参汤证，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白虎汤证必须有“大热”。

再说“大汗”。在白虎汤证可见“自汗出”，但未强调必须见大汗，白虎加人参汤证虽说是“大汗出后”，但其证不当见大汗，由于白虎加人参汤证见津液耗伤，应见汗少甚至无汗。故此，《伤寒论》170条强调：“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这是由于白虎加人参汤证可见无汗，因此必须要以无“恶寒”的表证作鉴别。假若是由于内伤而中热所引起的暍病，则以“汗出”为特点。

关于“大渴”。白虎汤证并未见“口渴”一证，是因白虎汤证津伤较轻，若见口渴则当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而随着白虎加人参汤证的津伤程度加重，更可出现不同程度的口渴，如“大烦渴不解”、“口燥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等。

关于“脉洪大”。白虎汤证未见“脉洪大”，只见一般的“脉浮”，反映风热在表，亦可见脉滑，表明营血不虚，可用白虎汤而不用加人参，若见脉浮滑可代表“表热里寒”。至于“脉洪大”，虽然可见于白虎加人参汤证，但在《伤寒论》25条仍用桂枝汤的条文亦可见脉洪大，是在误用桂枝汤发汗之后，正邪交争在表激烈之象，因此“脉洪大”当理解为“非典型”的白虎加人参汤证。再者，在其余各条白虎加人参汤证之中，均无脉象描述，这是由于白虎加人参汤证的相兼病机甚多。如168条本身是表里俱热，或可见不同的表里脉象，169条见“背微恶寒”，反映下焦阳气偏虚，亦可见沉虚之脉，如此理解白虎加人参汤证，则无固定脉象可作诊断依据，必须诸证合参。

如此理解白虎汤证的辨证要点，并非可单凭“四大”以作诊断，而是要各种证候综合分析以辨别病机。从以上各条原文分析，除了白虎加人参汤证中必须见“口渴”以外，其余各种证候均非必然见证。例如，白虎汤证可见“自汗”，但在“脉滑而厥”的里有热证，抑或“脉浮滑”的表热里寒证，均未见自汗，可知张仲景在辨证时，是随着病情演变的不同阶段，辨别多种病机的兼夹，视乎病机的侧重，分清标本先后缓急而选方用药。由此可知，张仲景对于白虎汤的应用，并非“抓主证”，而是看到整体之后“抓主机”，针对核心病机灵活斟酌诊治。


3.张仲景运用白虎汤与后世温病学的异同


白虎汤是后世温病学中十分常用的方剂，主治“气分热盛证”，以本文对张仲景运用白虎汤的理解，可发现两者的异同。

例如，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上焦篇第7条说：“太阴温病，脉浮洪，舌黄，渴甚，大汗，面赤，恶热者，辛凉重剂白虎汤主之。”吴鞠通将白虎汤称为“辛凉重剂”，是与银翘散、桑菊饮作轻重比较而言，吴鞠通亦自注说，“邪在肺经气分也”，是指其病位在“卫气营血”中的气分而非卫表，邪热更深一层。可是，张仲景对于白虎汤及白虎加人参汤的理解，一般可包括风热在表，是表里三焦同病，故此，张仲景与温病学的理解之不同，在于有无邪气在表。

另外，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上篇第8条的白虎加人参汤证说：“太阴温病，脉浮大而芤，汗大出微喘，甚至鼻孔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散大者，急用之，倍人参。”从本条的描述，可知吴鞠通在白虎汤基础上加上人参，主要辨证在于脉象，若见虚脉则加用人参，其自注亦说，“人参固正阳，使阳能生阴，乃救化源欲绝之妙法也”。吴氏对白虎汤加人参的理解，主要在于正气亏虚。而张仲景对于白虎加人参汤的理解，除了下焦营血与津液亏虚之外，更重要的是认为“里有热”是造成下焦亏虚的原因，而以口渴为主要辨证特点。

由于吴鞠通与张仲景在白虎汤证有无“表”的认识上有别，故此，二人在白虎汤的方药使用上实有细微的差异。张仲景的白虎汤中用“炙甘草”，以配石膏辛凉宣散在表的风热邪气，亦治胃虚；吴鞠通则改用了“生甘草”，则以其清热解毒之性以助清热，而不能助石膏之味辛微寒以宣散表邪。故此，在方药功效上，两者的白虎汤当理解为两首不同的方剂。


六、结语

重新认识白虎加人参汤及其类方的本义，对于理解白虎汤在阳明病篇的定位，理解仲景学说的理论、阳明病与后世温病的关系，以及现代临床运用等均有重要意义。


黄芩汤原能解表

黄芩汤是治疗“太阳与少阳合病”的主方，可是现在主流对黄芩汤证的认识，均为其方与太阳无涉，而只治疗少阳。如《伤寒学》指出：“本条所谓‘太阳与少阳合病’，却并无太阳之证，方无太阳之药，是有合病之名，而无合病之实，乃因疾病中心偏于少阳，少阳邪热内迫阳明，以致胃肠功能失职，而见下利或呕吐，故云合病。”《伤寒论讲义》又说：“若循名责实，则无太阳之证，方无太阳之药，当以少阳火郁为主……本证病机为少阳郁火下迫阳明，大肠传化失常则下利；胃失和降，气机上逆则呕。”两者观点基本一致，若按上述解释，所谓的“偏于少阳”或“以少阳火郁为主”，其病机解释全无太阳，更甚之说成内迫阳明，实际上解释已经改变为“少阳与阳明合病”。

笔者不赞同上述观点。既然张仲景明确写明的是“太阳与少阳合病”，解释时却忽略太阳不提，反而解释成阳明，实有强解之嫌，果真如此，为何张仲景刻意写成“太阳与少阳合病”？此问题一直没有合理回答。诸《伤寒论》版本比较，均可证明“太阳与少阳合病”属错简机会甚低，如此面对解释不通的条文内容，即以随意更改原文的态度，实不足取。

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中指出了少阳病的病机特点是“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若以此观点解释黄芩汤证，问题即迎刃而解。


一、太阳少阳合病与太阳阳明合病“下利”的比较分析

黄芩汤证出自《伤寒论》172条的前半段：“太阳与少阳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黄芩汤证所治疗的“太阳与少阳合病”见“自下利”，这与《伤寒论》第32条之“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成明显对比，有必要进行比较分析。

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脾约》一文中指出：“太阳阳明合病的葛根汤证，当属典型的脾约证，是由于肺气不利而胃气盛实，因而约束了脾气散精的功能，故出现下利。”葛根汤治疗太阳伤寒表实证，病机特点是表气郁滞较重，因为“合病”胃气盛实，胃中产生的水谷精气随脾气上升却受到阻滞，故此只有从另一出路下行而出现下利。

反观太阳与少阳合病的黄芩汤证，同样有邪在太阳，但由于同时兼有少阳的“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虽然并非胃气盛实，但由于邪气在表，再加上热在上焦，同样使脾气散精上行受阻，因此出现下利。

因上焦有热而出现下利，这一点在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亦有类似情况。笔者在本书《葛根黄芩黄连汤并非表里同治》一文中指出，葛根芩连汤证的病机，病本在中上二焦，属肺胃热盛，逼津下行。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脾约》一文中亦指出，葛根芩连汤亦可属太阳阳明脾约证之列。由此可知，邪气在表而上焦有热亦是导致下利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太阳阳明合病与太阳少阳合病，在治法上有一点主要差异，在于“少阳不可发汗”。在《伤寒论》265条说：“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本条指出，在太阳病兼有少阳病的时候，不可用发汗解表，由于少阳本身正气偏虚，张仲景多次强调不发虚人之汗之说，而且热在上焦之时若用辛温则加重其热，因此，在太阳与少阳合病之时，切记不可发汗。相比较太阳阳明合病用葛根汤，葛根汤本身即属发汗之剂，从治法上而言，葛根汤单纯考虑解除表郁，而并无考虑阳明胃气盛实的问题，可理解为“先表后里”的治法。合病只要解除其中一方病机，下利即能自除，而由于阳明病并非正虚，并无“不可发汗”的禁忌，故此仍可以葛根汤发汗。但是，“太阳与少阳合病”则不可用“先表后里”的治法，而要采用他法一同治之，故此选用了黄芩汤。

那么，黄芩汤的组方配伍能否体现此一病机特点？答案是肯定的。


二、黄芩汤方药分析

黄芩汤中只有四药：“黄芩三两，芍药二两，甘草二两（炙），大枣十二枚（擘）。”这四药之中，有三药是桂枝汤中的药物，是桂枝汤去桂枝、生姜，减轻芍药剂量，再加上黄芩而成，若“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能归属于桂枝汤类方的话，则黄芩汤亦当属此例。以下分析这种桂枝汤加减法的目的。

方中用黄芩的目的十分明确，在于治疗上焦之热，是治疗少阳病的主药。《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芩，“味苦，平，无毒，治诸热”。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本草经》所载的黄芩是“苦平”而非现在理解的“苦寒”，这或许表示当时对药性的理解与现在有所不同，而以“苦平”的性味理论来解释黄芩所治的少阳之热，实际上更为合理。由于少阳病的上焦之热并非“实热”，而是客气上逆，是虚热上炎，并非感受外邪的热，而是因虚而内生客热，故此以其味苦能降能泄，使上焦之热得以下降，即能达到目的。由于黄芩此一独特之性，使之成为少阳病诸方中十分常用之药，如小柴胡汤及其各种类方、半夏泻心汤及其类方等十多首方，均以黄芩为要药，以治少阳病的“虚热上炎”核心病机。

方中去桂枝、生姜的目的，是“少阳不可发汗”。桂枝与生姜在桂枝汤中均为“阳药”，性味辛温，是以宣散卫气为目的，桂枝重点宣散上焦卫气，生姜则偏于中焦，两药共同宣散中上二焦阳气。由于病在少阳不可发汗，因此要去除桂枝汤中辛温发散之药，去之则不助上焦之热。

方中用芍药的目的，在于通降营血。笔者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指出，张仲景所用芍药当为赤芍，并无补益之功，其目的在于通降营血。在《神农本草经》中芍药的性味是“苦平”，与黄芩相同，芍药所针对的功效是通降营血，使胃中所生的营气通降到下焦。黄芩汤中的芍药剂量较桂枝汤减轻一两，反映少阳病本身胃气偏弱。《伤寒论》280条说：“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太阴病若见大便利，则当减少芍药剂量，是由于芍药的味苦能伤胃气，故此在少阳病中，虽然未至于到太阴病的程度，但是由于“太阳与少阳合病”本身已经见下利，则再减芍药用量。

全方四药，黄芩配芍药，两药均为苦平，前者清上焦之热使热得降，后者重在通降中下二焦之营血，两药共奏清上而通下之功。炙甘草以补胃气，补少阳之胃虚，大枣补脾气，助脾气散精，加之上两味药，四药共奏清上通下而补中之功。

值得注意，本方实为另一种类似桂枝汤的配伍方式，以使营卫调和。笔者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对桂枝汤的方义进行重新解释，指出，桂枝汤的发汗之力，实际上是“啜热稀粥”与“温覆”等方后注的结果。从桂枝汤的方药组成而言，桂枝主要作用在上焦、芍药作用在中下，单凭本方药物的力量不足以达表而发汗……桂枝汤若单以其方药组成来看，是通过“非发汗”的方法，即通过调和脾胃营卫，使三焦通畅、阴阳调和而解表。反观黄芩汤，虽然黄芩汤中没有桂枝、生姜，并非能宣通上焦卫气，但是由于其证的病机矛盾，本身不可采用发汗解表之法，因此张仲景采取另一折衷办法，通过清除上焦之热，亦可使上焦卫气宣通恢复正常。如此理解黄芩汤中的黄芩，相对于桂枝汤中的桂枝、生姜，广义来说黄芩汤亦可属于“调和营卫”之方，只是方中黄芩并非直接通卫气，而是通过“以清为补”，清热则卫气得通，全方配伍使营卫之气恢复，正气抗邪，使“合病”上焦之热得解，则下利自除。其邪在太阳亦能通过“非发汗”的解表方法而自愈。

黄芩汤与葛根芩连汤作比较，两者同用黄芩与甘草且剂量相同，目的在于清上焦热而补胃气。两方侧重有所不同，葛根芩连汤中重用葛根以升津止利，黄连治胃热，可知其方重在肺胃之热，因热盛中上二焦，使脾气不能上升，因而出现下利。黄芩汤中不用黄连，反映其证并非胃热，而是单纯热在上焦，而方中使用芍药，即考虑通降营气，是仍有邪在太阳，要调和营卫二气，方中用大枣以补脾气，属桂枝汤的配伍方式。


三、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的病机与方药分析

《伤寒论》172条后半段说：“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本条亦当与《伤寒论》33条作对比：“太阳与阳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葛根加半夏汤同样见“呕”，因此在前条葛根汤的基础上加半夏，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脾约》一文中指出：本条见不下利而呕，可知津液上有出路，因而无逼迫下利，反映脾气欲散精于上，可是上焦肺气仍有郁滞，因此需要以葛根汤解除表郁，同时以半夏、生姜的辛温走上以助脾气散精。反观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证，呕吐的原因，按太阳与少阳合病的病机特点，可有两种推测。一种可能性为上焦之热较轻，没有阻碍上焦卫气宣通与中焦的脾气散精，因此可出现呕吐。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正气偏虚较轻，虽然上焦有热而邪气在表，但是脾气意欲散精向上，因此出现呕吐。这两种可能之中，以后者较为合理，假若是上焦之热较轻，则当在黄芩汤的基础上减轻黄芩剂量，可是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的黄芩剂量依旧，说明并非其热较轻所致。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证当仍有“下利”。按原文中的表述方式是“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伤寒论》76条栀子豉汤条文：“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复颠倒，心中懊，栀子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本条同样出现“若呕者”，而栀子生姜豉汤的证候，当包括了前述的内容，而非单纯见呕则可用之。再看葛根加半夏汤的条文，明确地说，“不下利，但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则并没有说“不下利”，可知其证当仍有下利。另外，再参《金匮要略》十七篇11条，“干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本条同样运用此方，可证其方辨证时要两证并见，才足以诊断。这一点病机区别，亦与两种合病病机的差异有关，太阳阳明合病胃气不虚，只是脾气受到约束，因此出现下利，假若上焦郁滞较轻，脾气能散精向上，可不出现下利，可知下利与呕吐是对应关系。但在太阳少阳合病之中，由于本身胃气偏虚，如《伤寒论》280条说，“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胃气虚本身即是下利的原因，而黄芩加半夏生姜汤见呕吐的成因，是正虚较轻，可是上焦之热仍在，故此仍可见下利，只是或许有呕吐可使下利稍有缓减。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的方药分析。本方在黄芩汤的基础上，加上“半夏半升（洗），生姜一两半（切）”，方中用半夏的原因，如葛根加半夏汤中加半夏之意，在于降逆止呕。应指出，所谓半夏的“降逆”，并非指半夏能够通降，而是因为半夏的辛味能够助脾气散精，精气得升，因此呕吐得解。其“降逆”的意思如桂枝的“平冲降逆”一样，桂枝辛温上行并非能通降，而是因为桂枝能宣通气机，使气不上冲，故此说“降逆”，半夏的降逆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神农本草经》中半夏是“味辛，平，有毒”，而非现在理解的“辛温”，这对于本方配伍理解亦更为合理。由于黄芩汤证本有上焦之热，半夏性温则能助上焦之热，有所矛盾，而从“辛平”的角度理解，则只取其宣散之功而不助热，符合本方理论。本方中生姜的功效，在于助半夏辛性之“降逆止呕”，取《金匮要略》小半夏汤之意。

关于本方中生姜的剂量问题。方中生姜剂量较轻，用“一两半”，目的为何？另外，本方的生姜药后注说，“一方三两”，究竟本方的生姜剂量当为何者？本方减轻生姜剂量是由于增加了半夏，此为仲景常用方法。如在葛根汤中生姜本身用三两，但是到了葛根加半夏汤中，除了增加半夏以外，生姜剂量亦减轻为二两，可知张仲景增加了辛味更强的药物之后，即减轻另一辛味较弱的药物的剂量，成为助药配伍，这一点在桂枝汤与麻黄汤所用桂枝的剂量中亦有所体现。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中增加了生姜后，与前述黄芩汤中不用桂枝、生姜之意似乎有所矛盾，但用生姜反映胃气虚相对较轻，此时用轻量生姜亦不怕误汗。生姜之功集中在中焦，且其性味是“味辛而微温”，不像桂枝的功效集中在上焦而且性味“辛温”，在呕吐时顺应脾气散精之趋势而使用生姜半夏，则能帮助中焦精气向上焦宣通。因此，本方中虽然可用生姜，但是由于仍有胃虚的一面，不能像桂枝汤中用生姜三两，以防发散太过而助热，亦不能像葛根加半夏汤中胃气充实而用生姜二两，故此张仲景再减量用一两半，其义为胜。


四、进一步讨论

在明确了黄芩汤证的病机及方义后，再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1.太阳与少阳合病如何辨证


太阳与少阳合病的条文中，只见“下利”或“呕”，单凭这些实难辨别此属“太阳与少阳合病”，那么该如何辨证？故此一般教材上认为，黄芩汤证的下利当见“下利灼肛，或大便利而不爽，有热臭气，腹部疼痛”等后世归于痢疾、热痢的证候。但是，在《伤寒论》的各种下利证情中除了“下利不止”、“下利清谷”等描述以外，无更多下利的证情补充，这一种下利的辨证当属后世的扩大应用，并非仲景原意。再者，假若出现此等证情，当诊为“大肠湿热”，按《伤寒论》的辨证则选用白头翁汤，可知黄芩汤的下利辨证另有方法。

葛根汤所治疗的“太阳与阳明合病”，实际上亦面对同样问题，假若单纯见下利，实在未能立即判断为葛根汤证。其辨证方法，应理解为在太阳伤寒表实证用葛根汤的前提下，若见下利，则反映是“太阳阳明合病”，仍可用葛根汤治之。因此，其辨证方法，当以《伤寒论》31条的“太阳病，项背强，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为基础，再兼见有下利，则为“合病”的辨证要点。

如何理解太阳与少阳合病用黄芩汤。由于黄芩汤是在“桂枝汤”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因此当见各种“桂枝汤证”的证候，在此基础上兼有下利，则已经足够辨别为太阳与少阳合病。当然，若在此基础上兼有少阳病病机特点的证候，例如少阳病提纲证的“口苦、咽干、目眩”，则更能确诊为太阳与少阳合病。

太阳与少阳合病要与其他太阳与少阳并病的病情作鉴别。如《伤寒论》265条说：“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本条同样是有太阳证的“头痛发热”，但是见“脉弦细”，反映血虚而邪气已经入里，本条亦无下利，并非黄芩汤所对治之证。又如《伤寒论》266条的小柴胡汤证：“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本条同样是有太阳和少阳之证，但是非“合病”，其病属“柴胡证”，并非以黄芩汤治之。当然，在小柴胡汤中基本包含了黄芩汤中的药物组成（不用芍药），可理解为小柴胡汤属黄芩汤基础上化裁而来。关于小柴胡汤的机理，将在下篇讨论。


2.太阳与少阳的“合病”与“并病”区别


在《伤寒论》之中，除了“太阳与少阳合病”之外，另外有两条“太阳少阳并病”的条文，在病机上，合病与并病有何区别？

这可以参考太阳阳明合病与并病的关系。《伤寒论》中太阳与阳明合病可出现32条的“下利”、33条的“呕”，或36条的“喘而胸满”。在《伤寒论》48条提出了太阳与阳明“并病”的情况：“二阳并病，太阳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阳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假若是先病太阳、后病阳明，则属于并病，其证是先见太阳证，后见阳明证，可理解为从太阳传变为阳明，而太阳病证仍在则成为并病。如此理解，由于太阳与阳明并病，并非在一开首即见“胃气盛实”，因此并不出现“脾约”的表气与上焦郁滞问题，“并病”实即强调邪气逐渐入里，而邪气仍有在表的病情。

如此理解太阳与少阳并病，即是指先病太阳，后来逐渐传入少阳，而太阳之证仍在。由于两者并非同时存在，故此并不必然出现下利。随着少阳之证逐渐深入，可见不同的太阳与少阳证候。

《伤寒论》142条说：“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日谵语不止，当刺期门。”本条说的太阳少阳并病，即先从太阳而逐渐传入少阳，过程中仍见太阳证之“头项强痛”，或见少阳证之“眩冒”。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中指出，结胸与泻心汤证的痞证亦属于少阳病的范围，因此，“时如结胸”与“心下痞硬”亦是邪入少阳的证候。虽然兼有表证，但是少阳不可发汗，此时由于面对治疗矛盾，未至单纯结胸或泻心汤证而可用汤药治之，又非黄芩汤证见下利，因此，趁病情尚未进一步深入，以针刺法治疗。

《伤寒论》150条说：“太阳少阳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硬，下利不止，水浆不下，其人心烦。”本条同样是并病，但是却误用下法，其误治的成因，当如上述142条见“时如结胸”，误诊为结胸病而用下法。结果如《伤寒论》131条说，“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因此演变成结胸而见心下硬。但是结胸病本不当见“下利”，其下利的成因如黄芩汤证，由于表邪仍在，兼有胃虚而上焦有热，属上焦“闭郁”之证，故此见“水浆不下，其人心烦”。其病已经演变成结胸，因此不可单纯用黄芩汤治之。另因太阳之证仍在，又不可用大陷胸汤。面对此治疗矛盾，属难治之证，若论治法，或仍当以上述针刺法治之。

《伤寒论》171条说：“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本条见“心下硬”，即上述的结胸病，同时见“颈项强”，即太阳证仍在，“眩”是少阳病的典型证候，此条可理解为150条的补充，提醒太阳证仍在则不可下，仍以142条的针刺法治之。《伤寒论》205条说：“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本条说的“不可攻之”，是指大承气汤攻下而言，指阳明病过程中见心下硬满则当属于结胸，不可用大承气汤攻下。由于大陷胸汤证属少阳病，本身因胃虚而客气动膈，不能承受大承气汤的攻下再伤胃气，而大陷胸汤虽然亦属下法，但并非如大承气汤的“攻下”峻烈，因此，205条当以大陷胸汤治之。205条中提示“利遂不止者死”，反观150条见“下利不止”，可知其证因误下之后，胃气重伤，属危重之证，或许其病未有更好的治法，只说“利止者愈”，面对此治疗矛盾，张仲景亦无计可施，若下利能自止，或仍有一线生机。


3.太阳与少阳合病是否属于“脾约”


太阳与阳明合病的下利属于“脾约”之证，那么太阳与少阳合病是否亦可称为“脾约”？

张仲景对于“脾约”的定义，《伤寒论》179条说：“太阳阳明者，脾约是也；正阳阳明者，胃家实是也。”脾约可理解为阳明病的另一种类型，是胃气充实而同时邪在太阳的一种类型，因此被称为“脾约”的下利，则必须是胃气不虚，而非在《伤寒论》中各种下利均可称为“脾约”。

太阳与少阳合病的下利，与少阳病“胃虚而虚热上炎”的病机特点有关，虽然其脾气散精的功能亦有受到约束，但是其下利的成因仍有“胃虚”且“上焦有热”，而非单纯“脾气受到约束”所致，故此不属于“脾约”。当然，假若以更广义的现代对于“脾约”的理解，如麻子仁丸证所说的“其脾为约”，其证的便结是由于胃虚所致，津液不足以供脾气宣散，故出现脾约。那么，如果麻子仁丸证可属脾约，则黄芩汤证亦可属脾约之列。


4.“阳明少阳合病”的下利机理


在《伤寒论》另有一条条文论述“阳明少阳合病”而见“下利”，在此尝试一并讨论。

《伤寒论》256条说：“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为顺也。负者，失也，互相克贼，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本条一开首说的“阳明少阳合病，必下利”，从本文黄芩汤证以及葛根汤证的机理进行理解，典型的阳明病机是指胃实热证，即胃气充实、正邪交争激烈，而少阳则是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阳明是胃实，而少阳则是胃虚，由此观之似乎有所冲突，但实际上阳明的概念更为广泛。阳明可包括胃虚之证，而少阳亦可为三焦的正虚之证，少阳的病机侧重在上焦之热，这条既然说“阳明少阳合病”，就既不是典型的阳明、又不是典型的少阳，是两者相兼之证，即“太阳阳明”与“少阳阳明”并非典型阳明病之意。由此理解“阳明少阳合病”，则当为中上二焦之热证，实际上即类似于葛根芩连汤证的病机，因中上二焦之热，阻碍脾气散精而见下利。

本条中段的文字，从脉象解释病情的顺逆。本条的脉象解释，在仲景书中甚少出现，难以作准确说明，在此尝试作一推测。在《伤寒论》尚有一处类似文字，第362说：“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金匮要略》十七篇26条亦有相同文字）。”本条说“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一般理解为“少阴即太溪脉，趺阳即冲阳脉，少阴负扶阳，即太溪脉小于趺阳脉”，由于少阴脉诊候肾气，趺阳脉诊候胃气，若少阴小于趺阳，即反映胃气仍然充实，故为顺，若少阴脉大于趺阳脉，则反映虚热上浮，是阴盛格阳的征象，故当为失也。另按《伤寒论》186条说，“伤寒三日，阳明脉大”，而271条说，“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少阳脉是以脉小为欲愈脉，若以此理解256条的“其脉不负者，为顺也”，似乎意指阳明脉大于少阳脉则为顺，相反，假若少阳脉大于阳明脉，反映少阳病虚热上炎太过，胃气虚弱，则属于“互相克贼”，故为负也，属难治之证。本条中段部分，目的在于说明两种负与不负的脉象情况，以判断病情的顺逆，但为何在这时需要如此判断？这是由于“阳明少阳合病”，本身病机矛盾，属难治之证。如《伤寒论》210条说：“夫实则谵语……直视谵语，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阳明病见谵语而下利属死证，故此要辨别这种下利是死证与否，以考虑是否需要治疗。

本条的最后一句，是以脉象判断是否有宿食。本条在阳明少阳合病的前提下，若见“脉滑数”则可判断为“有宿食”，可用大承气汤治之。《金匮要略》第十篇第22条说：“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这里同样是脉滑数，这条进一步强调“实也”。《伤寒论》第105条说：“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阳明少阳合病的特点为下利，但是下利可以是因虚所致，而105条说，“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是指若因虚而致的下利，脉象应该见虚脉，但假若脉象“反和”，实际上“脉滑数”即可理解为“和脉”，反映里气充实，正邪交争激烈，即阳明病“胃家实”的意思，故此可诊断为有宿食，可用大承气汤治之。

《伤寒论》第256条以大承气汤治疗，是指“阳明少阳合病”而正气充实、已有宿食时才可治之，而非单纯“阳明少阳合病”而下利即可考虑用大承气汤。本条示人以脉象判断正气充实与否，是张仲景平脉辨证的示范。


5.黄芩汤误治的条文


在《伤寒论》厥阴病篇中，有一条条文是误用黄芩汤的证情。即第333条：“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该条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清热的方剂甚多，为何这处特别强调误用“黄芩汤”？

误用黄芩汤的原因，是由于“下利”。《伤寒论》366条说：“下利，脉沉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阳，下虚故也。”本条两次强调“下利”，而见“脉沉而迟”，同样在厥阴病篇，当是指333条的证情。误用黄芩汤的原因，是由于见“下利”而且“身有微热”，即误以为是太阳病的发热，见“面赤”误以为是表气郁滞，最后误诊为“太阳与少阳合病”，误用黄芩汤。当然，这是由于不懂辨证，又对脉象分析不够仔细所致。

进一步说，333条一开始先是“伤寒”，是指在太阳伤寒的过程中见“脉迟”，脉迟属寒本属简单的常识，为何会误用黄芩汤？参《伤寒论》195条：“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本条是脉迟同时兼有“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伤寒论》191条说：“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濈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食难用饱”的原因是胃虚，大便见初硬后溏，“后溏”亦接近于黄芩汤证的“下利”，而195条的“烦”与“头眩”本身均为少阳病的见证，由此可理解195条的“脉迟”是反映胃气虚冷，而且有轻微虚热上炎之象。此证亦容易误诊为黄芩汤证。再进一步说，195条为何强调“虽下之，腹满如故”？是由于在《伤寒论》208条之中说：“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此并非见脉迟即不可以清热，在本条中明确地说脉迟而见有潮热，反映燥屎已成，可用大承气汤治之。故此见“脉迟”仍然有清热攻下的可能，要仔细辨证，以防见“下利”即想到用黄芩汤的简单思想，必须脉证合参，见病知源。

本条除了示人“除中”的辨别外，更在于告戒若后世，下焦阳虚寒盛之证而误用黄芩汤亦可变成死证。虽然黄芩汤并非猛烈之方，但是若在这种虚证上误用黄芩汤，亦可导致死亡。张仲景在此特别以黄芩汤做出告戒，以示后世小心辨证，注意误诊带来的后果。


6.阳明病接近太阳伤寒、少阳病接近太阳中风


如上所论，葛根汤与黄芩汤的辨证关系，葛根汤属于太阳伤寒，桂枝汤则属于太阳中风，而黄芩汤则属于桂枝汤化裁。因此可推论：太阳病之中的两大类型“中风”与“伤寒”，两者均有特定的传变方式，太阳中风较为容易传变为少阳病，而太阳伤寒较为容易传变为阳明病。

先说太阳伤寒与阳明病的关系。如太阳与阳明合病的三个方证中，分别是32条的葛根汤、33条的葛根加半夏汤与36条的麻黄汤，三方按现代的分类来看均属于太阳伤寒表实证，是表气郁滞较重所致。由此可理解，太阳伤寒的表气郁滞较重，是由于素体胃气充实，在感受寒邪之后，正邪交争较为激烈，因此抗邪于外而致。

再看太阳中风与少阳病的关系。太阳与少阳合病用黄芩汤，是以桂枝汤作为基础方，除此之外，在小柴胡汤类方之中的柴胡桂枝汤，亦可理解为太阳中风而兼有少阳柴胡证的方剂，而即使在小柴胡汤的加减法中，亦有“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覆微汗愈”的加桂枝治疗轻微表邪之法。由此观之，小柴胡汤在同时考虑去表邪的时候以桂枝汤作为合方，而并不考虑以伤寒表实证的麻黄汤作为合方，这是由于少阳病本身是正气偏虚，而桂枝汤证即对治“阳浮而阴弱”之证，桂枝汤证并非单纯发汗而解除表郁之剂，而是通过补益脾胃、通行营卫，而达到解表之功。

桂枝汤与麻黄汤两者比较，桂枝汤可理解为相对有补益作用，是“通补兼施”，麻黄汤则“通而无补”。由此理解太阳中风证与太阳伤寒证的关系，可知太阳伤寒本身并无偏虚，是正气强实，因此，太阳伤寒进一步传变入里，走向阳明病的胃家实，至于太阳中风证则本身有偏虚的一面，只是其虚较轻，故此当太阳中风的偏虚更进一步，则较为接近少阳病“胃虚而虚热上炎”的病机特点。

当然，上述伤寒与中风在阳明病与少阳病的关系，主要是指其典型的演变关系，实际上在《伤寒论》三阳病篇中的传变是千变万化的。例如，《伤寒论》第38条之太阳中风，可转化为太阳伤寒的大青龙汤证。48条本是太阳病，没有分中风抑或伤寒，因发汗不彻而转属阳明。实际上，由于中风与伤寒之间亦可以转化，风与寒两者常相兼为病，真实临床上的传变是千变万化的。“阳明病较为接近太阳伤寒、少阳病较为接近太阳中风”的关系，当理解为典型的病机特点，如此则能知常达变，举一反三，明白多种病证的传变关系。


五、结语

明确“太阳与少阳合病”的机理，以及黄芩汤与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的方义，对于理解合病、并病的关系，少阳病的来路均有重要意义，替少阳病的证治理论补充了重要一环。


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

现在对于小柴胡汤，一般认为其方在于“和解少阳，条达枢机”，是少阳病“本证”的主方。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中对少阳病的诸种概念深入讨论，指出小柴胡汤在张仲景而言不属于“和”法，“枢机”的说法本身亦模糊不清，小柴胡汤证本属于“非典型”的少阳病，少阳病的核心病机为“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小柴胡汤证是在这一基础上兼有其他病机。因此，本文欲进一步对小柴胡汤证进行深入研究，以明确小柴胡汤证的本意。


一、小柴胡汤证的病位认识

一般认为，小柴胡汤治疗“半表半里”证，关于“半表半里”的问题，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与《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等文中已有深入讨论。简言之，“半表半里”并非“一个”表里之间的部位，而是“半在里、半在外”，是“表里”同时存在的“两个”部位。


1.小柴胡汤证一般兼有邪在“太阳”


在《伤寒论》中小柴胡汤的条文共有十多条，其中不少条文均明确指出，小柴胡汤证是仍有邪气在太阳。最明确的如少阳病篇266条：“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与小柴胡汤。”本条明确说明了太阳病“不解”而转入少阳，即属“太阳少阳并病”。另在148条亦有明确提示小柴胡汤证仍有邪在太阳的病位：“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可与小柴胡汤。”本条一开首即说“伤寒五六日”，是外感病初起过了一段时间，见“头汗出”与“微恶寒”，张仲景自注说“必有表”，即指邪气仍在太阳。

小柴胡汤治疗“太阳少阳并病”，在许多条文中皆有明示。如37条说：“太阳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这条中段说“胸满胁痛”用小柴胡汤，实际上本条必须要与前一段连读，先是太阳病，假若见“脉浮细而嗜卧”则为病解，假如见“脉浮细”而胸满胁痛则属小柴胡汤证，即表证仍在而邪气入里，假若单纯脉浮而无细脉则用麻黄汤。又如《伤寒论》96条的小柴胡汤证，一开首即说“伤寒五六日，中风”，99条亦说“伤寒四五日”，100条开首亦说“伤寒”，而144条的热入血室用小柴胡汤，一开首亦说“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金匮要略》第二十二篇第1条有相同文字）。用小柴胡汤，亦是先因“中风”，后来到了经水刚断的时候才得寒热，可知其病亦有先从太阳的外感来路。

当然，并非所有小柴胡汤证都必须仍有邪气在表。如在阳明病篇的229条、230条以及厥阴病篇379条的小柴胡汤证，即不包含表证。由此可知，小柴胡汤所治疗的对象，邪气在表并非关键的病位，而是由于小柴胡汤的特殊机理，即使有表证仍可以同时兼治。此如后世对桂枝汤在临床灵活使用的理解：“有表证可以用，无表证亦可以用。”


2.小柴胡汤的病位重点在“下焦”


小柴胡汤证的“里”是指邪气在“下焦”。如上述引文148条的“半在里半在外”，又说，“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指出，张仲景的“里”并非“非表即里”的概念，“里”是专指“下焦”而言，这里说的“脉沉”亦正好反映病位在下焦。另外，《伤寒论》97条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这里明确指出，邪气从外而入后，停留在“胁下”部位，两胁满或痛是小柴胡汤证的特有见证。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肝与三焦关系》一文中指出，两胁、胁下是肝在体表的反映部位，而肝在下焦、主藏营血，由于肝血偏虚，继而邪气入侵，符合本条“血弱、气尽”的发病机理。另外，如《伤寒论》144条，小柴胡汤能治疗“热入血室，其血必结”的病证，即指下焦的营血因邪气侵入而与之相结，故此小柴胡汤能治下焦邪气与血相结之证。再看《金匮要略》第二十一篇第2条，产后病因“血虚下厥……亡阴血虚”，继而“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可知小柴胡汤证的邪在下焦，是由于本有血虚，“血虚而邪在下焦”是小柴胡汤证的核心病机。

因此，在《伤寒论》230条说的小柴胡汤机理，“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其中的“津液得下”，即是小柴胡汤能通降中下二焦，使胃中津液营气能够通往下焦，以治疗下焦之病。


二、小柴胡汤证的病机——《伤寒论》第97条的详解

小柴胡汤证的病机解释，在《伤寒论》中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张仲景在97条中自注说明其机理，这是在其他经方之中甚为少见的。大部分方证的病机，张仲景都没有明说，要我们通过证候分析，抑或以方测证等方法去理解，可是唯独97条进行了详细说明，或许反映张仲景认为小柴胡汤证的机理较为复杂，以免读者有所误解，因此特作解释。另外，因小柴胡汤所能治疗的病证十分广泛，《伤寒论》中有十多条小柴胡汤条文可证，并不如其他经方多在“一方一条”，因此直接说明其方义实有必要。故此，下文不采取过往其他研究中的分析手法，即从“证候”分析“病机”的方法，而直接从97条的原文解释入手。

《伤寒论》97条说：“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嘿嘿不欲饮食，藏府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一云脏腑相违，其病必下，胁鬲（膈）中痛]，小柴胡汤主之。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本条是对96条小柴胡汤“四大证”病机的解释，包括“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以下将本条经文分数段论述。


1.血弱气尽，腠理开


本句指出了小柴胡汤证邪气入里的成因。“血弱”之意，参95条为“营弱卫强”，由于“营气”是“血”生成的根本，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营卫理论》一文中指出，营气生于中焦之后，继而化生成血，藏于下焦。因此，桂枝汤证的“营弱”是因为中焦的营气化生偏弱，而小柴胡汤证的“血弱”则是更重一层，可理解为“营”与“血”皆虚，是中下二焦偏虚之证。另外，《伤寒论》中多次提出“亡血”一词，显然“血弱”较“亡血”的血虚为轻。

至于“气尽”的理解，“气尽”指“卫气耗尽”，不能抗邪于外，与上述“卫强”相对，因此有邪气入侵之意。“尽”的意思，《说文解字》中说，“尽，器中空也”。《伤寒论》12条桂枝汤证方后注说，“不必尽剂……半日许令三服尽……服一剂尽”，又如《金匮要略》第十篇第17条大乌头煎的方后注说，“煎令水气尽”，可知“尽”指“全部”、“消耗”之意。另参《伤寒论》第8条，“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能够自愈的原因，这里解释为“行其经尽”，即指卫气走遍体表的经络，因此能抗邪自愈，反过来看，若体表的卫气耗尽，则卫外失守，是故邪气因入。

最后，“腠理开”是由于营血与卫气皆虚所致，参《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腠者，是三焦通会元真之处，为血气所注，理者，是皮肤脏腑之文理也”，可知腠理是气血在体表的通道，反映内在脏腑的盛衰，因此若营卫气血不足，则腠理的卫外功能失守，邪气入内。


2.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


本句表述了小柴胡汤证邪气入里的结果。96条一开始说明“伤寒五六日，中风”，本证一开始先是太阳病“伤寒”，后来到五六日以后再感受风邪，即是风与寒两种邪气同时兼夹发病，可是因为“血弱气尽，腠理开”，才使邪气入里到下焦。

“正气”是相对于“邪气”而言，参《金匮要略》第五篇第2条：“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这里即强调正邪的相对性。张仲景使用“相搏”一词，即指“正邪交争”的意思。下焦的气血即属“正气”，虽然下焦营血偏虚，但仍能抗邪，因此与邪气交争。

“结”即“留止”的意思。参《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说：“脉数者，久数不止，止则邪结，正气不能复，正气却结于脏。”由于邪气与下焦营血相搏，但是因血虚而未能抗邪，因此邪气留止，“胁下”即是其体表的部位反映，故小柴胡汤证见“胁下满”或“胁痛”。


3.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


这一句解释“往来寒热”的机理。这句一般解释为：“正邪分争，进退于表里之间，正胜则发热，邪胜则恶寒，邪正交争，互有胜负，故呈现寒去热来，寒热交替。”此说虽然亦合理，但略显不够细致。为何会有进退？何时才出现正胜或邪胜？而且这里没有解释“分争”中“分”的意思。

“分争”的“分”指的是“分开”，如《伤寒论》的方后注常说的“分温三服”，这里的“分争”即是指邪气与正气分开两边亢争。由于小柴胡汤证的病位同时在“表”与“下焦”，因此若正气能抗邪，卫气较盛的时候，则可见太阳的“发热”，但是假若正气不能抗邪，邪气在里，风寒邪气在营血则见恶寒。这一种“恶寒”即属于“虚”的表现，如《伤寒论》68条说：“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这里的恶寒实际上即小柴胡汤证“往来寒热”的恶寒机理，发汗后邪气入里，营血偏虚不能随卫气出表卫外，因而出现恶寒。

小柴胡汤证的“往来寒热”，即“发热”与“恶寒”交替，因正气能抗邪则见太阳发热，正气不能抗邪则邪气入里而恶寒。至于“休作有时”的原因，正如六经“欲解时”的道理，随着太阳与少阳的欲解时，即上午与中午的时间，人体正气随着自然界的阳气逐渐旺盛，因而能够抗邪而见太阳之证，而在其余时间则多见恶寒。也可能因身体正气短暂恢复能抗邪则见发热，正气抗邪后又因卫气耗尽而出现邪气入里而恶寒。正气强弱又多与妇人经水有关，此后文再议。


4.嘿嘿不欲饮食，藏府相连


本句解释“不欲饮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胃虚”所致，另外亦与下焦虚而邪气在里有关。在《伤寒论》中“不能食”是“胃中虚寒”所致，如191条说，“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可是要注意，“不能食”与本条的“不欲饮食”稍有不同，不“欲”饮食并非不“能”，即仍能饮食但是不喜欢，如小柴胡汤证见“喜呕”相似，是言其喜恶，可知其胃虚相对阳明的胃中虚寒较轻。再参《伤寒论》339条：“伤寒热少微厥，指头寒，嘿嘿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胁烦满者，其后必便血。”本条证情相似见而“嘿嘿不欲食”，是由于“厥”而有热，厥是由于下焦血虚，营卫不通所致。再参332条：“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由于下焦血虚而营卫不通，导致胃气亦虚，因而不能食，这是一种不能食但又未至于“除中”的发热，即知胃气仍在，胃气不甚虚，是故出现不能食。

上述条文均指出了不能“食”的原因，至于不欲“饮”则属于胃虚而水停上焦。《金匮要略》第十二篇第3条说：“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不欲饮实即上焦水停之证，张仲景多称为“不渴”，如《伤寒论》73条，“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五苓散证属水停热郁在胃》一文中指出，茯苓甘草汤证出现“不渴”，是因为水停上焦心下所致，因此反观小柴胡汤证的“不欲饮食”，则是由于中下二焦偏虚，消谷减弱，由于胃虚水气不升，因此使水停中上二焦而出现不欲饮。

至于本句之中的“藏府相连”，是对这一病机的进一步解释。虽然脏腑有五脏六腑的不同，但是张仲景所说的脏腑有时专指某脏某腑。如《伤寒论》129条说：“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藏结。”167条又说：“病胁下素有痞，连在脐旁，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这里的脏是专指下焦肝肾而言，并不包括上焦心肺与中焦脾脏。另外，《金匮要略》第二十二篇第8条说：“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血寒积结……在上呕吐涎唾……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两胁疼痛，与脏相连。”本条可理解为脏腑相连的详细阐述，同样是由于下焦血虚，因而感受寒邪，类似于小柴胡汤的病机，而本条解释呕吐的成因是“形体损分”，“在中盘结”。“在中”即指中焦胃，而后面见“两胁疼痛”，即是邪气进入下焦肝血之象，因此说“与脏相连”，故此“藏府相连”在此即专指中焦“胃”与下焦“肝肾”相连的意思，与上述“嘿嘿不欲饮食”的中下二焦偏虚病机吻合。

进一步讨论，为何下焦肝肾代表“脏”？这是因为下焦是藏营血、藏精气之所，若下焦气血亏虚则中上焦肺心脾亦虚，故此以下焦为“脏”的代表，是五脏之中最为“收藏”的部位。那么，为何以“胃”作为“腑”的代表？这亦反映了张仲景重视胃气的思想，由于胃是六腑之中负责腐熟水谷、化生精气之腑，即是所谓“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故此胃在六腑之中具有代表地位。


5.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在现代的解释并不合理。如有说：“从部位而言，胆与两胁部位较高，邪从少阳而来，故云邪高，腹痛部位偏下，故称痛下。”又说：“脾络损伤而腹痛，胃失和降而呕，肝胆位高，脾胃位低，故云‘邪高痛下，故使呕也’。”这种把肝胆解释为“位高”，而脾胃为“位低”的说法，明显不符合经典的脏腑理论。脾胃属中焦，而肝属于下焦，怎么能够倒转解释？即使从现代解剖学的理解，亦不见得“胆”的位置比“胃”要高，这里出现了偷换概念，直接将解剖学的“肝”等同于“胆”，又将西医学的“肝”等同于中医学的“肝”。再者，“痛下”的意思为何？这里尝试解释为“腹痛”部位“在下”，但是纵观各条小柴胡汤证，只有在小柴胡汤加减法出现腹痛，可知腹痛属或然证而非必然证，如此解释“痛下”则并不合理。97条中此句的目的在于解释96条开首的四大证，而不在解释加减法。而且，“其痛必下”一句的“下”当属于动词，是指“痛往下行”，显然并非指“腹痛欲理解本句的含义要按上述小柴胡汤的病位作理解。

小柴胡汤是邪气同时在表与下焦里，邪气因入即是指邪气从表直接进入下焦，因此是邪气下行。这里所说的“痛”当指“头痛”，“头痛”是太阳病的典型证候，除了太阳病提纲强调头痛外，在《伤寒论》第8条亦说“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也是以“头痛”作为太阳病的代表证候。由于头部属于人体最高之位，以头痛作为太阳的病位代表，反映小柴胡汤证的邪气是先从太阳的最高位，一直下入到下焦的低位，故说“其痛必下，邪高痛下”。另看《灵枢·针解》说：“夫气之在脉也，邪气在上者，言邪气之中人也高，故邪气在上者；浊气在中者，言水谷皆入于胃，其精气上注于肺，浊溜于肠胃。”这里也指出了，邪气中人之上部可称为“高”，而浊气在“中”即是指中焦胃而言，由此理解小柴胡汤证的“呕”，是指由于邪气从太阳高位而下至中焦胃，同时又因小柴胡汤证的中下二焦偏虚，胃气虽然偏虚但不甚虚，营卫从中焦宣发到上焦受阻，结果出现呕吐。


6.一云脏腑相违，其病必下，胁鬲（膈）中痛


顺带讨论宋版《伤寒论》中的这一句“校文”。这一种“一云”的小字注文，是当时林亿校对《伤寒论》时，参考别本文句有所不同，仍然保留以供后世参考。当然，本句既然属于小字校文，可知林亿等人认为本句相较原文的可信性较为次等。张仲景自己写成一书，按理不应该出现两种字句，这种文字当是后世抄传的过程中，因某些文字含义解释不通，而被修改所致。

本句的“脏腑相违”是对应于“脏腑相连”，而“相违”的含义更加不清，“相连”则在上述《金匮要略》引文中有相关例证。“其病必下”是相对于“其痛必下”，改“痛”为“病”字，虽然用“病”作解释亦通，但按上述解释“痛”的意义更深一层。“胁鬲（膈）中痛”并无其他原文例证，而从96条内容来看，并未有“胁痛”或“膈痛”的证候，而参《伤寒论》134条大陷胸汤证出现“膈内拒痛”，这当属大陷胸汤证心下硬痛的病机解释，如此理解，小柴胡汤证不当见“膈痛”一证，因此本句不应属于小柴胡汤证。


7.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


对于这条的解释，过往多认为“渴”即是“转属”阳明，实际上这处的“属”并非“传变”为阳明病之意，而是指其证与“阳明”有关，亦可属于阳明病范围。假如单纯以96条的证候加上“渴”，未能符合《伤寒论》182条的阳明外证，并非典型的“阳明病”。“口渴”一证是津液不足的反映，假如服用小柴胡汤之后出现津液不足，本身在小柴胡汤证的方后注中亦有以“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的加减法，可知单纯出现渴并不可以说是完全演变为阳明病。《伤寒论》179条说：“少阳阳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其中“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阳明的特点，“烦”则是少阳的特点，由此理解，本句说的“渴者属阳明”，即是指服小柴胡汤后出现津液亏虚、胃中干燥，因此演变为少阳阳明并病，故此说“属”阳明，要考虑兼用阳明之法治之。


8.关于胸满、心烦的病机


《伤寒论》97条的解释之中，并未有解释“胸胁苦满”之中的“胸满”以及“心烦喜呕”中的“心烦”。胸满与心烦均属上焦之证，笔者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指出，桂枝去芍药汤中的“胸满”，是由于“上焦营血不足、邪气入内”所致，而小柴胡汤证由于下焦营血偏虚而邪气停滞，上焦营卫宣发亦不足，故此出现胸满。

至于“心烦”，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中指出，少阳病的病机是“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按少阳阳明的特点分析，“心烦”是少阳病中另一重要见证，小柴胡汤证中出现心烦，是因三焦偏虚而虚热上炎所致。由于此两证的病机解释并不特殊，故此本条之中略而不提。


9.《伤寒论》第97条小柴胡汤证病机小结


综合97条小柴胡汤证的病机，可分为正邪两方面。从正气的角度，先因下焦营血偏虚，导致中焦营卫之气亦虚，继而使上焦的营卫宣散不足，最后出现卫气不足而卫外不固，实即三焦的营卫气血不通。从邪气的角度，由于邪气先从表而入，深入中下二焦，但同时有邪气仍留在表，与正气抗争。除了这正邪两方面以外，小柴胡汤证还有少阳病的病机特点，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这种虚热上炎在张仲景而言称为“客气”，是与外来邪气不同的内生邪气（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客气》一文）。因此，小柴胡汤证可谓“表里三焦同病”，而其中以邪在下焦营血为小柴胡汤证的核心。


三、小柴胡汤方义

小柴胡汤共有七味药，方以柴胡命名，可知柴胡为方中主药无疑。先说柴胡的功效，一般认为柴胡“气质轻清，能助胆气之升发，疏散胆火之郁滞……郁于半表者得以外疏”。这种认为用柴胡的目的在于“升散”的提法，属于后世的理论，明显不符合张仲景在小柴胡汤中的原意。

柴胡的性味苦平，能降能泄。《神农本草经》中的柴胡条目这样说：“味苦，平，无毒。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服轻身，明目，益精。”《神农本草经》载柴胡性味“苦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味苦“能泄能降”是中医理论一贯的认识，而不少经方中的配伍亦常为“辛开苦降”，小柴胡汤亦属于辛开苦降之剂。然则，为何柴胡无辛味，却认为柴胡能升？而且，柴胡“质轻”，但柴胡药用部位在根而不在叶，且小柴胡汤中柴胡剂量为八两，按一两等于15.625g折算即为125g，如此重剂如何仍称为“质轻”？可知此说并不合理。

柴胡之性通降下行，从《神农本草经》中所说的功效可证。在《神农本草经》之中明确指出能“推陈致新”的药物只有三种，一为“消石”，二为“大黄”，三为“柴胡”，前两药均为“泻下通便”之药。“消石”条说：“一名芒硝。味苦，寒，无毒。主治五脏积热，胃胀闭，涤去蓄结饮食，推陈致新，除邪气。”大黄条说：“味苦，寒，无毒。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而柴胡条则说：“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三药均能通下便结、宿食，“推陈致新”即是通下便结的意思。由此理解柴胡实属通下之药，只是柴胡的攻下之力相对前两药较弱，柴胡性味“苦平”而其余两药则是“苦寒”，在药性上有所差异。柴胡能通下，这在大柴胡汤中亦得到助证。《伤寒论》103条说：“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金匮要略》十篇12条又说：“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大柴胡汤能通下便结，是因柴胡配伍枳实、赤芍等药则能下。小柴胡汤中柴胡的主要作用不在通便（但亦能助通便，参148条，用小柴胡汤亦治大便硬），而是在于通降中下二焦之气，疏解下焦之邪气与营血之结，使下焦营血得通，对治小柴胡汤证中的核心病机，故此以柴胡名方。

过去所说的柴胡“升散”之意，并非柴胡的药性上行，而是指其治疗结果。例如，说桂枝能够平冲降逆、生姜能够降逆止呕，均非指两药能下行通降，而是指其辛散上行的功效，使阳气得通以后则上逆得降，“降”是指最后的结果而言。因此，柴胡的“升散”之说，实际上亦是指柴胡通降的功效，使下焦营血郁滞得解，因而下焦的气血能上行，故此能治疗少阳病因气血偏虚而导致的上部的咽干、头晕目眩之证，“升”是最后的治疗结果。

方中用黄芩、生姜、大枣、甘草与半夏，与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之意相近，是由于仍有邪气在表，又有胃虚而上焦有热所致。笔者在本书《黄芩汤原能解表》一文中论述，黄芩清上焦之热，生姜配半夏以宣散脾胃之气、助脾气散精，甘草补胃气，大枣补脾气，共奏清上而补中之功。至于小柴胡汤中没有用黄芩汤中的芍药，是由于小柴胡汤证具有胃虚与中下二焦营血偏虚，因此不再用芍药通降营气，以防伤正。更主要的是，上文论述小柴胡汤证出现胸满的原因是上焦营血偏虚，正如桂枝去芍药汤之意，因此要去芍药。

最后剩下人参一药，目的在于补益下焦营气津液。笔者在本书《白虎加人参汤证属表里三焦热盛》一文中论述，白虎加人参汤中加人参的目的在于补下焦的营气与津液，而小柴胡汤证中具有下焦营血偏虚的病机特点，才使邪气因入，因此补益下焦营血，以治其正虚之本，助正气抗邪。

全方七药，柴胡通降下焦营气，配上黄芩清上焦之热，两药均味苦能降，前者在中下二焦，后者在上焦；生姜与半夏味辛能散中焦脾胃之气、宣散营卫；配上人参、甘草、大枣补脾胃与下焦营血。全方共奏苦降辛开而补中下之功，能通下清上而补虚，以治疗小柴胡汤证的病机。


四、小柴胡汤的“解表”机理

小柴胡汤没有发汗之药，为何能够“解表”？这与桂枝汤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于“调和营卫”而使表解。在本书《桂枝汤“非发汗”解表机理》一文中指出，桂枝汤除了通过发汗解表外，还有“非发汗”的途径，即通过调和脾胃营卫，使三焦通畅、阴阳调和而解表，小柴胡汤的解表亦属此一机理。由于“少阳不可发汗”，张仲景不发虚人之汗，在这种下焦营血偏虚而兼表的证情上，不可用发汗解表，因此张仲景采取了小柴胡汤的特殊组方。《伤寒论》230条说：“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此即张仲景自注的小柴胡汤机理，方中黄芩清上焦之热，配以生姜、半夏、甘草、大枣，补益且宣散营卫，使“上焦得通”。方中用柴胡的目的在于通降营血，配以人参补营血津液，使“津液得下”。由于上下二焦得通，营卫之气得复，再配以炙甘草补胃气，因此胃气自和。三焦营卫通畅，因此能使正气抗邪，故此见“身濈然汗出而解”。

值得注意，这一种“濈然汗出”的解病方法，反映正气抗邪而自愈。《辨脉法》中指出，“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此为本虚”，又说，“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假若是本虚而病得自解则见“战汗”，但小柴胡汤证的“濈然汗出”并非战汗，可知其汗出是由于中下二焦的偏虚得补，继而正气抗邪而汗出。这一种汗出病解的机理并非“发汗解表”，而是由于营卫通畅、津液充足，实即《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所说的“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正气能抗邪而出现的“生理性”汗出。由此理解，小柴胡汤可理解为一种“扶正解表”的治法，对治“虚人外感”。

虽然小柴胡汤并非用桂枝、芍药以通行上下营卫之气，可是由于小柴胡汤中用柴胡使下焦的营气得通，黄芩使上焦之热得除，则上焦营卫自能宣散，故此最后亦使营卫调和。


五、小柴胡汤加减法分析

《伤寒论》96条小柴胡汤的方后，列出了七个加减法，是《伤寒论》之中少数在方后详列加减法之方。由此反映小柴胡汤证的病机灵活多变，要视证候变化而加减方药，亦体现了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炼细微。以下对七个加减法逐一分析。


1.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


本条见“胸中烦”而“不呕”，“不呕”本身并非一种可见证候，只是因为小柴胡汤证见“喜呕”，假若不呕则要“无者求之”，寻找其不呕的原因。

小柴胡汤证中亦见“心烦”，而本条强调“胸中烦”，反映病位不同。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中指出，张仲景的“心中”是指上焦心所对应的体表部位，而“胸中”则是上焦肺的对应体表部位，两者位置有所区别，胸中是在两乳之中，而心中是在胸骨下部。由此理解，本条见证“胸中烦”，是强调了少阳病的虚热上炎，并非单独影响上焦心，更波及上焦肺，即上焦心肺俱热。

“胸中烦”反映上焦之热郁而不得散。《伤寒论》153条说：“太阳病，医发汗……因复下之……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者，难治。”本条同样见“胸烦”，是由于太阳病误用汗下以后，表里阴阳俱虚，营卫不通，及后再误用烧针火法，使邪热郁在上焦而出现胸烦。由于上焦之热郁较重，故此出现“不呕”。

小柴胡汤证见“胸中烦”，反映虚热上炎更重。参《伤寒论》76条栀子豉汤证见“虚烦”、“心中懊”，77条则见“胸中窒”，到了78条更见“心中结痛”，是反映虚热上炎的逐步加重，影响上焦心肺。从小柴胡汤证见“心烦”及后再见“胸中烦”，反映少阳的火热上炎加重。

加减法中加用瓜蒌实，目的在于加强清上焦热之力。瓜蒌实是治疗上焦之药，《金匮要略》的瓜蒌薤白白酒汤可证，而在小陷胸汤中亦以瓜蒌清上焦之热。

去半夏是由于“不呕”反映脾气散精并无阻滞，则无须以半夏之辛散而降逆止呕。应注意，去半夏的目的并非以防“助热”，在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中亦用半夏可以助证，这与《神农本草经》中所载半夏“辛平”的认识相符。

为何本证同时去人参？去人参似乎与上述病机无直接关系，但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去人参反映下焦营血偏虚之机较轻，津液不虚，营卫得通，脾气散精并无障碍，此即是出现上焦之热较盛的原因。由于正气不虚，正邪交争较激烈，正气欲抗邪于上，因此出现上焦之热较盛，此亦类似于小柴胡汤证“往来寒热”中“发热”的机理。应注意，去人参的目的并非防“助热”，白虎加人参汤中即使是热盛三焦亦同样可加用人参，这与《神农本草经》中所载人参性味“味甘，微寒”的认识相符。


2.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


在小柴胡汤证的基础上出现“渴”，实即97条最后一句说的，“渴者属阳明，以法治之”。口渴属于阳明热证的证候，更是白虎加人参汤证的主要见证，渴的原因是“胃中干燥”，津液亏虚。

去半夏是由于本身已经胃中干燥，不宜再用半夏以助升散中焦之津液上行，使胃燥更甚。加人参的原因，如白虎加人参汤中加人参之意，而本条是在小柴胡汤证三两人参基础上，再加上一两半，是在本身补益营血的基础上，增强补津液的力量。人参“四两半”的剂量亦见于另一方。《伤寒论》386条的理中丸方后注中说：“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两半。”本条同样在三两人参的基础上加大到四两半的剂量，目的是为了治疗“腹中痛”，由此理解加人参的原因，是治疗中焦营气不足，故此在本加减法中加人参，可理解为同时补益营气与津液，使胃燥得解。

至于加瓜蒌根的目的，在于清热而生津。《神农本草经》记载瓜蒌根“味苦，寒，无毒，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不虚，安中，续绝伤”。瓜蒌根即现代之天花粉，现代一般认为其能“清热生津”，至于其能“生津”的机理，当是由于“清热而生津”，其味苦能降、性寒清热，治疗因阳明胃热所致的胃中燥，除其热之本，热去而存阴，则津液自复。本条的加减法，在《伤寒论》40条的小青龙汤加减法亦有类似内容，“若渴，去半夏，加栝楼根三两”。同样是去半夏加瓜蒌根，可是本条没有加人参，而瓜蒌根剂量较轻，反映小柴胡汤证本条加减法的津液与营气亏虚较重，胃燥较甚。


3.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


小柴胡汤证出现“腹痛”，腹痛属“太阴病”的特征。《伤寒论》273条太阴病提纲说，“腹满而吐……时腹自痛”，且桂枝加芍药汤即治疗“太阴腹满痛”之主方，腹痛的原因是脾气虚、精气不升，精气停滞中焦胃中，以致出现腹满痛。

本条加芍药三两的原因，如桂枝加芍药汤中用芍药之意，在于通降营气，由于脾气不升而导致胃中营气停滞，但其滞相较桂枝加芍药汤证为轻，故此芍药不用重剂六两。

去黄芩的原因，似乎与腹痛的病机无直接关系，但与小柴胡汤本身营血偏虚的病机有关。这是由于用黄芩目的在清上焦之热，上焦热除后，则使上焦营卫得通，营气上行。可是小柴胡汤证本属营血偏虚，若见腹痛则反映脾虚较重，营气停滞胃中。故此，若同时将营气宣散上行而又通降下行，恐怕营气不足使正气受伤，在此时去黄芩，目的是先不治上焦之热，而专一治疗胃中营气停滞，使营气得下。这一点在通脉四逆汤方后注可助证，《伤寒论》317条的说：“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药二两。”本条同样见腹痛而用芍药，同时强调去“葱”。《神农本草经》载：“葱实，味辛，温，无毒……其茎，平，做汤，治伤寒。”葱味辛而上行，是通上部阳气之药，在通脉四逆汤证中葱是治疗面赤戴阳的主药，可是这里仍要去之，反映张仲景在通降营血之时，不用上行之药，以防阻碍芍药之通降营血。

另外，上文讨论小柴胡汤方义之时，指出小柴胡汤属于黄芩汤去芍药再加味而成，何以此处又再用芍药？小柴胡汤本身不用芍药，是由于其证本有中下二焦营血偏虚，再导致上焦营血不足而出现胸满，因此要去芍药。而在本加减法中，由于见腹中痛，反映中焦营气郁滞为重，亦即中焦营气相对不虚，营气不降所导致，因此急当通降营气，亦是一种“以通为补”的补益下焦营血的方法。实际上，张仲景在这一种腹痛证之中亦小心谨慎，一方面芍药用量较轻（一般治疗腹痛用芍药六两），另一方面去黄芩，反映在通降胃中营气之时，处处考虑下焦营血偏虚的小柴胡汤病机，以防通降太过而伤正。

另外，上述理中汤的方后注亦有“腹中痛”的加减法，是用人参而不是用芍药，为何同样证候却用不同药物？这反映了理中丸的腹中痛并非单纯太阴脾虚，而是中焦胃虚而营气生化不足，故此用人参以补中焦营气，这与用芍药治疗腹中痛有一虚一实、一补一通之别。除了理中丸方后注以外，四逆散的方后注中亦说，“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这反映了张仲景辨别病机细致入微，并非见腹痛即用芍药，而是通过“见病知源”，辨别各种疾病的不同病机，可谓“同病异治”。


4.若胁下痞硬者，去大枣，加牡蛎四两


“胁下痞硬”是邪气停结在下焦较重所致。小柴胡汤证本有“胸胁苦满”或“胁痛”等证，这里更演变成“痞硬”，可知邪气停结进一步加重。“痞”与“硬”反映的病机不同，“痞”是气机上下不通，而“硬”在《伤寒论》第158条甘草泻心汤证中被这样描述，“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硬是胃虚而虚热上逆较重的见证。由此理解“胁下痞硬”的成因，是由于小柴胡汤证的中下二焦偏虚，客气上逆，邪气停滞下焦肝血。

加牡蛎的目的在于“散结”。《神农本草经》载牡蛎条目：“味咸，平，无毒，治伤寒寒热，温疟洒洒，惊恚怒气，除拘缓，鼠瘘，女子带下赤白。”《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水生咸，咸生肾”，《内经》中主流理论认为“咸入肾”，可是咸味太过亦伤肾。《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灵枢·九针论》说：“咸入肾……咸走骨……病在骨，无食咸。”除了伤肾，咸味太过亦伤血。《素问·五脏生成》说：“是故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素问·宣明五气》说：“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至于为何咸味能伤血？在《灵枢·五味论》中有详细解释：“咸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咸入于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走之，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之，注之则胃中竭，竭则咽路焦，故舌本干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故咸入而走血矣。”咸味一方面能通行血脉，即在《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说，“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补之，甘写之。”咸味能软坚散结，是因咸味能通行血脉。可是另一方面，咸味太过亦能使血脉凝涩而伤血。由此可知味咸能补肾、通血，太过则伤肾、伤血。因此，牡蛎之用则取其通血脉而软坚散结之意，通行血脉则使邪气停结胁下得解。牡蛎的通行血脉与柴胡、芍药的通降营血有所不同，牡蛎是通行出表之血脉，治疗在体表“胁下”部位的邪气凝结，而柴胡与芍药则通降在内的中下二焦之营血，两者有内外之不同。

为何去大枣？是由于大枣性缓，有碍牡蛎咸味的通行。《神农本草经》载大枣，“味甘，平，无毒，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由此可知大枣味甘，主要补中焦脾胃。按照《灵枢·五味论》中所说，咸味入胃之后通过中焦宣散出血脉，可是味甘主要在补脾而不通行，有碍牡蛎的通行血脉之性，故此应除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咸伤血，甘胜咸。”由于“土克水”，甘味克制了咸味的通行，因而当除之。这在《伤寒论》的十枣汤中亦可得到类似体现。十枣汤以大枣配三种峻下逐水之药，目的在于缓减其猛烈之性，使水气得以缓下，由此反观本条加减法，加上牡蛎在于增强通行血脉的能力，故此则不宜大枣之甘缓。


5.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


本条见“心下悸，小便不利”，是由水饮停滞所致。“心下悸”是水停上焦心下，《伤寒论》356条的茯苓甘草汤证即是由于上焦水气停滞所致的心下悸。可是，水气停滞并非单一在上焦，《伤寒论》82条的真武汤证，本因水停下焦，却因水气泛滥，亦可见心下悸。本证见心下悸与小便不利，实即水停三焦上下的反映，是由小柴胡汤证的三焦不通病机所致。

加茯苓的原因，在于甘平利水，通过利小便以去除水气停滞。去黄芩的目的，与上述“腹中痛者，去黄芩”的加减法之意相似，加茯苓的目的在于下行通利小便，可是用黄芩使上焦营卫得通，则与下行之意有别。《伤寒论》40条小青龙汤方后注中，亦有一加减法说：“若小便不利、少腹满者，去麻黄，加茯苓四两。”本条同样在小便不利之时加用茯苓四两，而在利小便之时张仲景则会去除麻黄，以防麻黄宣散之性有碍利小便，故此去黄芩亦取此意。


6.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微汗愈


小柴胡汤证本身并无口渴，这里的“不渴”是强调与“阳明”之热的口渴作比较。由于阳明病的外证当见“身热”，假如在小柴胡汤证见“身发热”而非往来寒热，则代表逐渐转变为阳明，要“以法治之”。故此本条是“不渴”而外有“微热”，是强调这“微热”并非阳明热证。

本条的“不渴”并非证候，是指在小柴胡汤证的基础上见“微热”，属于邪气偏于表，可以用发汗之法治之。“微热”即是已经从少阳的“往来寒热”而转化成“微发热”，实际上即“不往来寒热”。如前文所说，少阳病“往来寒热”之中的“发热”是由于正气相对充足之时，正气能抗邪于外，故而见之。由此理解，从“往来寒热”演变成“微热”，反映正气偏虚更轻，正气能抗邪于外，因此可因势利导而用发汗之法治之，亦不怕发汗伤正。从本条后文强调“温服微汗愈”，可知属“发汗”为解表无疑。

去人参是由于正气偏虚较轻，因此不须补中下焦的营血。过去关于本条去人参的原因，多解释成人参性补，因此加桂枝后则去之以防壅滞。实际上假如是考虑壅滞的问题，则当如上一加减法“去大枣”，为何上一加减法亦不去人参？可知去人参并非考虑壅滞的问题，而是病机上没有需要，因此可去之。这一加减反映张仲景的用药精炼，有是证用是药，即使一味药的加减也十分讲究。


7.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


在仲景书中，并无直接论述“咳”的病机特点，由此只可“以药测机”，咳嗽与水饮停滞有关。咳嗽加五味子与干姜的加减法，在《伤寒论》318条四逆散方后注的加减法中亦有出现，“咳者，加五味子、干姜各五分，并主下利”。这里说“并主下利”，在少阴病篇的下利属于中下二焦虚寒之证，因胃中虚冷，水谷不别则成下利，此即如甘草泻心汤证出现“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用甘草、干姜温中之意。因此，四逆散加减法中，加上五味子的酸温收敛、干姜的辛温，亦能治疗下利。由此理解咳嗽的成因，阳气偏虚，因而出现水饮停滞，若水气通过卫气的宣散而上至于肺则可出现咳嗽，即一般所谓“水寒射肺”。

小柴胡汤证可出现水气停滞，在第五加减法中加茯苓可证，而本加减法的水气停滞，与加茯苓的水气停滞有轻重之别。咳嗽或下利是由于中下二焦阳气偏虚，因而造成寒饮内停，加茯苓的水气停滞则是阳气偏虚较轻、寒邪亦较轻，故此不用温化治之。小柴胡汤证若见咳嗽，即反映中下二焦阳气偏虚较重，导致上焦水饮停滞。

本加减法当与小青龙汤及真武汤加减法作比较。相比小青龙汤，同样是“水寒射肺”的咳嗽，小青龙汤中用干姜三两、细辛三两，而五味子与半夏的剂量则与小柴胡汤相同。再看《伤寒论》316条真武汤方后注加减法：“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一两，干姜一两。”同样是用五味子、细辛、干姜的配伍，可是这里的干姜与细辛剂量则较轻。如此比较三方，小青龙汤干姜用量最重（三两），小柴胡汤加减法较次（二两），真武汤加减法最轻（一两），且其细辛用量亦较轻。同样是咳嗽，而三方的干姜剂量有别，反映在阳气偏虚的时候，温化中焦寒饮的力量要减弱，不然则干姜辛温反而能诱发水寒射肺。小柴胡汤与四逆散的加减法中均不用细辛，可知其寒饮相对于小青龙汤与真武汤证为轻。

至于去人参，由于人参亦能补津液，而此证所见的咳嗽既然是由于寒饮所致，则不宜再补津液使寒饮加重。去大枣与上述加减法四的成因相同，是由于大枣甘缓之性，有碍寒饮温化。去生姜是因为已经用上干姜，则不用生姜，生姜相较干姜宣散力量较强，而温性较弱，因此生姜宣散中焦阳气至上焦则能诱发水寒射肺，故宜除之。


8.加减法病机小结


以上七个加减法的病机特点，总结为下表：

表16　小柴胡汤加减法病机归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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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张仲景列出此七个加减法，是按照小柴胡汤证的病机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其病机演变的可能方向。

其中加减法一、六，均是由于正气偏虚相对较轻，因而出现上焦之热更重，抑或邪气偏于表，可理解为小柴胡汤证的较轻病情。加减法二、三，分别是小柴胡汤证较为接近阳明或太阴的转归，是病情传变的反映。加减法四、五、七则可理解为正气偏虚较重之后的结果，若正气偏虚则邪气停结营血更甚，或可出现水气停滞，甚至因阳气偏虚而出现寒饮停滞。

由于小柴胡汤证的病机特点，包括了邪气在表、中下二焦偏虚、虚热上炎，以及邪气停结在下焦等四大方面，而上述加减法均包含了这四种病机的进一步演变，即邪气更偏于表、中下二焦偏虚较轻与加重、中上焦之热加重、邪气停结下焦加重等，且进一步指出了因虚而出现的水气或寒饮停滞的病机情况。因此，七个加减法，实为考虑到小柴胡汤证的各种进一步的病机演变规律，加减法之间具有内在联系，而非一种“经验性”的病案记录。这与现代《中医内科学》在每一种证型之后所列的加减法不同，若以“常见证”作为加减法则可随意加减，而小柴胡汤的加减法反映方证本身核心病机与其演变有密切关系。

应指出，上述加减法并非能完满解决小柴胡汤的所有病机。尤其是正气演变为偏虚之证，如加减法三的“腹中痛”去黄芩，加减法四的“胁下痞硬”去大枣，加减法五的“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黄芩，加减法七的“咳”去人参、大枣、生姜等，这些“去”药物的加减法，是避开了小柴胡汤证本有的病机，目的是为了治疗新的“标证”。由于病机的矛盾，所以急则治标，而不能同时兼顾固有的病机。故此，假若“标证”在使用加减法后得除，则宜转为不去除相关药物，以治疗小柴胡汤证的病机之本。


六、小柴胡汤与多种方证的比较

上文讨论了小柴胡汤证的病机及其方义，下文再将小柴胡汤与多首方证作比较，以进一步明确小柴胡汤证的病机与组方特点。


1.与黄芩汤、桂枝汤证比较


上文已经指出，小柴胡汤中包含了黄芩加半夏生姜汤，现探讨小柴胡汤证与黄芩汤证、桂枝汤证的演变关系。

黄芩汤治疗“太阳少阳合病”的下利，小柴胡汤则可理解为治疗“太阳少阳并病”，且兼有其他病机。如此理解，小柴胡汤证当属黄芩汤证的更进一步，由于正气偏虚相对较重，邪气因入而致，因此，小柴胡汤中增加了柴胡、人参，即针对此一下焦偏虚而邪气因入的病机。

另外，由于黄芩汤是由桂枝汤演化而来，是在桂枝汤证的基础上正气偏虚更进一步，继而出现虚热上炎的病机，同时仍有邪在太阳。由此可知，从桂枝汤演变为黄芩汤再演变为小柴胡汤的“三步”，反映了邪气在表而正气逐渐偏虚的过程，亦即太阳到少阳的逐步深入。由此看到，张仲景在病机与方药的演变之间环环紧扣，方与方之间紧密联系。除了上述“三步”之外，还有柴胡桂枝汤与小柴胡汤加减法六的“两步”亦当在其中，将在本书《小柴胡汤类方证治》一文中论述。


2.与生姜泻心汤证比较


小柴胡汤与各种泻心汤中的生姜泻心汤组方最为接近。生姜泻心汤是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去柴胡，加干姜一两、黄连一两，另生姜剂量加一两为四两。由此加减分析，生姜泻心汤不用柴胡，说明并非邪气在下焦营血，亦可理解为无同时兼有邪在太阳，并不要通降营气以调和营卫。故此，《伤寒论》157条说，“伤寒汗出，解之后”，明确指出表证已解。增加生姜剂量，说明胃虚更重，且有水停，故此在157条还说，“胃中不和……胁下有水气”。加用干姜，反映胃虚较重，寒饮内盛而下利，此外，因胃虚而客气上逆，同时有胃热而用黄连。

如此比较两方，可知小柴胡汤与生姜泻心汤方义接近，两者均治疗少阳病，小柴胡汤的病机特点为邪气在表、因血虚而邪气内入，生姜泻心汤则无此特点，侧重在中焦胃阳虚，继而水气内停，客热较盛，因此以痞证为主。


3.与大陷胸汤及半夏泻心汤证比较


《伤寒论》149条特别指出了小柴胡汤与另外两方的关系：“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本条一开首先属柴胡汤证，误下后若柴胡证仍在，则可仍用小柴胡汤；假若被误下后柴胡证不在，而见“心下满而硬痛”，则属于结胸病，以大陷胸汤为主方；假若见心下满而不痛，即为痞证，这里强调“柴胡不中与之”，即是指不可再与小柴胡汤，而以半夏泻心汤治疗。

本条将三个方证并排，可知在误下以后，随着正气受伤、客气上逆的不同程度，可出现三种不同转归。一者为柴胡汤证、一者为陷胸汤证、一者为泻心汤证，由此再进一步理解，三种方证之间有内在联系，可说明三者均属于少阳病的范畴。相关讨论详见《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


七、讨论：小柴胡汤证属病入三阴

从小柴胡汤证的病机可知，其病已经进入三阴。《伤寒论》270条说：“伤寒三日，三阳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本条指出了三阴不受邪的证候，反过来看，假若三阴受邪，则当见“不能食而呕”，由此理解，小柴胡汤证见“不欲饮食而呕”，其中的“呕”已经属于邪气入三阴的表现。

小柴胡汤的病机主要在下焦血虚而邪气因入，这种血虚实际上即反映邪气在少阴，只是程度较轻而已。从小柴胡汤加减法可知，其证可演化为中焦脾虚气滞。由此理解，小柴胡汤证实际上已经病入三阴，只是尚未完全“阳去入阴”，而是“阴阳同病”，同时仍有邪在三阳之证。在三阳方面，小柴胡汤证可理解为在少阳为主，多兼夹太阳，而亦可兼有阳明。由此理解，小柴胡汤证牵涉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其病机范围广泛，故此该方能治许多病证。


小柴胡汤辨证使用方法

小柴胡汤证在《伤寒论》中共有十多条条文，其证候多变，除了上述第96条的所谓“四大证”以外，还有许多其他证候。那么，该如何辨证使用小柴胡汤？按《伤寒论》的理论，可总结为三种辨证方法。


一、辨柴胡证

此即一般的辨证论治方法，所谓“有是证用是方”，通过每一种方证的证候特点，见病知源，是所有经方的使用方法。除了“柴胡证”外，《伤寒论》34条亦有“桂枝证”一说，即指“桂枝汤证”，而并非单纯指桂枝一味药，但“桂枝证”亦可包含桂枝汤证的兼证范围。如此理解，何谓“桂枝证”？即指如《伤寒论》12条的桂枝汤证候。但是，并非所有使用桂枝汤的条文内容均属于“桂枝证”，如《伤寒论》235条说，“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本条所使用的桂枝汤，以“微恶寒”为桂枝汤证，而“汗多”并非桂枝汤证“自汗”的典型表现，而“脉迟”则更并非属于“证”（《伤寒论》中“脉”与“证”是两种不同概念），不属于桂枝汤证的典型脉象。

由此理解，在辨别桂枝汤证时，确实有现在所谓的“抓主证”概念，但是“主证”并非简单指“主要证候”，而是指“能够反映主要病机的特点的证候”，正如上述的汗多、脉迟，在其他病证中亦可见，并非是能反映桂枝汤证病机特点的证候。

所谓“柴胡证”，一方面可指小柴胡汤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邪气在下焦”之证。柴胡属通降下焦营血之药，故此“柴胡证”的重点，是指反映小柴胡汤证的核心病机，下焦营血偏虚而邪气因入的外在证候特征，如“往来寒热”、“胁部满或痛”、“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等俗称的“四大证”。这些在《伤寒论》96条出现的证候，均属于“柴胡证”的典型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心烦喜呕”当作为“一证”，假若是“心烦”或“呕”分开两证而言，则两证各自可表述许多不同病机特点，并非“柴胡证”的专有特征。

除了“有柴胡证”为辨证要点外，“无柴胡证”亦可作为鉴别诊断要点。《伤寒论》251条说：“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烦躁，心下硬；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这里以“无柴胡证”作为鉴别要点，而且当中见“烦躁”，可知“烦躁”一证并非柴胡证的范围，由此可知“心烦”与“烦躁”概念不同。又如267条说：“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这里亦以“柴胡汤证罢”作为鉴别诊断的方法，故此明确柴胡证为何，是辨别小柴胡汤证的重要思想。

应指出，“柴胡证”并不包括“提纲证”。“口苦、咽干、目眩”三证是少阳病的提纲证，反映了少阳病“胃虚而虚热上炎、热在上焦”的病机特点。但是小柴胡汤证的病机，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演变的，并非必须要见此三证。正如太阳病提纲证见“头项强痛”，但并非每一太阳病均必须见“项强”而用葛根，由此可知，提纲证是可兼有出现的或然证。少阳病包括了陷胸汤证与泻心汤证，但其证亦非必然见少阳病提纲三证，故此这三证不属于“柴胡证”的范围。


二、有太阳证的前提下“但见一证便是”

《伤寒论》101条：“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汤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对于“但见一证便是”的解释，过往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例如，有观点认为小柴胡汤只要见其辨证中的一个证候，即可用之，或有认为，只要见一反映少阳病病机特点的证候（即类似于上述“柴胡证”的观点，但“柴胡证”的概念并非等于“少阳证”），即可用之。这些观点从辨证论治的思维上，均显得不够严谨。为何只有小柴胡汤证能有这样的“优惠”，辨证如此简化？

本条的原意，是指在有太阳证的前提下见柴胡证，则见一证即可用之。本条一开首说的“伤寒中风”，指《伤寒论》第96条的“伤寒五六日，中风”，是指在太阳伤寒与中风的前提下，若见上述“柴胡证”的其中一证，即可使用小柴胡汤，而不需要四大证俱备。这是由于有太阳证的基础上，邪气在表，本当用发汗之法，可是若兼有任何一种“柴胡证”，即反映正气偏虚抗邪无力，邪气入里，故此即可选用小柴胡汤，并不考虑其他解表方法。此条目的在于补充96条的辨证方法，强调小柴胡汤的辨证不可忽略仍有“太阳证”的特点。

这种辨证特点，在多条小柴胡汤原文中均有明确体现。如《伤寒论》37条说：“太阳病，十日已去……设胸满胁痛者，与小柴胡汤。”这是在太阳病的前提下见“胸满胁痛”的一个柴胡证，即用小柴胡汤。又如99条说：“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本条见“恶风，颈项强”的太阳证，而因见“胁下满”一证即用小柴胡汤。149条说：“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本条同样是“伤寒五六日”为开首，见“呕而发热”，实际上“发热”当属于太阳证，而“呕”则属于“柴胡证”，足以反映邪气在表而同时入里，能够判断为小柴胡汤证，故此说“柴胡汤证具”。

这种“但见一证便是”的辨证方式，只适用于小柴胡汤证。若以“反映柴胡证病机特点的证候”为“主证”，作为“但见一证便是”的解释，而忽略了“太阳证”病情来路这一前提，则解释意义不大。由于各种方证的辨证判断，皆是最能反映病机的证候特点，例如在上述235条阳明病用桂枝汤，即是但见“微恶寒”一证便判断为桂枝汤证的证候特点。又如63条，“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主之”，实即单用“身疼痛”一证作为判断桂枝新加汤的标准。又如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本条但见“下利清谷不止”一证即判断使用四逆汤，如此例证在《伤寒论》中十分多见。可是，实际上上述例证均非“单见一证”即用其方，而是考虑了病情的来路因素作为辨证的依据。

并非所有小柴胡汤证均能“但见一证便是”。101条说的“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更强调的是第一句“伤寒中风”，是在这一病情来路的前提下，小柴胡汤证能如此“但见一证便是”。假若没有此一太阳证的前提，在其他无太阳证而用小柴胡汤的条文之中，则不能采用此辨证方法。《伤寒论》229、230、231条为阳明病的来路而用小柴胡汤，则非太阳证来路的前提，在此时辨证则要考虑四诊合参，还要按上述“辨柴胡证”的方法辨证论治。除此以外，还要用“排除法”与“非柴胡证”的类似病情作鉴别，分清缓急先后，这一点后文再议。


三、辨“表里”病机

除了上述两种较为常用的小柴胡汤辨证方法外，还有一种在《伤寒论》中较为少用的方法，并非以“柴胡证”作为辨证要点，而是只要其证符合了“表里同病”（指邪气同时在表与下焦之里）的病机特点，则可考虑使用小柴胡汤。但是，这种运用小柴胡汤的方法，并非小柴胡汤的“常法”，而可理解为“变法”，详细讨论见后文《伤寒论》148条的分析。


四、小柴胡汤各条证治分析

在仲景书中有十多条论述小柴胡汤的条文，为何出现各种如此不同的证候，均可以使用小柴胡汤？以下对各条小柴胡汤的条文进行证候分析，探讨其使用小柴胡汤的原因。由于前文中已经对《伤寒论》37条、96条、97条与149条进行深入讨论，以下不再重复。


1.《伤寒论》第99条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先是“伤寒四五日”，病来自太阳。太阳证的“恶风，颈项强”仍在，而见“胁下满”的“柴胡证”，由此按上述“但见一证便是”的思路，即可辨别为小柴胡汤证。仔细辨别，本证仍见“身热”与“渴”，身热属于阳明病“外证”，“渴”则属于胃中干燥津伤，亦属阳明证，至于“手足温”则属于病情尚未至少阴“手足冷”、“四逆”的鉴别，反映阳气亏虚较轻，但病情已经牵涉太阴。如《伤寒论》187条说：“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

因此，本证是邪气仍在太阳，而邪气入里，同时有阳明热证与太阴脾虚，而太阴脾虚证较轻，未至于见“腹满”。进一步分析，本条见“渴”，当用小柴胡汤加减法二，“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但本条亦明确指出“小柴胡汤主之”，可知即使不用此一加减法，由于已经解决了小柴胡汤的主要病机，亦能通过调和营卫而诸证得除。由此理解，加减法实属对于病机诊断的更高要求，即使未能对方药按加减法化裁，因核心病机及大方向不变，亦当具有效果。


2.《伤寒论》第100条


“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先与小建中汤，后以小柴胡汤的条文，一般解释成“木克土”之证，是先建中焦，土不虚则木不乘。此一解释虽然言之成理，符合《内经》理论，但在整部《伤寒论》中甚少用五行生克理论解释用方原因，似乎能有更符合原意的理论解释。

本条一开始先是“伤寒”，亦是小柴胡汤证先有太阳证的提示。脉象见“阳脉涩，阴脉弦”，即是指寸脉涩而尺脉弦，寸脉诊候上焦，寸脉涩反映上焦营血不足，尺脉弦即反映邪气在下焦，在此即指“伤寒”的寒邪入里在下。此条小建中汤证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亦有讨论，指出这两种脉象的关系，是“由于下焦营气不通，则使上焦无气血可宣通，故见阳脉涩，因此，本条小建中汤证是由于寒邪所伤，使营气亏虚，因此出现腹痛”。由于小建中汤属于补益营气之剂，假若运用小建中汤后，腹痛不解，则反映其腹痛成因并非由于营气不足，而是由于营气不通，郁滞胃中，因此改以小柴胡汤治之。

本条一开始所见的“阳脉涩，阴脉弦”，虽然反映了“上焦营血不足、下焦寒邪所伤”的病机，但是无法反映下焦营血是否偏虚，只要受寒邪侵袭，均可见“阴脉弦”的脉象。因此，仲景在此时选择先以小建中汤治之，是考虑小建中汤乃属补益之剂，即使并非“营气不足”之证亦无大碍，小建中汤中的芍药剂量甚重，是以通降营血为主以补益营血，假如小建中汤并不能治疗此证，则当属小柴胡汤证无疑，可用小柴胡汤治之。小柴胡汤所治的下焦营血偏虚病机较轻，假若在营血虚较重的小建中汤证腹痛中，先误用了小柴胡汤，则可加重病情。

本条文的特点，在于分开先后使用两方，一方面反映了部分病机并不能完全从脉象上得到反映，有时可用“以药测证”，另一方面反映了张仲景重视胃气、正气的思想。

本条所使用的小柴胡汤，当为小柴胡汤加减法三，“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治之，而粗言之则以小柴胡汤亦可，如上所论。


3.《伤寒论》第144条与《金匮要略》第二十二篇第1条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属于妇人病，其病与经水有关。一开始先得太阳中风，病程经过七八日之后，再出现“寒热”，这里的“寒热”，虽然亦可指“恶寒发热”，但是从后文“发作有时”一句来看，典型太阳的“恶寒发热”是整天皆作，而不是“发作有时”，因此“寒热”当指“往来寒热”。此即《伤寒论》97条说的：“往来寒热，休作有时。”

“往来寒热”发病之时，正好是“经水适断”，即是指月经经血停止，其原因是“热入血室，其血必结”。由于下焦是藏营血之所，而小柴胡汤证的病机正好是血虚而邪气因入，停结在下焦，因此，在妇人经水来潮之时，亦是下焦营血相对偏虚之时，邪热因而进入下焦，故说“热入血室”。更进一步说，这“热”是由于“中风”而化热所致，本条一开首是妇人“中风”，及后风邪入里与正气相争则化热，是由风为阳邪之性所致。由于风邪入下焦而化热，则出现“邪气与血相结”，此即如97条所说的机理，“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结于胁下”亦即等同于“结于下焦营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体表部位，后者强调病机部位。

应当指出，本条的“经水适断”是由邪气停结所导致，而非经水刚好自断，强调了邪气在营血之后“血结”的反映。假如经水不断，则其病并非小柴胡汤证，如143条同样是“热入血室”，但是由于“经水适来”，热在营血能有自除的可能，因此只要以针刺因势利导即可。又如，145条亦同样是“热入血室”而“经水适来”，虽然见“谵语”，可是由于热在营血有自除的趋势，并非“血结”，故此说“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即是强调了正气不虚则能抗邪自愈之意。

“如疟状，发作有时”的原因与97条“往来寒热，休作有时”的机理相似，由于正气恢复之时则能抗邪而发热，正气偏虚时则恶寒，故此出现寒热发作有时。在本条之中更强调“如疟状”的特点，本证属妇人病，由于妇人的经水周期影响，导致营血偏虚有时，因此，又出现另一种发病规律，与经水相关。“如疟状”一词在《伤寒论》23条桂枝麻黄各半汤证中亦有出现。笔者在本书《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一文中指出，其证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如疟状”的原因，是正虚而导致轻微邪气在表不得去。又如，《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中说：“浮为阳虚，数为无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振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于胁，振寒相搏，形如疟状。”本条同样是正虚（阳虚、血虚）而有热的病机，继而出现病位在“胁”，病情“如疟状”。由此可知，这种发作有时的特点，是血虚而受邪所致，邪气本身已经入里，但因正气恢复而抗邪则能出表，故此发作如疟状。

本条的辨证方法，妇人经水来后却不正常地断绝，反映“血结”，由于具有“往来寒热”的柴胡证，再加上其“中风”的外感邪气病史，故此可辨别为小柴胡汤证。


4.《伤寒论》第148条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硬，脉细者，此为阳微结，必有表，复有里也。脉沉，亦在里也。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

本条的发病基础，与典型的小柴胡汤证同样是“伤寒五六日”，可是却不出现“柴胡证”，而是见一系列复杂证候，主要目的在于辨别小柴胡汤证与没有外证的少阴阳虚寒盛之证。

本条见“微恶寒”，虽然可以是表证仍在，但亦可是邪气入里、阳气偏虚的表现。《伤寒论》169条说：“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参笔者在《白虎加人参汤证属表里三焦热盛》一文中述，本条见“微恶寒”是反映阳气偏虚，若是表证仍在则不可用白虎汤。本条之中更见“手足冷”，属于少阴阳虚寒盛之证，“口不欲食”，此即如厥阴病提纲证见“饥而不欲食”，又与阳明中寒的“不能食”接近，不欲食是胃虚的表现。由于有阳虚寒盛的见证，因此有必要对“微恶寒”是否属于表证进行鉴别。

本证见“大便硬”，大便硬的成因如203条所说，“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是由于津亏、胃中干燥，可是本条同见“不欲食”，当属于阳明“中寒”证，而非胃热所致。本条见“心下满”，可与下一条作鉴别。149条说：“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心下满是各种泻心汤证的主证，可是本条不选择泻心汤，仍然以小柴胡汤治之，明显是有鉴别的意思。

至于本条的脉象，一开始说是“脉细”，但是按后文的补充，可知其脉当是“沉细而紧”。细脉反映血虚，至于沉脉在文中说“脉沉，亦在里也”，这里的“里”即是指下焦而言，脉沉细反映邪气在里，且有下焦肝血不足的病机特点。可是同时有“脉沉而紧”，亦是强调与少阴病作鉴别，文中说，“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此句从反面说，即是指“脉沉紧”可以是少阴病的脉象，少阴病典型脉象是沉脉。而《伤寒论》283条说，“病人脉阴阳俱紧，反汗出者，亡阳也，此属少阴”，287条又说，“少阴病，脉紧……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由于少阴病阳虚寒盛在下焦，因此可见“沉紧”脉象，而在129条更说，“关脉小细沉紧，名曰脏结”，本条所见的“沉细而紧”，可属于少阴阳虚寒盛的脉象，容易误诊，故此张仲景特别自注提醒，此脉并非反映少阴病。

本条的辨证要点，在于“头汗出”一证。本条中花了不少笔墨，解释“头汗出”的机理。首先说：“汗出，为阳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这里从正反两个角度，解释了汗出的机理，首先说“阳微”并非“纯阴结”，因为“纯阴结”不可能出现外证，由此即可理解，“汗出阳微”的意思是反映仍有外证，实际上是仍有“阴结”的部分，只是并非“纯粹”阴结，故此，最后再一次强调“半在里半在外”的表里同病病位特点。后文还说，“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由于病在少阴并不见“汗出”，假若少阴病见汗出，则如上述283条说，“反汗出者，亡阳也”，但显然本条又未至于到“亡阳”的严重程度。因此，汗出是鉴别病情未至于少阴的要点。补充一点，本条的“汗出”是“头汗出”，在《伤寒论》中多说成“但头汗出”，是由于津液亏虚所致，故同时见“大便硬”。

本条运用小柴胡汤，是由于太阳证仍在而邪气在里。本证的辨证方法，虽然全未见“柴胡证”，可是其病机符合小柴胡汤证的特点，由于胃虚而感受邪气，邪气在表里，虽然其病机并不完全符合小柴胡汤证，但是仍以小柴胡汤先解外，故此文中强调“可与”小柴胡汤，有斟酌使用之意。本条同时兼有下焦的阳气偏虚而有寒，小柴胡汤并不能治“手足冷”之证，但是由于多种病机同时存在，先表后里的治则仍较重要，因此仍先以小柴胡汤治在外之邪。至于本证的“大便硬”，一方面小柴胡汤中的柴胡有“推陈致新”的作用，另外，通过使用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如203条说，“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参《伤寒论》234条：“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本条见脉迟仍用桂枝汤发汗，是由于见“汗出多，微恶寒”，反映表证仍在，与本条的情况相似，是在诸证之上见“头汗出”，“微恶寒”，因此反映正虚津亏而表证仍在，故此仍当先解表，但是不能用桂枝汤发汗，而用小柴胡汤以扶正解表。

进一步讨论，本条的“阳微结”指“风邪微结”，“阴结”指“寒邪停结”。本条的“阳微结”现在多解释为“因热结在里而大便秘结，叫‘阳结’，热结的程度轻，叫‘阳微结’”。这种解释的主要依据来自《辨脉法》的一段文字：“问曰：脉有阳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阳结也。”可是这里的“阳结”是指脉象，亦非指“大便硬”，而纵观整部《伤寒论》，亦无以“阳结”作为大便硬的解释，因此此说无据。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发于阴阳》一文中指出，“发于阳”即病起于“中风”，“发于阴”即病起于“伤寒”，由此理解本条的“阳微结”，“阳”指“中风”，“阳微结”即是“风邪轻微停结”的意思，故此文中强调说，“阳微结，必有表”。按《伤寒论》第2条对于“中风”证候的描述，感受风邪当见汗出，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中风》一文中指出，中风的汗出是由于风为阳邪、风性开泄所致，由此理解本条的“阳微结”，由于轻微风邪在表停结，故此其证见“头汗出”而非周身汗出。至于“阴结”，“阴”是指“伤寒”，即寒邪停结，尤其是寒邪停结在里的意思，即是少阴病的主要病机。

本条最后说，“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不了了”即是指若没有经过治疗而不了了之，若大便能自下，反映津液自复而得下，则胃气因和三焦得通，正气恢复，故能抗邪而自愈。

本条目的，在于错综复杂的证候之中，辨别先后缓急，先表后里的重要性。使用小柴胡汤并不拘泥于“柴胡证”，只要病机符合亦可使用。本条提示脉象的仔细辨别，首先脉象自身可有多种兼夹，注意仔细区分，另一方面，脉象所反映的是病机的某一侧面，最后诊断治疗为何，仍要四诊合参以判断。

顺带讨论，本条的“半在里半在外”一句，是后世理解少阳病“半表半里”的出处，可是在诸条小柴胡汤证之中，均无此论述。此句在本条之中的意义，在于提醒仍有邪气在表，不可单纯以为在里，实际上侧重于“半在外”的意思。本条当属于“非典型”的小柴胡汤证，其病机并非完全为小柴胡汤所能解决，尤其是在“半里”的部分，并非典型的小柴胡汤证，本条的“半里”是指下焦阳虚寒盛的病机。因此，本句“半在里半在外”，本义并非指一般小柴胡汤证的表里病位特点，而是专指本条的病机情况，故此不宜以“半在里半在外”或“半表半里”作为一般小柴胡汤证的病位解释。


5.《伤寒论》第229条


“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

本条在阳明病篇，目的在与承气汤证作鉴别。在阳明病见“潮热”，参《伤寒论》208条：“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有潮热反映外证已除，已经成为胃热炽盛的阳明证，而在209条说：“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阳明病发潮热的典型症状当为大便硬，可是本条却相反，见“大便溏”，便溏可反映脾胃虚寒。《伤寒论》191条后半段说：“必大便初硬后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金匮要略》十四篇19条又说：“水谷不化，脾气衰则鹜溏。”“小便自可”是与阳明中寒作鉴别诊断，《伤寒论》191条的前半段说：“阳明病，若中寒者，不能食，小便不利。”阳明中寒的大便初硬后溏，当同时伴有小便不利，而本证在阳明病见小便可，表示并非胃中虚冷所致。故此可推论，本证见发潮热，是由于阳明胃热炽盛，可是同时伴有便溏，反映素有脾气偏虚，因此不可用承气汤攻下。

在此前提下见“胸胁满”，属“柴胡证”。这里更强调“不去”，在仲景书中的“不去”多是相对于误治以后的情况而言，如《伤寒论》78条说，“大下之后，身热不去”，80条又说，“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金匮要略》十四篇21条说，“而大下之，气击不去，其病不除”。由此理解或许本条亦有误下的病史。另外，“不去”亦反映邪气本有出路，可是却未能抗邪。如《伤寒论》353条说，“大汗出，热不去”，大汗出后邪热有出路，但是热仍未去，又如《金匮要略》二十篇2条说，“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二十二篇9条又说，“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本身下血当能祛瘀，可是其瘀血仍在不去。由此理解本条内容，由于本证有“便溏、小便可”，下焦邪气或许能从二便而去，可是胸胁满仍在，反映正气偏虚，未能抗邪。

本证虽然有阳明胃热与脾气偏虚的病机，可是由于正气偏虚而邪气在下焦营血，虽然没有邪气在太阳，由于已经符合小柴胡汤证的核心病机，因此即可用小柴胡汤治之。小柴胡汤证加减法二与三，亦是在小柴胡汤证基础上兼见阳明或太阴见证，故此小柴胡汤证确实可兼夹这两方面的病机，可是其证未见“渴”，可知胃热津伤较轻，未见腹中痛，脾虚气滞较轻，因此仍单以小柴胡汤治之。

本条当与《伤寒论》104条作比较。104条说：“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本条同样见“胸胁满”、“潮热”，而“微利”亦可理解为轻微便溏，其成因是由于误下。在此基础上若仍有外证，则当用小柴胡汤以解外，外解后可以柴胡加芒硝汤治其阳明潮热的兼证。相较229条，由于已非“微利”而是“大便溏”，反映脾气偏虚，故此亦不用“柴胡加芒硝汤”以兼清阳明胃热，而只用小柴胡汤以集中治疗下焦邪气。由此理解，229条并非考虑治“潮热”，而是分清先后缓急，由于正虚偏重，先以“扶正祛邪”为要。


6.《伤寒论》第230条


“阳明病，胁下硬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苔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

本条承上条而来，其证加重，从“胸胁满”而演变成“胁下硬满”，反映邪气停结在下焦更重，正气更虚不能抗邪。“呕”亦是“柴胡证”，同时见“不大便”，这并非由于胃热津伤而成燥屎，而是由于邪气在下，津液不通所致，其机理如上述148条“阴结”见大便不通。至于“舌上白苔”，在仲景书中较少舌苔的论述，可是参本条后文说“胃气因和”，可理解白苔是“胃气不和”的反映。

本证的病机，是在阳明病的过程中，由于正气偏虚而邪气停结在下焦较重，继而影响中焦脾胃营卫宣散，因此，用小柴胡汤的目的主要在治疗下焦的邪气停结。若以具体方药仔细推论，当以小柴胡汤加减法四，“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治之。

本条后段明确指出了小柴胡汤的功效，在于宣通上焦、通降下焦，使中焦营卫气通，则胃气自和，从而正气抗邪，周身汗出而邪去。此条文虽然本在说明阳明病用小柴胡汤的机理，可是在其他诸种小柴胡汤证中皆可适用。


7.《伤寒论》第231条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胁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干，不得汗，嗜卧，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后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

本条前段的内容，并非小柴胡汤所能治之。本条在阳明病而感受风邪之后，出现“脉弦浮大”，脉弦反映邪气在下焦肝血，其病同时见“胁下痛”可证，可是除此之外，“脉浮大”是正虚而邪气在表的脉象。如《伤寒论》30条说：“寸口脉浮而大，浮为风，大为虚。”《平脉法》又说：“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说：“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脉浮大反映正虚而仍有邪气在表，故此后文说“外不解”，可知此条一开首的“中风”即指风邪仍在表。脉浮大除了指仍有正虚而邪气在表，本身气血亏虚亦可见脉浮大，如《金匮要略》六篇8条说，“劳之为病，其脉浮大”，脉浮大是虚劳的典型脉象，因此本证属气血亏虚较重而邪气同时入里。因营卫气血不足，上焦营卫不通，故此见上焦的“短气”、“心痛”之证，且有脾虚腹满气滞，营虚津伤而鼻干、无汗、小便难。“有潮热”如前文所论，反映病机同时有阳明胃热。除了此等虚证以外，更见“一身及目悉黄”，笔者在《发黄证治》一文中已有详细讨论，在此不再重复。

这里进一步指出，若见脉浮而不弦大，反映血虚较轻，此时可考虑仍以先表后里的治法，先以小柴胡汤解外。此时身体发黄之证虽然仍在，但由于里虚较轻，可以先用柴胡汤治疗以分清先后缓急。如《金匮要略》十五篇21条说：“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本条同样以柴胡汤治疗发黄及腹痛而呕之证，但其实小柴胡汤并非能治黄，只是分缓急治疗而已。本条说明，若气血亏虚较重之证，即使邪气在表在里，小柴胡汤亦不适宜使用，要等候正气恢复才可用之。

本条当与《伤寒论》98条的发黄证互参，进一步讨论见后文“非‘柴胡汤证’的鉴别”。


8.《伤寒论》第266条


“本太阳病不解，转入少阳者，胁下硬满，干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沉紧者，与小柴胡汤。”

本条记载在少阳病篇，明确指出太阳证仍在而转入少阳，即具有胃虚而虚热上炎的病机特点。在此时见各种“柴胡证”，脉象见“沉紧”，如上述148条见脉沉细而紧，不同处在于没有“脉细”，脉沉紧反映寒邪在里。

本条的重点在于强调“尚未吐下”。《伤寒论》264条说：“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阳病概念》一文中指出，本条不可吐下的原因，是针对大陷胸汤证与栀子豉汤证的鉴别诊断。假若误用吐下，病情或许出现改变。《伤寒论》267条说：“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误治之后要视乎新的病情转变，再以相应之法治之。

本证用小柴胡汤的原因明确，是由于太阳证仍在而邪气入里。另外，由于本证见“胁下硬满”，若仔细考虑当以小柴胡汤加减法四治之。


9.《伤寒论》第379条与《金匮要略》第十七篇第15条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单见“呕而发热”两证，即选用小柴胡汤治疗，其辨证是否如此简单？确实如此。按上文所论，“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呕而发热的意思是，发热即反映邪在太阳，而非少阳的“往来寒热”，在太阳病的过程中见“呕”，即属于邪气入里，属于柴胡证，故此可用小柴胡汤治之。但是，既然本证在前处已经出现，为何在此处要重复？

本条出自《伤寒论》中的厥阴病篇，目的是与多种厥阴病过程中出现的“呕”作鉴别，而且即使在《金匮要略》十七篇之中的此一条文，亦是为了与多种呕吐作鉴别。若从呕吐作为类证鉴别的角度，则在各种呕吐之中，唯有小柴胡汤证的呕吐是兼有发热的，其余呕吐一般不见发热，或兼有其他证候。假若单见“呕而发热”而无其他证候，则只有小柴胡汤证。如此理解本条的辨证方法，除了见此二证外，尚要排除其他证候的出现。

除了小柴胡汤证见“呕而发热”以外，在《伤寒论》12条的桂枝汤证，亦见“发热”而“干呕”，可是这里仍要仔细鉴别。桂枝汤证所见的是“干呕”，此由于营卫不和影响中焦营卫宣发所致，而小柴胡汤证所见的呕吐，是邪气从表入里，同时营卫气偏虚所致，因此桂枝汤证只见干呕，干呕即是无物吐出，可理解为呕吐程度较轻，而小柴胡汤证的呕吐程度较重。由此一比较，亦可从侧面助证小柴胡汤证与桂枝汤证的关系，太阳中风较为接近少阳病的病机特点。


10.《伤寒论》第394条


“伤寒差以后，更发热，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者，以下解之。”

本条出自《伤寒论·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在大病瘥后而见发热，即是反映“劳复”，邪气仍在表，可是由于大病过后正气偏虚，故此邪气在表并非立刻考虑发汗，而是以小柴胡汤“扶正解表”。

本条再与上一条枳实栀子豉汤证作比较，同样是大病瘥后劳复，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栀子豉汤证属少阳病》一文中指出，本证并非见恶寒发热，而是以“烦”为见证。到了本条更见“发热”，代表脾胃气较为充足，正气能抗邪气，到本条中段在发热基础上更见“脉浮”，反映正气充足，正邪交争在表，则可用一般发汗法治之。


11.《金匮要略》第十五篇第21条


“诸黄，腹痛而呕者，宜柴胡汤（必小柴胡汤，方见呕吐中）。”

本条在上文亦有略论，这里进一步指出，小柴胡汤证见“腹痛”，当考虑以小柴胡汤加减法三，“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治之。在各种其他柴胡汤类方之中，均无“腹痛”的证候，故此本条后注说“必小柴胡汤”当为正确。

应注意，这里在发黄的前提下用小柴胡汤，当与《伤寒论》98条作鉴别，假若“本渴饮水而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即是指若属谷疸发黄，胃中湿浊停滞之证，则不当用小柴胡汤。故此，本条见发黄而仍用小柴胡汤，必然是胃中湿浊较轻，饮水后不出现呕吐，类似于上述231条“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的情况。详细讨论见后文“非‘柴胡汤证’的鉴别”部分。


12.《金匮要略》第二十一篇第2条


“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阴阳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本条属产后病，由于产后血虚而寒盛，下焦营血不足，因此见脉微弱。本条的见证包括呕不能食、大便坚硬、头汗出、郁冒，其证除了“呕不能食”之外，其余均非柴胡证。本条的大便坚硬、头汗出，类似于《伤寒论》148条的证情，可是本证的头汗出并非由于“阳微结”的轻微风邪在表，而是由于血虚而“孤阳上出”所致，反映了少阳病虚热上炎的病机。虽然并非“半在外”之证，但是其病机为血虚而邪气在下、虚热上炎，符合小柴胡汤证的病机特点，因此以小柴胡汤治之。


13.小结


综合上述十多条小柴胡汤证治的条文，邪气的不同程度、正气的强弱，以及病位的兼夹等诸多因素，是造成小柴胡汤证复杂多变的原因，同时亦体现了小柴胡汤的灵活辨证方法。每一条条文均重视病情来路，是否仍有邪在太阳是其中一个关键点。假若邪在太阳，但见一柴胡证即可诊断。假若没有邪气在表，而只要符合小柴胡汤证正虚而邪气在下焦的核心病机，具备充分“柴胡证”亦可使用。

小柴胡汤证可分为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在《金匮要略》中出现的三条小柴胡汤证，均是以血虚为主的内伤杂病，而其余在《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证，则是在外感邪气的前提下，因正气偏虚而邪气因入。由此可知，外感与内伤的小柴胡汤证，均有正气偏虚的前提，只是外感病过程是邪气从外到内的逐步深入，而内伤杂病则可不经过表而直接入里。

各条文均在提示典型与不典型小柴胡汤证之分，在多种病机共存的情况下，如何分清先后缓急，判断是否适用小柴胡汤。在个别条文中并无柴胡证可辨别，但是在病机诊断上符合小柴胡汤证的正虚而表里同病的病机特点，亦可斟酌使用小柴胡汤。


五、非“柴胡汤证”的鉴别

《伤寒论》中有三条条文提示了“并非柴胡证”的证情，以示人小柴胡汤类似证候的鉴别，以下逐一讨论。


1.《伤寒论》第98条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胁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后必下重。本渴饮水而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本条见证与小柴胡汤类似。一开始“得病六七日”，与典型小柴胡汤证的“伤寒五六日，中风”病程类似，继而见恶风寒、手足温，误下后仍见“颈项强”，说明仍有邪气在表，而见“胁下满痛”，此为“柴胡证”，按理当属“但见一证便是”，考虑用小柴胡汤。

本条应与《伤寒论》195条互参。本条一开首说明“脉迟浮弱”，其中浮弱之脉反映外邪仍在。如《伤寒论》42条说，“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当中的脉弱反映正气偏虚。严格而言，本条所见的“不能食”并非“柴胡证”，小柴胡汤证是见“不欲饮食”而非“不能食”。《伤寒论》190条说：“阳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不能食是阳明中寒证的表现。再看195条说：“阳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疸。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195条见“脉迟”，而且见“食难用饱”的阳明中寒不能食表现，与本条情况相近，而且195条后面更说“饱则微烦头眩”，烦与头眩均属于少阳证，是胃虚而虚热上炎的表现，由于胃虚而不能运化水谷，则出现水停胃中，故津液不下而小便难，接着更说“此欲作谷疸”，意思即这已经具备了形成黄疸病的病机基础。笔者在《发黄证治》一文中指出，由于谷疸之证是“脾寒胃热”所造成，因此本证见“脉迟”已经有脾气虚寒的基础，加上饱食之后，使谷气不消，若进一步使胃中浊气下流，形成瘀热在里，则可见发黄，故此195条说“欲作谷疸”。

由此反观本条证情，同样见“不能食”、“小便难”，不同点在于本条已经见“面目及身黄”，意即“谷疸”已成，是“由于脾气受伤，胃不能消谷则胃中生湿浊之气”。在此前提下仍兼有邪气在表，虽然是有类似小柴胡证的病情，但是小柴胡汤证并不能治疗胃中湿浊停滞的谷疸，反而小柴胡汤能补中焦脾胃，能使病情加重。因此文中说，“与柴胡汤，后必下重”，“下重”即是指下利严重，如《伤寒论》365条说，“下利，脉沉弦者，下重也”。本条的下重反映误用小柴胡汤之后，使胃中湿浊加重，脾胃更伤，因而出现脾虚更重而下利。

本条最后更出现另一种辨证提示：“本渴饮水而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上述谷疸本当属“茵陈蒿汤”证，其证当见“渴引水浆”，这种渴的成因需要与小柴胡汤证加减法一的渴作鉴别，前者有胃中湿浊停滞，后者则无湿浊而是胃热津伤。虽然此时见“呕”的类似柴胡证，但是此呕的机理并不相同，是由于胃中湿浊停滞。《金匮要略》十五篇2条的“酒疸”证即可出现“时欲吐”，是由于同时兼有中上焦之热所致。故此，张仲景运用一个简单鉴别方法，小柴胡汤证若见渴，由于无胃中湿浊停滞，当能饮水，假若渴欲饮水则呕，属于胃中湿浊停滞，故此说“柴胡汤不中与也”，在这种前提下若再“食谷”，参《伤寒论》226条说，“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由于本有胃虚冷，不能消谷，故再饮水则不能消水而见哕。

本条证情在于与后一条作鉴别，《伤寒论》99条：“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两者病情类似，同样见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与渴，不同点在于没有不能食、小便难与面目及身黄，此等证亦正是谷疸的主要见证。由此可知，小柴胡汤证的使用禁忌，在于不可用于谷疸之证，其能使病情加重。

本条亦当与231条互参，上文已有略论，该条具有柴胡证，但是同时兼有“一身及目悉黄”、“小便难”，反映谷疸已成，已非小柴胡汤能治之证，而且见“腹满”、“时时哕”，反映脾胃气已虚。只是在“病过十日”之后，若脉象从“弦浮大”而变成“脉浮”，虽然诸证仍在，但是反映正气偏虚得复，可知胃中湿浊停滞亦有缓减，中焦脾胃能化生营卫气血，由此理解，谷疸病机为次，可以小柴胡汤先解外，后再治疗发黄。


2.《伤寒论》第123条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汤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

本条首先是从太阳病而来，但已“过经”，邪气并不在表。本条见类似“柴胡证”的表现，主要在于后段说，“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汤证”，此等证与小柴胡汤证有类似之处，但是仔细鉴别却有所不同。“呕”可属于柴胡证，但是本条是“欲呕”而非“呕”，亦非与“心烦”并见；柴胡汤证可见“胸满胁痛”、“胸胁苦满”，但未见“胸痛”；在《伤寒论》229条的小柴胡汤证条文亦见“大便溏”，但便溏并非柴胡证，而是脾气虚的反映，故此本条同样见“腹微满”。另外，本条见“郁郁微烦”，小柴胡汤证可见“心烦”，但是本条明确地用“郁郁微烦”此一术语。《伤寒论》103条说：“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郁郁微烦”并非小柴胡汤证的典型表现，可是这一条却未见呕不止、心下急。

本条属不典型的“结胸”证，结胸以“胸痛”为特点，但是其证开始见“微烦”。《伤寒论》133条说，“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假若更进一步见“烦躁”则属死证，此是结胸见正气偏虚而虚热上炎较重的反映，而本条已经见便溏、腹微满，脾气已虚，不能再承受大陷胸汤的猛攻。

面对如此病机矛盾，张仲景提示要趁先机治之。文中说，“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这里要理解“先此时”的意思，先此时并非指在“过经”后而诸证皆未发生之时，假若诸证未见何以判断用调胃承气汤？后文说，“以呕故知极吐下也”，本条的“欲吐”当是由于使用吐下法后才生之证，由此理解，“先此时”当是指在“呕吐”、“胸中痛”与“便溏”出现之前，是由于本无呕吐与便溏，而误用“极吐下”之后则出现，而结胸的胸痛则是“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的结果。由此理解，在吐下之前本只见“腹微满，郁郁微烦”，参《伤寒论》207条说，“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假若没有呕吐而下，只见心烦，反映胃热炽盛，可用调胃承气汤治之。249条又说，“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假如误用吐法之后见腹胀满，仍可用调胃承气汤治之。因此，假若在误用吐与下之后，仍然出现心烦，可知胃热仍在、正气不虚，仍可用调胃承气汤以和胃气。但是，假若一开始未使用吐下，而已经出现此等证候，反映正气本虚，并非胃热所致，故此非调胃承气汤所能治，属难治之证。


3.《伤寒论》第149条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本条亦强调“柴胡不中与之”，主要在于小柴胡汤证与半夏泻心汤证作鉴别。例如，在前一条的小柴胡汤证中见“心下满”，又如在《金匮要略》十篇12条的大柴胡汤证亦见“心下满痛”，心下满并非半夏泻心汤证的专利。本条说“但满而不痛者”，即是强调只见“心下满”而没有“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等柴胡证，故此当属于半夏泻心汤的痞证。由此理解，“心下满”并不属于柴胡证，见此证亦不可即诊断为泻心汤证，仍要进一步鉴别。


4.小结


上述三条，阐述了小柴胡汤证的三种鉴别。一是谷疸发黄胃中湿浊较重时，不可使用小柴胡汤。二是提示与结胸证作鉴别，柴胡证当见胸满而非胸痛。三是小柴胡汤证与半夏泻心汤证的鉴别，泻心汤证并无“柴胡证”，无表邪且只见“心下满”。上述“非柴胡证”的条文，对于准确应用小柴胡汤有重要意义。


六、讨论：小柴胡汤在临床十分常用的原因

小柴胡汤是现代临床中十分常用之剂，某些医家甚至在临床中治疗大部分病证均使用小柴胡汤，究竟为何？

首先指出，现代一般医家对于小柴胡汤的理解与本文的认识并不相同。一般多认为小柴胡汤属于“和解剂”，功效平和，和解枢机，调和肝脾，或更有认为柴胡能够升散而“辛凉解表”。在此前提下，由于对小柴胡汤的病机认识各有不同发挥，这一种“模糊”的认识反而成为了广泛使用小柴胡汤的原因。由于对“枢机不利”的理解各家看法不同，致使小柴胡汤的诊断应用范围不断扩大。当然，此认识并非仲景原意，实际上后世医家也甚少以小柴胡汤原方抑或原方剂量治病，故此亦没有达到小柴胡汤的原本功效。可以说，后世大部分医家所用的只是小柴胡汤的部分药物组成，而非小柴胡汤的原方。

再者，即使从本文的角度出发，小柴胡汤亦确实是张仲景手中的常用之方，从其条文之多、所治疗的病情之复杂、病机范围之广泛可证。上文亦指出了小柴胡汤的治疗范围跨越了六经之中的五经，包括了表里三焦的范围，能宣上通下而补中下，实即能疏通三焦，无论“外感”与“内伤”皆可以用。另外，小柴胡汤的特点是“有表证可以用，无表证亦可以用”，小柴胡汤“扶正解表”的功效特点，使其在虚人外感的病情中可广泛使用。故此，在大部分病证中，即使并非是柴胡汤证的病机，但用上了小柴胡汤，由于其方能通利三焦，按《金匮要略》第一篇第2条所说的，“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三焦通达，则营卫气血通畅，自能正气抗邪而病愈。

再从反面来说，小柴胡汤证的“禁例”较少，只有上述三种个别情况下提出不用小柴胡汤，包括发黄、大陷胸汤证、半夏泻心汤证，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情况均可用之。

以上多种因素，成为小柴胡汤能被广泛使用的原因。小柴胡汤从其组方本义上，适用范围较广，当然这不代表临床辨别小柴胡汤证可较为随意。从张仲景对于小柴胡汤证的辨别，以及其加减法可知，他在辨证使用时十分严谨，加减一味药，甚至加减其中剂量，均有明确法度。故此，明确张仲景对于小柴胡汤应用的本源理论思想，对于现代临床应用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柴胡汤证无邪在阳明

在《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笔者已经对小柴胡汤证的病机及其方义有深入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再对大柴胡汤进行分析。

大柴胡汤是除小柴胡汤外，在《伤寒论》中出现条文较多的一首柴胡剂，现代对于大柴胡汤证的认识，多为其方属于“少阳病兼有阳明里实”，但是按原文考证，张仲景对大柴胡汤的认识并非如此。以下先直接从大、小柴胡汤的关系说起。


一、从各“大、小”经方看大、小柴胡汤关系

在《伤寒论》中有六首以“大、小”关系相对的方剂，大、小柴胡汤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大、小青龙汤及大、小承气汤等，理解这等“大、小”相对的经方关系，能助明白大柴胡汤证的病机与方义。

“大、小”经方的关系，在于有无考虑正虚，是否“泻而无补”。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三承气汤证治再考》一文中指出，大承气汤证的典型病机是“胃热炽盛而有燥屎”，这是由于正气充足、邪正交争激烈所导致，其方单一考虑攻下而不补。小承气汤治疗“胃热胃虚腑实证”，其证有偏虚的一面，因此其通下力量相对和缓。由此理解两方关系，即小承气汤考虑了正虚，大承气汤则无虚而专一攻下，泻而无补。这种病机特点，在大、小青龙汤中亦有出现。大青龙汤是正气充足而无虚，因而正邪交争在表而激烈，故此专一发汗，其发汗力量是诸种汗剂之中最强的。小青龙汤证则是因正气偏虚而产生寒水停滞，因此其方要加上温补之药。除了以上两对“大、小”之方外，还有小建中汤与大建中汤，建中汤，顾名思义是考虑建中焦脾胃阳气。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笔者指出，小建中汤证具有营气亏虚的病机，因此其方用饴糖以补之。大建中汤在《金匮要略》十篇14条中治疗“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其方中用蜀椒、干姜、人参，目的明显在于温中散寒，相较小建中汤的温通力量更强。

由此理解大、小柴胡汤的关系。小柴胡汤证是以下焦营血偏虚而邪气停滞在里为其病机核心，或兼有中焦偏虚、虚热上炎、热在上焦等其他病机，若按上述“大、小”诸方的关系来看，则大柴胡汤证的正虚较轻，其方义并不考虑补益，是专一“泻而不补”，以通降邪气为主要目的。这一病机特点在张仲景对大柴胡汤的功效描述可证。《伤寒论》103条说，“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而在《金匮要略》十篇12条说，“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大柴胡汤属于“通下”之剂，相对于小柴胡汤中柴胡能通降中下焦营血之功，则大柴胡汤的通降力量更强，能通下大便，按现代方剂学分类可归属于“泻下剂”之列。


二、大柴胡汤方义与病机分析

大柴胡汤与小柴胡汤皆用七味药，若以小柴胡汤为基础看大柴胡汤，两方同用柴胡、黄芩、半夏、大枣、生姜，可知其证与小柴胡汤证一样具有邪气在下焦、胃虚而虚热上炎的病机特点。大柴胡汤中生姜加重二两，剂量为五两，生姜在小柴胡汤中使用的目的本在于助半夏宣散中焦脾胃精气，以治呕吐，加重生姜剂量即为加强了宣散中焦脾胃阳气，反映气机上逆的呕吐证情较重，呕吐加重反映正气意欲抗邪，相对而言胃气虚较轻。另外，生姜用五两这一剂量层次，除了在大柴胡汤之外，还有旋覆代赭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与竹叶汤等三方，此三证皆有胃虚而气机上逆的病机可证。

大柴胡汤是小柴胡汤中去人参、甘草。方中去人参的目的，即如小柴胡汤加减法六“去人参”之意，反映其下焦营血偏虚较轻，因此不用人参。至于去甘草的目的，在小柴胡汤并无去甘草的加减法，其意类似于调胃承气汤用甘草而大承气汤中则去之，又如小建中汤用甘草而在大建中汤中则去之，由此理解，在专一通行的时候，则去甘草以除其甘缓之性，在专一通行之时不补胃气，使全方药力猛烈。

大柴胡汤的独特之处，在于加上芍药三两、枳实四枚。加上芍药的原因，如小柴胡汤加减法三中“加芍药三两”之意，目的在于加强通降营气，治疗中下二焦的营气郁滞，加芍药同时反映营气相对不虚。加枳实的目的，参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栀子豉汤证属少阳病》一文中，对枳实栀子豉汤这样解释，枳实不单有补中益气的作用，亦能行气走表，再看张仲景在上焦气滞之证中，多用枳实而不用厚朴，如橘枳姜汤和桂枝生姜枳实汤等，可知枳实的作用部位偏上。本方用枳实四枚，此一剂量亦见于栀子厚朴汤、厚朴大黄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三方。栀子厚朴汤在《伤寒论》以“心烦、腹满、卧起不安”为见证，厚朴大黄汤在《金匮要略》十二篇26条以“支饮胸满”为单一见证，而枳实薤白桂枝汤在《金匮要略》九篇5条以“胸痹心中痞，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为见证。三方以枳实为共有药物，三证的共同点是病在上焦，可证张仲景在大柴胡汤中运用枳实，目的在通行上焦之气，《神农本草经》载枳实“味苦，寒”，枳实的行气同样是以“苦降”为主，通降上焦之气，并且性寒能清上焦之热。

综合全方，方中仍以柴胡为主药，目的在于通降营气，以治疗下焦营血的邪气停结，而以芍药配柴胡，则助柴胡通降营血之功。枳实配柴胡，则使通降之功从上焦开始，一直通降至下焦。方中用黄芩清上焦之热，配枳实亦能助之，配上半夏、生姜，则在于宣散中焦脾胃精气，配大枣则补中焦脾气。全方配伍，共奏苦降辛开而补中之功，相较小柴胡汤则无补下焦营血，其方通行力量专一，重在通降营血以除邪气。


三、大柴胡汤有无大黄

《伤寒论》103条及136条小柴胡汤的方后注均云：“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大柴胡汤在《伤寒论》的原方本无大黄，但按此林亿等人的注文，大柴胡汤当有大黄二两。那么，究竟大柴胡汤原方中当有大黄否？为何林亿认为大柴胡汤中应有大黄？

在《伤寒论》另外两首方的后注中，林亿亦有类似的药物补充注文。例如在14条的桂枝加葛根汤后注中说：“臣亿等谨按仲景本论，太阳中风自汗用桂枝，伤寒无汗用麻黄，今证云汗出恶风，而方中有麻黄，恐非本意也。”又如154条大黄黄连泻心汤后注说：“臣亿等看详大黄黄连泻心汤，诸本皆二味；又后附子泻心汤，用大黄、黄连、黄芩、附子，恐是前方中亦有黄芩。”这两方的药物加减校注文字，林亿均有说明其依据，是“理校法”的一种，可是在大柴胡汤加大黄的注文之中，则无列出详细论据，故此要推测其因。加大黄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大柴胡汤属于通下之剂，而在《伤寒论》中三承气汤、大陷胸汤、抵当汤、桃核承气汤，以及《金匮要略》中的大黄附子汤、大黄硝石汤、大黄牡丹汤等通下之剂均用大黄，反过来说，没有明确说明“下之”却不用大黄之方。另一方面，《金匮要略》十篇12条的大柴胡汤证，其方有大黄二两，属一文献例证。

应当指出，加大黄二两严格而言并不符合仲景习惯。林亿的校文中没有列出其依据，可知林亿在仲景书中亦未有找到更合理的文献依据。虽然在《金匮要略》中有一文献例证，由于《金匮要略》中有大量被后世修改的痕迹，如大柴胡汤中的“生姜”一药文字有所不同，且无“切”的药后注，大枣亦无“擘”，可知其中所载之方不及《伤寒论》可靠。再者，《伤寒论》中大柴胡汤的方后注明确说“上七味”，可证其方为七味药，无大黄当为原文。而且，大黄运用“二两”，此一剂量层次之中，有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茵陈蒿汤、桂枝加大黄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下瘀血汤。这些方中用大黄的目的均不在于单独“通下”大便，或从另一角度说，相较上述所有“通下”之剂，大黄均不用此剂量。其中尤其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此方属于柴胡剂，参下一篇《小柴胡汤类方证治》一文中的分析，方中加用大黄二两的目的，在于治疗“谵语”一证，可是纵观诸条大柴胡汤条文均未见谵语。因此，加大黄二两似乎不属于原文的可能较大，即使大黄二两属于大柴胡汤的方药组成，加大黄的目的亦不能单纯理解为“通下”。

大柴胡汤的“通下”之功，是由于柴胡配伍芍药、枳实的效果，大柴胡汤中即使没有大黄，亦当有通下大便之功。首先，即使是小柴胡汤，在《伤寒论》148条中亦能治疗“大便硬”，《神农本草经》载柴胡能“推陈致新”，其功与“大黄”、“消石”相近，均能通下大便。另外，按张仲景的认识，芍药与大黄的功效类似。《伤寒论》280条说：“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大黄与芍药均能通降营气，胃气弱之人则当减之，以防通下太过而伤胃。由此理解，柴胡只要配上芍药、枳实，三药均为味苦降泄，定能产生通下大便的作用。当然，能否通下大便，应视乎病机而定，大小柴胡汤证的病机是邪气停结在下焦营血，因此其“通下”当是指这一病机得以解决，并不是所有“大便秘结”均能治之。

若大柴胡汤中有大黄二两，则其目的是加强通降营血之功，反映其证中下二焦营血郁滞较重。《伤寒论》279条说：“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指出，桂枝加芍药汤中在桂枝汤基础上倍用芍药，可知其通降营血的功效更强，反映本证因误下之后胃气受损，营气停滞胃中，营卫不通，因而出现腹满痛。假若腹痛更甚见“大实痛”，反映营气郁滞甚重，因而加用大黄以助芍药通降胃气，使营气得下。因此，方中加上“大黄”，不能单纯理解为“通下便结”，而是在于“通降营气”。假若在大柴胡汤本身有三两芍药的基础上加上二两大黄，即如在桂枝加芍药汤的基础上加大黄二两而成桂枝加大黄汤之意，反映胃中营气郁滞加重。

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假设，大柴胡汤或许有两种方药组成。目前没有更多文献依据，难以给大柴胡汤原文有无大黄作一定论。从理论角度看，加大黄虽然亦为合理，但必须要从条文的证候上得到病机的反映依据。例如，上文说桂枝加芍药汤见“腹满痛”，加大黄则见“大实痛”，可是在《伤寒论》中的三条大柴胡汤证，虽然或许可兼有“大便硬”，但均无任何“腹满”或“腹痛”的表现，而在《金匮要略》所载的大柴胡汤见“按之心下满痛”，这里虽然写成“心下满痛”，但是其方载于《金匮要略》的“腹满寒疝宿食”病篇，此条目的在与前述多条“腹满”证作鉴别。因此，本句当是“腹满”而“按之心下满痛”之意，由此理解，或许代表《金匮要略》的大柴胡汤中当有大黄，乃指这一病证的加减方，即如桂枝加大黄汤之意，而在《伤寒论》中大柴胡汤的三条条文则可不必加上大黄。这种同一方名而有不同药物的情况，在《伤寒论》中亦有类似例证。如调胃承气汤与小承气汤在《伤寒论》中有不同煎服法，又如在《伤寒论》394条治疗劳复“发热”而用的小柴胡汤，其所载之方中人参、黄芩、甘草、生姜均减轻一两而用二两，这一方过去亦有医家认为属于小柴胡汤的“一方二法”，即另一小柴胡汤之意。由此推测，或许大柴胡汤有两种方药组成亦无不可。此一观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四、大柴胡汤各条证候分析

在讨论了大柴胡汤的病机与方义后，以下对大柴胡汤的五条条文逐一进行证候分析。


1.《伤寒论》第103条


“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反二三下之，后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下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本条一开始先病太阳，后来已“过经”，参《伤寒论》217条说“过经乃可下之”，“过经”即指病已经不在太阳，过经后却被误用下法，若误下后仍然有柴胡证，则还可用小柴胡汤治之。“柴胡证仍在者”当指在太阳病“过经”后而误下之前，已经有“柴胡证”，误下后病如前，故说柴胡证“仍在”。

“呕不止”、“郁郁微烦”属于“柴胡证”的延续。小柴胡汤证见“心烦喜呕”，而本条的“呕不止”是指服用小柴胡汤之后柴胡证的“呕吐”未止，仍出现“喜呕”不断，反映上焦邪气阻滞较重，脾气不升，胃气相对不虚。至于“郁郁微烦”一证，“郁郁”是指何种证候其意未明，按修辞手法理解，“郁郁”当是对“微烦”的形容，如12条的“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啬啬”、“淅淅”与“翕翕”均属形容词，实际上只要单纯以“恶寒”、“恶风”与“发热”来理解亦可。那么“微烦”一证，在《伤寒论》中多指因虚而烦的“虚烦”证，如栀子干姜汤证与195条阳明中寒脉迟等均见“微烦”，但是本证用大柴胡汤，正气相对不虚，此“微烦”当属邪热扰心而其热较轻之象。《伤寒论》203条说：“阳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必大便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干燥，故令大便硬。”“微烦”可属于“大便硬”的外证。又如，250条小承气汤证亦说：“太阳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后，微烦，小便数，大便因硬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103条的大柴胡汤证，先是被多次误下之后，正气不虚，故仍见小柴胡汤证，可因津液受伤而出现大便硬，故此以大柴胡汤下之。可是，《伤寒论》123条见“腹微满，郁郁微烦”而用调胃承气汤，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三承气汤证治再考》一文中指出，调胃承气汤的通下并非因燥屎便硬已成，本证同样见“郁郁微烦”，可知此非“大便硬”已成的必然反映。而且本条亦未见203条的“自汗出”或250条的“小便数”，亦无其余“亡津液”的反映，故此尚未能明确诊断为大便硬已成，只能说有这一方面的趋势，所以，如调胃承气汤般急下存阴，以防大便硬。

本条的重点见证为“心下急”，反映邪气在上焦郁滞较重。此证独见于本条之中，在《伤寒论》中多见心下的“痞”、“满”、“痞硬”等，但唯独此处出现“心下急”，“急”即“拘急”、“紧张”的意思。《伤寒论》29条说“脚挛急”，106条说“少腹急结”，398条说“四肢拘急”，392说“少腹里急”等。“心下急”即如“少腹拘急”般，是指胃脘部拘紧的感觉，可理解为“心下痞满”的程度较重。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中指出，心下是上焦膈间在体表的对应部位，属于上焦的下部，是中上焦之间的枢纽，因此心下病证反映中上焦的气机上下不通。小柴胡汤证本身在148条亦见“心下满”，小柴胡汤证的加减法亦可见“心下悸”，甚至《金匮要略》十篇12条的大柴胡汤证亦见“心下满痛”，由此理解，本条大柴胡汤证以“心下急”为特有见证，反映上焦郁滞较重，中焦脾气散精受阻，中焦营气郁滞不下。此亦符合了大柴胡汤中加用芍药、枳实以增强通降中上焦营气的功效。

本条的辨证方法，是先用小柴胡汤未效，柴胡证“未解”却反而有加重的趋势，由此反映正气不虚。由于小柴胡汤中有人参、甘草等补益之药，若为正气不虚之证，用之则使中焦郁滞加重，故此出现“心下急”的新证，因此改用大柴胡汤专一通降。这种用方思路，类似于阳明病篇208与209条先用小承气汤的试探法，若病情更重则可用大承气汤。本条虽然一开始用小柴胡汤并非在于试探，而是因为有“柴胡证”而用之，可是用药以后病情未解而加重，其证反映正气不虚，故此改用更重之剂大柴胡汤治之。

本条当与《伤寒论》123条作鉴别。“太阳病，过经十余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极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汤证，以呕，故知极吐下也。”其与103条同样是“过经”之后的病证，两者证候相似，均见“郁郁微烦”，前者见“呕不止”、“心下急”，后者为“心下温温欲吐”，可是后者仍有其他证候，如“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等，故此后文说“此非柴胡汤证”。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指出123条属于非典型的“结胸证”，虽然部分证候与柴胡证相似，但是要仔细鉴别。


2.《伤寒论》第136条


“伤寒十余日，热结在里，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胁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本条使用大柴胡汤的原因，首先是伤寒十余日的外感病史，继而出现“热结在里”，若再出现“往来寒热”，则可使用大柴胡汤。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无大热》一文中曾对本条作讨论，本条的“热结在里”本身是指白虎加人参汤证，但是假若出现“往来寒热”，则不当用白虎汤治之，而用大柴胡汤。

进一步理解，“热结在里”符合了小柴胡汤证的邪气停结下焦病机，更明确的如小柴胡汤能治“热入血室”，“血室”亦指下焦营血，相较而言“热结在里”则只强调了病位而不专指下焦的营血。由此理解，本条即是在外感病的过程中，演变成白虎加人参汤证，反映邪气已经入里而不在表，假若再出现“往来寒热”，即代表正气抗邪、邪气亦同时出表，正邪分争在表在里，因此不能再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而改用大柴胡汤。

应讨论一点，为何出现“往来寒热”之时，并非用小柴胡汤而是直接用大柴胡汤？其实用小柴胡汤亦符合其病机，而以大柴胡汤更为合适，故此说“与大柴胡汤”而非“大柴胡汤主之”。小柴胡汤能够治疗“热入血室”之证，但是其证是在“妇人病”而“经水适断”之时，若用小柴胡汤之后其“血结”得解，则经水当能下而得愈。反观本条的“热结在里”并非一定为妇人病，或即使是妇人得病亦非在经水适来之时，若要使此“血结”得下，则要以通下力量更强之剂，故此证从“热结在里”而转见“柴胡证”，即可考虑用大柴胡汤治之。

本条的辨证方法，即是先按白虎加人参汤证诊断为“热结在里”，及后再出现“往来寒热”则可诊断为表里同病，因邪气仍在表而用大柴胡汤。“热结在里”并非外在证候，再加上“往来寒热”的病机，是故此证的辨证论治，除往来寒热以外尚要更多证候才能诊断。至于白虎加人参汤证的辨证，可参考笔者本书《白虎加人参汤证属表里三焦热盛》一文。


3.《伤寒论》第165条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本条先是“伤寒”的太阳病来路，仍有“发热”可知邪气仍然在表，如《伤寒论》149条说，“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本条基本已经符合小柴胡汤证。本证见“汗出不解”，这里的“不解”即是指太阳病经过汗出之后邪气仍在，是指邪气仍在太阳，符合小柴胡汤证。

本条的重点见证是“心中痞硬”。在《伤寒论》中虽然有多处“心下”痞硬，可是唯独这一条见“心中”的痞硬。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指出，心中是上焦心脏的对应体表部位，其证与中焦胃有关，张仲景对“心中”与“心下”的位置区分严格。“心中痞”一证另外见于《金匮要略》第九篇第5条，“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又如第九篇第8条说，“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心中痞”是“气结在胸”所致，即是上焦心气不通的反映，这与心阳虚或营血虚所引起的心悸、胸满有别。至于“硬”的原因，则如《伤寒论》第158条说，“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硬也”，是胃虚而客气上逆的反映。总而言之，本条的“心中痞硬”是上焦心气不通、客气上逆，反映小柴胡汤证上焦虚热上炎较重，营卫不通较重之象。故此，小柴胡汤已经不足以治之，而改以大柴胡汤。

本条当与心下痞证作鉴别。在本条的前一条，《伤寒论》164条说：“伤寒大下后，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本条正好强调“先表后痞”的治则，假若属于心下痞，则仍当先治表，但是本条并非痞在心下，虽然仍有痞证，则不属此条之列，可用大柴胡汤以先解外、表里同治。

本条的“下利”，是由于中下焦亏虚所致。对于本条的“下利”，过去有观点认为当改为“不利”，例如，《医宗金鉴》即持这一观点。现在则认为下利是由于“病兼阳明，热壅气滞，胆热犯胃，故呕吐，热邪迫津下泄，故下利”，但据原文多个方证比较，可知本条的下利并非由于“热迫”所导致，而是其证本虚。《伤寒论》中的多种治“心下痞硬”方剂，如十枣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理中汤、赤石脂禹余粮汤等，均是同样见“下利”而有“痞硬”，反映两者具有共同病机，均是由于胃虚所致，而即使有热，亦非“热迫”阳明，而是虚热上炎较重。

本条的辨证方法，类似于小柴胡汤的用法，是在有太阳证的前提下，但见一柴胡证“呕吐”，可是其虚热上炎、客气上逆、上焦不通较重，故以“心中痞硬”为主证，因此改以通降力量更强的大柴胡汤治之。实际上，“下利”一证并未兼治，更甚而言，大柴胡汤中的芍药或能更伤胃气，故此芍药用量不宜大。按此证病机理解，本条的大柴胡汤证当无大黄为适合。在四条大柴胡汤证条文之中，只有这一条明确指出是大柴胡汤“主之”，似乎意指本条属于“典型”的大柴胡汤证，亦即是大柴胡汤的主要用法，是用于邪气同时在表在里，而少阳虚热上炎较重的证情。


4.《金匮要略》第十篇第12条


“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本条用大柴胡汤治疗“腹满痛”之证。上文“大柴胡汤有无大黄”这一部分中，已经对本条略有所论，指出本条是由于“腹满”而“按之心下满痛”，才辨别为大柴胡汤证。《金匮要略》十篇11条说：“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这条单纯写成“痛而闭”，必然是省略了“腹满”一词，是因与前文连读而省略。故此，本条亦当是在腹满的前提下见心下满痛，才能辨别为使用大柴胡汤。

一般来说，心下满或满痛均不属柴胡汤证。如《伤寒论》149条后段说：“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本条前段描述了小柴胡汤证，后列出此两种方证作鉴别。假若是大陷胸汤证当见“心下满而硬痛”，半夏泻心汤证则见“心下满而不痛”，可知这两种情况均不属于“柴胡证”。可是，小柴胡汤亦可兼治“心下满”之证，如在《伤寒论》148条的小柴胡汤证亦见“心下满”，只是“心下满”并非判断为小柴胡汤证的要点，但可是小柴胡汤证病机所伴随的证候。由此理解本条辨别使用大柴胡汤，重点在于“腹满”，假若单纯见“心下满痛”并不足以诊断使用。

本条的证候分析。“心下满痛”的病机类似于上文所说的“心中痞硬”，本条不见“硬”，即是反映胃虚客气上逆较轻。其见满痛的原因，类似于桂枝加芍药汤证见“腹满时痛”，本证除了腹满之外，其满痛主要部位在“心下”，反映中上焦的不通较重。另外，本条强调“按之”才出现“心下满痛”，这亦是相对于“心下痞”是“按之濡”而不痛的特点，又与结胸证的“按之痛”相区别，结胸证虽然可见“心下痛”，但并不见“满”，而且结胸当同时伴有胸痛。由于此一病机特点，小柴胡汤的通降之力相对不足，故此改以大柴胡汤治之，方中增加芍药、枳壳，能增强通降中上二焦之气的功能，以治心下气机郁滞。在《伤寒论》28条的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中亦见“心下满微痛”，差别在于“微痛”而不是“痛”，其方亦以“芍药”为主药通降营血，而在小柴胡汤加减法三中说“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小柴胡汤加芍药能治疗腹痛，而本证不单是腹痛，更有心下满痛，故此再加枳实以通上焦之气。

本条说的“此为实也，当下之”的“实”，并非指通下便结。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阳明病概念》一文中说明，张仲景运用“实”一词，除了是邪气实的意思，更有正气实的含义，是指由于正气充足，正邪交争激烈，虽然可因此出现胃中津液耗伤而大便不通，但是“实”并不一定必须见大便硬或有燥屎。由于正气充实，能承受大柴胡汤的专一通下，使三焦不通得降，因此用大柴胡汤，去除小柴胡汤中的人参、甘草。

值得讨论一点，大柴胡汤可理解为大承气汤攻下的“轻剂”，类似于大、小承气汤的关系。《金匮要略》十篇13条说：“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伤寒论》255条亦有类似文字，但“当须下之”改为“当下之”，另在《伤寒论》254条说，“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首先是发汗不解，这里的“不解”当是指“表不解”，若非在表则不需要用发汗之法，但由于见“腹满痛”，按《素问·标本病传论》所说，“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均是强调了见腹满则当先治之，即使有表热或他证也当后治。因此，254条先用大承气汤急下，可是到了255条说“腹满不减，减不足言”，是指运用大承气汤之后腹满没有减轻，故此仍当用大承气汤再下。由此反观本条，先列出了大柴胡汤，当是指运用了大柴胡汤以后腹满不减，在此时则当改用大承气汤以攻下。这是由于大柴胡汤的通降攻下之力相对大承气汤为弱，而腹满而心下满痛尚未到“腹满痛”的必须攻下程度，可以大柴胡汤先行“试探”，若用之得效则不用再攻，若腹满不减则改用大承气汤下之。


5.《辨可下病脉证并治》


在《伤寒论》398条正文后的《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篇中，亦有一条明确地说使用大柴胡汤，“伤寒后，脉沉，沉者，内实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汤”。一般认为，“可与不可”篇中的文字，是王叔和另行整理张仲景的文字，按“可与不可”汗、吐、下来进行重新分类，可是本条并未出现在正文之中，而且在该篇“可下”的九条条文所举治方中，八条均是使用大承气汤，而唯独这一条用大柴胡汤，当有其特殊用意。

从本条表面文意，不足以判断能够使用大柴胡汤。在伤寒后见脉沉，脉沉的原因这里称为“内实”，是用大柴胡汤的原由。但是从《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的多处内容可知，脉沉主“里”，即主病位在“下焦”，而脉沉亦可有虚实之别，脉沉可主下焦虚衰之证，何以能见“脉沉”即判断为实？另外，即使是“内实”，在同篇之中有一条说，“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同样是“内实”，为何一者用大承气汤，一者用大柴胡汤？让人费解。

本条见脉沉即使用大柴胡汤，重点在“伤寒后”的病情来路。《伤寒论》394条说：“伤寒差以后，更发热，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沉实（一作紧）者，以下解之。”本条出自《伤寒论·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后段说“脉沉实”则用下法，并非指任何情况下见“脉沉实”均可用下法，而是专指“伤寒”之后。本条更强调“伤寒”瘥后见发热，用小柴胡汤，在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指出，本条使用小柴胡汤的原因，是“劳复”而邪气仍在表，可是由于大病过后正气偏虚，故此邪气在表并非立刻考虑发汗，而是以小柴胡汤“扶正解表”。由此反观《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篇中见“脉沉”即用大柴胡汤的原因，实即对394条“脉沉实者，以下解之”的治方补充，其辨证方法，是在伤寒之后“劳复”见“发热”而“脉沉”。其脉沉亦当为“沉实”之脉，是反映正气相对充足，而病位在下，可是由于大病瘥后正气亦相对偏虚，故此不能即用大承气汤猛攻，而用“轻剂”大柴胡汤治之。

这里使用大柴胡汤，亦体现了大、小柴胡汤的相对性，假如正气偏虚而仍有邪气在表则用小柴胡汤，假如在此基础上同时兼有邪气在里，则可用大柴胡汤。本条的病机特点与《伤寒论》136条相近，两者病位特点基本相同，均是重在下焦而且同时有邪气在表，不同点是两者病情来路不同，136条是邪气从里出表，而本条则是劳复邪气在表的前提下再出现邪气在里。


6.小结


综合上述五条大柴胡汤证，反映了邪气侧重在三焦的不同部位。《伤寒论》103条邪气侧重在中上二焦；136条与《辨可下病脉证并治》均是侧重在下焦，同时邪气在表；165条是邪气在表与上焦；《金匮要略》十篇12条邪气侧重在中上二焦。

进一步比较，《伤寒论》103条的大柴胡汤证与《金匮要略》十篇12条同样是侧重邪气在中上二焦，为何两者证候有所差别？这反映了外感与内伤的差异。外感的大柴胡汤证是从表到里的过程，因此邪气从表入里，故出现“呕不止”的“邪高痛下”之表现，可是内伤的大柴胡汤证则并非邪气从外而入，故此直接表现为中上二焦的郁滞而不见呕吐，两者同样以“心下”为主要见证部位。由此外感与内伤的比较，可知为何大柴胡汤证在《伤寒论》中能有四种不同的用法，这是由于外感邪气入里以后，所影响的部位、正气强弱、正邪交争程度之不同所致。


五、讨论

重新认识大柴胡汤的证治理论之后，以下再对一些相关问题进一步探讨。


1.大柴胡汤属“少阳兼有阳明里实”


现在一般认为，大柴胡汤证属“少阳兼有阳明里实”，从本文的研究而言，似乎未有发现大柴胡汤证具有“阳明病”的证候特点，心下痞硬、满痛、腹满等均非阳明病的必然见证，即使是小柴胡汤加减法中转变阳明的“渴”，抑或在柴胡加芒硝汤证中见的“潮热”，再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所见的“谵语”等阳明证均没有出现。现在一般对“实”的理解是有“便结”而须攻下，有无便硬或燥屎并非大柴胡汤的辨证要点，从现在理解的角度将之称为“里实”亦不太恰当。

不过，假若从张仲景对于“实”的理解而言，“实”是指因正充气实，邪正交争激烈，大柴胡汤证确实较为对应正气充实，较为接近阳明。这从大柴胡汤中不用人参、甘草，类似于小柴胡汤接近阳明的加减法而去人参可证。但是，落实在具体条文上，大柴胡汤证亦非如阳明胃家实的正气不虚。如《伤寒论》103条见呕吐亦反映了中下二焦偏虚；在136条见“热结在里”，则必然是下焦偏虚才使邪气入里；又如165条见“心中痞硬”而“下利”用大柴胡汤，明显属于“胃虚”，属于少阳病为主；至于《金匮要略》的大柴胡汤证，则属气滞中上二焦之证，其正虚相对较轻。

由此理解，大柴胡汤证的“实”，主要是相对于小柴胡汤而言正气不虚，一般来说并非典型阳明的“胃家实”，但相比小柴胡汤证较为接近阳明，各条文证情有所不同。进一步说，大柴胡汤证的“实”当是专指《金匮要略》十篇12条内伤杂病中见“腹满而心下满痛”的病机，该条的正虚相对最轻，是将大柴胡汤作为大承气汤的“轻剂”而言。因此，如上文“大柴胡汤有无大黄”中所提出的假设，《金匮要略》的大柴胡汤中当有大黄，而《伤寒论》的大柴胡汤中则可无大黄，符合《金匮要略》该条强调“实”的病机特点。


2.“一云大柴胡汤”的条文


除了上述五条大柴胡汤证外，在《伤寒论》之中另有五条条文，其原文虽然并非使用大柴胡汤，但是在条文之后均列出了“一云大柴胡汤”的校文，这些文字一般认为是林亿校正《伤寒论》的时候，从别本中发现不同的文字，故此录入以供后世研究。当然，这些校文是否属于“原文”，没有更多文献发现，则未能作更多论证，但上文对大柴胡汤证的机理重新理解后，或许可从一新的角度，尝试解释选用大柴胡汤是否亦可合理。

（1）《伤寒论》第94条

“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一作微），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一作尺脉实）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一云大柴胡汤）。”本条最后原文作“宜调胃承气汤”，但又说“一云大柴胡汤”，究竟何方更为合适？这要先理解本条的含义，以下分三段讨论。

本条的第一段文字，指出正虚而邪气在表，则当静候自愈而不可发汗。本条一开首说“太阳病未解”，见“脉阴阳俱停”，这里“脉停”其义未明，纵观仲景书中未见此一脉象，而从后文“但阳脉微”与“但阴脉微”来理解，则当是以校文的“一作微”义胜。本条第一段见“振栗汗出而解”，实际上此即“战汗”。《辨脉法》中说：“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芤，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战汗的成因，是由于本虚而正气欲抗邪。由于仲景的理论强调不发虚人之汗，如在《伤寒论》87条说，“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本条见脉微，反映阴阳气虚，即使邪气在表，由于不可以发汗治之，要静候正气恢复之时，正气能抗邪而见战汗则自愈。

第二段是指正气相对不虚，不见战汗而是一般汗出而愈。本条中段说“但阳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阳脉微”是指只是寸脉微而尺脉不微，是相对于第一段的脉阴阳俱微而言。尺脉不微，反映下焦气血不虚，但是由于寸脉仍然见微，反映上焦营卫气仍虚，故此仍不可以一般的发汗之法，因此本条说“先汗出而解”。这里说的“先汗出”并非是指“发汗”，注意这里所说的“先”字是相对于前文“必先振栗”汗出而解，因此这里是指不用经过振栗，即先见汗出而自愈。此即如《辨脉法》讨论战汗的下一条条文，“若脉浮而数，按之不芤，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由于其人“本不虚”，“本”即指下焦气血不虚，故此自愈时但见汗出而不振栗。

第三段是指正气不虚而邪气侧重在下焦，当用下法。最后一段一开首说“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阴脉指尺脉，尺脉微而用下法，在仲景书中未有找到例证。相反，《伤寒论》286条说：“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阳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之。”脉微反映气血俱虚，即使有邪气在表亦不可发汗，而且亦不可下。因此，本条若以“阴脉微”则解释不通，取其校文“尺脉实”其义更胜。“尺脉实”即比前面的“但阳脉微”更进一步，不但并非阴脉不微，而且是阴脉实，反映里气充实，而且邪气在下焦，正邪交争激烈，故此可用下法。

本条所用之方，当以大柴胡汤义胜，而不当以调胃承气汤。本条原文是以调胃承气汤下之。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三承气汤证治再考》一文中指出，调胃承气汤证的病机是以“胃热盛实”为核心，是由于正气充足、正邪交争激烈所致，可是本条所见之证，虽然是“尺脉实”，但寸脉仍然见微，不当以调胃承气汤下之。又如《伤寒论》105条所说：“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其中“内实”而脉“反和”，是指脉象寸尺等同，反映周身三焦正气充足，故此可用调胃承气汤，而本条的脉象并非调和，故此仍不当用之。另外，由于本证仍有“太阳病未解”，使用调胃承气汤必当是邪气已经入阳明而不在太阳，故此调胃承气汤并不适合。

从正面解释本条当用大柴胡汤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邪气在下焦而正气恢复，但正气仍相对偏虚，此时如欲攻下则当以轻剂下之，此即如《辨可下病脉证并治》之中“伤寒后”而用大柴胡汤之意。另一方面，大柴胡汤是诸种下法之剂中唯一可用在仍有邪气在表的方剂，能够“表里同治”，在本条“太阳病未解”的证情中尤为合适。此外，本条前两部分均是以校文义胜，由此推论此处当以“一云大柴胡汤”的别本文字更为合理。

顺带一说，本条三处均以校文义胜，由此推论，该是由于林亿等人看到如“脉阴阳俱停”等底本文字，不敢妄加修改，但却认为校文的内容更为合理，由此或反映林亿所用校正之底本或许亦有不足之处，只是由于底本的选择而用此折衷的处理方式。由此进一步理解，往后多条“一云大柴胡汤”的校文，亦应加以重视。

（2）《伤寒论》第217条

“汗出谵语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者，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一云大柴胡汤）。”

本条一开首所见的“汗出”，重点提示仍有风邪在表。《伤寒论》105条说：“伤寒十三日，过经谵语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本条的“过经”是指病已经不在太阳而传变为阳明，见“谵语”是由于有热所致，故此可用下法。又如在213条说：“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假若阳明病见多汗，则使胃中津液干燥而出现便硬燥屎，这是谵语的生成机理。反观本条，同样是“汗出”而谵语所致的“燥屎在胃中”，可是后文却说“此为风也”而不是说“有热”，接续又强调一句，“须下者，过经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里实故也”。此即意欲表示，由于“汗出”一证在太阳与阳明均见，汗出可表示邪气仍然在表，如太阳中风是以汗出为重要证候，故说“此为风也”。因此，要鉴别此汗出是否为太阳证，假若不见恶寒等其他太阳证候，代表“过经”而可以用下法，假若邪气仍然在表而误用下法，使表气受伤而出现“表虚里实”，其“语言必乱”，即如《伤寒论》第6条太阳温病误汗之后而出现风温的“语言难出”，是表气亏虚、营卫不能达表的反映。

本条目的，在于强调运用大承气汤必须无邪气在表。在《伤寒论》中多次强调使用大承气汤必须表邪已解，除了本条明确地说“过经乃可下之”之外，其他条文也有论述。208条说：“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220条：“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宜大承气汤。”240条说：“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大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诸条文均是强调了在应下之证中假若仍有表，则要先表后里，故此本条选用大承气汤，即代表已无表邪。但是，由于“汗出”一证亦可同时反映邪气在表，即使其他太阳证已经不在，假若单见“汗出”而谵语，仍然未能完全排除有表邪的可能。如《伤寒论》208条说，“虽汗出，不恶寒者……此外欲解”，这里亦说“欲解”而并非“已解”，是因一般汗出仍可能是风邪在表之象。208条后文说，“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从一般汗出转而变成了“手足濈然汗出”，这种汗出则属于阳明的特点，反映邪气不在表，故可用大承气汤。

本条的“一云大柴胡汤”，当是指未能肯定是否仍有邪气在表的时候，可用的权宜之法。在《伤寒论》中凡是有燥屎之证，均是使用大承气汤攻下，由于已经“过经”，用大承气汤是为对证，而大柴胡汤并非对治“燥屎”之方，故此本条仍以大承气汤义胜。但是，如上文所言，由于见汗出而谵语，是仍有风邪在表之意，假若未见“手足濈然汗出”而又急当用下法之时，则可选择用大柴胡汤。大柴胡汤一方面可理解为通下之轻剂，另一方面大柴胡汤能用于表邪仍在之证，并不如大承气汤般具有“过经乃可下之”的禁忌，故此先用大柴胡汤治之，亦不失为一权宜之法，能表里同治。当然，大柴胡汤并非对治燥屎之方，因此，此证目的主要在于解外，假若外解已而燥屎仍在，则仍当使用大承气汤攻之。

（3）《伤寒论》第253条

“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一云大柴胡汤）。”本条是“阳明三急下”的其中一条，既然能称上“急下”，当以大承气汤为最合适之剂。

本条要急下的原因，是在阳明病的过程中，见发热而汗多，一般阳明病外证是“身热、自汗、恶热”，假若“汗多”则属于太过。如在《伤寒论》245条说：“汗出多者，为太过。阳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者，为阳绝于里，亡津液，大便因硬也。”阳明病见“汗多”即反映大便已硬，故此可用大承气汤攻之。

本条的“一云大柴胡汤”，其意亦与上条相似，是由于“汗多”亦可是表邪未解之象。如《伤寒论》208条说：“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这里亦是以“汗多”与否作为辨证要点，由于“汗多”并非“手足濈然汗出”，并非大便硬的必然反映，故此，253条的急下用大承气汤，亦写成“宜”大承气汤，而非“主之”。“汗多”可以是外证未解的反映，《伤寒论》234条说：“阳明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同样是阳明病过程中见“汗出多”，假若见微恶寒则反映表邪未解，当“先表后里”。再看253条的后一条条文，同样是急下用大承气汤的254条说：“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本条所说的“发汗不解”，即是指上一条“汗出多”之证，假若经过发汗而汗多不解，则可证明表邪已去，可明确使用大承气汤。因此，本条阳明病见发热、汗多，尚要见恶寒仍在与否，以判断是否使用承气汤，假若未能准确判断是否表邪仍在，则以大柴胡汤先解外，亦不失为一权宜之法。

（4）《伤寒论》第321条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可下之，宜大承气汤（一云大柴胡汤）。”本条被称为“少阴三急下”的条文之一，但实际上本条并非“急下”而是“可下”。

本条一般理解为“热结旁流”，因此见“自利清水，色纯青”，可是，本条在少阴病篇，下利当属于少阴的阳虚下利。下利是一般少阴病的特点，另外，本条承上一条而来，320条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本条急下的原因，并非因“有燥屎”。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三承气汤证治再考》一文中指出，急下的原因是津伤较重，阴液欲竭，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急下存阴”，病情危急，故选用攻下力量最猛的大承气汤……由于阴虚水竭属急危重证候，不管燥屎是否已成，皆宜先攻下以祛其热，使阴液不再耗伤。这种急下之法亦属权宜之计，故此张仲景亦强调是“宜”而非“主之”。由此进一步理解，321条的“自利清水，色纯青”，并非必然是“热结旁流”或“有燥屎”之证，其自利仍属于少阴下利且属重证，只见“清水”而无大便，反映阳虚寒盛较重。由于下利使津伤加重，在320条少阴病但见“口燥咽干”的基础上，本条同样见口干燥，但是更见下利，可知阴伤更重，此时已非“急下”的好时候，但仍当清热以存阴，故仍说“可下”。

本条见“心下必痛”即类似于“结胸”证。“心下痛”是结胸的特点，如在《伤寒论》135条说，“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而在149条又说，“若心下满而硬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而此条见“心下痛”而未成“心下硬满”，可知其证尚未到典型的结胸证。结胸的成因是“胃中空虚，客气动膈”，本条因少阴病下焦阳气亏虚较重，因而出现客气上逆而见“心下痛”。

本条用大柴胡汤实际上更为合理。本条从320条的急下用大承气汤基础上而来，到本条更见下利，反映下焦阳虚而津伤更重，出现客气上逆，假若再用大承气汤猛攻，恐怕演变成死证，如在《伤寒论》205条说，“阳明病，心下硬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假若见“心下硬满”之证，反映胃虚而客气上逆，不可用大承气汤猛攻，攻之可出现下利不止而死，可是321条本有“自利清水”，假若再用大承气汤攻之，恐怕不能承受。大承气汤用在有燥屎之证，而《金匮要略》十篇12条的大柴胡汤证说，“按之心下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同样是见心下痛，这里选择用大柴胡汤而非大承气汤，再看《伤寒论》165条同样见下利而用大柴胡汤。由此可知，大柴胡汤相对属通下的轻剂，在这种矛盾的病情上当为较佳选择。

（5）《辨可下病脉证并治》

“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承气（赵本有‘大柴胡’三字）汤。”

本条单凭“腹中满痛”一证，并不能即诊断为可下之证。如在《伤寒论》279条说：“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本条亦以“腹中满痛”为主证，并非即可用攻下之法。

本条的目的，当在指向《伤寒论》254条。理解本条的意义，当如前述《辨可下病脉证并治》中“宜大柴胡汤”一句，是指《伤寒论》394条而言，由于“可与不可”病篇是对《伤寒论》的相关治法内容的重新整理，因此当参考《伤寒论》中相关内容进行理解。《伤寒论》254条说，“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本条并非单纯见“腹满痛”即用大承气汤，而是在前一条见“发热、汗多”的前提下，经过发汗后明确肯定表邪已除，则明确表示此腹满痛是由于便硬已成，故可用大承气汤攻下。

至于本条用大柴胡汤的可能原因，当是指“腹满而心下满痛”之证。“腹中满痛”本身并非大柴胡汤所能治之证，但参《金匮要略》十篇12条的大柴胡汤证见“心下满痛”，按前文所述其证当有“腹满”，如此理解则与本条的“腹中满痛”病情接近，同样有腹满，只是其满痛若在心下，则当以大柴胡汤治之。

（6）小结

从上述多条“一云大柴胡汤”的条文分析可知，大柴胡汤常与其他承气汤作鉴别，在考虑通下的时候，是否当运用大柴胡汤，主要在于是否兼有表邪，假若仍有表邪而要同时攻下，可考虑使用大柴胡汤以“表里同治”。另外，假若病位在心下而正气相对偏虚，此时则非大承气汤所能治，要以通下的轻剂大柴胡汤治之。


六、结语

大柴胡汤的相关争议问题较多，从本文的讨论，可知大柴胡汤与小柴胡汤方义接近，同样是“有表证可以用，无表证亦可以用”，能“表里同治”，但大柴胡汤通降力量较强而无补益。大柴胡汤在仲景书中已有五条原文讨论其证治，若再加上五条“一云大柴胡汤”的条文，可知大柴胡汤的应用颇为广泛，亦是一首张仲景的常用之方。明确大柴胡汤的证治，对于少阳病的理解，以及“通下”、“表里双解”等治法有重要意义。


小柴胡汤类方证治

在本书《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已经对小柴胡汤证的病机及方义有深入论述，本文在此基础上再对多首小柴胡汤类方进行分析。包括柴胡加芒硝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桂枝汤与柴胡桂枝干姜汤等方，以明确张仲景对柴胡剂的应用理论（另外，大柴胡汤亦当属小柴胡汤类方，已经在本书《大柴胡汤证无邪在阳明》一文中详细讨论）。


一、柴胡加芒硝汤


1.证候与病机分析


柴胡加芒硝汤出自《伤寒论》104条：“伤寒十三日不解，胸胁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服小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本条先用小柴胡汤的原因，在《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已有论述，是由于太阳伤寒仍在，而见柴胡证，故当先用之以解外。

外解后用柴胡加芒硝汤的原因，是因为见“日晡所发潮热”，反映接近阳明胃家实，而且兼有邪热在表。本条见“潮热”，反映正气充实、邪正交争激烈。《伤寒论》208条说：“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从本条可见，一方面，“有潮热”可以是外证未解，而只是“欲解”，另一方面，但见潮热并未反映便硬已成，而要见“手足濈然汗出”才能反映胃中津液干燥而成便硬。第三方面，张仲景依然强调，潮热是承气汤的重点见证，反映正气充实而正邪交争激烈之象，如此两证并见之时，即可诊断使用大承气汤。由于104条之中只见潮热而未见“手足濈然汗出”，并未到便硬的程度，且表邪仍在，故此肯定并不可以用大承气汤攻下，是故文中说“下之以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此非其治也”。

进一步说，这里的潮热特别在“日晡所”见，提示邪热在表。一般认为“日晡所发潮热”是阳明胃热炽盛之象，如在《伤寒论》240条说，“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阳明也”。但是，潮热并非阳明病的专有证候，如《伤寒论》137条大陷胸汤证可见“日晡所小有潮热”，《金匮要略》二篇21条麻杏薏甘汤证见“发热，日晡所剧者”，《金匮要略》十五篇14条又见“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其中尤属麻杏薏甘汤证属风湿在表，亦可见此证。由此可知，本条潮热特别在“日晡”之时出现，当是反映胃热炽盛，其热亦在表之象，假如一般阳明腑实证见潮热，不一定在“日晡”时出现。这种在表之热，亦与先用小柴胡汤解外之意相合。

本条虽然后来被误用下法而出现“微利”，但是尚未到“下利”的程度，反映正气未虚且胃热未除。本条后一条的105条说：“大便当硬，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这一条本当大便硬，但却见下利，同样是由于误用丸药下之所致，下利反映正气亏虚，故“脉当微厥”。假若见下利而脉反出现“和”，即代表正气不甚虚，胃热仍在，故张仲景说“此为内实也”，可用调胃承气汤清胃热。反观本条，一方面只见“微利”，可知正气不虚、胃热较盛，可是由于出现柴胡证，故此不可误用攻下，改以柴胡加芒硝汤治之。

本条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芒硝的原因，是由于胃热炽盛，但并无“便结”或“燥屎”。笔者在《伤寒治内方证原意·三承气汤证治再考》一文中指出，调胃承气汤的目的是在“下胃热”而非“下便结”，其所治之证当无便结或燥屎，由此理解本条只见潮热而未有“手足濈然汗出”，可知便硬未成，本当用调胃承气汤治之，但由于有表邪及柴胡证，当用小柴胡汤治之。本条先以小柴胡汤解外，解外后仍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芒硝，反映外解后柴胡证仍在，但是其证仍兼“潮热”，反映阳明胃热较盛，但由于并无便结燥屎，因此只要用调胃承气汤中的芒硝和甘草（小柴胡汤中本有甘草），即可清热而“和胃”，不用大黄亦可。

本条可与小柴胡汤加减法二作比较。加减法二见“渴”，反映阳明胃热津伤，但津伤不重，仍未成便硬，故此加用瓜蒌根清热润燥，加重人参剂量以生津即可。本条则以“潮热”为重点，反映胃热炽盛而且其热亦在表，但由于未见“手足濈然汗出”，反映津伤不重，燥屎亦未成，故此改以“芒硝”清下胃热，其清热力量相较瓜蒌根更强，而且不用加人参以生津，由于津液不虚亦不用去半夏。

本条当与《伤寒论》229条作鉴别：“阳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者，与小柴胡汤。”同样是见潮热而有胸胁满的“柴胡证”，但是由于见“大便溏”，即类似于“下利”，反映阳明胃热较轻，故此不用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芒硝。


2.方药分析


柴胡加芒硝汤中共有八味药，剂量与小柴胡汤并不相同。“柴胡二两十六铢，黄芩一两，人参一两，甘草一两（炙），生姜一两（切），半夏二十铢（本云五枚，洗），大枣四枚（擘），芒硝二两。”其中，小柴胡汤药物组成的剂量，是小柴胡汤的三分之一，由此反映其“柴胡证”较轻，这是由于在使用柴胡加芒硝汤之前，已经使用小柴胡汤原方以解外，其柴胡证亦当有所减轻，因此减轻剂量。

本方加上芒硝二两。《神农本草经》的消石条载：“一名芒硝。味苦，寒，无毒。治五脏积热，胃胀闭，涤去蓄结饮食，推陈致新，除邪气。”芒硝与柴胡同样能有“推陈致新”的通降作用，故此本方中芒硝配上柴胡，能加强柴胡通降的功效，而兼清胃热。本方中芒硝剂量较轻，只用二两（约31g），相较调胃承气汤中用半升（现代实测称重约为70g），或大承气汤中用三合（现代实测称重约为42g），本方中的芒硝用量属于各种承气汤中最低的，这亦反映本证中的胃热程度较轻。


二、柴胡桂枝汤

柴胡桂枝汤出自《伤寒论》146条：“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笔者《关节疼痛证治》一文中已有所论，其中尤重讨论了“肢节烦疼”的成因，其是桂枝汤证与小柴胡汤证共同作用的结果，即风寒外证未除，而邪气入里影响下焦营气，在两种病机共同作用下则符合了关节疼痛的核心病机。

从《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的角度，在此补充“心下支结”机理的讨论。“心下支结”一证是柴胡桂枝汤证特有的证候，是各种“心下”证候之中唯一的特有见证，“心下支结”当是指一种如何的感觉？先说“支”，一般解释为“支撑”，“支”当有“满”的含义，如在《金匮要略》十二篇6条说，“水在肝，胁下支满，嚏而痛”，而在十二篇16条又说，“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这两条均是用“支满”一词，而且均属于水饮停滞之证，可知“心下支结”一证当有“心下满”的一种“支撑”感觉。至于“结”，“结”一方面是指“停结”，如《伤寒论》97条说，“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结即是邪气停结，故此本条“心下支结”亦有邪气停结在心下之意，另一方面，“结”亦是一种证候特征，例如《伤寒论》106条的“热结膀胱”及后见的“少腹急结”，“急结”当是指少腹拘紧的感觉，相较于抵当汤证“瘀热在里”的“少腹硬满”为轻。又如，在《金匮要略》九篇5条说，“留气结在胸，胸满”，气结在胸中则见“胸满”，《金匮要略》二十一篇7条说，“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恶露不尽……热在里，结在膀胱也”，二十二篇13条又说，“妇人少腹满如敦状……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总而言之，“结”可以是一种“满”或“坚硬”的拘紧感觉，由此理解本条的“心下支结”，当是一种心下的满硬感觉，而其程度相较于“心下痞硬”要轻，原因当与柴胡桂枝汤证的特殊病机有关。由于风寒表证仍在，而且兼有小柴胡汤证，因此出现三焦不通、水饮停滞在上焦心下而致此证。

柴胡桂枝汤与小柴胡汤加减法六两者比较。笔者在《关节疼痛证治》一文的观点，柴胡桂枝汤属桂枝汤的加味，是桂枝汤减轻一半剂量再加四药而成，由此可知，柴胡桂枝汤是以桂枝汤的风寒表证为主，而兼有邪气入里，但风寒邪气相对桂枝汤证较轻，可是此“轻”并非病情较轻，而是正气偏虚，邪气进一步入里，实际上病情较桂枝汤证为重。因此，其方后注并无“温覆取汗”的发汗之法，是因正虚而不能发汗。至于小柴胡汤加减法六，其方以小柴胡汤原方剂量，反映邪气在里较重，可是由于正气偏虚相对较轻，能够抗邪出表而见“外有微热”，故此去人参而加桂枝，且强调“温覆微汗愈”。由此简要比较两方，即柴胡桂枝汤证的正气偏虚较重，而邪气侧重在表，亦有邪气在里，不能以发汗解表；小柴胡汤加减法六则正气偏虚较轻，邪气侧重在里，而亦有邪气在表，能够通过发汗解表。

在此进一步说明，从桂枝汤演化到小柴胡汤的“三步”过程。笔者在《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指出了桂枝汤到小柴胡汤的演化“三步”，即桂枝汤演变为黄芩汤再演变为小柴胡汤，反映了邪气在表而正气逐渐偏虚的过程，亦即太阳到少阳的逐步深入。由此若再加上柴胡桂枝汤与小柴胡汤加减法六的“两步”则可成“五步”，但此“两步”并不能简单地放进“三步”之内而成“五步”，而是三种不同的“三步”变化。整理为下表：

表17　从桂枝汤证到小柴胡汤证的三种不同“三步”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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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桂枝汤证演变为小柴胡汤证的过程中，有三种不同的“过渡”类型，可以从正邪两种角度作比较。若从邪气在表的角度而言，是桂枝汤证邪气在表最重，继而是柴胡桂枝汤、黄芩汤、小柴胡汤加减法六，最后到小柴胡汤。若从正气强弱的角度，首先仍然是桂枝汤正气相对最充足，其次是小柴胡汤加减法六，虽然此证邪气侧重在里，但是其正气不虚，与桂枝汤可并列为发汗之剂，最后为黄芩汤、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其正气强弱程度，简言之可从其方中有无用人参，以及人参剂量的轻重来进行判断。


三、柴胡桂枝干姜汤

柴胡桂枝干姜汤出自《伤寒论》147条：“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汤主之。”本条的“胸胁满”、“往来寒热”、“心烦”均属于“柴胡证”，而本条亦有“伤寒五六日”的病史，及后更说“此为未解也”，此未解当如上一条146条柴胡桂枝汤证的“外证未去”之意，是指表邪未解，故此当选用小柴胡汤治之。但是，由于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兼见其他证候，因此要对其进行加减。从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煎服法仍然是“去渣再煎”可知，本方当属于小柴胡汤的化裁。

本条见“胸胁满微结”，这如前文柴胡桂枝汤证见“心下支结”所言，“结”可理解为一种“满”或“坚硬”的拘紧感觉，但程度比“痞硬”轻。再参小柴胡汤加减法四，“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假若胁下痞硬则去大枣而加牡蛎，可是本条是“胁部满微结”，即可理解为较“痞硬”程度轻，因此柴胡桂枝干姜汤中同样去大枣，而牡蛎用量减轻为二两。

本条见“渴而不呕”而伴有“心烦”，参小柴胡汤加减法一，“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栝楼实一枚”，加减法二，“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栝楼根四两”。但柴胡桂枝干姜汤并不完全按照上述加减法，方中同样不用半夏、人参，其机理与小柴胡汤加减法一相同，由于此证见“不呕”，反映无上焦阻滞，脾气能散精，因此不用半夏，不用人参反映下焦营血偏虚之机较轻，但是由于未到“胸中烦”的程度，故此不用加瓜蒌实。由于见“渴”，反映胃热津伤，因此柴胡桂枝干姜汤中加用瓜蒌根以清热润燥，不用半夏之辛散伤津，但是此处不加人参剂量而是去人参，亦是反映营血偏虚较轻。

由于本条的“外证未去”，参小柴胡汤加减法六，“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微汗愈”。本条的“不渴”是与阳明热证所引起的“渴而身热”作鉴别，本条既然明确仍有外证未除，虽然同见口渴，但此“微热”并非阳明证，故仍以去人参而加桂枝三两之法。但是，柴胡桂枝干姜汤无“温服微汗”的方后注，反映其证仍有正气偏虚，抑或反映兼夹病机较多，不宜发汗。

最后剩下“小便不利”与“但头汗出”两证尚未分析，一般认为此两证属于“水饮内结”，但这种解释存在争议。《伤寒学》认为，由于“水饮内结，气化不行，津液不能下行则小便不利……水饮与邪热郁结在里，不能外达而上冲则头汗出”。但是裴永清教授指出：“本方汤证有少阳病证是无可置疑的，但谓其兼有水饮内停之论值得商榷……观《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凡水饮内停之小便不利，仲景皆以茯苓治之。”小柴胡汤加减法五说：“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本条同样见小便不利，是由于水饮停滞所致，但是假若是水气停滞所引起的小便不利，则当加用茯苓。又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见小便不利用茯苓，可是柴胡桂枝干姜汤中不用茯苓，似乎并非由于水饮停滞所致。

仔细分析张仲景的原文，“但头汗出”一证所出现的条文可分为水湿停滞或津液亏虚两种情况。如《金匮要略》二篇16条说：“湿家，其人但头汗出……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上有寒，渴欲得饮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这一条即是由于湿邪郁阻肌表，故身无汗而只见头汗出，但是除了这一条“但头汗出”属于水湿停滞以外，其余多条“但头汗出”的原因，均为“津液亏虚”。例如《伤寒论》111条：“太阳病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两阳相熏灼，其身发黄，阳盛则欲衄，阴虚小便难，阴阳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这一条因为火热耗伤阴阳气血，津液亏虚，故此出现“小便难”与“但头汗出”。又如236条说：“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这一条是茵陈蒿汤证，笔者在《发黄证治》一文中指出，由于热盛而阴阳俱虚为基本条件，故“但头汗出”与“小便不利”并见。更明确者如《金匮要略》二十一篇2条：“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以血虚下厥，孤阳上出，故头汗出。所以产妇喜汗出者，亡阴血虚，阳气独盛，故当汗出……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本条用小柴胡汤治之，同样见“但头汗出”，张仲景自注说是“血虚下厥，孤阳上出”，即是指血虚而阳气上浮，且由于血虚而津液亦亏，故出现“大便坚”。如前一条，二十一篇1条说，“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因此，“但头汗出”除了是血虚的原因外，更是津液亏虚的反映。

柴胡桂枝干姜汤证中的“但头汗出”与“小便不利”，是津液亏虚的反映，但仍同时伴有轻微水饮停滞，是本证的独有特点。“但头汗出”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证的特有证候，是在其他小柴胡汤类方中未有出现的，其成因是由于“已发汗而复下之”之后，津液受伤，故此同时亦见“渴”而加用瓜蒌根。但是，虽然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有津液“亏虚”的一面，但是亦非津液“耗竭”，假若是津液耗竭则当见“无汗”。如《伤寒论》196条说：“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又如294条说：“少阴病，但厥无汗。”假若正气偏虚较重，津液耗竭，则当见无汗。从其“但头汗出”即仍有汗液在头，可知仅有的水液随着虚热上炎而“孤阳上出”，此即类似于茵陈蒿汤证所见的“但头汗出”，虽然是由于热盛而阴阳俱虚，但是及后亦出现了“湿浊停滞胃中”的病机，即一方面有津液亏虚，又同时有水湿停滞，而水湿停滞又进一步加重了津液亏虚。总而言之，柴胡桂枝汤证是首先有津液亏虚的基础，而同时又因误汗下后使脾虚而水停，因此出现“但头汗出”这一特殊证候。故此，柴胡桂枝汤是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去生姜而加用干姜二两，目的即在温化中焦脾寒而生之停饮。这即如小柴胡汤加减法七：“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这一加减法见咳嗽是反映小柴胡汤证的三焦不通所致的水饮停滞、水寒射肺，实际上柴胡桂枝干姜汤中亦同样去人参、大枣、生姜，而加用干姜二两，只是并未使用五味子，是由于其证未见咳嗽，亦反映水寒上射证情较轻。

总之，柴胡桂枝干姜汤证是仍有表邪，而邪气同时在下焦，这与小柴胡汤证机理相同，在此基础上兼上焦热郁与邪气停结下焦较重，阳明胃热津伤，但又存在轻微水饮停滞中焦。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机，张仲景在小柴胡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加减，故成另一首方剂。本方以“柴胡桂枝干姜”命名，而本条是在柴胡桂枝汤证之后，首先是表示其“表里同病”的特点，而后加用干姜则反映这一津伤而寒饮停滞之特殊病机的特点。

值得讨论一点，柴胡桂枝干姜汤相较小柴胡汤甘草剂量减轻了一两（为二两），为何要减量？这一剂量即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中的甘草剂量，亦即在黄芩汤演化为小柴胡汤后增加甘草剂量一两，反映胃气偏虚。由此理解，柴胡桂枝干姜汤证的胃虚相对较轻，这符合本方证侧重于阳明的病机，故此在不用人参之余减轻甘草剂量。

本方在方后注中说，“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为何会出现“微烦”？这种“微烦”是反映表郁加重，是由于病重药轻，营卫未通所致。如在大青龙汤证中见“烦”，是由于表气郁滞较重的结果，而此条在服药之后出现“微烦”，反映服药之后营卫通畅，但表邪尚未除而表郁，因而加重。此即如《伤寒论》24条说：“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服桂枝汤之后出现“烦”，是由于服药后表郁加重，但又未至伤寒表实的程度，这是由于药力未够所致，故此继续服用桂枝汤能愈。本条以柴胡桂枝干姜汤治疗表邪仍在，初服药时营卫稍通而未全通，故此见微烦，继续服药则能愈，汗出则是营卫得通、津液通畅之象。


四、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1.方药分析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出自《伤寒论》107条：“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本条证情复杂，分析先从方药入手。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共有十二味药：“柴胡四两，龙骨、黄芩、生姜（切）、铅丹、人参、桂枝（去皮）、茯苓各一两半，半夏二合半（洗），大黄二两，牡蛎一两半（熬），大枣六枚（擘）。”方中小柴胡汤的方药组成剂量减半，再去甘草，加上桂枝、茯苓、龙骨、牡蛎、大黄、铅丹等。

方中用桂枝之意，等同于柴胡桂枝汤中用桂枝之意，只因胸满而去芍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桂枝与人参同用，并非小柴胡汤加减法六的“去人参，加桂枝三两”之法。细考仲景书中，桂枝用量为一两半的只有两方，分别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与柴胡桂枝汤，为什么用一两半？在柴胡桂枝汤中，是取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各一半剂量，桂枝汤中桂枝用三两，一半量则为一两半。由此可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理解为在柴胡桂枝汤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基本包含了柴胡桂枝汤的药物组成，只是方中去掉芍药与甘草。去芍药的原因是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原文中出现了“胸满”一证。笔者在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中指出，桂枝去芍药汤证中见“胸满”而去芍药之意，是由于营气受伤，因此不用芍药再行通降营血。另一方面，“胸满”亦是小柴胡汤证“胸胁苦满”的内容，小柴胡汤中不用芍药，亦同样是此原因。由此反观柴胡桂枝汤能够使用芍药的原因，必然是未见“胸满”，营血相对不虚。至于去甘草的原因，则当如大柴胡汤中去甘草之意，本书《大柴胡汤证无邪在阳明》一文中指出，假若在专一通行的时候，则去甘草以除其甘缓之性，使全方药力猛烈。

方中用茯苓之意，是因见“小便不利”。如《伤寒论》316条真武汤方后加减法云，“若小便利者，去茯苓”，318条四逆散加减法云，“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另在小柴胡汤加减法中，“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因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无心下悸，且水停较轻，所以不用去黄芩，而且茯苓用量较轻，用一两半。

本条加大黄的目的，在于治疗“谵语”一证。《伤寒论》213条说：“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谵语是阳明胃热津伤，继而大便硬的见证，而且在三承气汤证中均可见谵语，可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用大黄目的在于清胃热通下以治谵语。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用铅丹，由于铅丹在整个《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只在此出现过一次，未能进行比较。《神农本草经》铅丹条载：“味辛，微寒。治吐逆，胃反，惊痫，癫疾，除热，下气。”其味辛微寒之性则能清上焦之热，且能治“惊痫”，故方中铅丹当主要治疗此证。

最后说方中用龙骨、牡蛎的目的，龙牡相配能重镇安神。例如在《伤寒论》118条的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中治疗“烦躁”，112条的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中治“亡阳，惊狂，卧起不安”，可知加龙骨、牡蛎的目的是用以治疗因阳气虚、虚阳浮越所引起的“烦惊”一证。其中“烦”是小柴胡汤本有之证，而“惊”则是本条独有证候，《伤寒论》119条说，“太阳伤寒者，加温针必惊也”，太阳伤寒的前提下，因烧针使火热上炎则出现“惊”。又参264条，“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惊”，在少阳病中风的前提下本身不可吐下，假若误用吐下则使阳气受伤，虚阳上浮而见惊。本条一开首说“伤寒八九日，下之”，误下即是此证见“烦惊”的成因。

进一步从病机而言，“惊狂”证候可理解为比“谵语”更重之证，两者均是邪热上扰所致，但有虚实之别。谵语的产生是由于胃热津伤、热扰心神所致的神志不清，一般属于正气充实、正邪交争激烈的反映，故在《伤寒论》210条说，“夫实则谵语”。“惊狂”则属阳气虚、“亡阳”之后，虚热上炎较重之证，本身是少阳病虚热上炎病机特点的进一步加重。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中以龙骨牡蛎名方，可知其病侧重在误下之后使虚热上炎加重，可是其证又同时兼有谵语而使用大黄，可理解为“虚实并见”的复杂病情。


2.证候与病机分析


本条中的“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在上文已有讨论，剩下“一身尽重，不可转侧”一证尚未讨论，这该是因何引起？在仲景书中关于“不可转侧”的条文只有数处。在《金匮要略》十一篇5条说：“肝中寒者，两臂不举，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转侧，食则吐而汗出也。”十四篇14条又说：“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转侧，胁下腹痛，时时津液微生，小便续通。”上述两条文中，均出现不能转侧的证候，是五脏之中肝病的独特表现，这反映了少阳病邪气在下焦营血的特点，可理解为“胁满痛”程度更重，因而不能转向身体侧面，因此“不可转侧”的证候主要是通过柴胡治疗。另外，小柴胡汤加减法四云，“若胁下痞硬者，去大枣，加牡蛎四两”。本证虽然没有“胁下痞硬”，但方中仍有用大枣，且配伍牡蛎，可知牡蛎在方中亦有“散结”的作用，以助柴胡治疗“不能转侧”一证。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与“三阳合病”的证情类似。参看《伤寒论》219条：“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于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这条条文首先指出三阳合病的证候，其中的“身重，难以转侧”正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一身尽重，不可转侧”一致，两者亦出现“谵语”，而这条条文出现“遗尿”，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则有“小便不利”。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因为邪在三阳，治疗时要兼顾太阳、阳明，而其证侧重在少阳。除此之外，其证亦有小柴胡汤证的邪气入里在下焦营血的特点。

总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是在小柴胡汤证的基础上，邪气在里相对较轻，故此小柴胡汤剂量减轻一半。由于邪气仍在表，所以以小柴胡汤与桂枝汤合方（即柴胡桂枝汤）为基础，可是因见胸闷而去芍药。由于误下之后阳气浮越而见烦惊，因此加用龙骨、牡蛎与铅丹镇静安神。又因三焦不通、水气停滞而出现小便不利，故此用茯苓以利水。由于阳明胃热伤津而出现谵语，故此用大黄以清热通便。简言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是表邪仍在而邪气入里，兼有营血不足、阳气浮越、胃热伤津、水气停滞等病机，其病机复杂，故此方中药物组成繁多。

本条治法当与219条后段作鉴别。“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这种三阳同病不应该以发汗或攻下的方法治疗，否则会产生变证，因此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同治三阳”，疏解表里邪气。假若见自汗出，则表示三阳合病，邪热侧重于阳明，则应以白虎汤治疗。

[本部分曾载于《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35（5）：400，403.原题目为《论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证属三阳同病》，收载时有所修改]


五、讨论

在完整分析多首小柴胡汤类方以后，讨论多首柴胡剂之间的关系。


1.五首柴胡剂的关系


表18　小柴胡汤基础上的加减组成小柴胡汤类方病机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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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示，五首小柴胡汤类方总体可理解为小柴胡汤基础上的加减化裁，而只有柴胡桂枝汤理解为桂枝汤基础上的加味更为适合，反映其证更侧重在外证未除。五方的变化，体现了在小柴胡汤证的基础上，病机出现不同的演变方向。

大柴胡汤与柴胡加芒硝汤的比较。两方现在一般均被认为是“少阳兼阳明里实”的方剂，而从本研究的角度而言，大柴胡汤证正气偏虚较轻，可理解为相较小柴胡汤更为接近阳明，在内的邪气郁滞较重，因此其方去除补益药物而增强通降力量，使其功效专一通泄。柴胡加芒硝汤则取总体小柴胡汤剂量的三分之一，可知其邪气在里的病机较轻，但方中并无去除补益药物，可知正气偏虚仍在，加用芒硝则表示侧重于阳明胃热，再从其煎服法并非“去渣再煎”法，可知其证已经较为侧重在阳明胃热。但要指出，两方均非必须见“便结”才可以使用，从现代的观点理解并非“里实”。若以张仲景的角度理解，“实”指“内气充实”，则大柴胡汤是较为侧重于阳明“胃家实”，而柴胡加芒硝汤并非“实”，而侧重在虚，两者病位均非在“下焦”，故在张仲景而言并非在“里”。

五方证的解表力量比较。柴胡桂枝汤、柴胡桂枝干姜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均用桂枝，反映外证未除，但其外证轻重有所区别。从桂枝剂量上比较，柴胡桂枝干姜汤的解表力量最强，其方后明确说“汗出”可证，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桂枝剂量均为其二分之一，反映解表力量较轻。柴胡加芒硝汤的治法，是先用小柴胡汤以解外，后再用柴胡加芒硝汤，反映其外证应当已除，或者只余下轻微外证。大柴胡汤则如小柴胡汤一样，“有表证可以用，无表证亦可以用”，其表证轻重亦可有所不同，在此未能直接比较。总体而言，能够用桂枝配伍柴胡剂，并非反映外证轻重，而是反映正气相对充足，正气能够抗邪出表，因此配以桂枝的辛温宣散以助调和营卫，此即如小柴胡汤加减法六中，若见“微热”即反映正气能够抗邪出表而加桂枝之意。

从其邪气侧重在阳明的角度来看，有三种不同的病机特点。一种是见“渴”，加天花粉（小柴胡汤加减法二），反映胃热津伤；二是见“潮热”而加芒硝（柴胡加芒硝汤），反映胃热较盛而津液相对未亏；三是见“谵语”而加大黄（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反映胃热津伤较重而成便硬。由此反映即使小柴胡汤证逐渐演变而接近阳明，仍要仔细鉴别其属阳明何证，张仲景在加减用药时仔细入微。

从多首方剂的剂量上看，小柴胡汤的变化可有三种剂量层次，反映邪气入里的程度轻重。第一是原方剂量的层次，除了小柴胡汤、大柴胡汤，还有柴胡桂枝干姜汤；第二是小柴胡汤二分之一量的层次，当中包括了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反映邪气入里相对较轻；第三是小柴胡汤三分之一量的层次，其方是柴胡加芒硝汤，反映邪气入里程度最轻。

进一步比较，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同样是小柴胡汤减轻一半剂量，而且两方的煎服法均未取“去渣再煎”之法，反映两方邪气入里较轻，其治主要不在小柴胡汤证，而是更加侧重在桂枝汤证的治表。这从柴胡桂枝汤的方后采用了桂枝汤的煎服法可证，只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在此基础上更出现了胃热且津伤与水停的病机，其证较为复杂。


2.五首柴胡剂与小柴胡汤加减法的区别


既然五个小柴胡汤类方，可理解为由小柴胡汤加减而来，为何不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多列出几个加减法，或更清晰地问，五首小柴胡汤类方相对于七个小柴胡汤加减法，两者有何区别？此问题可从两方面回答。

第一，部分类方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减甚多，与小柴胡汤病机相距较远，因此另行命名新方。例如，柴胡桂枝干姜汤，由于此方证情复杂，其药物加减并不完全按小柴胡汤加减法化裁，因此另外创制新方以说明此证的治疗。由此可知，张仲景在使用小柴胡汤时，并不拘泥于七个加减法，而是可按病机演变随证加减。

第二，大部分类方均是改变了小柴胡汤本身的剂量，故此当另称为新方。除了大柴胡汤，其他柴胡类方均是减轻了小柴胡汤的剂量，其中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均可理解为小柴胡汤减半剂量，柴胡加芒硝汤则是其三分之一量，尤其是柴胡加芒硝汤虽然只是加上芒硝一药，却未被称为一种小柴胡汤加减法（如可写成“若潮热者，加芒硝二两”）。这明显是由于小柴胡汤本身剂量已有改变，因此不可再称为小柴胡汤，这符合张仲景的习惯，即使改变一味药物的剂量，也另行命名为一新方。

五首小柴胡汤类方之中，大柴胡汤的邪气入里程度加重，而柴胡加芒硝汤、柴胡桂枝汤与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三方的邪气入里程度较轻，而且此三方的方后注均非使用小柴胡汤的“去渣再煎”法，可知其小柴胡汤证的病机较轻，而兼夹病机轻重程度与之相近。此即是张仲景创制小柴胡汤具有“加减法”与“类方”区别的原因。在小柴胡汤证邪气入里程度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假如病情转变则只用加减法即可，若邪气入里程度有所加重或较轻，则要另行组方，或变化药物剂量以治之。至于柴胡桂枝干姜汤的小柴胡汤剂量未有变化，目的当在于示范灵活加减化裁的辨证论治思想，提示小柴胡汤加减法并非教条式的规矩，体现了误治之后治疗坏病的“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思想。面对复杂且多病机共存的病证，应当随着证候与病机转变而灵活组方用药。


六、结语

本文对小柴胡汤类方的证治展开深入探讨，明确了多首小柴胡汤类方的病机与方义，对于仲景学说中少阳病的理论认识，以及柴胡剂的临床应用均有重要意义。


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并非太少两感

一般认为麻黄细辛附子汤（下简称麻细附汤）治疗少阴兼表证，或称“太少两感”证。但表证必然见恶寒，而且若是用发汗解表，张仲景均会在方后注中明确写上“覆取微似汗”或类似文字，若说麻细附汤中兼有表证，则尚未找到原文例证支持。由此引发相关问题思考，究竟麻细附汤及其相关类方证的病机与治法为何？以下对麻细附汤及其类方，包括：麻黄细辛附子汤、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甘草汤与甘草麻黄汤等方作一重新考证，力求仲景原意。


一、麻黄细辛附子汤证治分析


1.麻细附汤证并非兼有表证


麻细附汤出自《伤寒论》301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表里部位概念》一文中考证，张仲景对于“表证”的概念是专指“恶寒”一证，可是301条并无恶寒。

再者，本条见“脉沉”，属病在下，不当发汗。《伤寒论》218条说：“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谵语。”脉沉主里证，如148条亦说，“脉沉，亦在里也”，而张仲景的“里”是专指“下焦”，病在下焦一般不可用发汗之法，而《伤寒论》285条更说，“少阴病，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明确指出里证不当发汗。

至于“发热”，其成因甚多，实难单凭一证即说兼有表证。《伤寒论》92条说：“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四逆汤方。”本条同样见发热与脉沉，虽然有像表证的头痛与身体疼痛，仍不当发汗解表，而应急救其里，用四逆汤，可知用麻细附汤的目的不可能是发汗。


2.麻细附汤用于寒水停滞下焦


麻细附汤在少阴病而见“脉沉”，是因水饮停滞所致。在《金匮要略》十四篇10条说，“脉得诸沉，当责有水”，脉沉主水，在仲景书中有不少记载，如同篇的19条说，“寸口脉沉而迟，沉则为水，迟则为寒”，21条亦说，“寸口脉沉而紧，沉为水，紧为寒”。脉沉主里与主水，两者本质一致，如《金匮要略》十四篇5条说，“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由于下焦是藏津液之所，阳虚则水停下焦，故见沉脉。

考《伤寒论》305条：“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沉者，附子汤主之。”附子汤用于阳虚寒湿停滞所引起的身痛与手足冷，同样亦见脉沉。另在《金匮要略》水气病篇的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条文中，亦是由于“水饮所作”，可证麻细附汤证本身的脉沉是寒水停滞下焦的反映。另外，在《金匮要略》水气病篇中，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麻黄附子汤、甘草麻黄汤三方，均是用治水气病的方剂，其中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更包含了整个麻细附汤，再证麻细附汤治证属寒水。


3.用麻细附汤目的在“治未病”


在麻细附汤条文，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其一开首所说的“始得之，反发热”一句。比较少阴病篇323条，“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假如到了少阴病阶段，却单独见沉脉而无“发热”一证，即说明其阳虚较重，不能正邪交争而发热，因此要急用四逆汤以急救其里，以防传变。

需要强调，少阴病过程中见“发热”，不可即认为仍有邪气在表。最佳的例证，如《伤寒论》少阴病篇292条说，“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此条同样见“反发热”，与麻细附汤条文相同，这条却不以邪气在表作解，而只是从阳气恢复能抗邪，抑或阳虚浮越作解释，显然，不可单凭发热即辨别为表证。太阳病提纲证说，“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提纲中并无“发热”一证，这是由于六经皆有发热，不可以发热与否作为太阳病的诊断。脉浮则是邪气是否仍然在表的重要依据，麻细附汤中见脉沉，说明邪气已不在表。

再与上述的附子汤证比较，虽然同样见脉沉，但附子汤证却见身痛与四逆之证而无发热，说明其阳虚寒盛较重。而且附子汤证的另一条条文，《伤寒论》304条说：“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这里的“得之一二日”，从发病时间上类似“始得之”之意，可是却不像麻细附汤证见发热，而见恶寒，故此其治法不同。

综合而言，麻细附汤证为进入少阴病阶段，但一开始仍见发热，反映阳虚程度较轻，较能正气抗邪，故不用附子汤或四逆汤等方治之。另外，本证除了发热，或亦可见少阴病提纲所说的“但欲寐”，除此之外则未见其他证候，可知属于少阴病的粗浅阶段，趁疾病刚开始之时，即用麻细附汤治之，以防其转变为附子汤或四逆汤证，实有未病先防、有病早治的治未病思想。

或问，本证从未见寒水停滞之见证，如何辨证？实际上此方的病机是通过推论而得，如上述323条单见脉沉即急用四逆汤，亦是从其病情发展推论而来，并非直接从证候辨别而论，可算是“无者求之”，未见少阴证则推论究竟为何。

再问，麻细附汤可否治疗无寒水停滞的下焦寒盛之证？这种可能并不存在，由于下焦是藏津液之所，假如病在下焦阳虚，则必然引起水饮停滞，不可能单纯阳气虚而水不病。正如附子汤在304条中只见“背恶寒”，亦无寒水之象，但从其方中亦有治水之药则可知阳虚寒盛必然影响津液气化。


4.麻细附汤方义


先说附子。方中运用炮附子一枚，其目的明确，是用于温阳散寒。与附子汤进行比较，方中用炮附子两枚，温阳力量较强；再与四逆汤比较，虽然方中同用附子一枚，可是用的是生附子，其温阳力量甚猛。因此，从附子力量上比较，可从侧面说明上述三方的关系。

再说细辛。细辛辛温，能散寒化饮。细辛在一般仲景方中常用三两，为何麻细附汤中细辛用二两？这是由于细辛用量大则走上、走外，量轻则走下、走里。如小青龙汤、射干麻黄汤、苓甘五味姜辛汤等方细辛均用三两，用于温肺化饮；当归四逆汤与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中细辛亦用三两，则用于温通经脉，通行体表；大黄附子汤中细辛则用二两，其作用部位在下焦；真武汤加减方一中细辛更只用一两。这说明阳虚较重时，作用部位偏下时，细辛用量减轻。

关于麻黄。麻黄亦是辛温，能通阳气利水。麻黄在本方中作用并非解表，一般用于发汗解表时，麻黄剂量为三两或以上，并且配上其他辛温药物，如桂枝、生姜，可是麻细附汤中麻黄只用二两，且没有配上其他辛温走表之药，可知其目的并非发汗。麻黄的药性亦与细辛相近，量大则作用趋于表，量轻则偏于里。麻黄的功效，如《金匮要略》十二篇39条说：“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麻黄能够通阳气而利水，若在阴阳气血偏虚之证则不可用之，此反映了麻细附汤中的阳气相对不虚，假若到了真武汤、附子汤、四逆汤证等程度，则不可用麻黄。

总而言之，麻黄辛温通阳利水，使下焦阳气水饮得宣；细辛配麻黄则增强散寒化饮之力；附子配麻黄、细辛则温阳散寒，寒水自消。三药药性均是辛温，共奏温阳、化饮、宣散之功。

在服用麻细附汤后，由于其辛温发散之性，或许亦可见微汗出。可是由于其证本身不是表证，汗出并非为了解表祛邪，而是三焦水液通畅所致（参本书《五苓散并非表里同治》一文）。


5.麻细附汤证并非典型少阴病


少阴病提纲证指出，少阴病的典型脉象是“脉微细”，微即脉力较弱，麻细附汤所见的脉沉并不一定是脉力较弱，脉沉只是说明了脉位较低，换句话说，麻细附汤的脉象并非已达典型少阴病的脉象。

参看《伤寒论》324条：“少阴病，饮食入口则吐，心中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干呕者，不可吐也。当温之，宜四逆汤。”本条如麻细附汤条文同样是“始得之”，这里却选择用吐法治之，病位在胸中，实际上并非少阴病，或者说是在少阴病过程之中，病情转变，同时兼夹了另一种病机，因此先治新病。这种在少阴病过程中，先治新病而不治少阴的例子不少。例如，少阴病篇有多种咽痛证，显然甘草汤、桔梗汤等方并非用治少阴病，而是治疗咽痛的新病。因此，麻细附汤条文虽然冠首亦是写明“少阴病”，可是其病并不单纯在少阴。

麻细附汤证是在少阴病阶段一开首却见发热，“反发热”一词已经说明病在少阴本身不当见发热，发热即代表其病仍在三阳，并未完全传入少阴。如《伤寒论》269条说：“伤寒六七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阳去入阴故也。”若本条倒过来说，若见发热，而未见躁烦者，则可知尚在三阳，阳气不甚虚。


二、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证治分析

在解释了麻细附汤后，对于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证则更容易理解。


1.证候分析


本方出自《金匮要略》十四篇31条：“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本证单见“心下坚”，实际上还有其他证候。因为“气分”一词在前一条，即十四篇30条中有详细论述：“师曰：寸口脉迟而涩，迟则为寒，涩为血不足。趺阳脉微而迟，微则为气，迟则为寒。寒气不足，则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则营卫不利；营卫不利，则腹满胁鸣相逐，气转膀胱；营卫俱劳。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溺，名曰气分。”本条解释了气分病的成因，是由于寒邪与血虚，且见脾胃虚寒，因而营卫不利，故见手足逆冷、腹满胁鸣，或见身冷、骨痛、恶寒、痹不仁等证。由于病机复杂，包括了下焦血虚寒盛，以及中焦脾胃虚寒气滞，水气不能宣散，致使水饮停滞在上焦的心下（参笔者《伤寒六经原意·三焦与体表部位对应关系》一文，心下当属上焦而非中焦），因而见“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之证。

由于水饮的病机牵涉三焦阳气不通，必须共同温通三焦，故此在原文说，“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阴阳相得”是指寒水得阳气温通，则水气得通行，“大气一转”是指三焦阳气同时宣畅，故此水饮停滞得散。

顺带一提，后一条条文的证情类似。《金匮要略》十四篇32条说：“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粗略来看，本条与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证的证候几乎完全相同，可是实际上本条一开首并无“气分”二字，以表示此证但见“心下坚”一证，而无其他气分病证候。因此，本证并非三焦水液停滞，而是单纯由于中焦脾胃气机不通，使精气不升，因而见证为水停心下，故此只需以枳术汤治之。


2.方义分析


方中用药包含了麻细附汤的全方药物组成，且用量相同，但加上了桂枝去芍药汤，或者从另一方面分析，本方即是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出自《伤寒论》22条）再加上麻黄、细辛。

桂枝去芍药汤用于太阳病误下后，上焦营血不足（参本书《桂枝汤方义在宣卫降营》一文），若阳气更虚则加附子。可见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目的在于温通中上二焦阳气。在本书《太阳病篇“非发汗”解表方》一文中指出，桂枝去芍药汤与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证病已经不在表，其方目的也不在发汗解表，若以发汗解表为目的的方剂，张仲景会在方后注中明确写出“覆取微似汗”一句。麻细附汤按上文所述，其作用部位偏下，目的主要在宣散下焦阳气、停饮。

因此，桂枝去芍药汤与麻细附汤合用，即三焦阳气一并温通，辛温之力甚强，使寒水得化，故能达致“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的效果。

虽然本方方后注说，“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实际上并非指发汗之法。先说“虫行皮中”之证，参考《伤寒论》196条：“阳明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这条指出“虫行皮中”是“久虚”引起的，而且与汗出并无必然关系，是独立分开的两证。“虫行皮中”的另一种理解，应属于“痹不仁”之证。如《金匮要略》第五篇第2条说：“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泄……邪在于络，肌肤不仁。”这里亦指出皮肤不仁的原因，是由于血虚，使络脉空虚，邪气入中络脉，与上述久虚机理一致。而在《平脉法》中更进一步指出，“营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痹不仁”，痹不仁的成因是正虚而导致营卫不通，三焦无气可通，因而出现身体痹不仁。再看《金匮要略》二篇22条：“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芪汤主之。”在方后注中亦说：“服后当如虫行皮中，从腰下如冰，后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以下，温令微汗，差。”此条亦为服药后见“虫行皮中”，可是纵观其他诸条风湿病证用方，方后均无此象，而防己黄芪汤治属气虚的风湿之证，再一次说明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服后所见的“虫行皮中”，是其证本虚的反映，是“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可知此“痹不仁”之证，是由于寒水阴邪得畅，使邪气走于皮肤之络而致。另外，关于服药后的“当汗出”，由于本证并非针对表证，其汗出是由于“大气一转”之后，三焦水液与气机通畅的结果，因此并非解表之法，如服五苓散后出现汗出之意，可参考本书《五苓散并非表里同治》一文对解表机理的论述。


三、麻黄附子甘草汤证治分析（附：麻黄附子汤、甘草麻黄汤比较）

麻黄附子甘草汤（下简称麻附草汤）与麻细附汤病机相近，而一般认为麻附草汤病情较麻细附汤要轻缓，这种说法是指麻附草汤的发汗力量比麻细附汤轻，但是据原文分析并非如此，以下详细论述。


1.麻附草汤证候分析


《伤寒论》302条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本条原文内容，并无表述任何证候，需要与麻细附汤参看。301条麻细附汤是“少阴病，始得之”，而本条则是“得之二三日”，说明病情相对延长。这里强调了用麻附草汤的目的是微发汗，而微发汗的原因是“以二三日无证”，因此解释“无证”的意思十分重要。

《伤寒学》中解释，“‘无证’：《玉函》卷四、《注解伤寒论》卷六均作‘无里证’，指无吐利等里虚寒证”，虽然此说可通，但是纵观仲景书中，只见“无表里证”一词，却未有“里证”一词单独出现，未有例证能够说明“里证”是指什么证候。细考《伤寒论》中多条条文，“无某某证”的说法亦常出现。如第251条“无太阳柴胡证”，61与170条“无表证”，130条“无阳证”，252条“无表里证”等，其中在39条亦说“无少阴证”，麻附草汤证在少阴病篇，“无证”或可表示“无少阴证”。另外，《伤寒论》232条说，“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无余证”与“无证”的表述方式最为接近本条，“余证”是指在231条中提到的诸种证候，若只见脉浮而无各种证候，即可用麻黄汤治之，由此可以理解，确实可以有“无证”一词，指无任何证候表现，而并非单指里证。另外参《伤寒论》303条：“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本条与302条相近，是“得之二三日”，但是出现了“心中烦，不得卧”等，换言之，即不是“无证”，而是“有证”，因此病机转变，需要用其他方剂治之。由此反观302条的“无证”，实质上当指无各种可能出现的少阴证候，是特别用于比较条的少阴证。

相较于301条中见“反发热脉沉者”，发热一证在“无证”的前提下，理应不包括在内，如此理解301条与302条的关系，即在少阴病一开始见发热之后，到了二三日则未见发热而单见脉沉，且未出现其他各种少阴证，即可用微发汗之法。

上文论述使用麻细附汤的目的并非发汗解表，而是温化下焦寒水，以此角度理解302条，为何单见脉沉而不见发热，却又无其他证候出现。未见其他少阴证，表示阳气不甚虚，因而在发病二三日病情仍然稳定，没有恶化。“始得之”的发热在后来消失了，假若病入少阴而无发热，或可理解为“阳去入阴”，病从三阳转入三阴，但是，没有见其他少阴之证（如269条说的躁烦），则发热的消失反映正气能够抗邪，正气不虚，发热自除。由于正气不虚，水停于里之证并无不可发汗的禁忌。如少阴病286条说：“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阳故也。”由于并非到了亡阳的程度，但阳气仍偏虚，故此可用“微发汗”之法。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就是在少阴病刚开始，见发热而用麻细附汤后，到了二三日发热已除，但仍见脉沉，亦无其他证候，反映病情减轻，阳气渐复，则可改用麻附草汤微发汗。这里的两种解释方法，即一开始有没有用麻细附汤，两者并无矛盾，重点是少阴病在刚开始阶段，没有出现发热以及其他证候，则说明了阳气并不甚虚，可用微发汗之法以宣散寒水。


2.麻附草汤、麻黄附子汤与甘草麻黄汤比较


麻附草汤的药物组成与麻黄附子汤及甘草麻黄汤十分相近，三方均是用在水气病水停在下焦的病证中，三者的不同点请看下表：

表19　麻附草汤、麻黄附子汤与甘草麻黄汤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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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甘草麻黄汤。本方出自《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5条：“里水，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亦主之。”在同篇第5条则说：“里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越婢加术汤主之。”此条明确指出这一种里水见有黄肿、脉沉与小便不利之症状，可用越婢加术汤治之，而在25条中说“甘草麻黄汤亦主之”，是指这一种病情用此方亦能治疗。按本方方后注说，“重复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明确指出此方是以发汗为目的，通过发汗以治疗水停下焦之证。

再看麻黄附子汤。本方出自《金匮要略》第十四篇第26条：“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按本条文所述，本方所治亦是水停在下之证，而单以脉沉或“虚胀”为见证，其证相对于上述甘草麻黄汤证为少，而且其脉“沉小”，反映阳气偏虚，故文中说“属少阴”。本方亦以发汗为目的，文中清晰说明“发其汗即已”，是治疗这种水停在下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本方虽然麻黄用量减少，但是实际上发汗力量比甘草麻黄汤更强。这是张仲景的药法，由于加上了辛温更强的附子，故此可减少麻黄的用量，如在桂枝汤中用桂枝三两，而到了麻黄汤中，因为配上了麻黄，则桂枝用量减少为二两。由于加上了附子，使全方发汗力量从下焦开始，配上麻黄辛温通阳，即使方后注没有要求“重复汗出”，亦能达到发汗的目的。

最后看麻附草汤。本方相较于麻黄附子汤麻黄用量减轻，可知其发汗力量比麻黄附子汤较弱，故原文中说“微发汗”。微发汗是由于阳虚程度相对麻黄附子汤证较重，故此不可用一般发汗之法，而改用“微发汗”以宣散寒水。

三方从发汗力量比较，从强到弱分别为麻黄附子汤➝甘草麻黄汤➝麻附草汤。阳虚程度从重到轻则是麻附草汤➝麻黄附子汤➝甘草麻黄汤。


3.麻附草汤与麻细附汤比较


虽然一般认为麻细附汤比麻附草汤发汗力更弱，但是按其药物配伍分析，实际上应该相反。

表20　麻黄附子甘草汤与麻黄细辛附子汤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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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草麻黄汤中，单用两味药，已经有发汗之功，这是由于甘草之甘味能够助麻黄的辛温，所谓“辛甘化阳”，配伍甘草能够有助发汗解表，且甘味之缓能使发汗得以持续。再者，甘草麻黄汤中，虽然麻黄用量较甘草为重，但将甘草放在方名首位，可知甘草在方中发汗的重要性。若麻黄配伍细辛，虽然两药均为辛温，可是细辛之功主要在化饮而不在发汗，且其作用趋势偏于下，反而牵制了麻黄发汗的力量。

故在301与302条中，只有麻附草汤明确说明“微发汗”，麻细附汤则没有谈及其发汗之力，代表张仲景在运用两方时，麻附草汤仍属于“小发汗”法，麻细附汤则并非意在发汗，可以理解为“宣通”之剂。


4.麻附草汤与四逆汤比较


麻附草汤与四逆汤在方药组成上亦有相似之处，两者均有阳气偏虚，两方方药组成见下表：

表21　麻黄附子甘草汤与四逆汤比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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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同用附子与甘草，以辛甘化阳，通补阳气，可是四逆汤中用的是生附子，况且四逆汤服法是分两次服，一服剂量更重，可见四逆汤的温阳之力甚重。两方明显不同处为，麻附草汤用麻黄，四逆汤则用干姜，一走一守，麻黄宣通阳气，干姜则温中散寒，如此比较则更明确两方用意。


5.麻附草汤方义分析


上三节的方义比较，已经对麻附草汤的方义有深入讨论。总而言之，麻黄辛温宣散，配上附子辛温通阳，再加上甘草甘温以辛甘化阳，三药共奏宣通阳气、微发汗以化寒水之功。

最后还要再次指出，虽然麻附草汤能够“微发汗”，但是其原意并非用在表证，发汗的目的是为了宣散寒水。


四、讨论：如何理解“太少两感”

麻细附汤与麻附草汤两方，过去多以“太少两感”作为解释，可是从本文的研究角度，认为这两方证均非兼有“太阳”，因此不可称为“太少两感”。那么，假若是“太少两感”的病情而运用了麻细附汤，则有何结果？这种情况在现代临床十分普遍，有必要对此进一步讨论。

先说“两感”的概念。“两感”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热论》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热虽甚不死；其两感于寒而病者，必不免于死。”按原文中所指，“两感”是指六经之中的阴阳两经同时得病，包括了“巨阳与少阴俱病”、“阳明与太阴俱病”、“少阳与厥阴俱病”这三种情况，其中“巨阳与少阴俱病”可见“头痛、口干而烦满”，可理解为《素问·热论》中的“太少两感”。

《素问·热论》本身只有“两感”而无“太少两感”一说，这是后世的新创术语，此种简化命名亦无不可。但是，在《伤寒论》中似乎除了“太少两感”一说之外，并无“阳明太阴两感”，亦无“少阳厥阴两感”的说法，若只为了“太阳与少阴同病”而创制一个特殊术语，未能形成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另行命名的价值不大。再者，由于《素问·热论》的六经与《伤寒论》的六经截然不同，未必属于“继承”关系，“两感”一说则容易让人混淆两种理论，尤其在《伤寒论》中并无其他经的两感，则没有必要引进这一术语。或因如此，七版《伤寒论》教材中，已经不用“太少两感”一说，而直接用“少阴病兼表证”，此则更为明了。

虽然麻细附汤与麻附草汤证并非少阴兼表证，但是《伤寒论》中确实有这种病情。例如《伤寒论》91条：“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92条：“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四逆汤方。”93条：“太阳病，先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里未和，然后复下之。”94条：“太阳病未解，脉阴阳俱停（一作微），必先振栗，汗出而解。”372条：“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在《金匮要略》十七篇36条亦有同样文字）。”上述诸条均可称为“少阴兼表证”，皆是少阴里虚的基础上兼有太阳表证。另外，在《伤寒论》有多条讨论“表热里寒”抑或“表寒里热”的条文，例如《伤寒论》第176条的白虎汤证、225条四逆汤证、317条与370条的通脉四逆汤证，亦可属“少阴兼表”，详细讨论见《白虎加人参汤证属表里三焦热盛》一文。

“太少同治”反映了后世理论与仲景学说的差异。这是治法的理论争议问题，在少阴兼表的病情上，张仲景均是考虑表里的先后缓急问题，却无表里同治、抑或具体说“太阳少阴同治”之法。假若认为少阴兼表可以同时治疗，则属于后世的理论思想，例如现代有医家认为可用“四逆汤合桂枝汤”，这则是对于《伤寒论》91条的另一种新理解，认为无须分清表里先后而可以一并治疗。这种治法思想的区别，也是仲景方的药物较为精炼，而后世方药味较多的一个原因。至于究竟两种思想何者属优、何者临床更有效果，本文属于仲景学说文献理论研究，此一问题尚待临床验证。从理论而言，一般认为经方的特点在于“药少精炼、功专力宏”，假若以合方治疗，则相对“功不专”，按理应效果较缓，甚至可因病机矛盾而出现不良反应。

从麻细附汤的药物组成来看，或许让人误以为是少阴病基础上兼有“麻黄汤证”。但麻黄汤证的表气郁滞，必须有正气不虚、正气旺盛的基础（可参本书《葛根汤属太阳伤寒代表方》一文），少阴病本身正气偏虚，无可能出现麻黄汤证，故此在《伤寒论》91条与372条均直接写明用桂枝汤而非麻黄汤。

若是“太少两感”的病情而运用了麻细附汤，则有何结果？这首先要看是哪一种“太少两感”，假如是上述引用的各条少阴兼表之证，例如91条之伤寒、身体疼痛而下利清谷之证，若没有下利清谷而用麻细附汤则病轻药重，假若下利清谷则病重药轻。“太少两感”只是指出了两经同病，而未有说明该经病变的轻重程度。另外，麻细附汤中的药物组成，只有麻黄一药可算是“辛温解表药”，其他两药均非用作解表，在整部《伤寒论》中没有单用麻黄即能解表之例，甚至如桂枝甘草汤中桂枝如此重剂，也没有人认为桂枝在方中能够辛温解表，显然解表的功效是必须要通过配伍而达到的。另外，在《金匮要略》十二篇39条说：“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痹，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阳故也。”仲景明确指出，血虚不用麻黄，而少阴病的病机是下焦的阴阳俱虚（参《伤寒六经原意·少阴病与厥阴病概念》一文），换句话说，典型少阴病则不当用麻黄。假若少阴病较轻而兼有表证，或许当考虑使用小柴胡汤。如《伤寒论》148条所说的：“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沉紧，不得为少阴病。”但若血虚程度较轻则未必能称为病在“少阴”。假设属于少阴兼表而误用了麻细附汤，若属血虚较重则误用麻黄而伤血，使病情加重。假若血虚较轻则或许亦能温阳化饮，但其方目的亦不在解表，只是等同于表里同病而单一治里，运用麻细附汤并非表里同治。若用此方后表证同时得解，并非因为此方能辛温发汗，而是由于三焦营卫得通后正气自能抗邪而自愈，属于“扶正解表”的思想（可参《五苓散并非表里同治》一文中“‘扶正解表’的普遍意义”的论述）。

最后顺带指出，历代的经方医案之中，甚少有“太少两感”而用麻细附汤的验案，而即使有相关案例，亦非用原方三味药治之。现代临床治疗少阴兼表证多是在此方基础上加上各种辛温药，即如前述“四逆汤合桂枝汤”之意。张仲景对于组方用药十分严谨，加减一药即成新方，在麻细附汤基础上加味治愈少阴兼表证，不能在临床上证明麻细附汤即为治“太少两感”之方。


五、结语

麻黄细辛附子汤与麻黄附子甘草汤两方，均非用在“少阴兼表证”，而是用于下焦阳虚寒水停滞之证，目的在于温化寒水，以防传变。本文所论的五方之中，除了麻黄细辛附子汤目的并非发汗之外，其余方剂均能发汗（麻黄附子甘草汤严格而言属“微发汗”），发汗的目的均在温化宣散寒水。总而言之，麻黄细辛附子汤等五个类方，其原意均是用在水饮停滞之证。


麻黄升麻汤属表郁轻证

麻黄升麻汤出自《伤寒论》厥阴病篇，其方药物庞杂，共十四味药，且方中药物剂量甚轻，与一般经方的药味少、剂量大成强烈反差，故此有注家认为此方并非仲景方，疑为后世所加。现代一般认为，本证属肺热脾寒、寒热错杂的病情，但为何在厥阴病篇突然出现此证？本文欲对本证的原意进行重新考释。


一、证候分析

麻黄升麻汤出自《伤寒论》357条：“伤寒六七日，大下后，寸脉沉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喉咽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


1.“寸脉沉而迟”反映上焦阳虚


本属伤寒，经过误下以后，见“寸脉沉而迟”，这里特别强调“寸脉”。参《金匮要略》九篇3条：“胸痹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沉而迟，关上小紧数，栝楼薤白白酒汤主之。”这一条同样是寸脉沉迟，还刻意相对关脉而言，实际上是九篇1条“阳微阴弦”的具体阐述，寸脉沉迟上焦阳虚的反映。

“寸脉沉而迟”即只见脉在寸口而关尺脉不见，亦即关尺脉比寸脉更虚，当是脉微细甚或“脉不至”的情况，由于关尺脉象并非诊断要点，故此略而不提。此外，寸脉沉迟除了反映上焦阳虚以外，亦有邪气在表之意，详见文末讨论。


2.“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反映中下焦的气血虚衰


先说“下部脉”，究竟是指何脉？一般有两种不同解释。《伤寒学》说：“一指寸口脉中的尺脉，一指人体上中下三部中的趺阳脉与太溪脉。”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只是代表着两种争议的看法，至今还未有定论，而非本义即包含两种脉象。从张仲景对寸关尺脉象的表述上看，并无以“上部”、“下部”表述“寸脉”、“尺脉”的例证，对于寸尺区分的另一种表述，是以“脉阴阳”为其术语。例如《伤寒论》第3条说，“脉阴阳俱紧”，第6条更说，“脉阴阳俱浮”，这里说阴阳脉俱浮，显然阴阳并非以轻按重按作区分，而是指寸尺脉象。

“下部脉”指足三阴之脉。在张仲景的脉法上，沿用了“三部脉法”。《伤寒杂病论·序》中说：“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平脉法》也说：“脉有三部，阴阳相乘。”《金匮要略》十七篇37条说：“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辨脉法》中更清晰地说：“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这里更明确指出是“手足”的三部脉，显然并非指寸关尺的三部脉象。三部脉法在《黄帝内经》已有详细记载。《素问·三部九候论》说：“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下部天，足厥阴也；下部地，足少阴也；下部人，足太阴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肾，人以候脾胃之气。”这里清晰指出了“下部脉”包含了什么内容，是指足三阴经的脉动，诊候肝肾脾胃之气，亦即中下二焦之气的盛衰。在仲景书中，亦多处有提到趺阳脉、少阴脉、厥阴脉的诊治。

“脉不至”属于危重证候。例如在《伤寒论》292条说：“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298条说：“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蜷，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脉不至反映气血亏虚甚重，实际上即是“无脉”。如362条说：“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阳者为顺也。”本条证情与麻黄升麻汤证同样见“下利，手足厥冷，无脉”，可是这条用如上述292条的灸法以后，脉依然不还，反而出现微喘，表明虚衰严重，治不获效，属死证。

值得讨论一点，假如是中下二焦的脾胃肝肾虚衰，在寸口的关尺脉亦可诊断，为何特别强调是“下部脉不至”？这是由于前文见“寸脉沉而迟”，若是中下二焦皆虚，正常脉象当如少阴病提纲见“脉微细”，当寸关尺皆微，但是此证却见沉迟，与脉微有别，因此要通过其他方式进一步诊断。《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指出，三部九候的脉法，目的是用在“决死生”，“参伍不调者病，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上下左右之脉相应如参舂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数者死，中部之候虽独调，与众脏相失者死”。寸口脉法属于中部的“手太阴脉”，此证亦即中部脉与下部脉“相失”，故此属危重的证情。

关于“手足厥逆”，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手足四肢与三焦表里对应关系》一文中已指出，手足的证候反映下焦之气，手足厥逆反映下焦阴阳俱虚，营卫不通。这与本证的下部脉象相符，由于下焦肝肾气血皆虚，营卫不足且不通，因而见此证。


3.“喉咽不利”反映热气上逆


首先说“喉咽”一词，这里不说“咽喉”，有“下而上”的意味。在仲景书中大部分条文写成“咽喉”，而只有三处条文写成“喉咽”。《伤寒论》166条说：“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喉咽不得息者，此为胸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这条与麻黄升麻汤证相似，以寸脉最为突显，其证见“气上冲喉咽”，是因为上焦不通所致。又如《金匮要略》十四篇21条说：“反言胸中痛，气上冲咽……阳衰之后，营卫相干，阳损阴盛，结寒微动，肾气上冲，喉咽塞噎。”这两条条文均有气上冲的证情，从部位上说，喉在下、咽在上，若气上冲则从喉到咽，故此改说成“喉咽”。

此说符合厥阴病的病机特点，厥阴病的提纲上见“气上撞心”，是以气上冲作为代表病机，如上文瓜蒂散证见“气上冲喉咽不得息”，喉咽不利可理解为一种轻度的气上冲。另外，《金匮要略》七篇10条说：“火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本条用麦门冬汤治疗上气，是因肺虚而虚热上炎之证，其中同样见咽喉不利。因此，麻黄升麻汤证的喉咽不利、其气上冲是虚热上炎、热气上逆之象，与厥阴病提纲中“气上撞心，心中疼热”的病机相近。


4.“唾脓血”反映风热在上焦


“唾脓血”即是体内脓血向外排出的一种方式，是因热伤上焦肺所致。在《伤寒论》中有两种排出脓血的方式，一种是“吐”、“唾”脓血，另一种是“便”脓血，两种皆是因热所致。如367条说：“下利，脉数而渴者，今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当然，两种排出脓血的方式，热所在部位不同，如《伤寒论》19条说，“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服桂枝汤后所导致的吐，显然是病在上部，因热在上焦伤血所致。

“唾脓血”是风热在上焦所致。参《金匮要略》第七篇第1条的肺痈病，其证说：“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此为肺痈，咳唾脓血。”“唾脓血”是肺痈病的专有见证，病因与肺痿有相近之处，均是由于热在上焦引起。肺痈的特点，在第七篇第2条说：“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数则恶寒。风中于卫，呼气不入；热过于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热伤血脉。风舍于肺，其人则咳，口干喘满，咽燥不渴，时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简言之，即是因风热在上焦伤肺，营卫不通，使血凝滞而成瘀血。其证除了有唾脓血以外，亦伴有“咽燥”，与麻黄升麻汤证中见“喉咽不利”接近。

关于“唾脓血”的治疗，在《金匮要略》中有两种情况。一者是肺痈的治疗，在第七篇12条说：“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为肺痈，桔梗汤主之。”此为用桔梗汤以排脓。另一个在《金匮要略》第三篇第14条的阳毒病：“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文，咽喉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汤主之。”此证亦如麻黄升麻汤证，见咽喉的病证而同见唾脓血，当因热在上焦所致，故其病称为“阳毒”，此方与麻黄升麻汤方义有重要联系，后文再议。


5.“泄利不止者”反映中下二焦亏虚


泄利不止属于重证，反映中下二焦亏虚甚重。下利有利在中焦、利在下焦的区别。例如《伤寒论》第159条说的：“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此条明确指出了中焦与下焦下利的两种分类。太阴病中焦脾胃俱虚，已可见“自利益甚”，到了太阴病与厥阴病的下焦亏虚，亦多见下利之证，厥阴病提纲更有嘱咐，“下之利不止”，在厥阴病篇第345条更说，“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假如下利严重，伴有发热而厥，可属于死证。


二、麻黄升麻汤证病机分析

综合上述证候分析，包括了四方面病机：上焦阳虚、风热在上焦、中下焦的气血虚衰，以及热气上逆等，证情相当复杂。

除此以外，麻黄升麻汤证当仍有表邪未解。条文一开首先有“伤寒六七日，大下后”的病情来路，“伤寒”是病情一开始当为太阳伤寒、寒邪在表，但经过误治以后导致邪气入里。邪气是否仍有在表，在条文证情上没有直接显示，但看方药组成包含了麻黄、桂枝、芍药等配伍，以及方后注“汗出愈”的注文，可知其证当有邪气在表未解。此后文再议。

本条为何说“为难治”？首先，要理解张仲景说“难治”的意义，难治的病情并非“死”、“不治”，而是仍有救治之机，只是由于正气亏虚，且有矛盾病机，导致处方用药出现难度，即使治疗效果亦不理想。例如《伤寒论》153条说：“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者，难治。”本条阴阳气皆虚，但又因烧针而生内热，在此时清热则伤正，补虚则助热，故为难治。又如214条说：“明日又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因里虚不可攻下，但仍有便结，则为病情矛盾之处。至于麻黄升麻汤证，由于病情相当复杂，先有表邪未解，但正虚不可发虚人之汗，若用一般汗法则加重病情。其病中下焦亏虚，若补之则助上焦之热，加重病情，其风热在上焦，若清上焦之热，则容易使表邪内陷，又或加重正虚，故此相当难治。由于多种病机相互兼杂，治疗时必须要考虑先后缓急，以及如何兼顾必要病情。

此证要与白通加猪胆汁汤证鉴别。《伤寒论》315条说：“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本条与麻黄升麻汤证病情接近，同样见下利不止、无脉，病机相近性，白通汤证亦可见手足厥逆，可是麻黄升麻汤证则另见喉咽不利、唾脓血，还有寸脉脉象有所不同，均是鉴别的要点。假若麻黄升麻汤证的患者在诊治时，医者优先考虑下利不止的问题，则可能考虑用上白通加猪胆汁汤，但是若用此方，表明并未考虑邪气在表以及风热在上焦，用此温阳之方可使病情加重。

此证还要与桔梗汤证作鉴别。在《金匮要略》第七篇第12条中，桔梗汤治疗咽干不渴、唾脓血之证，与麻黄升麻汤证的部分证情相近。但是，桔梗汤证并无中下二焦的亏虚，且无邪气在表，若用此方后，当见“吐脓血”（见方后注），则上焦更虚，表邪内陷，使病情加重，且未能治本。


三、方义分析

麻黄升麻汤方，药物组成十分复杂，是仲景书中少见的药味较多之方，共十四味药，且全方剂量甚轻，大部分药物用“铢”作单位（一两等于二十四铢），是其他药方中少见的。

本方与表郁轻证三方十分接近，先进行比较（表22曾载于本书《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一文，在本文中再作补充）。

表22　表郁轻证三方与麻黄升麻汤用量比较表（按一两=15.625g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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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所示，麻黄升麻汤与表郁轻证三方作比较，四方均有桂枝、芍药、甘草、麻黄、石膏，但剂量有所不同，除麻黄以外，其他四味药在麻黄升麻汤中的剂量甚轻，是诸方中最轻的剂量。若进行更仔细的剂量比较，在本书《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一文中有所论述。如桂枝的剂量，三方中以桂二麻一汤最高、桂麻各半汤其次、桂二越一汤最轻，其原因是正气越虚则剂量越轻，目的在于“不发虚人之汗”。若正气虚较轻，则可用相对较重的剂量。若无正虚，则可用桂枝汤的原方剂量。

由此观之，麻黄升麻汤中所用的桂枝以及其他药物剂量甚轻，反映正虚甚重，但仍同时有邪气在表，故此治疗时以最为轻量的药物治表。麻黄升麻汤中用石膏之意，当如桂二越一汤证兼有内热，其热在上焦肺，符合本证的病机特点。

特别讨论麻黄升麻汤中麻黄的功效。本方以麻黄命名，且麻黄剂量最重，为本方君药。方中用麻黄二两半，折合一次量为13.0g，比其他六铢剂量药物剂量重十倍，显然为了突出麻黄的作用。可是，在表郁轻证三方之中，麻黄剂量均较桂枝要轻或为等量。为何此方中麻黄剂量特别突出？这与本证病机特点有关。实际上，麻黄升麻汤中用麻黄之意，当与麻黄细辛附子汤类方作一比较：

表23　麻黄细辛汤类方与麻黄升麻汤中运用麻黄的剂量与治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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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所示，五方中运用麻黄从重到轻排列，麻黄升麻汤中的麻黄剂量，较麻黄附子甘草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略重，比麻黄附子汤与甘草麻黄汤为轻。从剂量轻重比较，已可看到发汗程度轻重之别，若是在三两麻黄以上，张仲景明确用于发汗，而二两则可为“微发汗”或者并非发汗，麻黄升麻汤则介乎两者之间，当理解为较“微发汗”要重而又比“一般发汗”为轻的治法。

在上一篇《麻黄细辛附子汤证并非太少两感》一文中指出，麻黄附子细辛汤的方义目的不在于解表，其证亦非“太少两感”，而是在于温化下焦寒水。故此方中用麻黄之意，并不在于发汗，而在于温化下焦寒水停滞。笔者在《关节疼痛证治》一文中指出，麻黄的通阳之性能从下焦开始宣散，能通下焦阳气，故此能够温化下焦寒水。

关于麻黄的发汗力量，在煎煮法上亦有体现，比较多首方剂：

表24　麻黄升麻汤与桂麻各半汤、麻黄附子甘草汤、麻黄细辛附子汤的煎煮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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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列出了四首含有麻黄方剂的煎煮法，可见在表郁轻证三方以及麻黄附子甘草汤中，在“微发汗”的治法下，麻黄煎煮均是“先煮麻黄一二沸”，麻黄升麻汤煎煮亦取此法。可是若在麻黄细辛附子汤中，则改为“先煮麻黄，减二升”，其煎煮时间显然较前方更长。由此理解，先煎久煎麻黄的目的，在于缓减麻黄的辛散之性，不在于发汗解表，而若麻黄煎煮时间较短，则其功侧重在表。因此，麻黄升麻汤中所用麻黄之意，与表郁轻证三方以及麻黄附子甘草汤证相同，均是在于“微发汗”以解除表邪，而麻黄升麻汤的麻黄剂量最重，其解表之意更强。

另外，一方面由于麻黄能同时温化下焦寒水，能缓减证情中因下焦阳虚寒湿停滞所致的“泄利不止”；另一方面麻黄配伍桂枝，亦能取类似葛根汤的疗效，治疗“太阳与阳明合病”的下利，属于“逆流挽舟”的治法。

麻黄升麻汤中最值得探讨的是方中升麻的作用。本方以“升麻”名方，升麻的作用，一般认为可升散、解毒，能治此证的阳郁。但是按《神农本草经》对于升麻的记载，升麻属上品，“味甘、苦，平，无毒”，其中并无“辛味”，味苦则当能降、能泄，然则如何能够升散？张仲景运用升麻只有两方，另一方即是《金匮要略》的升麻鳖甲汤。此方同样以升麻名方，可知升麻亦为方中主药，而如上文所论，其证与麻黄升麻汤证中同见“咽喉不利，唾脓血”，两方中皆有升麻、当归，可知此两药在麻黄升麻汤中的目的在于治疗上焦的邪热，按“阴阳毒”的说法，亦可称为“热毒”。从机理上说，是由于上焦热郁、营卫不通，因此以升麻的苦味通降上焦的营气，治疗因热引起的脓血凝结，配伍麻黄、桂枝等宣通上焦之品，恢复上焦的营卫宣通。至于当归，目的则在于“排脓”，如在“阳毒”的上一条“赤豆当归散”证，即是用当归治疗“脓已成”之证，以养血活血。

深入讨论升麻的作用。不少药物亦具有味苦降泄的功效，为何此方独用升麻？这似乎与升麻的性味特殊有关。升麻味甘，能补胃气，治疗此证的中焦胃虚。升麻性平，由于此证在上焦有热的同时亦有上焦阳虚有寒，是一矛盾的寒热病机，若以苦寒的药物为主药则使阳虚加重。故此，虽然麻黄升麻汤中亦有苦寒的知母与黄芩，但其用量较轻，用十六铢（《神农本草经》中载黄芩性味苦平，故此亦有理由相信仲景用黄芩亦考虑不伤上焦阳气），升麻与当归同为一两一分（“一分”等于“六铢”，一两一分即三十铢），较知母与黄芩剂量多约一倍。因此，本方中运用升麻为主药，是刻意考虑到病情的特殊性。另外，关于一般认为升麻具“升散”作用的问题，应当理解为升散是其通降以后的结果。如笔者在《小柴胡汤证重在邪结下焦》一文中指出：“柴胡的‘升散’之说，实际上亦是指柴胡通降的功效，使下焦营血郁滞得解，因而下焦的气血能上行。”又如桂枝能够平冲降逆、生姜能够降逆止呕，其“降逆”并非此两药能通降，而是其辛温药性使气机宣散恢复正常，自然气不上冲。因此，升麻所谓“升散”的作用，是由于上焦不通因其苦降之性而得解，是故上焦营卫恢复正常宣散，其结果则为“升散”。

再说麻黄升麻汤中的茯苓、白术、干姜。三药剂量各六铢，此即类似于《伤寒论》316条的真武汤加减法。真武汤中有附子、茯苓、白术、芍药、生姜，其中两个加减法均用干姜，与麻黄升麻汤比较，实即包含了真武汤方，不用生姜而用干姜，再去附子。去生姜与附子的原因，即是减轻其辛温之力，以防加重上焦之热。故此，麻黄升麻汤中运用茯苓白术的原因是下焦阳虚而寒水停滞，而干姜则在于中焦阳虚饮停，三药配伍的目的均在治疗下利不止。

麻黄升麻汤中用葳蕤与天门冬，两药各六铢，在仲景书中只出现此药一次，未有其他例证，只能按一般药性记载推测。葳蕤即现在之玉竹，《神农本草经》则名为“女葳”，说：“一名玉竹。味甘，平，无毒。治中风暴热……诸不足……润泽，轻身，不老。”现在一般认为，玉竹能滋阴润肺，能治本证吐脓血后的肺虚。天门冬“味苦、平，无毒……治诸暴风湿偏痹……久服轻身，益气，延年”，其性味苦平，与方中主药升麻基本相同，以助升麻治上焦不通而不助热。现代对天门冬的认识一般为甘、苦，寒，有清热润肺的作用，其性寒亦能治此证之热，味甘则能补虚，与玉竹相配亦治肺虚。

综合全方，麻黄配桂枝、芍药，调和营卫，治疗风邪在表与上焦。麻黄能温化下焦寒水，配茯苓、白术、干姜治寒湿下利。升麻则能治上焦虚且有热导致的不通，配伍知母、黄芩、石膏、天门冬宣降与清解上焦之热，配当归则治上焦之脓血，配葳蕤与天门冬则补上焦之肺虚，甘草补中焦之胃虚。全方侧重于治邪气在表与上焦之热，主要治疗“喉咽不利，唾脓血”之证，亦兼治“泄利不止”，至于“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等属下焦气血亏虚之证，则基本无考虑，乃先后缓急的治法，并非一次治疗所有症状。

注意本方的服药法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这里所说的“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是指每次服药的相隔时间。例如，《金匮要略》大建中汤的方后注说：“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温再服，如一炊顷，可饮粥二升后更服，当一日食糜，温覆之。”这里提到“如一炊顷”这一时间概念，由于“分温再服”没有指明两次服药的时间间距，这里指是煮一顿饭的时间。按汉代十升等于一斗，一升即是200ml容量，则一斗等于2000ml，三斗即是6000ml，即现代的六升容量。要煮熟六升米所用的时间因煮食器皿的大小、火候而有所不同，一般在一小时左右，按常理理解亦不当超过两小时。这种服药方法，相对于桂枝汤的服药法“半日许令三服尽”，12小时能服3次，即每一次相隔4小时，麻黄升麻汤的服药法相隔时间较短，此即采取轻剂量频服的方法，以达到轻微发汗的效果。


四、讨论

对麻黄升麻汤证的证候、病机与治法方药进行重新分析以后，再对一些相关的概念进一步探讨。


1.麻黄升麻汤证属厥阴病


笔者在《伤寒六经原意·少阴病与厥阴病概念》一文中，指出厥阴病的概念是在中下焦亏虚的前提下，同时见虚热上炎、热在上焦。麻黄升麻汤符合此病机特点，而在此基础上兼有邪气在表，风邪在上焦，还有上焦的阳虚，可理解为在厥阴病核心病机的基础上有所演变。由于病情复杂，属病机矛盾的难治之证，要先解除表邪以及上焦风热，其后再考虑治疗正虚之本。


2.麻黄升麻汤证属表郁轻证


从上文对方药比较的讨论，可发现麻黄升麻汤与表郁轻证三方的方药接近，无论从药物组成、抑或在煎服法上都有相似之处。从病机角度出发，笔者在《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一文中指出，表郁轻证并非病情较轻，是由于正气偏虚，导致邪气在表未能去除，故此邪气轻微，在表久久不去。从这个角度理解，麻黄升麻汤证亦属于表郁轻证，而且病情相较表郁轻证三方更为严重，是《伤寒论》中兼有邪气在表而正虚甚重的方证。


3.为何没有邪气在表的证候


既然麻黄升麻汤证仍有邪气在表，但为何在其条文证候之中，没有各种邪气在表的表现？其实，即使如桂枝二麻黄一汤证，其邪气在表的表现亦较为轻微，只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但无其他邪气在表之证，而且还见“脉微弱”，即是没有脉浮之象，无法从脉象判断邪气在表的病位。又如《伤寒论》276条，“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这条在太阴病见“脉浮”即用桂枝汤发汗，没有各种邪气在表之证，可知当正气进一步偏虚，正邪交争并不激烈，即使邪气仍在表，也可无相关表现。

由于麻黄升麻汤证正气亏虚甚重，即使邪气仍在表，正气也无力抗邪，故此邪气在表可无特殊表现。厥阴病有“厥热胜复”的特点，在手足厥冷的时候则不发热，厥冷过后正气胜邪则能发热，因此如麻黄升麻汤证中见“手足厥逆”，则不可能同时见“发热”的邪气在表、正邪抗争之症状。


4.本证的表邪如何“辨证”


假若没有证候，如何判断有表邪？这实际上是一种病机的推论，并非“辨证”。例如《伤寒论》302条说：“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这条的“辨证”方法，是因“无证”而推论正虚较轻，故此仍可以用微发汗治之。麻黄升麻汤证仍有表邪，辨别方法首先是有“太阳伤寒”的来路，且经过误治以后，正气亏虚、邪气入里。

本条的邪气在表主要以脉象作辨别。本证见“寸脉沉而迟”，为何能判断为邪气在表？这是由于在身体虚甚的情况下，只见脉象在寸口，虽然脉象不浮，但亦当考虑邪气仍在表。如桂枝汤证在《伤寒论》12条见“阳浮而阴弱”，即是寸脉浮而关尺弱，其脉象亦非寸关尺皆浮，而只是寸脉浮，可知当邪气在表的时候，若正气偏虚可独见脉象在寸口，是正气抗邪、集中在表的表现。因此，麻黄升麻汤证的正气亏虚甚重，本当见寸关尺脉皆微，但仍见寸脉沉迟，可知正气仍意欲抗邪在表，表邪未解。


5.本方临床少用的原因


历代使用本方的病案寥寥可数，为何本方在临床上十分少用？病情为何较为少见？

当然，过去对于本方证的认识，众说纷纭，各医家的认识不一，且因其方药繁杂，并不容易掌握其方义，还有不少医家认为此方非仲景方，导致对此方的重视不够。

除此以外，假若单纯以证情而论，此证病情复杂，并非临床常见病。厥阴病属于危重病情，是伤寒到了最后的严重阶段，患者生命垂危，若以现代的角度，这类患者并非在门诊可见，而是在病房甚至是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显然并不多见。从证情特点来看，在具备厥阴病特点的前提下，还要有邪气在表、上焦风热、上焦阳虚，其复杂程度是整部《伤寒论》中少有的，因此其临床少见亦属常理。


6.麻黄升麻汤证的意义


从麻黄升麻汤证的诊治思路来看，其病机复杂，似乎是张仲景刻意揭示辨证思维，作为一种临床的举例。疾病到了厥阴病的地步，病情复杂相当正常，三焦皆虚，各种外来及内生邪气可在不同部位，导致比其他五经的病情更为复杂多变。从麻黄升麻汤证的角度，可看到张仲景在面对多种病机的时候，如何取舍先后，选择治疗次序，如何判断病情是否难治，辨证细致入微。

从方药组成上，其方药繁杂，提示在病机复杂的情况下，亦可增加药味，而非所有方药均如一般经方般药味少而精。但药味较多的原因是必须考虑多病机共存的相互关系，单独解决某一病机则使病情加重时，需要同时治疗多种病机。假若只是解决某一病机并不影响其他病机，则不用同时兼顾，仍可分清先后缓急。

在本方药物剂量上，充分体现了张仲景在用药上的一脉相承。正虚甚重而表邪仍在，则用极轻量而频服的方法治病，是面对难治证的折衷办法。显然，病重可是用药剂量甚轻，此方亦不能获得速效，可图仍有一线生机。即使面对矛盾的病情仍不轻言放弃，是张仲景努力寻找治病方法的体现。


五、结语

本文对麻黄升麻汤证的证治作重新考证，明确其在厥阴病篇的定位，且对于整个《伤寒论》“表里先后缓急”的治则进行了重要补充。

麻黄升麻汤证的证情复杂，体现了张仲景辨证论治思维的复杂性与精准性，从证候以及组方分析来看，可以肯定此方属于仲景方，与其他经方理论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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